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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来自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06年。后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以适应一本专著的需要。更新的地方主要包括具体的文本结构以及最新材料的加入，并在文后附上本人翻译的德国相关法律，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最新并且方便的素材和观点。

博士毕业，一晃五年就过去了，不由感叹人生充满了偶然性。2005年，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我，由于偶然参与了导师的一个跨国项目，竟然开始学德语，然后留学德国，并且开始翻译德国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现在想来这个跨度确实有些大。

在游学科隆一年之后，本科硕士一直学习电视新闻，并且在中央台评论部工作四年的我，竟然没有被电视学院录用，而被法律系录用，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又是一个意外。

工作两年以后的2008年，导师转发了个邮件给我，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与传播学院招博士后，研究中国宣传制度。我申请不果，本以为就此作罢。但几个月后，新西兰方面来信告诉我，可以了。又是一个意外。

新西兰研究期间的成果寥寥，不过有个副产品，一篇关于中国对外电视和CCTV-9的文章，回国后在《现代传播》上发表。文章刊发后一个月，接到中央电视台的电话，说领导看了，点名让我参加CCTV-9的改版调研，带领一个小组，主持国际几大新闻台播出内容的横向监测和分析。这还是个“无心插柳”的意外。

过去的五年，是充满偶然和意外的五年。但是如果缺少了某些人，这些偶然和意外不会出现。当然，对这些老师的敬意和感谢，绝不是因为她（他）们给我带来的这些结果，而是因为她（他）们一直以来，永远不变的对学术研究的忠诚态度，至今不断地在影响着我。我真的非常幸运，碰到的导师都是这样的人。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本科班主任芮必峰教授。在大学里，我第一次碰到可以将新闻理论说得如此生动和严谨的老师。对于新闻本体论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在国内学术界，无人能出其右。是他将我引进了新闻学，特别是理论思维的大门。

其次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朱羽君教授。是她带我走入电视的殿堂，并告诉我，镜头是用来展现美的工具，是用来反映真实人生的语言，是用来体现社会责任的窗口。我对电视作品的理解，对电视功能的体会，基本上来自朱老师。

当然，就本书而言，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郭镇之教授。是她带我走进媒介制度和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门槛。“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广播电视研究而言，媒介制度应该就是这么个领域。朱老师曾向郭老师说，何勇这个人，过于活泛，一定要抓住了。于是郭老师索性将我发配到德国，让我没法分心，于是才有了博士论文和这么一本书。在此，深表感谢。

对本书还有贡献者，包括德国学者Manfred Kops，德国公共广播集中收费中心的总裁秘书、我的哥们Stefan Olig，以及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研究生，我的哥们Stephen Hoare-Vance，谢谢你请我看了那么多电影，帮我打发了在新西兰那么无聊的日子。教学秘书Jill Dolby，谢谢你家的西红柿。当然还有我坎大的导师Anne-Marie Brady，是你让我体会到“与天斗，与地斗，与老板斗其乐无穷”的道理。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 谨识

2010年春夏之交于三间房乡定福庄西村


导论 至善之道与垄断之殇

当今广播电视的世界版图中，德国无疑占据着重要一席。这一方面由于它的整体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
 
[1]

 ，另一方面则是它高水准的节目质量
 
[2]

 。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来自制度体系的保证，特别是公共广播制度的成就。《富媒体，穷民主》的作者McChesney就称赞其“拥有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广播系统”
 
[3]

 。

所谓公共广播制度，简而言之，就是非政府、非商业的广播电视体制。一般认为，公共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以下简称公共广播）起源于欧洲，英国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是公共广播机构的源头。上个世纪20年代，BBC第一任总经理约翰·里斯（John Reith）呼吁广播媒介脱离商业公司和邮政部门而独立，成立一个服务于最广大公众利益的公共公司。在公共广播制度的最初设计中，“免于商业和政府的控制，是问题的关键。后来，这一理想成为BBC的指导原则，并在世界获得广泛支持。”
 
[4]



二战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在全球迅猛发展
 
[5]

 ，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发展模式。德国就是一个突出的样本。德国的公共广播一方面继承了欧洲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所奉行“公共服务”的宗旨，以及“非政府、非商业”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它以地区（各联邦州）主权代替中央政府控制，以传媒权力的横向联合（去集中化）取代英法所采取的中央行政的管理模式，呈现出更为单纯和彻底的制度特征。这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组织结构和相关制度理论，被评价为“真正意义上民主的胜利”
 
[6]

 。

笔者选择德国作为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的样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上，它尝试了几乎所有形式的广播电视制度，种类之全绝无仅有：中央集权（国营）的广播体制，它经历了君主制的中央体制（威廉二世）、民主制的中央行政体制（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第三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它尝试了英国和法国式的中央行政的公共广播体制（军管时期），又在美国的帮助下形成了“去集中化”的联邦制的公共广播体制（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时期）；到1984年，它引入了商业广播电视，逐步健全了公共和商业双重广播电视体制（1984年至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经验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广播电视，而是更为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国家广播电视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基本动因。笔者认为，如果在研究公共电视的时候，将其放在丰富的制度发展和变革的大背景之下，会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它的历史定位和社会价值，更清晰地理解它的优点和弊端。如此，我们将会发现，任何事物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不过是历史性与规定性的互动而已；而事物的前途和命运，往往决定于事物本身是否具有打破惯性、破而后立的空间。

回顾公共广播电视曾经狂飙突进，之后又归于平淡的历史，我们不难体会到它的社会价值所在。首先，公共广播制度促进了制度选择的“多元化”——在政府（国营的）和市场（商业的）之外为人们提供了“第三条解决方案”。由于媒介产品血液中固有的“政治功能”和“商品属性”，并且“传播政策的出现始于追求国家利益与工商业企业利益之间的互动”
 
[7]

 。一向以来，在媒介政策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从“政府和市场”对立和互补的角度来考虑广播电视制度安排。比如面临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中国，首先想到的是用走向市场（媒介产业化）
 
[8]

 来解决制度问题。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的创新和变革。

另一个方面，公共制度是人们寻找广播电视最优化解决方案的一次尝试。公共广播电视的出现，首先否定政府在大众媒介领域对公共利益的代理地位，厘清了政府——公民之间界限模糊、貌似融合的关系
 
[9]

 ，反映出人们（公民）对政府承担该社会功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其次，公共制度又体现出人们对商业利益侵蚀公共领域的一种担心和防范。历史经验说明，在广播电视这个“社会公器”的问题上，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其他路径进行弥补和完善。德国学者Ulrich Saxer具体阐述了德国人的制度理想——“将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化，进而形成相应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最优化广播电视在适当原则下解决传播问题的能力，以及最小化这些安排造成的对广播电视功能的干扰。”
 
[10]



因此，公共广播从出生之日起，就带有了“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色彩。虽然在与政治和商业势力经年的角逐和争斗中，公共广播的地位、形态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其追求却始终如一。如中国学者郭镇之所说，公共服务的广播电视固然是一种兼容各类服务内容的传播体系，一种公共事业的结构方法，但更为可贵的是，它代表着一种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在这种精神和理想中，有许多宝贵的因素是人类传播事业值得珍重的历史遗产”。
 
[11]



公共广播所追求的理想，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表述，是“实现自由的个人意见和自由的公共舆论”。问题在于，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人们对媒体的看法并不统一。比如长期以来，中国国内“社会公器”与“舆论工具”理论的冲突就反映出人们对于媒介社会功能认识的分歧。换而言之，公共广播从本源上说，是西方国家由“人民主权”或“公民权利”而衍生出的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建立在资本主义公共文化认同之基础上
 
[12]

 。而在其他地方，此种社会条件未必存在。因此，该制度及其理想的普适性仍然存疑。

这种对“普适性”的疑问在国内学术界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断然否定公共广播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另一种则是过于强调其适应性，而不注重公共广播的基本规定性，从而造成了一种“泛公共”或“伪公共”的讨论。这两种情况恐怕都有碍于我们认识真正的“公共体制”。

那么公共广播的规定性为何呢？非常简单，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多元化”。它们是实现公共性的必经之路。

所谓“独立性”是指新闻单位不受外界干扰独立进行新闻采集、诠释、评论和发布的生存状态。其核心就是“非政府”与“非商业”。

公共广播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与政府的关系上。2004年BBC与英国政府的冲突将这种独立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BBC通过“凯利案”的报道促使国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首相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责任（制造伊拉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情报）进行调查。布莱尔则利用该委员会有利于政府的调查结果反戈一击，指控BBC滥用权力，威胁肢解BBC，BBC首脑因此丢掉了饭碗。如果联系美国媒体CNN和FOX在战争中的表现，就可以发现西方世界“新闻自由”的两个体现者——商业广播电视和公共广播电视在事关政府利益的新闻报道上的区别。虽然布莱尔在与媒体的争斗中获胜，但是并未获得人们的信任——他在任期未到就匆匆下台，似乎也为英国政府与BBC的争议画上了一个虽胜犹败的句号。而英国通信委员会（Ofcom）在该年的“通信市场——电视”的报告中承认“电视媒体仍然是公众最为信任的新闻来源”
 
[13]

 。

笔者曾经就跨国电视媒体的可信度询问过一些外国友人，他们认为，如果单纯考虑新闻的可信性，在跨国卫星电视中，公共电视台德国之声（Deutsch Welle）应该排在第一位，其次是BBC，而CNN和FOX位置靠后。这不能不说是制度带来的公信力和竞争力。

媒体独立性还体现在公共电视与商业势力的关系上。目前看来，国营电视和商业电视都难以避免追逐利润对“编辑独立”带来的伤害。以中国为例，中央电视台2010年春晚的植入广告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中是不允许植入广告出现的
 
[14]

 ）。而乔治·克鲁尼导演的奥斯卡得奖影片《晚安，好运》（Good Luck，and Good Night，2006）以纪录电影的方式反映出美国商业电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受到的商业力量无所不在的侵蚀。爱德华·默多在与麦卡锡主义的冲突中大获全胜，但是却在赞助商的抗议中败下阵来，与此相反，公共广播，由于其对于资金来源，特别是广告收入的控制，尽可能地避免了这种影响。当前，公共广播的一个新的社会功能就是“挑战公司和商业主导社会这个发展趋势”
 
[15]

 。在“媒介产业化”甚嚣尘上，娱乐逐渐成为主流的中国，研究公共广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醒人们，媒介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制度建设的迫切性。

至于“多元化”，也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政治多元化，即反映不同的政治主张与观点；另一个是文化多样性，即反映社会内部差异的各种文化需要
 
[16]

 。前者比较好理解，而后者随着媒介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风潮逐渐成为近年来讨论最多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0月推动制定《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希望在国际层面建立规范，保障文化多样性和媒介多元化，应对媒介自由化和集中化的趋势。欧洲理事会“媒体集中化和多元化的专家委员会”认为，“媒体多元化应解释为媒体供应的多样化，例如，存在众多的独立自主的媒体以及适应公众要求的多样化的媒体内容”
 
[17]

 。因此，应该推动所有权的多样化（不同的媒体供应者）和媒介产出的多样化（不同的内容）。

多元化一直是公共广播的基本追求。比如早期基于“频谱有限”理论的公共广播，就是通过公共机构对频谱的垄断，改变商业电视比较狭窄的服务范畴，达到尽可能服务更多受众需要的目的；而80年代以后，随着新型电子采录和传输方式的变革，特别是有线和卫星电视的引入，“频谱有限”不再成为问题，此时公共广播的作用逐渐转变为在商业电视不断开疆辟土、节目形式走向娱乐化的环境下，提供给人们更多的内容和频道选择（比如说商业电视不愿意涉足的老年、少数民族节目等等）。这些都无疑体现了公共广播在实践媒介多元化目标上所作出的贡献，而其理论在德国被总结为公共广播“基本供给”理论，为社会广泛接受。

在考察了公共广播的制度追求和实现路径之后，笔者发现，研究广播电视体制，其实是在研究新闻媒介在政治强权和商业势力的双重压力之下拥有自己的灵魂的途径。公共广播体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依靠逐利和强权形成，而是靠着人们的理性和自觉，因此它的存在更加弥足珍贵。它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于，对商业电视我们可以放任其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发展
 
[18]

 ，而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则决定于人们的智慧和理性上的进步，或者说决定于社会理性所处的阶段。

当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一直在避免掉入一个陷阱，就是如果因为公共体制可能是一种对于新闻媒介更为理想的制度结构，便不顾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将其照搬过来，大力鼓吹其合理性，这无疑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实际上，在研究公共制度中，笔者发现，如果没有国营和商业制度存在，公共制度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许多国家更是综合运用三种制度安排，形成了适合本国的、稳定的制度模式。因此，对公共广播的研究，恐怕还得将三者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这个“不确定时代”
 
[19]

 （Dubious Time）真实而且现实的传播政治经济版图。

更进一步说，虽然在一定的时空内，公共广播制度具有其进步性，但笔者并不因此就认为公共制度就是比国营和市场制度更为先进的媒介体系，笔者更倾向于将它们作为并列和并行的体系。近30年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从单一垄断的公共制度，最终走向公共与商业双轨的广播电视制度，实际上就警告人们，无论是多么理想化或看似完美的制度，当人们将其抬高到垄断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功能，而是相反，在最大程度上放大了它的内在缺陷。

比如，垄断性曾经是公共广播缔造者们的原始设计之一。早在公共广播诞生之初，约翰·里斯便提出公共广播必须具有“垄断的强制力”（the brute force of monopoly），他认为，自由市场中“对资源的竞争将限制和侵蚀广播节目的质量”
 
[20]

 ，只有在垄断的情况下，公共广播的社会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这种封闭式的运行模式在频谱有限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限的社会资源只有通过这种绝对控制才能够有效率地使用，实现最广泛的受众服务和内容提供。当然，今天看来，这种依靠社会精英来分配社会资源的手段，在本质上就是有缺陷的。另外，这种垄断性和单一化恰恰封闭了在公共广播制度可能“失灵”的条件下，用其他方式拾遗补阙的可能性。

现实的发展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对节目多样化的呼吁在公共制度垄断时期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到20世纪80年代，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打破了频谱的限制，媒介多元化的实现路径也发生了巨大转折。公共垄断的弱点随之愈加暴露，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其统一定制的节目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迫切需要有更加多样化内容和更加适应个别需要的广播”，而这一需求“在西欧表现得尤其明显”
 
[21]

 。据笔者调查，在50年代到80年代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德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极其缓慢。经济逐渐复兴，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联邦德国，其观众只有三套节目可看，全国性的电视一台、二台，各地方的电视三台。由于电视一台的节目基本上由地方电视台提供，有很多部分是与三台重复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许多西欧国家都是如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的一个著名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出现的媒介集中和垄断的情况评价道：“（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的）法律结构，原则上应该保障和鼓励多元化，它应该使任何个人都能从各种不同的来源获得消息情报和意见见解，并从中自由选择……这一条正是最经常遭到破坏的原则。不管法律或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实际上，新闻出版界所有权的集中，或者在广播和电视方面根据法律或事实上建立的垄断，都实际上违反了这个原则。”
 
[22]



多元化的实践者和追求者最后竟成为了多元化的破坏者——这个结果恐怕是当年制度设计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制度调整不可避免。1984年，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走向了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的双轨制。
 
[23]

 公共广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转折——由垄断者变成了参与者。人们发现，走下神坛之后的公共广播才真正地回到了其实现制度理想的现实空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沿着本书提供的路径体会一下公共广播从独裁者到平民、从失落者到参与者的心路历程。

余不赘言。下面就本书结构做一说明。第一和第二章为基本理论部分，为“史论”和“理论”；第三、四、五、六章是静态地分析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四个核心问题：法律、财政、组织和监管；第七章是动态性地陈述和分析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转型，着重探讨公共制度的内在缺陷和功能矛盾；最后一部分是总结，探讨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和对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以下略作介绍。

第一章：“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史”，对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发展情况做一个客观性的记录并进行相应解读。笔者按照德国史家的一般划分方法，将德国广播电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前的中央集中和集权时期，二战后到1984年的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时期，1984年后的双重体制时期。在这个部分，笔者重点探讨了广播电视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互动；

第二章：“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及理论”，是对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基本原则进行论述，并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公共电视进行阐释。在经济学层面，主要从广播电视领域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导出公共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在社会学层面，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解释公共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法学角度，从“法治国家”的角度阐释公共制度所代表的公民权利的保障力量；在传播学角度，从传媒塑造“公共领域”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阐释公共制度的功能实现。在公共广播电视基本特征部分，笔者将其分为共性特征和德国个性特征两个方面。共性特征即公共电视最基本的“独立性”和“多元化”，而具有德国特色的特性则包括“去集中化”和“基本供给”理论；

第三章：“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制度”，就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根本的体现者——法律制度进行论述，包括法律框架，立法权问题，联邦宪法法院的作用、具体的法律文件（尤其是《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解读等等；

第四章：“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财政”，就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财政平衡、财政监管进行论述，阐述为什么财政问题对于公共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的财政危机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第五章：“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结构”，就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中典型机构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并与典型的国营和商业机构的结构进行比较，重点是公共机构中“行政独立”和“社会控制”的内涵和表现；

第六章：“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和受众特征”就公共广播电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委托责任以及对这个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进行分析。这个部分同样涉及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监管问题，主要是如何监管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以及它的评判标准是如何确定的；

第七章：“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缺陷及其在双重体制下的困境”，分析公共制度内部的缺陷所在，对德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状态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保障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的可能性和手段；阐述多重广播电视体制并存的可行性、必要条件和保障手段；

结语：“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及借鉴”，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趋向进行预测，分析德国经验对于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本人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理论中相关“公共服务”的观点值得中国学术界深入探讨，而在实践中，外国公共电视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在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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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1]

 在世界人民的大家族中，“理性”几乎是德国人的代名词。在德国，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公交巴士的到站时间，事无巨细皆有制度。但是也有例外，公共广播电视在德国的出现就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2]

 。如德国学者Reichert所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广播体制的形成不是来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来自实践上的摸索”。
 
[3]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没有按照惯例首先论述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和理论，而是把制度史放在第一部分。公共制度在德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但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切的缘由都存在于德国国家制度和广播制度不断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中。德国的制度经验证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制度变革则意味着由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制度本质的改变，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家反复主张的‘制度有历史的规定性’”
 
[4]

 。从制度史中我们还将探讨一对最重要的关系，那就是广播电视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一般而言，“广播电视制度是根据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来解释的”。
 
[5]



导论中提到，研究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研究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德国是个极好的样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丰富性。

·中央集权的广播体制：它经历了君主制的中央体制（威廉二世）、民主制的中央行政体制（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第三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它尝试了英国和法国式的“中央行政”的公共广播体制（军管时期），又在美国的帮助下形成了“去集中化”的地方分立的公共广播体制（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时期）；

·到1984年，它又引入了商业广播电视，逐步健全了公共和商业双重广播电视体制（1984年至今）。

根据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发展的历史特点，我们将制度史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二战结束以前是第一阶段，其体制特征是由独立分散走向中央集中；1945年到1983年是第二阶段，确立了“去集中化”的广播电视体制架构，但却造成了另一种极端，即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垄断；1984年至今是第三阶段，即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双重制度并存的时期。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广播电视体制

德国广播史家们一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广播电视史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史前期，Vorgeschichte）、魏玛共和国时期（Weimarer Republik）和纳粹主义时期（Nationalsozi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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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阶段是广播电视制度逐步形成并急剧变动的时期。这种变动首先来自国家制度的变更，威廉二世的君主统治、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制度，以及纳粹时期极端的中央集权使得广播电视体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另外，随着对于广播电视功能及其相应制度安排的认识和实践，各种博弈势力逐步浮出水面，人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行业管理者），政党（企图控制舆论者）、各自治州政府（地方实力者）和企业（民间逐利者）之间的角逐，他们的博弈不仅贯穿了广播电视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各时期截然不同的制度架构。

1.1.1 初创时期的无线电管理：政府统管民间操作

与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对广播事业的规制起于对无线电事业的管理。1871年，帝国宪法的第48条，即所谓《电报条例》（Telegraphenregal）是关于无线电管理的第一条法令。1892年，国家对无线电的管理通过《与德意志帝国电报事业的相关法律》（Gesetz betreffend das Telegraphenwesen des Deutschen Reiches）得以加强，其中规定，“建立和经营用于新闻传播的无线电设备的权力仅限于帝国政府。”1908年3月7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无线电法修正案》（Funkgesetznovelle），系统阐述了无线电通讯的“国有”性质（国家主权，Staatliche Hoheisrecht），规定帝国拥有所有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支配权，帝国邮政部负责无线电设备的执照发放。

在事业发展方面，无线电报产生之后，经营者一般是民间机构，但是德国无线电的运用并没有如英国和美国一样迅速扩大规模、服务于民用，而是一直局限于军事用途（陆军和海军）以及一些空运、海运的交通联络、德国与其殖民地的联络等等。当时在德国并行着两个无线电系统，一个是联合电力公司（AGE）的Slaby-Acro系统，一个是西门子—哈斯克公司（Simens&Halske）的Braun系统。由于处于初创阶段，规模有限，数量稀少，民间公司的技术开发和市场竞争并没有真正引起政府的管理兴趣。

随着无线电在众多领域的广泛运用，特别是逐步认识到它在政治、军事、信息情报上的巨大潜力，德国政府逐渐对它产生兴趣。而导致德国政府直接插手无线电事业的直接原因，正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在无线电技术发明以前，英国已经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有线电报电话网络，并且建立了穿越海峡的电缆，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有线通讯，控制了信息的流通。这对于意图取得地区霸主地位的德国，特别是试图将德意志帝国带入“世界政治”的威廉二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事情。为打破英国的信息垄断，德国决定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无线电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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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27日，在国家的斡旋下，联合电力公司以及西门子—哈斯克公司在柏林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子公司“无线电报有限责任公司”（Gesellschaft für drahtlose Telegraphie m.b.h.）。公司的任务是研究无线电技术和推进无线电设备生产。当时，公司的主要用户仍然是陆军和海军。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线电报的“信息发布”功能逐渐显现，民间无线电服务市场逐渐扩大。当时著名的无线电服务商“Wolffschen Telegraphen-Bureaus”第一次使用了“广播”（rund-funken）一词。但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广播事业的发展，战争部门接管了无线电设备的执照发放。

1.1.2 魏玛共和国的两次广播改革：逐渐走向集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变成了共和国，即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魏玛共和国”。魏玛时期被学者们称为“没有共和党的共和国”，原因是当时国家并不具备“民主”和“共和”的基础。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对民主国家持保留态度的力量在人民和议会中逐步坐大。到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魏玛共和国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下终于走向崩溃。

魏玛共和国政府对广播事业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两次“广播改革”看似中规中矩，实际上不但没有达到“民主化”预想目标，反而为30年代纳粹的集权化所乘。这是那些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其原因一方面是各博弈力量开始插手广播制度，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主共和体制下的广播规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认识。

1.1.2.1 德国广播事业的开端

1918年后，国家邮政部（Reichspost）从军事部门的手中再次接手无线电管理。无线电事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无线电通讯以及德国各大经济中心的信息交流。当时无线电部门的首脑汉斯·普里道（Hans Bredow）大力推进电信和广播事业，邮政部门开始试播广播节目。但是，当时无线电通讯的主力还是民间的私营机构，主要的全国性广播机构是“Wolffsche Telegraphen Bureau”和“Eildient”，前者在1919年通过无线电报报道了国家大会的谈判（die Verhandlung der Nationalversammlung），这个报道向大约80个邮电局传播，然后在当地报纸刊载；后者主要从事经济信息报道，为国内外的用户提供德国贸易和利率方面的信息。

虽然在20年代之前就存在着不少广播活动，但是主要还是试播阶段，而且是民间行为，不为政府所认可。1923年，柏林“广播时段股份公司”（Radio-Stunde AG）播出的第一个广播节目被认为是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德国“广播”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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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前后，地方性的广播机构也逐渐发展起来。这时候的地方广播并不以制作节目为主，而是利用来自柏林的中央广播机构的信息资源，补充后者放送力量的不足。国家邮政部的规定，建立地方电台，国家邮政部必须持有51%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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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中央与地方对于广播事业的所有权已经开始争夺。当时，对于地方广播公司的开办还是放开的，不同团体、组织或公司、个人都可以参与广播事业，或者在广播公司中投资参股。

1.1.2.2 第一次广播改革：政府管理，企业化运营

1926年，魏玛共和国进行第一次广播改革，目的是“通过新制度的建立加强对广播事业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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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广播机构的实力逐渐增强，并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倾向，国家邮政部希望通过各个公司之间的协议来保证邮政部的管理地位。当时邮政部的初衷还是想通过这种管理来保证广播机构不为某个党派所左右。以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来掌握广播资源，从而保证广播的“超党派”和民主性，这是当时政策制订者的基本观点之一。
 
[11]



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由当时5个最重要的全国性广播机构组成统一的帝国广播公司（Reichs-Rundfunk-Gesellschaft，RRG），帝国广播公司的主要职责是:

a.集中领导和监管各广播公司的经济行为；

b.通过各公司向RRG缴纳赢余来进行管理，并由此平衡各公司的经济情况；

c.制订财政、税收、法律和劳工事务的中心规则；

d.是各新闻组织、出版机构、国家和所属各州在广播公司的代理人；

e.监督各公司在运作上“超党派”（Uberparteilichkeit）原则的遵守情况；

f.关注对节目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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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通过“企业化”掌控新闻事业的方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广播体制的重要特点。其优点是帝国广播公司可以通过控股的方式控制更多的广播机构。

与此同时，地方广播公司也被要求进行改革。地方广播公司必须向邮政部转让51%的股份，其中17%来自邮政部原来持有的股份，其余部分则由其他股权方筹集。这样邮政部不仅持有剩下的34%的股权，并且在该协议的一开始就拥有51%具有投票权的股权。这些权益都转给帝国广播公司。帝国广播公司成为国家邮政部对广播事业从事集中行政管理的机构，而邮政部占有帝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邮政部最终完成了对全国，包括中央和地方广播事业的控制。

由于地方广播公司的改革触动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各州政府开始寻求在广播事业的话语权。地方政府在广播事业中的地位比较复杂。首先，德国本来具有地方自治（诸侯）的基础；其次，随着广播电视发展逐渐形成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各州政府成为广播事业的实力势力之一；另外，文化内容是广播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主权是在地方，因此各州特别要求对节目内容进行监管。

当时的帝国内政部（Reichsinnenministerium，RMI）出于本部门利益对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表示支持。内政部长马丁·席勒（Martin Schiele）在给地方领导的一封信中写道：“从一开始帝国政府就有这样的想法，各州参与通过广播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信息传播最终规则的制订，并且保障各州通过相关规定对广播进行监管的广泛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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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客观上说，此举有利于增强广播事业管理的民主化，但是，这个愿望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大部分条令仍由主管部门国家邮政部做出。

这“部门立法和决策”的体制导致法律和决策的取向往往有利于本部门利益。自然，这种在敏感领域“一个部门独大”的局面引起其他强势部门的不满，结果就是部门之间不断地博弈和妥协，这就造成了历史上魏玛共和国的第二次广播改革。

应当提及的是，1926年7月1日，国家邮政部为了加强对广播机构的控制，在帝国广播公司实行“国家邮政部广播事业代表”（Rundfunk-Kommisaar）制度，该代表同时担任公司行政委员会主席。第一任广播代表就是前文提到的汉斯·普里道（Hans Bredow）。广播代表实际上是邮政部在帝国广播公司各项权益的代理人，他负责监管公司的经营活动。

1.1.2.3 第二次广播改革：摒除商业利益，集中广播权利

关于广播事业归属的争议因为1926年的第一次改革而愈演愈烈。政治家们和帝国内政部都希望能对广播事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不懈努力导致了1932年的第二次广播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一方面是使广播事业的权力更加集中，更加重视帝国政府的使用权，另一方面各州及其代理人——帝国内政部则取得了更多的权益。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商业利益被彻底排除出广播事业。

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a.任何私人股份必须退出地方广播公司，广播事业归帝国和各州政府共同所有，51%归帝国广播公司，49%归各州政府；

b.政治和文化节目必须遵守帝国议会主管委员会的新规则；

c.帝国广播公司作为地方广播公司的总公司，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份归邮政部，49%归各州；

d.在邮政部代表之外，另任命2个内务部代表，邮政部代表主管组织、经济和技术问题，内务部代表主管节目和内容；

e.帝国广播公司的国家执行机构是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行政委员会，一个是节目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归邮政部代表管理，内部包括2个来自邮政部和内务部的代表，以及来自各州的7个代表，节目委员会归内务部代表管理，15个成员都来自政府部门；

f.在独立的广播公司中设立新的国家执行机构，由内务部和各州派出广播代表进行管理；

g.帝国广播公司成立独立的广播电台“德意志广播”（Deutschlandfunk）；

h.DRAD股份公司不再作为独立的广播公司，而是作为帝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台对外播出。

此时让私人股份退出的广播体制，与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广播体制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当时，在人们的印象中，广播的管理者除了个人（私人、商业），就是政府。国家要控制广播事业，个人自然就要退出，这种二元化的思维在当时无可非议。另一方面，将商业势力排除于广播体制之外是魏玛共和国将广播体制改造为民主制度的又一次努力。他们认为，个人商业性质的广播机构太容易受外界影响了（该观点是否受到BBC“公共服务”理论的影响还有待考证）。国家邮政部1932年7月27日出台的广播电视指导原则（Leitlinien），对广播事业的性质做出了原则性的阐述，显示出管理者对于广播事业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广播公司应该保持广播的独立性（指不受任何党派观点的影响——笔者注）并对如下规则负责：

a.德意志广播服务于德意志人民。它的节目不间断地进入德国人家庭并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人民、家庭的影响力，以及它对国外的影响使得它的领导和合作者们负有特别的责任；

b.广播工作服务于德国公民的日常工作，人们在家乡、家庭、工作和城市中的自然秩序通过广播得以保持和确定，广播面对的听众不是某个单独个人，而是人民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

c.广播服务于境内外的所有德国人，它将国外的德国人与帝国联系起来，并让他们参与国家公民的生活和命运，促进帝国精神是广播事业的责任；

d.广播参与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将德国人塑造为国家公民，塑造和加强听众的国家观念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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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对于“国家观念和意志”的强调。1932年是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甚嚣尘上。

1932年的广播改革彻底排斥了广播中的私营势力，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国有化。可能从这个时代开始，德国人对商业不能进入广播事业就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他们此时选择将这种权力交给国家，希望通过民主产生的政府代表人民对其进行民主的管理。这种“国有化”主要通过三个手段实现，即“国家监督，集中行政和节目控制”（笔者按：二战后德国的广播电视制度恰恰采取了与“国有化”完全相反的“社会监督，行政独立，编辑自治”的公共制度，可能也是对这种中央集中的广播制度的一种反向选择）。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发觉这种“走向国营”的国有化对新闻的独立性和多元化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认为这种严格的控制将有助于广播公司保持他的独立性，有助于防止政党对于舆论的控制，这可能也就是魏玛时期不成熟的民主（或者说不成熟的制度经验）带来的必然结果。魏玛共和国对于广播事业的集中化后来被纳粹党借用，并将这种集中发挥到了极致。

1.1.3 纳粹的广播制度：中央集权广播制度

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广播机构连续转播了7个晚上的火炬游行，成为当时“广播宣传”的盛事。在随之进行的国会选举期间，广播被纳粹分子用来作为宣传工具，从2月1日到3月4日，共有45个选举节目在各地电台播出，其中纳粹党的宣传占主导地位。

纳粹党是第一个认识到广播的巨大“宣传”作用，并且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完全改造和掌握这一“工具”的政党组织。1933年3月11日，在国会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帝国宣传部正式成立（全称为帝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Das 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 rung und Propaganda）。3月14日，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被任命为宣传部长。戈培尔随即颁布“集中统一帝国和各州所有宣传机构和所有国民教育机构”的决定。

1.1.3.1 中央集权广播制度的建立

希特勒在1933年7月30日针对宣传部工作的讲话中说，“宣传部是负责进行国家、城市、文化、经济的宣传，对国内外公众施加影响，并监管所有类似活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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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32年的广播改革确立了广播集中化的方向，但对于纳粹党来说，这种集中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达到对广播事业如臂使指的目标，他们力求尽快将整个广播事业纳入宣传部的控制。1933年3月22日，帝国宣传部首先从邮政部手中取得广播事业的管理权，同一天，邮政部丧失了向广播公司派遣广播代表的权力。

邮政部在一天之内尽失20年成果，说明所谓“民主政府”在一党独大的国家政治环境中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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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部同时着手排除各州在广播事业中的权利。各州此时仍旧持有帝国广播公司和地方广播公司的股份，并且拥有派遣广播代表和对节目内容进行监管的权利，他们当然不愿意轻易就范。在此情况下，1933年，希特勒发布《整顿宣传部工作》的命令，将所有广播管制权尽归宣传部，各州在广播事业的权益全部取消：各州必须将持有的49%的帝国广播公司的股份上缴宣传部，49%的地方广播公司的股份上缴帝国广播公司。其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国家意志”。对于新的广播体制，希特勒在7月15日的文件中说：“帝国必须无限制地使用公共广播网、帝国广播公司及其他广播公司。广播是进行国民教育和宣传的主要媒介，……在这个前提下，没有更多的空间提供给各州代表权、节目监管权和股份权。”
 
[17]



于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宣传部就掌握了广播事业的所有权力，完成了广播事业成为政党宣传机器的改造。到1934年4月1日，所有地方公司都成为帝国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且所有节目都标以“帝国电台”的标志。当时的帝国广播电台台长Hadamovsky说：“德国广播事业必须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是统一的，国家革命对广播事业是第一职责，并且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声音’”。
 
[18]

 这恐怕是纳粹对于新闻事业进行中央集权的最好诠释。而德国广播体制在经历了各种势力、各种理念的简短博弈后进入了一个特征明显的中央集权阶段。这同样也证明了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观点，广播体制是和国家体制结合最为紧密的制度体系。

1.1.3.2中央集权广播体制的组织机构和特征

纳粹阶段的广播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管理权力的丧失，代之而来的是政党宣传部门；原来经营和内容分开的管理结构被宣传部的统一管理所代替；各州权益在全国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当中放弃；帝国广播公司作为唯一的企业管理机构直接对宣传部负责；广播机构的格局由原来地方自治的平面结构变为自上而下的中央和地方结构（见图1-1）。众所周知，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广播体制在第三帝国的前期成为纳粹党进行法西斯教育和战争动员的有力工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工具。虽然这种体制在战后一直被人们所批判，但客观上说，它在宣传上的效率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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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34年德国中央集权广播事业的组织结构图（来源：转引自《德国的媒介》1998）

1.1.3.3 德国电视的产生

1935年3月22日，帝国邮政部和帝国广播公司开始试播电视，开始是每周一次，后来发展到每周三次（3、4月）和每周五次（5月），1935年4月9日，帝国邮政部中央局（Reichspostzentralamt）向集中收看点提供电视机。到1935年12月13日，帝国宣传部接管了德国电视事业，认为“电视转播应该以国民教育和宣传为目标”
 
[19]

 。

1936年第三帝国对于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转播，是德国电视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电视台对运动会进行每天2-8小时的转播，甚至对某些比赛项目进行直播，共有162228人在25个收看点（位于柏林、莱比锡和波茨坦）收看比赛。这在世界电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20]

 至今，在集中收看点收看体育比赛仍旧是德国观众的习惯。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柏林、法兰克福的收看点往往会聚集几十万人。

1.2 公共广播电视时期（1945—1983）：公共体制的形成和垄断

1945年之后，德国被分裂为东、西德。西德借鉴英国BBC实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而东德则秉承苏联的传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营体制。我们的研究以统一前的西德为主。

这个时期的德国电视体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盟军军管时期的广播体制阶段（1945-1949）；第二个阶段是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垄断阶段（1949-1983）。

第一个阶段由于德国不同地区的控制国家不同（美控区、英控区、法控区和苏控区），广播体制一时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历，德国人有机会认真分析不同体制的优劣，到第二个阶段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体制。公共体制在德国出现应该说没有任何的历史基础，而德国人正是从理性上判断国营和商业体制都会对新闻自由和社会的多元化造成损害，从而选择了公共体制这个舶来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军管时期的经验功不可没。

1.2.1 军管时期的“遗产”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盟军接管了德国西部的主要广播电台，并将它们作为军事电台播出。这些电台按其播出先后是：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不来梅。

当时共有四个国家驻军对战后德国进行管理，他们是英国（西北部和西部）、美国（中部和南部）、法国（西南部）、苏联（东部）。各国军事管理当局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当地的广播事业进行了改造。

1.2.1.1 英国控制区的广播体制：公共公司模式

英国尝试将BBC的组织模式在管辖区推行，这种模式被称之为“公共公司”（Public Corporation），德国称之为“公共法权机构”（der Anstalt des offentlichen Rec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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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49年西北德意志广播（NWDR）组织结构图

BBC模式的大力推动者是H.C.格林（Hugh Carlton Greene）。他从1940年起就是BBC德国部的负责人，1946年10月1日到1948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立的西北德意志广播（NWDR）的首脑之一。格林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给予NWDR一个法律地位，即与战后德国的政治生活相结合，深化业已建立的新闻自由和独立，并将其发扬光大”。
 
[21]

 1948年1月1日，NWDR成为战后第一个被军管政府承认的合法广播机构。在NWDR的章程中，现在被认为是公共广播电视组织机构的最基本特征都体现出来了。最明显的就是总经理（后来为台长）、行政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现在称之为广播委员会）这些组织结构的设置（见图1-2）。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结构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具体分析，在此不做详述。

1.2.1.2美国控制区的广播体制：“去集中化”模式

美军控制区的广播政策包括三个方面：

a．在战后无偿服务于军队的需要；

b．媒介民主化，进行国民的再教育；

c．代表占领军立场的宣传。
 
[22]



美国与英国广播政策的不同在于，英国把管辖区内的所有广播机构都置于一个中央广播机构（NWDR）的管辖之下，这是一种中央行政式的公共广播体制。而美国则在自己管辖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广播机构（巴伐利亚、温特姆堡·巴登、黑森和不来梅），各自行政。军管时期由美国占领军政府“军政府办公室”对广播机构进行管理。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去集中化”（Dezentralierung）的广播政策，是为了保证广播机构的新闻自由，实现所谓“媒介民主化”的目标。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美国对于德国出现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仍然心有余悸，希望壮大地方力量以确保与联邦之间的平衡。但是如何运作这些独立的广播机构，对于美国来说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于是美军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各州政府，让他们去制订规划。

各州政府提出的第一个规划是恢复魏玛共和国时的旧制。当时温特姆堡·巴登州的总理迈厄（Reinhold Maier）说：“我想，应该是这样一种制度，广播技术归邮政部门，广播电台应该是国有，所以应该还给国家，政治上的监督由州政府承担，对节目负责的台长或经理应该在中央监管机构之下工作……但类似于宣传部的机构应该避免出现。”
 
[23]



这个规划被美军否决，这种中央管理的广播体制是美国人不熟悉也不愿实现的。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三种广播制度存在，即私营、公共和国营体制。由于国营体制存在明显弊端，首先被否决。对于私营体制，虽然美国人乐见其成，但由于当时德国正处于战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民间根本没有财力来建立广播机构，因此也被否定。基于当时广播的发展状况，只有维持这种“去集中化”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这是一种宏观上实施美国联邦自治，微观和组织上实施英国公共公司管理形式的混合体。

1946年5月14日，美军政府发布《关于德国广播自由的声明（草案）》（Amerikanischer Entwurf zu einer Erkl rung über Rundfunkfreiheit in Deutschland），认为“广播不是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棋子’（Schachfigur），也不是某个特别集团或个人的工具（Werkzeug），而是在自由、平等、公开、无畏的基础上为所有公民所使用，德国广播所维护的，是社会正义和人民的公共权利”。
 
[24]



应该强调的是，军管时期广播制度探索的最大成果是打破了德国广播制度发展的历史惯性。正如上文所引，德国人还是对魏玛时期的广播体制情有独钟，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心来说当然可以理解，对外来的东西他们首先是反感和抵触，但是后来，美国人“去集中化”的广播制度在一来二去的讨论和解释中逐渐为德国各方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甚至有人称之为“真正意义上民主的胜利”
 
[25]

 。这种“去集中化”最后成为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核心理念之一，并成为德国公共体制与其他国家公共体制最为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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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945-1949年西德各军控区及建立的广播机构

1.2.1.3法国控制区的广播体制：中央行政在法国军管区内推行的是与英管区类似的广播体制，采用的是中央广播机构（西南德意志广播，SWF）类型的组织结构。机构总部原来选择在美因茨，最后定在巴登·巴登，实行“自主行政（Selbstverwaltung）”的公共体制。到1949年，西德境内共有6大广播机构，由北往南依次为RB不来梅广播电台（美控）、NWDR西北德意志广播（英控）、HR黑森广播电台（美控）、SDR南德意志广播（美控）、SWR西南德意志广播（法控）、BR巴伐利亚广播（美控，见图1-3），他们采取的都是公共广播体制，对政府和政党都保持独立性。在组织结构方面，如前文所述，已经形成了广播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台长的成熟体系。此时，德国的军管时期即将结束，德国人开始考虑自己应该选择怎样的广播体制。

1.2.2公共广播电视的垄断时期

虽然公共广播电视在德国的存在是占领军政权的遗产（Das Erbe der Besatzungsm chte），但是真正的发展还是在德国人自己的手中。换言之，占领军政府提出了在西德形成“去集中化”的公共广播体制的构想，但实现它的管理和运作还有很多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一切都超出了美英法的制度经验之外。

1.2.2.1 德国公共广播体制的指导原则和基本雏形

德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相关原则直接来源于德国的国家制度，以及它的体现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8年，各占领国委托西部德国各州州长制定一部宪法，该《基本法》（当时是作为临时宪法，后来成为德国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反映了从魏玛共和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无法治国家的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联邦德国在基本法中承诺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保证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福利的和联邦制的原则。

广播制度也有了自己的终极的指针，就是《基本法》第5条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自由”的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的方式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并通过公开的来源不受阻碍地获得信息。保障出版自由，以及通过广播电视和电影进行的采访自由。不能进行新闻检查。”

到40年代末，公共广播体制在德国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它的基本原则、组织形式、制度模式已见雏形，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a．所有广播机构都以公共法权（ǎffentlich Recht）性质的法律形式（Rechtsform）存在，独立于国家、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利益；

b．广播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广播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台长；

c．台长是广播机构中央行政的执行者，他负责机构所有的节目、财务和组织事务，对外是广播机构的代理人；

d．广播委员会是一个广播机构最高、权力最大的委员会，它代表当地的公众，与台长共同商讨节目工作，监督各项法律和规定的遵守，审核机构预算和决算（广播委员会容纳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体现出公共制度中保证内部多元化的基本特征）；

e．行政委员会由许多小的委员会组成，与台长协商并帮助台长进行机构运作，特别在财务和经济问题上；

f．公共广播电视依靠收视和收听费生存，这笔费用一开始由邮政部收取并支付，后来由集中收费中心（GEZ）来收取和支付。

以上只是各地方公共广播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对于一个联邦体制的国家，各联邦州大小不同、情况各异，如何进行各个广播机构的合作和协调，共同解决法律地位、经济来源、节目、技术、与境外机构合作等等问题，进而形成法律和制度，是关系到这种公共体制能否在这个国家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更为关键的因素。由于联邦政府已经被排斥在广播制度之外，因此这种协商只能由各广播机构自己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从1947年7月9日起，六大广播机构形成台长定期会晤的制度。这种随机之中形成的协商制度，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德国广播电视机构自治自主的基础。

1.2.2.2 建立全国性广播电视机构的设想及ARD的建立

1947年，作为黑森广播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汉斯·普里道第一次提出建立合作组织“德国广播”（Deutscher Rundfunk）的建议。由于他提出的方案与魏玛时期的“帝国广播公司”有很多类似之处，被其他广播机构所否决。后来又有人提出建立一个联盟，它具有一个统一的广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该提议被认为是有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嫌疑而被否决。

由于德国逐渐从军管政府中接管政权，全国性（指西德）的广播信息服务和协调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建立一个全国性联盟已经刻不容缓。到1950年7月5日，各广播机构同意成立德意志公共广播联盟（ARD，Arbeitsgemeinschaft der offen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utschland）。7月9日，产生了第一个章程。此时的ARD是一个“松散的无法人联盟”（ein lockerer Zusammenschluss ohne eigene Rechtspers-nlichkeit），其成员不上交主权，在决策上，只有所有成员都赞成的提议才有效。这种松散的联盟形式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随着另一个强势媒介——电视的普及，ARD和各地方广播机构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1950年11月27日，在ARD成立不久，广播机构中最财大气粗的NWDR开始试播电视，由于电视信号是没有边界的，其他联邦州立刻感受到其中的危险。当时各广播机构的台长们一致认为，NWDR不能独占这种播出电视的权益，这应该是所有广播机构的共同事务。但是要求每个广播机构都同时制作节目又不现实，当时每分钟电视节目的制作成本是500马克（而每分钟广播节目的成本才25马克）。于是人们提出，NWDR可以继续它的电视试验，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广播机构电视委员会”（Fernsehkommission der Rundfunkanstalten），以协调日后出现的电视问题。台长们还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电视频道，在这个电视频道中各联邦州的文化特殊性都应该得到保障。

由于6个广播机构没有一个有能力独自制作一个电视频道所需的所有节目（NWDR也一样），于是达成了一致意见，首要任务是在共同的联邦内谋求建立共同的电视频道。另外，这个频道由各个机构按照一定比例（10%-25%）提供本地节目，并由6个机构提供稿件（与它们的赢利能力相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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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新的电视媒介最终将各个分散的广播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52年12月25日，NWDR开始正式播出每天2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一天被认为是德国现代电视的诞生日。在各机构关于建立共同电视频道的“电视协议”签署之前，NWDR承担了这个电视频道90%的节目制作和传播任务。1953年7月12日，经各电视机构委员会的批准，电视台长们在巴登·巴登签署了电视协议，其中规定了各电视机构承担的电视节目的份额：西北德意志广播承担50%，巴伐利亚广播承担20%，黑森、南德意志广播、西南德意志广播各10%，不来梅广播的节目份额则另做规定。该协议于1954年11月1日生效，这一天各州共同电视频道“德意志电视”（Deutsches Fernsehen）正式开播，这就是今天的德国电视一台（ARD或DAS ERST）。上述电视协议后来被各联邦州总理签署的《关于电视一台的合作协议》（Abkommen über die Koordinierung des Ersten Fernsehprogramms，1959年4月17日）所确认。

在同一个会议上，各州总理还同时签署了另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在广播电视机构之间保持财政平衡的协议》（Abkommen über den Finanzausgleich zwischen den Rundfunkanstalten），认为各广播机构的财政平衡不只是机构自己的事，各州政府要在制度上保证财政平衡。该协议的第一段说：财政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德意志电视以及各电视机构的首要任务，也由于它作为共同广播电视机构的使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足够的节目生产和传送的需要得到满足。”这两个协议的内容虽然在日后经过多次修订，但其核心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有效。此时，ARD（德广联）开始成为各地方机构利益坚定的维护者和协调者。

1.2.2.3 广播电视政策的博弈和“总理电视”的失败

建立全国性的共同的联盟和电视频道只是德国公共电视自身发展的第一步，他们随即面临一个现实的制度问题，广播电视的立法权是在联邦还是在各联邦州？虽然在联邦德国成立以前占领军已经确定了广播电视的政治趋向，即保持独立、不受国家的影响，只成立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是地方还是国家（联邦）对广播政策负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魏玛共和国起就争论不休。

在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相当于宪法）73条第7款中，确定邮政和电信事业立法权在联邦，如果广播电视属于电信领域，其管理权自然在联邦。但如此无疑又侵犯了各联邦州的文化主权（Kulturhoheit der Lander）。因为广播电视又被基本法认为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文化主权分属各州。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博弈力量又开始了角逐。当时的政治家们仍旧想按照魏玛时期的广播政策继续发展下去，他们难以想象广播电视可以置身于国家监管之外，特别是对于以领导德国复兴为己任的阿登纳政府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

出版商们面对新兴的电视媒介则心情复杂。一方面害怕失去电视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害怕新媒介对平面媒体的经营造成影响。当时出现了两件事，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1954年，BBC开办了两个商业电视频道，此举无异于宣告，一个国家不仅可以存在多个电视频道，而且也可以存在不同体制的电视机构；另一件事是1956年5月4日，巴伐利亚广播决定在他们的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并成立巴伐利亚电视广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当时想让出版商们入股，以便开拓市场。

出版商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是“德意志报业出版业协会”（Verband Deutscher Zeitungsverleger，VDZ）的出版商，他们担心电视广告会分流报纸的广告客户，因此拒绝一切电视广告和在此意义上建立的商业电视；另一派则是“德意志报业出版业联合会”（Bundersverband Deutscher Zeitungsverleger，BDZV）的出版商，他们不愿意只是在广告公司中参股，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电视机构。因此巴伐利亚广播的提议没有任何响应，广告公司最后成了巴伐利亚广播的全资子公司。

而在商业界，人们都一致赞同电视广告的出现。分歧在于这种广告形式是应该在公共电视中还是在商业电视中使用。而各种规划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公共电视此时面临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他们筹备第二个全国性频道时开始爆发。1957年5月17至18日，公共电视的台长们决定做好开办第2套节目的准备，并向联邦邮政提出频率申请。但是，联邦邮政部拒绝了这一申请，因为当局“对未来频率的使用已经有了确定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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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规划出自新上任的联邦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由于阿登纳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之党团（CDU/CSU）在国会中占有绝对多数，他可以在国会中轻易地推行自己的媒介政策。

阿登纳政府之所以先后否决和推迟了公共电视和出版商们关于建立第二个电视频道的申请，原因是他想建立联邦政府管理的电视频道并推动《联邦广播法（草案）》的通过，此举无疑用事实确定了广播电视的立法权归于联邦，如果这样，军管时代“去集中化”的遗产以及德国“联邦制”的国家制度将流于形式。1959年9月30日，出于“宪法和国家政治的原因”，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否决了政府的提案。阿登纳又想出了一个方法，要求财政部长建立一个信托形式的“德国电视股份有限公司（DFG）”，公司注册资金为23000马克，联邦出12000马克，剩下的11000马克由11个联邦州各出1000马克，这样联邦就成为公司的控股方（有点像魏玛时期的帝国广播公司）。但是各联邦州当然不会上这个当，拒绝出钱，结果联邦只好自己掌握了所有的股份。联邦州不肯罢休，马上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反对建立联邦控制的电视频道以及所谓的“德国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联邦宪法法院于1961年2月28日判决，联邦政府建立“德国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违宪。

这就是电视史上著名的“第一个电视判决”（Erste Fernsehen-Urteil），或被学术界戏称为“总理电视”的判决。该判决通过释法的方式确定了广播事业的主管部门：广播电视的组织权力仅限于各联邦州，而联邦和邮政部门的权力范围仅限于技术部分。联邦宪法法院强调，广播电视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有重要的区别，在新闻出版方面已经形成了信息来源或提供者的多元化，而广播电视由于技术经济上的特殊性，比如频道资源的有限性和大资金的投入，暂不考虑提供者的多元化。因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现已存在的公共广播电视是适应当前技术和经济情况的，它可以保证广播电视的新闻自由。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广播电视置于国家和单一的商业组织控制之下。

“第一个电视判决”的意义在于，作为联邦的最高法院和宪法机构，联邦宪法法院成为阐释贯彻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中言论、出版和广播电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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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高机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由两个判决委员会组成，各有8名法官，法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选一半。这种组成保证了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和民主性。从1961年开始至今，联邦宪法法院共针对广播电视事业作出了8项判决，基本上涉及广播电视体制的方方面面，成为德国广播电视存在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种以宪法法院释法的形式确定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特色。

1.2.2.4 ZDF（德国电视二台）的建立

在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鼓励之下，各联邦州重新开始第二个全国性频道的筹建工作。1961年3月14日，台长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定。此时，各州政府认为可以利用宪法法院的判决建立一个独立于ARD之外的，从各州角度出发的，集中的第二个频道（第一套节目和第二套节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各地方广播机构联合建立的全国性电视台，意即由各地方电视台联合起来建立的全国台，后者是各联邦州联合建立的全国性电视台）。这个集中的“联邦州机构”采用公共体制，通过各州之间的协议来建立。1961年3月17日，各联邦州总理通过了相应的文件。由于估计到这个第二个频道的筹备时间是1年左右，在此之前，仍旧需要ARD制作过渡性的第二套节目，这套节目从1961年7月1日开始播出，到1962年7月30日结束。

1961年7月6日，各联邦州总统签署了关于建立“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州际协议。在拟订此协议的3个月里，人们为了每一个条文争论不休，最主要的争论是关于ZDF和ARD的关系，比如在收视费的使用比例上，各州总理首先认为应该按50∶50的比例分配。在ARD首脑们的协调之下，ARD和ZDF的比例最后定为70∶30。其理由是ARD必须向ZDF和后来的第三套节目提供地区节目，以及负担各广播机构的公共事务，比如电视发射网的建立等。到各州议会最终批准这项协议，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62年7月9日，《ZDF州际协议》生效。

ZDF在组织上与ARD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也设置了三大部门（台长、电视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只是在电视委员会的组成上，ZDF作为联邦范围的电视频道加强了政党代表在委员会的比例，这点与各州的广播机构不同。媒介学者Hans Bausch评价1962年的ZDF协议时说：“电视委员会66个成员（后来为77人）的组成结构是平衡来自国家的控制力量、来自政党的政治企图以及照顾到宪法所要求的，保证所有相关社会团体权益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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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F州际协议同时规定，ZDF台长应该通过与第一套节目的协调，致力于制作出不同的电视节目，让电视观众有选择不同节目的自由。

ZDF的建立充斥着各州政府和广播机构的争论。后者认为，他们也应该建立自己的第二套节目，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套节目”（Dritte Fernsehprogramme）。因为有了全国性的电视频道ARD和ZDF，应该由各地广播机构自己建立ARD和ZDF之外的第三套节目，该节目主要面对地区观众，或者说面对一个州内部的观众，重点是进行信息服务和社会教育。1964年，巴伐利亚广播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第三套节目“教育频道”（Studienprogramm），其中的重点内容是“电视学院”（Telekolleg），进行电视远程教育。此举是德国电视教育的里程碑。在后来的5年时间里，大部分广播机构建立了自己的第三套节目。

随着ZDF和“第三套节目”的播出，联邦德国关于广播电视组织的调整以及争议都告一段落。政党和政府初步试探了政策底线，而联邦宪法法院也对这个界限做出了明确规定。仍旧纠缠不休的是报纸出版商们，他们对ZDF的电视广告提出异议，认为它的广告收入并不在所规定的少量的范围内，而涉及不正当竞争并可能危及报业的生存。1964年4月29日，联邦议会成立“报业、广播/电视、电影平等竞争调查委员会”（Kommission zur Untersuchung der Wettbewerbsgleichheit von Presse，Funk/Fernsehen und Film），对报界的指控进行调查。委员会认为，并不存在公共广播电视和报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广播电视机构广告收入的增长并没有造成报业广告收入的下降。

在许多传统学者看来，1984年以前公共电视垄断的时期是德国电视的黄金时代。但不容置疑的是，在长长的30年时间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德国（西德），它的人民只有区区几个频道可看，电视一台、电视二台和各地的电视三台。即使在频谱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说，公共广播电视缺乏节目扩张的积极性。

笔者在序言中提到，这种将所谓完美制度“单一化和垄断化”的方法，往往不仅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制度的优势，反而会在最大程度上放大其内在的缺陷。公共电视的垄断对信息来源和节目来源的多样化造成了限制。50年代，可能是受到BBC开办ITV的影响，德国建立了德国电视二台，这是一种在体制内缓和供需矛盾的努力，虽然在丰富节目内容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节目匮乏的弊端。另一个方面，在垄断的情况下，受众的意愿被大大地忽视了。公共电视受到本身使命的约束，只能在信息、教育方面加以侧重，而对广播电视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娱乐的功能却有意无意地忽视。更重要的是，30年中，是不可能存在关于观众需要的真正的研究和调查。这是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什么市场研究、收视率、市场份额都没有讨论的必要。由此看来，设置多元化的制度，反映受众多样化的需求，不失为解决之道。

公共电视的危机不止如此。笔者查阅了德国公共电视财政需要调查委员会关于各大公共电视机构的财政调查报告，发现这些机构与中国国营企业一样，出现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剩、养老、医疗费用年年攀升的问题。由于收入有了保障（收广播电视费），这些公共机构没有收入危机，缺了钱就增加广播电视费，自然在工作中就缺少激励，产生相应的问题。

关于公共电视的缺陷还将在后文加以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概而言之，公共电视在提供节目内容上是有不足的。而它的垄断实际上挑战了自己所秉承的多样化的精神。公共电视产生于多元化的动机却导致了多样化的缺失，这是德国人实践中的悖论。实践表明，公共广播所采纳的内部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完全解决其制度缺陷的“失灵”。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双重广播电视体制的出现，即实现外部多元化，不过是对垄断的公共广播电视之弊端的一种纠正。

1.3 双重广播电视体制并存时期（1984—）：竞争与趋同

德国学者们一致认为，商业电视在德国出现的第一个契机是在70年代中期。电视信号传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有线网络和卫星电视的发展，突破了广播电视频率有限性的瓶颈，使得传输更多电视频道、提供更为丰富的电视节目成为了可能。

1.3.1 《有线试验计划》（Kabelpilotprojekt）和商业电视的出现

1973年11月2日，联邦政府决定成立“传输系统技术创新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den Ausbau des technischen Kommunikationssystems，KtK），主要任务是解决如下问题：

a．哪些传播形式可以满足社会、政治、国民经济的要求；

b．通过技术进步特别是有线技术，可以导致哪些新传输方式；

c．新的传输形式与哪些经济手段相联系；

d．实现新的传输方式的时间表和资金来源；

e．未来传播形式的不同的技术手段被哪个机构，并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规划、建立和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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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K本意是对电信技术发展进行研究，但它的成果很快让各个利益集团发现了可乘之机。1976年1月27日，KtK提交了《电信报告》（Telekommunikatonsbericht），其中对未来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的发展和影响做出了评估。它建议实施所谓的“试验计划”（Pilot Projekt），对宽带区域网络（Breitbandverteilnetz）的传输形式、技术转换以及承办机构的组织结构进行试验。当时，KtK的建议主要是针对未来可能的电信技术而言的，这也为电视频道多样化提供了可能。为了推动有线网络技术的发展，KtK断言广播卫星不能代替有线网络的作用，而只能作为有线网络的补充。

1978年5月11日，各联邦州总理做出了在4个地区实施《有线试验计划》（Kabelpilotprojekt）的决定。由于该计划涉及电信和广播电视两个方面，使各州政府有机会第一次涉足广播电视政策领域。他们声称，实施该计划的目的是试验未来的媒介模型，评估新技术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运用可能性和影响。而计划的资金通过提高广播电视收视和收听费用20芬尼（20Pfenning）来筹集，这又是政府第一次插手广播电视费的使用。从1984年1月1日起，路德维希哈芬/佛德尔普法茨、慕尼黑、多特蒙德和柏林先后实施该计划。

《有线试验计划》的背后是另一种媒介政策决策系统，其结果一是政府开始掌握一定的广播电视政策的制订权，二是商业电视正式登场了，报业出版商们在某些有线电视公司掌握了一定的股份。由于各州政府媒介政策和利益各有不同，因此各州的商业电视发展并不均衡。在CDU/CSU（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当权的州，政府致力于推动私营广播电视的发展。在SPD（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州，政府对私营广播电视持反对态度。

1984年1月1日，德国第一个私营电视综合频道卫星一台（SAT.1）在美因茨开播，仅仅一个月后，商业电视中举足轻重的卢森堡电视台（RTL）在媒体城市科隆开播。

1.3.2 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双重广播电视制度的系列判决

为了加强对私营广播电视的调控，各联邦州先后制定了自己的“州媒介法”（Landsmediengesetz）。由于担心法律的制定受到政党立场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所有各州制定的关于媒介的法律都要接受是否违反宪法的调查。1984年11月22日，巴伐利亚《媒介发展和试验法案》（Medienentwicklungs-und-erprobungsgesetz，MEG）受到指控，并被调查是否在法律中保护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利益。1986年11月21日的法院判决指出该法案并没有违宪。在相同的调查中，下萨克森州的《下萨克森州广播电视法》（Nieders chsische Landesrundfunkgesetz，LRG）则被判定违宪。

在《关于下萨克森的判决》（第4个电视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第一次对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的并存做出了原则性阐述。影响深远的是在判决中解释了双重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结构，公共广播电视应该起到基本作用，以及在没有保证公共电视达到的前提下，不能要求商业电视达到更高的要求。商业电视应该主要在娱乐节目方面发挥作用，照顾少数人的要求等等。该判决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商业电视在德国的合法地位。随后各州签订州际协定，对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双重体制做出了确认。

几乎在州际协议签订的同时，1987年3月24日，联邦宪法法院就德国双重广播电视体制做出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判决，这就是《巴登—符腾堡判决》（Baden-Württemberg-Urteil，第5个电视判决）。该判决的导火线是西南广播和南德意志广播针对《巴登—符腾堡堡州媒介法》（Baden-Württembergische Landesmediengesetz）提出的一项宪法申诉。该媒介法规定非本州的广播电视机构不能进行地区和本地的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的解释中，认为不能在这里为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划分边界和分配领域。

同样，关于西德意志广播和所在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广播电视法也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该法案允许当地的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进行合并。联邦宪法法院在1991年2月5日解释说，基本法并没有责任具体规定广播电视的模式结构（第6个电视判决）。在随后1992年10月6日和1994年2月22日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对广播电视的资金来源做出了相应解释，它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双重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应该得到保障，因此对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应该通过政治上的财政配置解决这个问题。

在50年的时间里，联邦宪法法院的电视判决一共有8个，基本上涉及了电视体制的方方面面，成为德国学者广播电视研究的准绳。关于8个判决的详细内容和影响将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律制度一章中详加阐述。

1.3.3 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现状

随着双重体制结构中资金提供的基本原则在法律上得到解决，关于广播电视体制的争端告一段落，德国广播电视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0年两德统一，联邦州增加到16个，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也增加了2个，达到11个。到80年代中后期，卫星电视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起来。德国先后在1984年和1986年开办了两个卫星电视频道“3Sat”和“EINS PLUS”。前者由三个国家，奥地利、瑞士和德国的三家广播公司建立，是一个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后者的定位是“以欧洲为重点的文化频道”，它针对欧洲范围内德语观众播出，节目内容涉及整个欧洲文化。这两个频道的主办方都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

从80年代到90年代，德国广播电视的版图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在1985年，有8个公共电视频道（ARD、ZDF、5个地方性的第3套节目，三星卫视），只有2个商业电视频道（卢森堡电视台，卫星一台），公共电视占有明显的优势。到10年以后的1994年，共有30个电视频道，其中公共电视14个，商业电视16个，两者在数量上基本接近。

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间的竞争是德国广播电视领域的基本特征。二元制度建立之初，竞争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电视节目，扩大了观众们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使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和侵蚀。原本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受众市场中的份额逐渐下降，广告收入急剧减少，运作一度发生困难。从1985年到1993年的8年中，ARD和ZDF的受众（市场）占有率从43%下降到18%和19%，而同时期商业电视RTL，SAT.1从0%上升到18%和15%。1994年RTL第一次占据了市场占有率的首位。

对决策者而言，此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扩大财源和保证供给来解决公共电视的生存问题。目前，公共电视的生存危机通过制度调整逐渐趋于缓和。根据德国媒介集中度调查委员会（KEK）的频道目录
 
[31]

 ，到2008年，德国境内共有近160个电视频道。公共电视频道有23个；商业电视媒体共有131个电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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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公共电视的频道数不多，但是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在市场占有率上基本接近，呈均分天下的局势。2005年，公共电视的市场占有率是43.8%，商业电视的市场占有率是47.3%，其他如新近出现的收费电视等等（不播放广告），占到了8.9%。

当前，德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转为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相互竞争中的趋同（同质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压力下，公共电视开始大力开发以收视率为指向的娱乐节目，到本世纪初（2004年以后），公共电视在情节虚构类节目（电视剧、电影和电视电影）和综艺节目的收视排行榜上已经超越商业台位居前列，并夺回不少观众；与此同时，商业电视也开始大力扶植新闻频道和栏目，其信息类节目的播出比例不断上升。此时人们发现，逐渐开始迎合观众趣味的公共电视正在向商业电视趋同，公共电视面临的已经不仅是因为经济困境而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其存在价值正在受到挑战的问题。

正是看到了这种趋势，早在1989年，德国主要政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其“基本原则纲领”中，呼吁公共广播电视媒体“不要把节目的收视率作为惟一的标准，不要为了相安无事和一碗水端平而取消可能引起争论的评论节目”
 
[33]

 。但在实际操作中，公共广播电视在是保证自己生存水平，还是实现应有的社会功能的问题上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目前，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走向颇多变数，商业与公共机构的博弈也日趋复杂。其广电政策经受着一系列争议。2007年，德国商业广播和电信协会再次对公共广播电视征收广告费提出异议，认为这挤占了商业机构的盈利空间；而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的首席执行官Fritz Raff则反驳说，播出广告受到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保护，如果放弃广告收入，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将遭受每年3.6亿欧元的损失，这意味着电视用户将为此每月多付1.42欧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小的公共电视台则彻底丧失存在的基础；而相关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执政党之一）则指出，广播电视费的上涨是不能接受的
 
[34]

 。

上述所举不过是德国广播电视领域目前面临的部分问题。实际上，德国经过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广播电视制度正面临着商业化、娱乐化、自由化、社会评价标准转变、政治疏离化等等潮流的严峻冲击。毫无疑问，德国的广播电视政策和制度正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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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共广播电视概念及其理论

一般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的诞生地和大本营在欧洲
 
[1]

 ，而最早的公共广播组织发端于英国。1925年，英国克劳福德委员会（Crawford Committee）认定，广播事业不能置于私人公司的手中，而解决的办法是，通过代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公共部门（public body）来组织广播活动。

该委员会的格拉哈姆·莫道克（Graham Murdock）就此解释道，在广播领域，不能把听众视为消费者，而应该当作公民来看待（Audiences were seen as citizens rather than consumers，这是公共广播电视最为经典的观点之一）。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新型的公共（或共享）领域，公民身份中的文化权利可以据此达到发展和提高。”
 
[2]

 秉承这个精神，1927年1月，公共广播公司BBC建立
 
[3]

 ，同时发布了第一个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广播机构的诞生。
 
[4]



公共广播制度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气候是在二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欧洲大陆（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公共广播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非、韩国等国家先后采取了公共广播体制。在美国，尽管商业广播电视已经极其发达，也于1967年由国会通过《公共广播法》，建立了全国性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

虽然其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在各国的发展极不均衡，而且颇多波折，但是毫无疑问，公共广播制度已经成为与国营和商业制度鼎足而三的存在。

2.1 广播电视的三种理论

公共广播电视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理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的基本观点。借用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说法，广播电视领域也存在三种理论，那就是国营、商业和公共广播电视。这三种理论无论在社会目标、理论原则，还是在制度安排方面都有所不同。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许多理论观点与国营和商业制度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我们有必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国营广播电视是一种“中央集中”的体制，它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理论基础是“宣传工具”理论（在中国新闻理论专著中的表述为“党性”、“宣传性”或者“阶级性”），认为新闻媒介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虽然有时候会采取一些市场化的手段，比如制播分离，将部分节目制作分流于市场；另外比如财政收入也基本通过市场（主要是广告收入）获得，但是广播电视传播内容的核心部分，即“信息类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制作和播出，是不可能脱离政党或政府的控制的。中国学者李良荣将这类从事商业经营的国营广播电视称为：“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体制”。
 
[5]



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安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行业垄断性。当然，目前呈现出的特征并不是先前的全面的垄断性，即政党和政府对媒介的全方位的掌握；而是核心垄断性，即控制媒介的核心功能，然后将某些媒介功能分流于社会。

·商业广播电视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广播电视制度。它将广播电视节目视为商品，同时将受众视为消费者。与国营体制纵向的、计划的决策机制相反，商业广播电视是一种“分散和横向”的体制。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通过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分散地、自由地和独立地做出决策，达到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目的，此时，起核心作用的是市场规律（或者说供求关系）。同市场上其他商业企业一样，商业广播电视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以“自由主义”观念（间或社会责任，因为是文化产品生产）为理论基础。

这种自由主义观念首先是一种市场观点，来源于亚当·斯密一系的经济学家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即“利润最大化不仅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同时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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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学者也用模型证明，商业电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扩张性（全球化趋势）在理论上不仅有利于商业机构攫取超额利润，而且有利于降低广播电视产品的价格（成本）水平，从而使受众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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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观点甚至法律观点，在美国，之所以大力发展私有广播电视，是因为他们认为“广播电视属于‘思想的市场’范畴，其第一属性不是文化属性，而是商业属性；认为采取私人所有、商业化运作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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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从法律角度诠释了这种理念：达到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能力。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宪法》中的理念。

德国社会学家哈耶克也承认，“自由市场机制对于公益所具有的助益作用，也远比人们一般所猜想的要大，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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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广播电视是一种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广播电视制度。它将受众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中国学者郭镇之在研究了英德两国公共制度起源之后，曾经重申了该制度“非政府”和“非商业”的两个基本原则，她同时指出，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产生于对希特勒集权主义的拨乱反正，它是一个独立追求文化目标的社会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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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德国学术界也普遍认同“公共广播电视是非政府的、非商业的广播电视”
 
[11]

 这一源自BBC的基本规定。

但是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似乎更加关注公共广播电视的“非赢利”特征（作为商业电视的对立面）。他认为，“公共服务广播在我看来指的是一种非赢利、非商业化的体制，它由公共基金资助并最终对公民负责，它的目标是为全体民众提供服务，而且公共广播并不适合将商业原则作为节目制作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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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切斯尼的观点恐怕与美国公共电视的社会地位和具体生存环境相关。

应当指出的是，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广播电视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市场、公民三方面权利分配与实现的问题，而其核心，就笔者所见，则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是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个表述如果倒过来说会更加合适，德国社会中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广播电视的状态。关于这个观点，将是下文中我们论述的重点。

2.2 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

在英语中，公共广播电视的表述是“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直译为“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的说法，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普遍用于描述广播电视的社会角色。比如英国BBC的首位总裁约翰·里斯（John Reith）在1926年谈到BBC的理想时就说，“我们已经尝试建立一种公共服务的传统（a tradition of public service），致力于通过广播电视的服务达到服务于全方位的人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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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广播事业归入“公共服务”体系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英国公共广播的理论来源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频谱稀缺”（Spectrum Scarcity）理论。当时人们认为无线电广播的频率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广播电视被视为与水、气、电、铁路和邮政一样属于稀缺的自然垄断行业。英国邮政局于192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声称：“任何国家可利用的频谱都必须被视为有价值的公共财产，把其用于任何目的都必须以保护大众利益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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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70年代，当有线和卫星电视出现的时候，频谱稀缺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因此难以以资源紧缺为理由来限制商业电视的出现，详见第一章制度史部分）。

该报告还认为，无线电广播的廉价以及其具备的社会和政治属性都有可能造成控制舆论和民族生命的后果，因此广播的控制权必须属于国家（国有而非国营——笔者注），而不能由商业机构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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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同时认为，政府也不能直接控制广播，但可以通过发放执照的形式间接控制；广播作为公共事业，其界定及管理权属于国家，而对界定的诠释及在维护国家和大众利益原则之下发展广播事业的实施者则是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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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建立公共广播制度的经验和理论虽然独具“不列颠”特色，但是它所倡导的公共广播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原则，则为其他后来者所接受和贯彻。甚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70年代否决建立商业广播机构时使用的理由也是“频谱稀缺”的理论，可见其与BBC一脉相承之处。

2.2.1 什么是公共广播电视

为公共广播电视下定义一向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公共广播电视并非如商业体制，是自生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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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的一种制度体系。那些自生自发的体制一般已经经过长期实践，具有一定的稳定状态。而公共制度却是一种颇具“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自发因素和人为因素（主要是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的不断修正，呈现出一种“因时而变”、极不稳定的发展状态。早年确立的许多基本原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已经不再有效了。

比如英国BBC的奠基人约翰·里斯（John Reith）在20年代确定的公共广播的四项基本原则（Major Principles）：确定的资金来源、垄断的强制力、公共服务的动机、道德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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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垄断的强制力”已经因为商业广播的加入而烟消云散了，而第一条“确定的资金来源”在50年代由于广告收入的加入（指BBC），也被进行了修正。

另一个方面，既然是人为设计，就不能避免人们对它的不同理解和创造。因此公共广播电视还是一种“因地而变”的制度体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解，以及对它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收入结构等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各不相同。比如所谓公共广播电视，在美国指的是那些从事教育、宗教或慈善宣传的公共服务性（志愿性质）广播电视台，这些公共性质的广播电视机构在整个广播电视版图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而在英国和日本，则是指以收视费为主要收入手段，辅以其他收入（如广告）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在广播电视格局中占主导地位，比如BBC和NHK。至于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与前两者又有所不同。

正是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外延和内涵不断变动，英国80年代的皮科克委员会（Peacock Committee）才会在它的报告中为无法确定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而困扰：“但是什么是公共广播电视？我们没有发现简明的字典之定义。毫不奇怪，从最早的委员会开始，人们就发现为它下定义是极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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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英国的定义

这里引用70年代末英国广播公司“BBC World Service”的首脑杰拉德·曼塞尔（Gerard Mansell）的定义，该诠释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比较全面。他认为：（公共广播电视）是关于向公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满足各种品位、各种需要和体现各种权益的制度体系。它涉及稳定的财政，涉及运作于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因为如果这个市场存在不规范竞争，……它就会被边缘化。它还与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相关，并且与公共制度的社会角色相关。它的未来，从最深层次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不只是关于如何补充财政收入的问题。它需要的不是政府的微薄施舍，而是远见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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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解释一下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涉及了五个基本问题：

1.公共广播电视是一种全方位的服务。这是指公共机构在“信息、教育、娱乐”三大基本功能上全面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如商业机构，只侧重于能带来高收视率和利润的娱乐节目；

2.稳定的财政收入是公共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在制度安排上稍有疏忽，公共机构很可能在与商业机构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被边缘化，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3.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论基础源于一种社会理论，或者说来自在何等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社会效益）的特定观点，该观点涉及公共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

4.公共广播电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按照德国社会学者达仁道夫的观点，涉及公民“应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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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获得，它关系到社会权力的“多元化”，以及社会民主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实现；

5.公共广播电视应该与政府保持距离。

2.2.3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

上面是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对公共广播电视概念的表述及阐释。在德国，情况又有不同。公共广播电视的表述是“ǒ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在德语中“Recht”有两个基本意义，一个是“权利（right）”，一个是“法律（law）”。这里的意思是“法律”，指的是经过法律授权，承担委托责任的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电视。因此有些德国学者在将这个概念汉译时译为“公法性广播电视”。

这个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法律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安排中的主导地位。这点与英国有所不同。在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仍然是作为公共事务部门在政府管辖之下，比如BBC董事会（2006年起是信托委员会Trust）就由政府来提名和任命。诚然，英国有政府不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传统，这是英国BBC虽然作为政府部门又可以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原因。但是如果仅从制度安排比较，英国体制在“独立性”上显然不如德国体制彻底。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只遵从于法律，独立于任何政治实体之外。

说明一下本文将“ǒ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译为“公共广播电视”的依据。在2005年版的《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理论基石》论文集中，德国学者萨克塞尔（Ulrich Saxer）在将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与ǒ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有所区分的同时，根据它们的共性和基本属性，仍将它们统称为“公共广播电视”（ǒffentlich Rundfunk，即Public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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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来说，某些中国学者按照传播学约定俗成的译法，将其统一称为“公共广播电视”也是恰当的（其他表述还有公营广播电视、公法性广播电视等等）。本文照此表述。

承接上文，所谓“法律授权”的承担委托责任的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电视，在正式的法律条文（自《基本法》而下的各级法规）中，实际上是找不到的。该说法来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电视的判决（关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中的地位将在第三章“法律制度”中详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法院的判决也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法律效力）。联邦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第2个电视判决”中认为：“广播电视机构的工作进行于公共法权之领域。广播电视机构处于公共职责之中，承担着公共管理的任务，并且履行着维护整个国家团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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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具体的授权内容，则由联邦宪法法院在第4个电视判决中具体阐述，这就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基本供给”（Grundversorgung）原则。

2.2.4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

再说德国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在德国官方法律和字典中，并没有对“公共广播电视”的解释，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吕尔（Manfred Rühl）在1996年的题为《问题？不！给广播电视概念一个新的解释》的论文中，曾经对三种广播电视体制下过定义：“所谓国家专制（Obrigkeitsstaatlich）的广播电视，就是他们的频道政策（Programmpolitik）以意识形态（Ideologien）为主导；所谓私人（商业经营）的广播电视，就是他们的频道政策以获得利润（Gewinnstreben）为优先；所谓公共广播电视……他们的频道政策则致力于对广泛多样的与全社会相关的问题的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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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尔的定义比较注重广播电视制度的政治意义，所谓“广泛多样的与全社会相关的问题的公开讨论”，借用德国《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中的规定，“公共广播电视……有责任促进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承担舆论多元化的使命。”因此，吕尔的定义实际上阐述的是广播电视在保证和实施社会民主政治方面的职责，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近似。

相比之下，赫尔曼·麦恩（Hermann Meyn，1994）在《德国大众媒介》一书中的描述更为具体。他总结说：（公共广播电视）是一种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公司或机构，他们应该是：

-通过州立法或州际协议来加以具体组织和成立；

-独立于官方控制，但服从于各州的法律监督；

-有权管理它们自己的事务；

-其资金来源是收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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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涉及了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地位、所有权、立法权、管理权、监督权、财政来源等方面内容，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该定义进行进一步解释：

1.公共广播电视是公共法人性质的社会机构，既不是私营性质的，也不是国营性质的，它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

2.公共广播电视的立法权和管理组织权力在各联邦州，而不是在联邦，各州自己的广播电视事务由各州自己决定，联邦范围的广播电视事务通过各州之间的协议（州际协议）规定；

3.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插手公共广播电视事务，各州政府依法对公共广播电视活动进行监督，但仅仅是法律监督而已（不是行政管理）；

4.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实行行政自治、编辑自治；

5.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收视收听费用，后来又加入少量的广告费用，收视收听费用的高低取决于广播电视机构的实际花费。

从这个定义来看，德国与英国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解确实是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一部分来自于国家制度的差别（比如德国联邦制和福利国家的定位），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德国具体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以及制度设计的思路。

当然，仅仅靠概念的解释来理解什么是公共广播电视显然有所不足。因此我们需要从更为深入的角度了解公共广播电视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说，公共广播电视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地域性”特点，下文的某些解释或许仅仅对德国有效。

2.3 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

2005年版的《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理论基石》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理论涉及了四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法律、经济、社会和大众传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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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试从这四个方面对公共广播电视加以进一步阐释。

2.3.1 经济学解释：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德国学者曼弗雷德·考泼斯（Manfred Kops）在2003年发表了《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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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共广播电视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做出了分析。下文结合该文的研究成果，具体分析国营和商业制度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进而说明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必然性。

2.3.1.1 三种广播电视产品的供应方式

考泼斯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三种提供广播电视产品的方式，分别为：

1.由市场提供；

2.由政府提供；

3.由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机构提供。

这三种提供方式各有优缺点。市场导向体制的优点在于，由于供需关系作用，市场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去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另外由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市场体制非常有效率，消费者和提供者在这个环境中的决策是自由和自主的。缺点在于，市场只生产可以增殖的、排他的商品，而对于那些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它很可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个缺陷被人们称为“市场失灵”。

政府导向体制的优点在于它会考虑“社会效益”，并且会通过中央行政的强制手段推动这类节目的生产。由此它的资源配置标准与市场不同，它可以生产那些可能不会带来收益的产品，也就是那些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不具有排他性的产品。政府导向的缺点在于，它不会考虑人们的实际需求，效率低下，不支持自由市场，不相信自我约束，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

非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被称为“第三条解决方案”。一般而言，该类组织没有市场组织那样高的效率和趋利性，但是又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率，更强调受众需要，在成员的自由意愿和自我约束方面也处于两者之间。但是，如何使得那些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慈善的、宗教的原始动机产生社会效益，以及将市场的效率和消费者导向与政府的公共福利导向结合起来，此类机构往往更加依靠制度的安排。

2.3.1.2 广播电视领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存在

虽然存在着三个解决方案，但是传统上，人们只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做出选择，即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方案。比如我国在进行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之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市场化”或者所谓“产业化”。考泼斯说，“对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市场对某种产品的提供失灵，或者这种产品的提供偏离了社会效益（公共利益），他们就认为应该由国家来提供”
 
[28]

 。对某些公共服务行业，比如运输领域、卫生领域和教育领域，这个思路大体上与实际选择方案相符，并且足以解决问题。

但是上述二元的解决方案在广播电视领域却未必有效，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有着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所没有的社会和政治属性。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在广播电视领域更加容易出现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缺陷又非政府或市场本身能够克服。

先说“市场失灵”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具体表现。前文提到过，市场制度一般只会选择那些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进行生产，如此，商业体制下的广播电视节目自然比较迎合观众的口味，这对于增强广播电视的娱乐功能以及丰富荧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它对那些与公众利益和社会效益相关，但是未必会带来经济收益的节目内容的忽视，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具体表现为：

1.具有正面外部性（对社会产生稳定和整合作用，促进社会民主和多元化的内容）的节目不足，而具有负面外部性（对社会产生不稳定和分裂作用，削弱社会民主和多元化的内容）的节目泛滥；

2.由于信息不对称，观众和听众没有手段对传播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而机构就倾向于用最小的投入带来最大的产出，节目质量难以保证；

3.由于存在超额利润，就会存在产业集中，广播电视事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集团的手中；

4.由于依靠广告生存，电视节目不以观众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而是以广告主的意志为转移；

5.由于媒介被商业内容和利润所控制，主流节目将逐渐为商业性的、娱乐性的流行时尚的内容所充斥（比如好莱坞制造），多元化将丧失；

6.社会上弱势群体发表意见和参与社会交流的权利丧失；

再说政府。针对“市场失灵”，政府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比如在政府体制下，可以通过“纵向”的管理和规范，强制提供某些只具有社会效益的内容，对“外部性”、“非排他性”、“非对称性”等问题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加以惩戒和规范，并在维护社会稳定、保证节目质量、保护民族文化、保障弱势族裔权利方面承担责任。如此，从理论上说，政府和商业体制确实达到了互补的效果。人们或者认为，在高度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国家承担供应的责任，而在市场失灵的程度不高或不存在，以及“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则由市场提供广播电视产品。至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德国，国家被认为是广播电视节目最恶劣的提供者”。
 
[29]

 由于有了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教训（见制度史部分），所以德国人达成共识，媒介制度中“国营制度的优点与它的缺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30]

 国营制度的缺点除了不考虑受众需要、没有效率之外，还有着更为根本的缺陷，就是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利用广播电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果国营广播电视被议会领导，这就意味着节目内容以政治性内容为主；如果国营广播电视被政府领导，就更糟糕，内容将是迎合政府和执政党，凌驾于反对党和在野党之上。”
 
[31]

 由于广播电视节目——用德国宪法法庭的话说——不仅仅是传播媒介，而且是公共舆论的重要环节，而国家（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避免滥用广播电视来干预政治，因此，至少在德国，拒绝国家接触媒介是必然的选择。

借用德国学者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上述观点，“如果涉及应得权利的改变，市场就不灵，而如果提高供给，则政府就失灵，然而，倘若让市场和国家对按其本质无法承担的事情承担责任，那就错了。”
 
[32]

 正是由于商业制度的巨大弱点，以及国营制度的根本缺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在广播电视领域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的巨大可能性），才会在广播电视制度的版图中出现了第三极“公共广播电视”。当然这个所谓的“第三极”，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2.3.1.3 公共广播电视的可能性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为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所忽视”
 
[33]

 的领域：这就是所谓“志愿”（voluntary，或非政府、非商业）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成部分包括家庭和邻里的活动，集体的宗教活动，自发的慈善、教育、文化和消闲组织内的活动。这个领域的基础是自发的、无功利性的动机，并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的决策原则进行组织。针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这个既非政府，又非市场的领域来提供广播电视产品。至少从这个领域的本身属性来看，还是有可能承担这个责任的。

由于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从政府和市场的二元角度讨论产品供应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社会上存在着非政府和非商业的活动。实际上，这个领域很可能为政府和商业“失灵”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然，由于“志愿”领域中各权利主体的分散性和弱势地位，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建立过程极其困难和复杂，不过这是制度制定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平心而论，经济学家们忽视这个领域本无可厚非。因为广播电视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有些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市场和政府之所以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只是因为这个领域中有些部分不属于他们可以发挥作用的范畴（比如我们不可能强制商人去生产不赚钱的产品来服务于社会公益，那样只能导致市场崩溃）。因此，在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了公共广播电视出现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之后，我们自然进入了另一个领域——社会学领域，来解决公共广播电视实际的社会基础问题。

2.3.2 社会学的解释：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基础

公共广播电视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个确实存在的特定土壤，那么公共制度就会真的如“乌托邦”一样，看上去很美，而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社会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反过来又可以为这个社会基础解决什么问题。

所谓“社会基础”，还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商业制度代表了商人的利益，国营制度代表了政府（或政治党派）的利益，那么公共制度又代表了谁的利益？或者说，如果存在公共电视机构，那么它的产权又属于谁？人们一般表述说，公共广播电视是公共法人性质的机构，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这个答案由于太宽泛而没有实际意义。那么它到底代表了哪一些人？

2.3.2.1 公民社会

这个社会基础一言以蔽之，就是“公民社会”。这是一个在许多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的社会结构形式。当然这个概念在一切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传统的中国还比较陌生。

在美国、英国和德国，“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概念。笔者先举个例子说明西方国家政府与公民的历史对立性。美国有一个电影叫《纽约黑帮》，说的是在纽约城刚刚建立的时候，百老汇大街存在着两个黑帮，他们通过械斗火并的方式确立谁是这条大街的老大（领导者）。此时，这条大街的话语权还是在纽约人自己的手中（当然权力的行使是通过乡规民约，甚至暴力实现的）。后来，成立了政府，在新一次的黑帮火并中，政府用大炮消灭了这两个黑帮，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此时，人民失去了对自己家园的话语权，代之以“多数人的专制”的代议制政府。这个影片折射出政府的统治和管理权是靠剥夺公民的权力来实现的，或者说建立社会权力中心必然以牺牲部分公民权利为基础。

德国学者达仁道夫指出，在英国、美利坚合众国、瑞士，“……尚未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之时，公民社会业已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不得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强行剥夺公民社会的某些权利。”
 
[34]

 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概念。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国家和公民社会自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国家权力越集中，公民权利就相应萎缩，此谓“中央集权”；公民权利扩张，国家权力则退让，此谓“还政于民”。

公民社会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是“公民权利”发展的结果。所谓“公民权利”的理念，最早可上溯到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kles）关于“民主”的著名演说里：“它的行政管理有利于很多人，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因此我们称它为民主。倘若我们观察一下法律，那么，它们为所有的人在其私人的争端中带来同样的公正；至于社会地位，在公众生活中升迁晋级的基础是能力；出身家世不得高于贡献；贫穷也不是前进路上的障碍；卑微的生活环境不能妨碍任何人为公团服务。”
 
[35]

 达仁道夫提出，公民权利真正形成是“从农村地区的封建结构中脱颖而出的中世纪城市和中世纪城市之前的古代城邦。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它们最终导致普遍的公民社会”。
 
[36]



达仁道夫批评了把“citizen”（市民，公民）或者“citoyell”（城邦公民）说成“Staatsburger”（国家公民，国民）的做法。他说这样会误导人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在德国的历史上，就有一个时期通过规定个人的权利，使个人受到国家的约束，而不是相反，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侵害。正是由于混淆了国家和公民的概念，公民权利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其后果相当惨重（比如对犹太人的迫害。因此二战后德国基本法明确指出，法律规定个人权利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家侵害——笔者注）。因此他认为，只有在个人不只是作为国家成员的情况下，Citizenship（公民身份地位）才说明个人的身份地位。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恰恰不是存在于“国家公民”的定义里，而是自由的主题。

因此，达仁道夫把公民社会称之为“自由的媒介物”，并概括其专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要素的多样性。公民社会中有很多的组织和机构，人们能够在其中实现他们在各方面的生活利益。第二个特征是很多组织和机构的自治。自治首先必须理解为独立于一个权力中心之外。“倘若自治建立在成员们自己的主动性上，而且一般也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自治就会更加牢靠一些。中小型企业如同基金会、协会和联合会一样，也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第三个重要的特征与人的行为举止有关系，即公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的公民，并不问别人，尤其是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自己能有所作为。”
 
[37]

 （公民社会的这些专有特征与其喉舌——公共广播电视的特性如出一辙，后者最核心的特征也就是“多元化”和“独立性”，而其基础则是公共认同——笔者注）

为了方便理解，笔者将公民社会的这三个特点简单概括为：第一，社会的多元化；第二，建立在私有化之上的“自治”；第三，基于公民知识层次提高之上的“公民意识”。第一条是社会结构的条件，此为社会基础，第二条是物质条件，此为经济基础，而第三条是精神前提，是文化和思想基础。只有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公民社会才得以产生和生存。

2.3.2.2 公民权利之新闻自由的实现

既然公民社会是确实存在的社会领域，并以实现公民权利为基础和依归，那么它的对立物——国家自然成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最大的威胁所在。达仁道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国家机关都有极权的偏好”
 
[38]

 ，将公民权利完全寄托于政府的民主化和公正性是相当危险的。

二战后，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者们明确认识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根本对立性，并把防止国家侵害作为实现公民权利的第一条原则：“放在德国宪法首要位置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它给予公民以广泛的保护使之不受国家违法之侵犯。”
 
[39]



关于如何实现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大问题，也不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涉及的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的实现手段，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实现人们自由获得信息和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意见，以及形成“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之原则）的权利。

如上所述，对德国人民而言，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舆论权利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获得的，因为国营和商业电视从本质上说各有其归属。因此公民社会的最佳方案无过于通过建立自己的广播电视来实现和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广播电视是公民社会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公民社会也只能依靠公共广播电视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新闻自由。而公共广播电视也作为公民社会的“喉舌”，获得了自己的社会意义。

2.3.2.3 建立公民社会之“喉舌”的基本条件

在讨论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基础和渊源之后，我们逐渐深入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并非由于公民社会的存在就会自然而然形成和存在的，它是通过人们主观能动的理性设计从而逐步完善的。而这个理性设计的实现又需要怎样的前提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是“公民意识”或者“公共认同”的问题。如前所述，公共广播制度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为设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人们的“远见和信念”、智慧和创造力的一个考验。思想境界达不到，公民意识形不成气候，公共制度也就难以“终成正果”。借用达仁道夫用来形容公民社会的语句：“这是一种文明结果，而不是自然结果”
 
[40]

 。关于公民意识如何形成，本书难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它无疑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发展和观念的培育，而公民社会所谓“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治”可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

第二个条件是制度保障问题，这个问题更为具体，也更值得讨论。如前所述，公民社会是一个广泛的、分散的、弱势的存在，商业制度有“利润最大化”的欲望驱动，国营制度有国家权力的强大支撑，公共制度却缺乏相应的力量支撑和维护。在排除了上述两股最大的社会力量支持的可能性之后，人们只能将这个问题诉诸于法权，通过“至高无上”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2.3.3 法律角度的解释：公民权利和公共制度的保障

一项制度的建立并且得以贯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人们的“远见和信念”
 
[41]

 。任何国家建立公共广播制度，无一例外地首先是通过法律来确立和保护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社会地位以及功能实现。在英国有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在美国有《公共广播法》，在德国则有《基本法》原则以及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对于缺少实力支撑，处于弱势地位的公共制度而言，这是唯一的途径。如果说公民社会是公共广播制度得以产生的土壤的话，法律制度则提供了它赖以生存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2.3.3.1 法治国家

法律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必须置于国家权力之上，不然又何谈其在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对峙中保护公民权利，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法治国家”（或者说宪政，或者说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的意义所在。在德国，“法治国家”作为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
 
[42]

 ，它的含义就是“法对国家一切行动的不可改变的有效性”。
 
[43]



由于法律制度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核心所在，而这些法律原则又衍生并且受益于“法治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德国“法治国家”的来历和意义进行探讨，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它必然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根据。

哈耶克论述了德国当代“法治”观念的由来。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又波折重重的历史过程，当然，其核心仍然围绕着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在德国，由于君主专制政制的长期延续，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像法国人那样，对‘民主控制政府的自动功效’产生盲信”
 
[44]

 。因此，德国人逐渐产生了控制行政权力的理论。18世纪普鲁士在实现法治方面所做出的最为独特的贡献，就是对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控制。它于1797年颁布了一部法律，将行政机构与公民之间的一切争议都置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此项试验为此后八十年中关于“法治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法治国”观念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所谓“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在德国大行其道。该理论不赞成用法律规则去限制政府的权力，并追求给予政府的组织化力量（organized forces）以更大的权力，刻意根据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去型构社会关系。“法律实证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历史主义”（historicism）学派的影响，历史主义主张人们可以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宣称能够从此推演出何种制度更适宜于现状的知识。哈耶克指出，“这种观点导向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它不承认我们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产物，也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所承继的观念或理念，相反它以为我们能够超越这些限度，并且还能够运用这种知识以一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方式重构我们的制度”。哈耶克认为，“这样一种观点自然会导致对所有无法从理性上证明的规则（如自然法——笔者加）的否定，也会对那些并不是根据凭空思考而设计出来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规则的否定。”

哈耶克指出，有些东西，比如“私人公民及其财产……不应当成为由政府支配的手段；这一点乃是法治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在强制只能根据一般性规则方得使用的场合，政府所采取的每一特定的强制行动的正当性，就必须源出于这样一种一般性规则。”
 
[45]

 但是在“历史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看来，由于“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
 
[46]

 ，法律从定义上讲，只能由人的意志经由审慎思考而形成的命令构成。因此，政府在采取强制行动的时候，只要符合所谓“社会正义的理想”，便可以颠覆那些一般性的规则。

哈耶克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理论由凯尔森（H.Kelsen）所阐释，并以“纯粹法学”（pure theory of law）之名而著称于世，它“标示着前此所有的有限政府的传统观点都已暗淡无光……凯尔森本人先前就考察了下述问题，即‘基本且不可替代的个人自由是如何逐渐退至后台，而社会集体的自由又是如何占据前台的’”
 
[47]

 。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这些观念完全征服了德国，“以致于遵奉自然法理论亦成了一种罪过，甚至还是一种智识上的耻辱”。哈耶克指出，这种思想状况为实现一种无限的专制政制提供了种种可能性。他引用1930年一位德国的法律学者的话，“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已然扫清了否弃法治国的所有防御屏障，并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意志的胜利大门”
 
[48]

 。

以上就是德国最终走向法治国家的基本历史背景。人们如果结合上部分制度史的内容就会更加明了这个时期德国社会思潮的基本走向和德国进入纳粹专制的必然结果，而我们在制度史部分涉及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广播电视制度”只不过是这个宏观的社会和思想渊源下的小小浪花而已。

2.3.3.2 法治国家的建立

纳粹的极权统治及其失败再一次颠覆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到1948年，当西部德国各州州长受西方占领国委托开始制定新的宪法的时候，人们开始反思魏玛共和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无法治国家的历史教训。人们提出，必须确立一个“提前实现的法律保护原则”，即一切打算取消这个自由、民主的根本制度以及用右的或左的专政取而代之的企图都要受到惩处和被禁止。联邦德国在基本法中承诺，保证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福利的和联邦制的基本国家制度。

在这部德国最重要的法律文本中，放在首要位置的，就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它给予公民以广泛的保护使之不受国家违法的侵犯。“各项基本权利是直接有效的法律。这是基本法同过去宪法相比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49]

 以往各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更多地具有法律上无约束力的纲领性申明的性质。今天，国家所有权力机关：议会、政府、法院、警察和军队都必须严格遵守基本权利的规定。每个公民只要感到他的某一项基本权利受到国家的侵犯，就有权在已无其他法律途径时对国家的决定和行动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

德国的法律制定者认为，“法治国家原则的主要部分是法治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法对国家一切行动的不可改变的有效性”
 
[50]

 。

2.3.3.3 基本法第五条

上面反复强调的法治国家的观点，最终为德国建立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奠定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首先，法律立足于保证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言论、出版自由，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自由”（基本法第五条）自然也在其内，这不只保证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权利，而且切实保障了广播电视事业对于政府、政党权力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公共体制的生命线。

另外，在受到权力中心（政府、商业垄断机构等等）的不公正对待时，广播电视机构根据情况可以向法院，甚至最高的联邦宪法法院起诉。在德国广播电视史上，许多起诉案件都是被直接上升到违宪，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的。至今，联邦宪法法院的“电视判决”已经有8个，涉及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地位、立法权、收入手段、基本功能，以及双重体制下的种种问题。因此我们在前文说，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制度“衍生并且受益于法治国家制度”，它的意思就在于此。

关于“基本法第五条”和联邦宪法法院的各项判决将在第三章“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制度”部分进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公共广播电视的出现源自公民社会对公民权利的追求，而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害则是“法治国家”制度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公共广播电视领域，“法治”的观念尤其重要。在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情况下，依靠法律保证其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公共广播电视唯一的选择。反过来说，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德国，作为“公民社会喉舌”的公共广播电视，它的生存前提之一，是要有“法治国家”的社会环境。

在解决了公共广播电视力量支撑的问题之后，我们将深入公共广播电视内部，分析它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公民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公共广播电视履行社会委托、进行公开批判、形成公共舆论的场所就是“公共领域”。

2.3.4 传播学角度的解释:“公共领域”和“基本供给”

所谓“公共领域”，如德国学者施瓦茨考卜夫所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广播电视制度转折（指从公共垄断到双轨并存——笔者注）之制度安排的核心因素，“是频道扩张的接受者和使用者，是新制度的目标所在，而就（广播电视领域的）公共部分而言，公共领域是它的主人”。
 
[51]

 施泰林格（Christian Steininger）也在《走向公共广播电视的公共领域》（Zur-ffentlichkeit des o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一文中
 
[52]

 提出，公共领域和媒介的关系（特别是与公共广播电视的关系）是当今传播学的核心问题。

2.3.4.1 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ǒffentlichkeit或者public sphere）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完整表述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53]

 ，他指出，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即公民社会——笔者注）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
 
[54]



哈贝马斯分析，作为国家对立面的“公民社会”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而公共领域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55]

 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由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是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政府）的对立，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是公共领域，公众舆论在此空间中酝酿和形成。“公共领域的目的，是让民众有能力对公共领域本身和国家的诸项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56]



公共领域有一个历史的沿革。早期出现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指的是具有批判功能的杂志，以及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它以公众舆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哈氏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
 
[57]

 。可见，哈贝马斯对于当今媒介话语主导的公共领域是持悲观态度的。

哈贝马斯对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悲观态度来自于商业势力和公共权力机关（政府）对媒介领域的侵蚀。报刊的逐步商业化，使其原本具有的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和批判性大为弱化，甚至被有特权的私人利益所操纵，而对于20世纪的新媒介——电影、广播和电视而言，欧洲大陆（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二战后建立的看似牢固的公共广播体系似乎在一夜之间（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被商业势力夺取了半壁江山。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和媒介关系的论述是社会学和传播学在公共广播电视理论中的重要交叉点：在德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公共领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对于社会学领域来说，当今“公共领域”的主导力量——媒介也是必然的研究对象。如基费尔（Marie Luise Kiefer）所说，媒介在民主社会中必须履行不可或缺的责任，其原因在于，媒介制造了当代的“公共领域”，并且同时作为“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承担责任。而在公共广播电视领域，公共广播电视凭借自己参与者的身份，成为唯一的主人。
 
[58]



那么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公共领域中保证公众的批判性，或者说保证公共舆论的批判性，或者说保证公共广播电视的批判性，这恐怕同样是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

2.3.4.2 “基本供给”理论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Verstraeten，1996）认为，公共领域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
 
[59]



说是“公共领域”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也是公共领域的主人——“公共广播电视”的主要任务。为了让公共广播电视切实履行这些社会责任，在德国广播电视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基本供给”理论，该理论由联邦宪法法院在第4个电视判决中阐释，并随之成为双重广播电视制度下，公共广播电视的行为准则。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双重体制下，公共广播电视应该起到中流砥柱（Sule）的作用，因此必须要明确它们的基本使命：“正如当前大多数联邦州媒介法在基本原则中要求的那样，在广播电视的双重体制中，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基本供给’（Grundversorgung）是绝对必要的，他们的频道必须让全体公众能够看到，而他们的频道也必须有能力提供最广泛的内容。他们必须履行的任务包括广播电视在民主制度上的基本功能，以及他们对于联邦共和国文化生活上的责任，……如上所述，如果要保证公共广播电视能够履行职责，保障他们在技术、组织、人事和财政上的基本条件则是必要的。”
 
[60]



基本供给理论包括公共广播电视向社会的供给，以及社会向公共广播电视的供给两个方面：前者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功能，即传播广泛的内容和让尽量多的人接收和参与，通过最大范围的公众参与意见，形成公众舆论，达到社会民主的目的；后者是如何保证公共广播电视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即必须保证公共广播电视在传播技术、组织功能、人力资源和财政收入上的基本需要。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形成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独特的“基本供给”理论。在德国传播学和广播电视领域有众多的关于“基本供给”的解释，由于篇幅有限，并且在本章后半部分还有提及，在此不再做详细介绍和分析。

小结一下我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角度对具有德国特色的公共广播电视理论之基础所做的阐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决定了在广播电视这个特殊领域采取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而“公民社会”及其“公共领域”的存在，则为德国形成“非政府”和“非商业”的公共体制创造了可能性。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以及促进社会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和理性思考催生了公共体制的出现；法治国家的国家制度成为公共体制独立于并且生存于市场力量和公共权力夹缝之中的必然保障，这是其合法性的来源；就公共制度而言，其重要性在于让最大多数的公民接触到最广泛的传播内容，并且参与到公众的批判性讨论中来，形成公共舆论，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民主的目标，这同时是它应尽的责任。

2.4 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特征

在讨论了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之后，简要探讨一下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特征。很自然，这些基本特征是前面我们论述的公共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的必然延伸。当然，不同国家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观点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此我们在分析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特点的时候也分两个部分进行，一个是共性特征，一个是德国自己的个性特征。

2.4.1 公共广播电视的共性特征

前文已经提到，公共电视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多元化（关于公共电视的基本原则，国内外学术界有着众多的表述，此处不做赘述，不过各种表述基本上都是由这两个原则生发而来）。这是所有公共广播电视都遵守的基本规定。

2.4.1.1 独立性

所谓“独立性”，指的是公共电视与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距离，既拒绝国家或社会集团（政治党派）的控制和影响，又与各种利益集团（市场逐利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说白了，不相信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公正性，也不相信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近些年来，由于生存问题，公共电视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并且开始在市场上有所动作。但独立性的基本标准不会改变，否则就不成其为公共机构了。

以德国为例，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行政自治、编辑自治和财政独立。

所谓“行政自治”指的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和人事都处于自我管理之下。虽然公共电视的三大组织部门中行政委员会和电视委员会的人员由各州选派，但是必须通过相应的民主程序才能确定，而台长只能由机构的（广播）电视委员会通过民主方式产生。另外，机构事务的决定权都在机构首脑（台长）和两个委员会的手中，政府从理论上说没有可能干预机构的内部事务。

所谓“编辑自治”指的是《基本法》第五条的规定，“不能进行新闻检查”。因此编辑记者有充分的自由去报道和监督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

所谓“财政独立”指的是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绝大多数来自观众和听众的收视收听费。为了防止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影响公共广播电视，德国的收视收听费不是由政府机构收取的，而是成立了独立机构“广播电视集中收费中心”来收取和分配这笔费用，而这笔费用的高低也是由独立机构“公共广播电视财政需要调查和审核委员会”来提出。

当然，在不同国家，所谓“独立性”原则各有表现，但毫无疑问，独立性是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生命线，如果这种独立性受到损害，那么公共广播制度最基本的存在基础就被颠覆了。

2.4.1.2 多元化

多元化（和多样性）是公共广播电视另一条生命线。我们说公共制度弥补了国营和商业制度的缺陷，多元化就是理由之一。国营制度一般强调意识形态，而商业制度强调迎合受众，追逐利润，因此在传播内容上都有偏好，而公共广播电视则强调“全方位”的传播服务。

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传播内容的多样化、管理机构组成的多元化，以及监督功能的社会化。

所谓“传播内容的多样化”，首先指的是传播内容的全面性。一般认为，在德国，传统上的公共广播电视比较强调媒介的社会效益，强调媒介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而不大重视娱乐功能。这种情况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基本供给”理论之后有所改变，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强调公共制度在双重体制下的“支柱”作用的同时，要求公共机构必须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包括娱乐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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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内容的多样化”还包括传播内容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指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参与程度。法律要求公共广播电视必须有助于“形成自由的个人观点和公共舆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使得最大多数的公众能够有条件接收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并进而形成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并且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和途径，最后形成真正反映民意、公正客观的公共舆论。

所谓“机构组成的多元化”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保证行政自治的同时，其首脑机构的组成能够反映社会的多样性。比如公共电视机构的最高领导机构“电视委员会”的组成必须能够体现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状态。德国电视二台拥有全德国最为庞大的电视委员会，共有来自各联邦州、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民间机构的77个成员，基本上涵盖了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作为行政自治首脑的台长，必须由这个体现多元化的机构投票产生。

所谓“监督功能的社会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监督的社会化，在广播电视机构内部，（广播）电视委员会作为公民社会的委托者和代表管理和监督着媒介的运转；另一方面是外部监督的社会化，首先是政府按照法律对公共机构的社会活动加以监督，其次是各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民意机构对公共机构的研究和调查，如果发现问题，将很快披露在研究报告或者报刊媒介上，形成舆论压力。这种社会化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公共机构因为独立于政府而没有人监管，最后变成自我行政自我监管的危险，也避免了政府通过插手公共机构的管理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政府要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制裁必须要过法院那一关。而政府能发挥最大能量的地方不过是通过抨击公共电视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拒绝独立机构提出的收视费的高低，仅此而已。（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政府只可以监督这些机构遵守法律的情况，社会对于公共机构的监管都不是刚性的，所以在公共机构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督不力造成了一些弊端。）

归根结底，所谓“多元化”原则就是保证言论的多元性。联邦宪法法院在第3个电视判决中明确指出：“立法机关有责任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在总体上有助于保障言论的多元性，这是自由民主的标志。任何有关公共生活的意见都不能被排除在舆论形成过程之外，任何拥有广播电视频率资源和资金的媒介都不得在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居支配地位……当然，这一切并没有绝对的保证，但通过这种有规则的广播电视制度，至少有可能实现多种观点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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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元化的文化意义，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绪论部分已有阐述，在此不再多说。

2.4.2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个性特征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个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总体格局上呈现的“去集中化”的特征；其次是德国公共制度特殊的社会使命，即前文提到的“基本供给”的功能。

2.4.2.1 去集中化：来自于联邦制的国家制度

关于“去集中化”，在制度史部分已经有所提及。该理论首先来自美国军管当局对德国广播体系的设计，其后为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接受和完善。实际上在二战以后，原联邦德国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公共广播体制，一种是美国倡导的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立的广播机构，并且各自独立互不归属，是为“去集中化”的广播体制；另一种是英国和法国倡导的集中型的广播机构。在两者管辖的地区只有一个广播机构，统管整个地区的广播服务，比如英控区的是“西北德意志广播”而法控区的是“西南德意志广播”，是为“中央行政型”的广播体制。

1949年之后，《基本法》将联邦制的原则正式规定为国家制度。《基本法》同时规定文化主权属于各联邦州。但是当时对于广播电视事业是属于电信事业还是属于文化事业没有能够解决。

关于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和监管以及立法的权力到底在联邦还是在联邦州，这个问题一直到60年代联邦宪法法院第1个电视判决（关于总理电视的判决）才得以解决。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不仅在体制安排上确定了各联邦州在广播电视事业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而且确立了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一项基本理论原则，那就是在德国实行与联邦制的国家制度相匹配的“去集中化”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后来，随着德国的最终统一，德国境内共有11个广播电视机构，它们互不归属，各自行政，在全国性问题上通过协商来解决。

这种去集中化的理论原则首先排斥的就是所谓“中央行政”的组织结构。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成立的时候，人们提出的任何带有“中央行政”色彩的联盟方案都被否决，德广联最终成为了一个松散的、无约束力的全国性协会，它没有一个核心的中央行政秩序，而是由各机构轮流坐庄。而全国性的电视机构，如德国电视一台（或称第一套节目），则是由各广播电视机构共同建立并提供节目；德国电视二台，则是由各联邦州共同建立。

这种去集中化的原则还极力排斥联邦对于各州广播电视事业的干涉。作为联邦共和国，各州的主权不容侵犯，各州的文化和习俗也不容侵犯。简而言之，去集中化原则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联邦和联邦州关于广播电视权利博弈的一个结果。

2.4.2.2 基本供给理论

表面上看，基本供给理论原则的来历非常简单，国家法律给了公共广播应有的地位（前文中的“法律委托”），那么公共广播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实际上，基本供给理论体现了法律制定者们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安排的良苦用心。

前文提到，基本供给理论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公共机构对社会的供给”以及“社会对公共机构的供给”。用法律的形式将公共广播电视必须履行的职责加以规定，一方面是对公共广播电视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了公共广播电视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地位。

就笔者所见，相对于社会责任，法律制定者们似乎更加关注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在判决中提出“保障他们在技术、组织、人事和财政上的基本条件”，正是看到了公共机构在社会竞争中的脆弱性，而有意地加以政策倾斜。

这种脆弱性来自于公共制度本身。商业和国营体制是“一股独大”的格局，两者都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商业体制还有侵略性或扩张性）。而公共制度由于它的社会责任，必须要满足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内敛的制度，任何社会集团都有可能侵害它，通过遏制其生存空间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如何保证公共制度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的生存很自然成为公共制度安排最为核心的问题。

于是毫不意外的，秉承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在《基本法》之下的各级广播电视法律法规中，保障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与发展都是放在最前面的先决条件。比如《广播电视州际协议》在前言中就强调指出，“就公共广播电视而言，它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得到保障。其中包括它有机会参与所有节目生产和传播的新技术的运用，以及拥有在工作中使用所有广播电视的新形式的可能。它的基本财政需要，包括相应的财政平衡应该得到维持和保障。”

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基本供给”的阐述为公共广播电视的权利和责任定了基调，前文说过，关于公共机构的监督，主要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而法律更为侧重的，则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这就是“基本供给”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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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制度

2002年出版的德国《广播电视法规大全》（Rundfunkrecht）
 
[1]

 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广播电视法，就是转化为条款的政策”（Rundfunkrecht，das ist in Paragraphen umgesetzte Politik）。在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和政策最全面和最真实的体现者就是它的法律制度。

德国的最高法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确定了德国国家制度的5项原则，“德国是共和国和民主制国家、联邦制国家、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
 
[2]

 。可见，“法治”是德国最基本的国家制度之一，而所谓“法治国家”的涵义是“法对国家一切行动的不可改变的有效性”
 
[3]

 。广播电视事业作为服务于民主社会的公共事务（ǒffentliche Aufgabe），作为极其敏感和重大的领域，无时无刻不在法律的关注和监督之下。

3.1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法律框架

表3-1是德国广播电视领域所有法律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公共广播电视法和商业广播电视法，为了研究方便，笔者特地将公共广播电视相关法律从中摘出，表3-2就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必须遵守的法律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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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德国广播电视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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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法律框架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律法规分为4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表中A部分）是作为基本原则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Grundgesetz，相当于宪法）和欧盟法规；

·第二个层次（B部分）是联邦法规，由于德国只有一个“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是国营广播机构（采用公共机构的操作方式），所以联邦层次只有一个《德国之声法》；

·第三个层次（C部分）是联邦州一级的法律，由于广播电视的组织和管理权是在联邦州的手中，所以这一级的法律（协议）众多，是广播电视法律体系的主体，州一级的法律又可以分为联邦州之间的州际协议（表中C-1部分）、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法律（C-2）；

·最后一个层次（D部分）是国家之间的广播电视协议，主要是针对联邦各州或电视机构与境外机构共同建立欧洲电视文化频道（ARTE）和3Sat卫星频道的两个协议。

无论对于公共还是商业广播电视，都不存在联邦一级的法律。这是因为广播电视的立法权在各州，联邦无权出台广播电视法规（由于“德国之声”是对外广播，所以法律规定管理权是在联邦，将对外广播列为政府职能是各个国家的通例，但其合理性近些年来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没有组织和监管广播电视机构的权力。另外，国家之间关于建立“欧洲文化频道”和“3Sat”的协议侧重于操作方面，不会对公共广播电视基本法律原则产生什么影响。

因此，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法律体系实际上只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法和欧洲法关于新闻自由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原则和协议，这个是基础，其中尤以“基本法第五条”作为德国广播电视法的“中心准则”（Zentrale Norm）；另一个是联邦州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相关法律和协议，这个是主体。关于欧盟法规部分将不会在本文中过多涉及。虽然各国法律一般会依照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但是各国仍然保留自己的自决权利（比如《欧洲宪法》在许多国家的全民公决中被否决）。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德国自成系统的广播电视法律框架为研究对象。

另外说明一下商业电视的法律体系，表4-1中C-1州际协议部分是包括商业广播电视的规定在内的（比如《广播电视州际协议》包括“共同规则”、“公共广播电视规则”和“商业广播电视规则”），除此之外，各州都出台了管制商业电视机构的州媒介法或广播电视法（即C-3部分），具体见表4-1，由于这部分法律并不属于公共广播电视范畴，公共电视无需遵守。

3.2 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立法权

立法权问题是广播电视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谁拥有了立法权，实际上就拥有了对广播电视活动进行组织和监管的权力。比如在中国，主要采取的是主管部门（行政）立法的形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仅掌握了对广播电视事业立法的权力，同时也是行业的组织者和监督者，如果考虑到广电总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那么它同时又是这个行业的参与者。

3.2.1 立法权的争议

在德国历史上，立法权问题曾经是各权利方博弈的焦点。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由谁——“联邦”还是“联邦州”——对广播电视事业负责。这个问题从广播事业产生之时就争论不休，到二战结束之后长期悬而未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法律一直没有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属性（是属于电信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作出规定。

二战后西德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在第73条第7项中，确定邮政和电信事业立法权在联邦，如果广播电视事业属于电信领域，其管理权自然在联邦；但是宪法又规定，文化事业属于各联邦州的“文化主权”，如果广播电视事业属于文化事业，其管理权则在联邦州。但是，基本法并没有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属性作出规定。正因为如此，导致了60年代前后广播电视秩序的混乱。一方面各联邦州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秉承军管区公共制度的传统，实行“行政自治”；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在总理阿登纳的推动下积极地筹备自己的电视公司（即所谓的“总理电视”，相关争论的详情，参见第一章制度史部分）。

3.2.2 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总理电视”的“第一个电视判决”

“总理电视”的出现使得问题激化到必须解决的地步，最终导致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第1个电视判决”，该判决判定“总理电视”违宪，并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确定了广播电视事业的主管部门。判决认为，“德意志联邦的广播电视与联邦无关，只是各联邦州的事务”，而“面向国外的广播电视的提供是联邦的事务”。
 
[4]



该判决指出，“所谓第73条第7款意义上的邮政和电信事业只包括——当人们收看接收到的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的传输技术（sendetechnischen Bereich），而不包括音像技术（Studiotechnik）。”并且“第73条第7款并没有赋予联邦这样的权限，去管辖进行广播电视的组织行为和运营者。”
 
[5]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按照德国法权的发展状况，广播电视节目活动是一项公共事务（ǒffentliche Aufgabe）。只要某州从事这项工作（也包括商业形式的提供），不论任何形式，都属于第30条意义上的‘联邦州事务’（staatlichen Aufgabe）。”

联邦宪法法院确认广播电视事业属于各联邦州的“文化主权”（Kulturhoheit）领域，只有各州政府才有权组织和监管广播电视事业。对于全国性或跨州的广播电视事务（组织和监管），则应该由相关各州政府通过协议的方式统一意见。因此，在德国广播电视法律体系中，有关联邦（全国）层面的法律都是以“州际协议”的面貌出现的，这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独具特色之处。

3.2.3 立法权问题的意义所在

在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论部分（第二章），笔者探讨过，在德国走向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与公民）的对立一直是核心问题。

实际上，广播电视立法权的争夺是该对立在广播电视领域的体现。政府希望将广播电视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而公民社会则希望这个权利尽可能接近公众。至于其属性是电信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的争论，不过是它们在争夺中借助的法律形式而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具体到广播电视立法权的解决过程，各联邦州其实是公民利益的代理人（虽然该公民权利由各联邦州政府代理，但并不意味着各州政府可以干预新闻活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实行的是“行政自治”、“财政独立”和“编辑自治”，与政府保持着明确的距离），因此，第1个电视判决的真正意义在于将广播电视的权利交到了代表公民利益的公法机构的手中，而不是政府手中，其根源在于对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央集权的广播电视制度的舍弃。应该说，虽然“去集中化”产生于“美占区”的广播传统，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去集中化”的结构特征。

3.3 宪法层面的基本原则

前文提到，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律体系主体上是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宪法层面的基本原则，另一个是联邦州层次的法律规定（包括州际协议和各州广播电视法或媒介法）。

德国广播电视法规在宪法框架内的又有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宪法《德意志联邦基本法》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另一个是联邦宪法法院（法庭）就涉及宪法诉讼的具体问题的判决及对宪法的补充解释。作为联邦的最高法院和宪法机构，联邦宪法法院成为阐释贯彻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中言论、出版和广播电视自由的最高机构。

由于宪法的规定是简洁、宏观和抽象的，因此需要职能部门对其进行阐释和补充，从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判断。承担这个“决定和阐释”责任的就是联邦宪法法庭。而联邦宪法法庭的判决和解释（他们的判决一般包括“判决词”和“理由说明”两个部分）同样具有最权威的法律效力。

从1961年开始至今，联邦宪法法院共针对广播电视事业做出了8项判决，基本上涉及广播电视体制的方方面面，成为德国广播电视存在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种以宪法法院释法的形式确定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原则，也是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特色。

值得提及的是，就笔者阅览过的所有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著述，都严格地按照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确立的广播电视的基本原则展开，换句话说，德国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对法律的诠释。虽然句句引经据典，对笔者这样的外来研究者似乎比较烦琐，但同时德国学者的严谨和法治精神却跃然纸上。基本法中有“学术自由与对宪法的忠诚并行不悖”之说，可见“以法为轨”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最为崇尚自由的学术领域也毫不例外。

3.3.1 广播电视事业的宪法原则：基本法第五条

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律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基本法第五条”——对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自由”的规定。可以说，其他媒介法和广播电视法都是对这条原则的“制度化”和“具体化”。这是因为宪法所阐述的是一般的基本原则，立法机构在制定具体法律时必须受制于更为一般性的宪法诸原则。

《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五条的具体内容如下：第5条：言论、出版自由，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自由

（1）人人有权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的方式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并通过公开的来源不受阻碍地获得信息。保障出版自由，以及通过广播电视和电影进行的采访自由。不能进行新闻检查。

（2）该权利受到普通法法规，关于青少年保护的法律规定以及个人名誉权的制约。

（3）艺术和科学、研究和学术是自由的。学术自由与对宪法的忠诚并行不悖。“放在宪法首要位置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
 
[6]

 《基本法》第五条就是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自由权”，该权利被“看做是基本自由准则”
 
[7]

 ，联邦宪法法院也是以这个基本自由权利为基础，并结合与此紧密联系的基本法第二十条（德意志联邦是民主的、福利的法治国家），对广播电视事业中的相关制度问题做出宪法解释。

由于该条款在指导实践方面过于抽象和笼统，所以联邦宪法法院在后来的判决中对它逐步加以完善和具体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引申出“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freier-ffentlicher Meinungsbildung）”和“自由的个人观点的形成（freier individueller Meinungsbil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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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概念，并把它们作为媒介制度安排的基本宗旨和目标。

关于这两个目标的意义，“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对形成自由的公共舆论的保障，是为了实现和促进民主；对形成自由的个人观点的保障，是为了表达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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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说，法律要求保障自由的公共舆论和个人意见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要求发挥媒介在实现和促进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上的作用。

由此，在德国大众传播制度中，“民主的舆论和（个人）意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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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首要目标（Primarziel）”。基本法而下的所有广播电视法规都必须以此为纲。比如《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中就规定“公共广播电视和私营广播电视有责任促进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承担舆论多元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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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DF（德国电视二台）州际协议》也规定“（ZDF的）电视节目应该促进自由的个人观点和公共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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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

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的说法，所谓“公共舆论的形成”是一种“超越个体的过程（überindividuellen Prozess）”，它的意义体现于“舆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广播电视自由对形成自由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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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指的不是某个个人对于意见和信息的需求，而是“这些过程的总和，体现的是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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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如在政治生活，特别是形成社会民主意见的过程中，大众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媒介工作，选民（wahler）被告知社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政治党派的政见、政府的政绩，并且决定自己的政治意向；而政党也可以利用媒介这面“镜子”（Spiegel，例如，德国有著名的《明镜》周刊）来影响舆论，影响公众的具体决定。

因此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形成自由的公共舆论是必要条件之一，必须保证政治生活中各个层面的意见都得到相应的反映。《ZDF州际协议》就规定：“在政党参与德意志联邦议会选举期间，如果国家议程（Landeslist）允许，可以让出适当节目时间给政党。在政党参与德国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期间，如果选举规则允许，可以让出适当节目时间给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并且“福音新教教会、天主教会和犹太教会希望有适当的节目时间进行祈祷仪式以及庆祝活动或者其他的宗教节目，这些公共责任的问题应该得到保证，其他公共法律承认的法律团体的节目播送也应该被考虑。”另外，“如果政治党派、教会、不同的宗教和世界观思潮的代理人，以及劳资双方的代理人想发表意见，平等地说话和批评的权利应该得到保证。”

联邦宪法法院强调，公共舆论的形成不仅限于政治信息：“舆论不仅仅通过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问题的新闻节目、政治评论和专题系列报道来实现，而是同样在广播剧、电视剧、音乐性的文艺节目或者娱乐节目中形成”。一个事物被报道了，那么社会交流的各个系统中它就会被作为“已知前提”存在。不只是政治生活被媒介所反映和记忆，媒介中娱乐活动、体育活动也一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和运动方式。

在德国新闻理论和新闻法的著述中，对于“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有着众多的诠释，在此不多赘述，上面只是对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以及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介绍，因为这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综合联邦宪法法院的意见，笔者认为，所谓保障“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实质上是保障“民主政治”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实现。

3.3.1.2 自由的个人观点的形成

对于所谓“自由的个人观点的形成”，联邦宪法法院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因为《德意志联邦基本法》已经明确规定“人人有权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的方式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关于它的意义，是因为在基本法中“放在首要位置的是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文以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职责”，而“这一保证由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这一条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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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保证个人观点的形成，就是为了保证公民发展个性的权利。

“大众媒介不仅提供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必要信息，而且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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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媒介有责任致力于形成有利于发展公民个性的社会环境。第一个要求就是全面、真实和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

比如《广播电视州际协议》就规定，“公共广播电视应该在它的产品和频道中，提供广泛的国际、欧洲、全国、地区事件的概况，以及所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它应该借此促进世界人民的互相理解，推动欧洲的整合、德意志联邦和各州的团结。它的频道应该提供信息、教育、咨询和娱乐的服务。它的稿件应该尤其注重文化内容的提供。”在新闻报道中，应该坚持“新闻报道客观性和非党派性的基本原则，保持舆论多元化以及节目的供需平衡”。

《ZDF州际协议》也同时规定，“ZDF的电视节目应该向德国电视观众提供对世界情况，特别是德国现实状况全景式的客观概括。报道应该是全面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特定报道的信息来源和内容应该小心求证。”

提供信息的广泛性、真实性、客观性是形成自由的个人意见的根本前提。而保证个人意见有自由发表的渠道则是言论自由的必然要求。《广播电视州际协议》规定“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之内的所有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ZDF）和所有德国境内的广播电视节目传播者必须在节目中关注和保障人的尊严……以及鼓励不同的信仰和观点。”

“自由的公共舆论和个人观点的形成”是德国广播电视法律安排的核心理念，是对基本法第五条最恰当的诠释，折射出制度制定者坚决维护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立场，以及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基本观点。

3.3.2 联邦宪法法院的8个电视判决

由于基本法对于新闻自由的规定不可能十分具体，因此面对具体的广播电视政策，比如广播电视的立法权、法律性质、财政来源等等问题，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理解，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争议和诉讼。如果这些问题在各级有关法院中难以解决，并且同时涉及到宪法原则的遵守问题，那么最后的决定权就在联邦宪法法院的手中。联邦宪法法院由两个判决委员会组成，各有8名法官，法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选一半。这种组成保证了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和民主性。

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判决词”，内容是该被诉行为符合宪法规定或者违宪；另一个是“理由”，就是结合基本法框架，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由于它的判决和解释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因此往往会成为该领域基本的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

自从“第1个电视判决”以来，联邦宪法法院一共做出了8个“电视判决”，在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发展和变革中起到了“纲举目张”的关键性作用。

这8个电视判决及其主要内容是：

1.1961年关于联邦建立“德意志电视有限公司”的判决（BverfGE12，205），解决了广播电视立法权的问题；

2.1971年关于广播电视公共事务性质的判决（BverfGE31，314），确定了德国广播电视“公共法权”的性质；

3.1981年关于萨尔州私营电视的判决（BverfGE57，295），确定商业电视不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理由是频率和财力有限）；

4.1986年关于下萨克森广播电视法的判决（BverfGE73，118），确立了德国商业和公共双重广播电视体制；

5.1987年关于巴登·符腾堡州媒介法的决定（BverfGE74，297），对公共和商业电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强调公共电视的“支柱”地位；

6.1991年关于西德意志广播的判决（BverfGE83，239），提出在双重体制下必须保障公共电视“基本供给”的实现；

7.1992年关于黑森州广播的判决（BverfGE87，187），规定了公共电视混合性的财政收入中，广播电视费应该作为主体；

8.1994年关于广播电视费用的判决（BverfGE90，60），强调保证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必须从财政来源上加以保障，确立了KEF在财政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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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判决的内容上看，基本上反映了战后德国广播电视体制发展和变迁的基本脉络。联邦宪法法院对于广播电视基本制度安排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第1个到第8个判决，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商业电视问题上的明显改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由公共电视来承担基本的社会使命，并以此来保证宪法新闻自由和舆论民主的目标的看法一直坚定不移。因此，联邦宪法法院才是德国公共电视在现实中最坚定的和最强大的支持者。

3.3.3 德国法律体系中的制衡关系

在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中，主要涉及到两种法律关系：一是联邦与联邦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公共电视机构之间的关系。前者如第一个电视判决涉及的立法权归属问题；后者如2005年正在审理的ARD诉州政府擅自决定广播电视费用一案。前者关系中，联邦政府是强势机构，州政府处于弱势；后者关系中，州政府处于强势，公共电视机构处于弱势。但是在实际争端中，弱势机构都保留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途径，处于广播电视事业核心的各利益集团才基本上达到了相互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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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各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

从联邦宪法法院的系列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制定者（在德国著述中一般使用Gesetzgeber这个词，意即法律制定者）在制度变迁中如何应对，并且如何在双重制度的安排中达到最佳的平衡效果。在公共电视垄断阶段，它一直维护公共电视的垄断地位，即使在商业电视大举入侵的1981年，它仍旧认为商业电视不适合德国社会和国情；但是在1984年商业电视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之后，它的反应是非常迅速和及时的。我们可以发现1986年后的判决骤然增多，它通过第4和第5个判决基本上解决了双重广播电视体制的问题，以及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在电视版图中的地位问题。在之后的几个判决中，继续强调公共电视不可取代的社会作用，并在法律上保证了其财政来源。

从今天的眼光看，联邦宪法法院20年前的一系列决定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并且为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比如在对待商业电视的问题上，虽然它坚持公共电视的垄断，但是它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商业电视，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频率的有限性和战后德国民间的经济实力上找依据。因此，即使后来它一改初衷，同意双重体制的建立也丝毫无损它的权威性。

在政策上坚持原则，同时留有余地；在操作上考虑周全，与时俱进，杜绝法律真空，这是德国法律体系成熟高效的体现。

3.4 联邦州层面的广播电视法规

联邦州层面的广播电视法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各联邦州之间就联邦事务和开办全国性广播电视频道缔结的州际协议；另一个是各广播电视机构法律。

3.4.1 州际协议

根据基本法关于文化主权属于联邦州的规定，各州政府有规制广播电视事业的权力。如果碰到跨州的广播电视事业的组织和管理，一般由相关州的州政府之间通过“州际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涉及全国的广播电视事务，则需要所有联邦州之间缔结“州际协议”。因此州际协议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有联邦州之间的“共同州际协议”（Gesamtstaatsvertrag）；另一种是少数州或个别州之间的“个别州际协议”（Einzelstaatsvertr ge）。

3.4.1.1 州际协议的演变

原则上说在德国统一（1990年）以前，西德签署的所有州际协议都属于“个别（部分）州际协议”的范畴。1959年4月17日，西德所有联邦州之间签署的《关于协调第一套电视节目工作的协议》（Abkommen über die Koordinierung des Ersten Fernsehprogramms）是第一个“州际协议”。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广播电视机构间财政平衡的协议》（Abkommen über einen Finanzausgleich zwischen den Rundfunkanstalten）。在1961年第1个电视判决之后，各州又签署了《关于设立公共法权性质的“德国电视二台”的州际协议》（Staatsvertrag über Errichtung der Anstalt des offentlichen Rechts“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1968年，又签署了《关于规制广播电视事业收费的州际协议》（Staatsvertrag über die Hohe der Rundfunkgebühr），该协议由1969年签署的《广播电视费用高低的州际协议》（Staatvertrag über die Hohe der Rundfunkgebühr）加以补充。到1988年，关于广播电视收视收听费的高低则改由当年签订的《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Rundfunkfinanzierungsstaatsvertrages）规定。而在1987年，当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确定了德国采取公共和商业双重广播电视制度，各州就新的广播电视秩序签署了《关于广播电视事业新制度的州际协议》（Staatsvertrag zur Neuordnung des Rundfunkwesens），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前身。

在德国统一后，以前的“个别州际协议”被一整套《从1991年8月31日起在统一的德意志关于广播电视的州际协议》所取代。在这个法律协议中，包括了所有的协议和规则，并且由统一后所有的联邦州共同签署。这套协议包括：《广播电视州际协议》、《ARD州际协议》、《ZDF州际协议》、《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以及《屏幕文本州际协议》共5个协议。这些协议到今天已经经历了8次修改，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协议之前都会看到第一次签署的日期为1991年。

后来，这一套法律又有所变化。《屏幕文本州际协议》被取消，代之为《媒介工作州际协议》（1997），另外又增加了《德意志广播州际协议》（1993）和《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2002，全称为：关于在广播电视活动中保护人的尊严和青少年的州际协议），共计8个协议。

目前，德国全境适用2005年4月1日生效的“在第8次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修订案框架内的广播电视法律州际协议”（Rundfunkrechtliche Staatsvertage in der Fassung des Achten Rundfunkanderungsstaatsvertrages），在这一整套法律文本中，各法律协议的顺序如下：

1.《广播电视州际协议》

2.《ARD州际协议》

3.《ZDF州际协议》

4.《德意志广播州际协议》

5.《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

6.《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

7.《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

8.《媒介工作州际协议》

由于“州际协议”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主体”，是对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相关判决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协议进行详细的分析。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仅对最核心的《广播电视州际协议》进行介绍和分析。其他协议，比如财政、收费等等规定将在相关章节中涉及。

3.4.1.2 《广播电视州际协议》（Rundfunkstaatsvertrag）

在8个州际协议中，《广播电视州际协议》最为关键。该协议“包括公共广播电视和私营广播电视，在统一后德国各联邦州的范围内，在一个双重的广播电视体制之下，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因此，该协议不仅是公共电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且是德国境内所有广播电视机构、所有参与广播电视活动及监管行为的组织必须遵守的法律。

《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其他7个州际协议的总纲，在电视机构、财政、收费、青少年保护等问题上，由它提出总的原则，然后通过其他7个协议具体落实。

《广播电视州际协议》除前言外，有共同规则、公共广播电视规则、商业广播电视规则、转播能力、过渡和决议规则5个部分。

（1）前言：所有州际协议的总纲

该前言并非是《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一个部分，而是8个“州际协议”的总纲（其他7个协议不存在“前言”部分），体现了各联邦州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总的要求。在这一部分，各联邦州政府就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结构框架和发展目标阐述了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社会功能、使命，以及保障这些功能和使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进行的概括。因此对于整个德国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各州认为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使命是：“公共广播电视和私营广播电视有责任促进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承担舆论多元化的使命。广播电视的双重体制必须有能力适应国内和国际竞争的要求。”

它们强调广播电视在保护民族文化上的作用，要求采取相应手段，促进本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在欧洲广播电视频道的多样化的过程中，应该运用新技术来加强德语区信息多样化和文化产品的提供。应该通过本协议，最重要的是通过制订德意志联邦更为深入的规则和促进计划，为欧洲新型电视产品的生产提供长期支持。”

为了保证广播电视社会使命的达成，它们认为首先应该保障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需要：“就公共广播电视而言，它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得到保障。其中包括它有机会参与所有节目生产和传播的新技术的运用，以及拥有在工作中使用所有广播电视的新形式的可能。它的基本财政需要，包括相应的财政平衡应该得到维持和保障。”

对于商业电视方面，它们认为“私营广播电视的经营者应该有机会促进私营广播电视体制的壮大和持续发展，首先是在技术和节目方面。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支配足够的播送能力，以及开发适当的收入来源。他们应该在通过卫星传播电视节目的时候，按照各州法律规定的可支配的陆地电视频率来配置本地和区域的稿件，并考虑到新的电视经营者，在联邦的范围内尽可能达到分配的平衡”。它们要求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媒介厅），对所有私营电视经营者一视同仁，并且加强合作，更好地贯彻各项媒介政策。

由于该协议是通过所有联邦州议会通过，并由各州政府首脑签署并公布生效的，因此上述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德国各地区、各阶层达成的共识，不仅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并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就公共广播电视而言，法律要求它在实现舆论多元化（社会目标）、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目标）上承担责任，而为了达成这样的使命，必须保障它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这个部分，法律对公共广播电视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

（2）第一部分：共同规则

所谓“共同规则”指德国境内所有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必须同样遵守的规则。共同规则共计10条，条目如下：

1.适用范围

2.概念定义

3.共同的频道基本原则

4.不允许的节目，青少年保护

5.消息报道

5a.重大活动的转播

6.欧洲电视产品，自制、委托和联合生产的电视产品

7.广告和电视购物的内容，标志

8.赞助

9.信息责任、主管机构

10.报道、资讯节目、民意测验该州际协议与《基本法》一样，把保护“人的尊严”放在首位。协议规定，“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之内的所有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ZDF）和所有德国境内的广播电视节目传播者必须在节目中关注和保障人的尊严。应该致力于加强对人类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关注，以及鼓励不同的信仰和观点。应该注意保障公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第三条）

在贯彻新闻采访和报道自由方面，它规定“任何欧洲认可，并以播出为目的的电视经营者，都有权对那些向公共开放和具有普遍新闻价值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无偿报道。这些权利包括进入权，短时间直播权，录制权，……将它们（指素材——笔者注）在特定稿件中使用和进行传播的权力。”（第五条）

为了体现德国“福利社会”国家制度的要求，它规定“在德意志联邦，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事件（重大事件）的电视转播，只有电视机构本身或第三方通过适当的条件，使该活动至少在德意志联邦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电视频道上同步免费收看之后，才可以加密，收取特别的费用。……所谓‘所有人都可以收看到的频道’，指的是超过2/3的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收看到的频道。”这一条主要是保证低收入家庭和公民有同样的机会收看到社会重大活动。（第五条a）

在促进本土文化和德语区电视节目制作方面，协议具体规定了广播电视机构中欧洲自制节目的播出要求。“电视经营者承担德国和欧洲作为文化产品保护和部分声画遗产的电影、电视产品的生产”；“为了展现德语区和欧洲范围内的多样性以及促进欧洲电影和电视产品的生产，电视机构应该在电影、电视电影、电视剧、纪录片以及关键的电视产品方面提供与欧洲权益相当的欧洲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应该在总量上保持主导地位”；“来自德语区或欧洲自制的节目、委托和合作制作的节目应该在综合频道中占重要份额。由于在节目内容上可能的侧重，专业频道的节目也应该达到这个要求。”（第六条）

在新闻报道原则方面，协议规定：“新闻报道和信息类节目应该符合公认的新闻基本原则以及道德精神，它们必须是独立的和真实的。新闻在播出之前应该根据情况对它的真实性和消息来源认真审查。有偿的节目应该与新闻报道清楚区分，并且出处的名称也应该清楚标明。”（第十条）

（3）第二部分：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规定

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规定共有9条，具体条目如下：

11.委托责任

12.功能适当的财政供给，财政平衡的原则

13.资金筹措

14.公共广播电视的融资需要

15.插播广告

16.广告期限

16a.指导方针

17.广告变更

18.电视购物的排除

19.ARD和ZDF的卫星电视频道和数字电视前文提到，联邦宪法法院在它的判决中认为，“按照德国法权的发展状况，广播电视节目活动是一项公共事务（ǒffentliche Aufgabe）。”因此，公共广播电视在德国是法律授权的公共法权（ǒffentlich-rechtliche）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所谓的“委托责任”（Auftrag）。

在州际协议的这个部分，首先是对公共电视的委托责任的规定：“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和一部分，通过广播和电视的节目生产和传播，形成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它可以提供复制的节目和与节目内容相关的媒介服务。”（第十一条第一款）

其次，“公共广播电视应该在它的产品和频道中，提供广泛的国际、欧洲、全国、地区事件的概况，以及所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它应该借此促进世界人民的互相理解，推动欧洲的整合、德意志联邦和各州的团结。它的频道应该提供信息、教育、咨询和娱乐的服务。它的稿件应该尤其注重文化内容的提供。”（第十一条第二款）

公共电视的责任还包括在新闻报道中坚持“新闻报道客观性和非党派性的基本原则，舆论多元化以及节目的供需平衡。”（第十一条第三款）

为了保证这些委托责任的完成，协议要求“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之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德意志广播电台应该公布各自的规定和基本方针，更详细地赋予这些机构各自的委托责任”，并且“每两年必须提交关于委托责任实现情况的报告，包括节目提供和频道的数量和质量，各自拟定的节目计划及实施情况”。（第十一条第四款）

在委托责任之后，是关于公共广播电视财政工作的规则，如此可见法律制定者认识到对于公共电视这样的以社会责任为主的公法机构，稳定的财政供给是极其重要的。

协议申明，“从宪法和法律的立场，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供给应该实现，他们特别要求保证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第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财政来源，协议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是收视收听费、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和其他收入，收视收听费是最优先的财政来源。受委托的频道和节目提供不允许收取其他费用，节目副产品不在此内。”（第十三条第一款）

关于公共电视获得财政收入的程序，协议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需要，包括相关合理的潜在需要，应该由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和公共性广播电台德意志电台向独立的‘广播电视机构财政需要调查和审核委员会’（KEF）申报，接受该机构的调查和审核。使用资金的经济性和节约性的基本原则也将被该机构定期检查。”（第十四条第一款）

对于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上的广告播放，协议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德意志广播电视联盟（ARD）的第一套电视节目和‘德国电视二台’（平均年度）每个工作日的广告播送总时长最高各为20分钟。没有用完的广告时间可以以每个工作日最高5分钟向后顺延。每个工作日20∶00以后，星期日，以及所有法定的节假日不允许播送广告。”（第十六条第一款）

另外，“ARD和ZDF的其他全国范围的电视频道以及各地第三套电视频道不能进行广告的播送。”（第十六条第二款），“在一个小时的时段内，电视广告的时长不能超过20%。”（第十六条第三款）

关于公共电视的规则实质上主要是“委托责任”和“财政保障”两项内容。从秩序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律制定者的关注点，首先是责任和义务，这是公共电视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其次是特殊的“权利”，这是公共电视可以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的前提。

博弈论有句名言，掌握更多社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公共电视来说，要想让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让其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公共电视对于“广播电视费用”的垄断，就是法律制定者向它进行的制度倾斜。概而言之，所谓制度安排的实质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一点在公共电视的法律安排中表露无遗。

（4）第三部分：关于私营广播电视的规定

虽然该部分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也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为了防止商业电视中出现垄断，进而损害多元舆论的形成，法律特别对所谓“优势舆论”做出了规定：“如果一个公司的频道的观众份额可以达到年均30%，就可以推测，它输出了优势舆论。”（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对于这些公司，协议规定“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形成优势舆论的频道，建议州媒介主管机构通过媒介专门调查委员会（KEK，该部门是商业电视监管中最关键的机构之一）对该公司采取以下措施：公司放弃自己的责任股份，直到该公司的责任股份所代表观众份额降低到第2款（即上引句）第1句限额（30%——笔者注）之下，或者在第2款第1句情况下将与媒介相关的类似产业市场地位降低或者放弃责任股份，直到不再会形成第2款第2句所指优势舆论，或者该公司可以按照第30章和32章对控股机构做出多元化的保障措施。KEK与该公司共同探讨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手段，并且形成一致的规定。如果KEK与公司达不成一致意见，或者他们没有在适当的期限内达成一致的措施，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按照KEK的意见吊销该公司相应频道的许可证，直到该公司不再有能力形成优势舆论。KEK选择这种措施，只能是特别情况下的个别现象。这种许可证的吊销带来的可能的损失将得不到赔偿。”（第二十六条第四款）

（5）第四部分：播送容量

该部分是对广播电视传送频率和容量的分配进行规定。包括卫星频道的分配、有线频道的分配，以及数字化集成频道的分配。

（6）第五部分：过渡规则和签订规则

该部分对本协议的生效期限和解约进行规定。由于以上三个部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故不再赘述。

3.4.2 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法律

在联邦州的层面上，除了各州共同签订的“州际协议”之外，另一个部分就是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自身的法律。因为对于一个机构的具体运作来说，“州际协议”的规定还是过于笼统。另外，各机构所在地的社会结构、风俗文化、发展条件也各不相同，需要各机构因地制宜地在《基本法》和“州际协议”的框架内制订自己的行为准则。

因此，各地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各有其法，共计10个。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德国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台“西德意志广播”（WDR）适用的《西德意志广播电视法》。该机构法共分5个部分，包括“法律形式和任务”、“组织”、“财政事务”、“资料保护”以及“过渡和最终协议”。

（1）法律形式和任务

该法律首先对WDR的法律形式进行规定：广播电视公司“西德意志广播电视（科隆）”是一个公共法权的公共机构。该机构拥有在下述条件的框架下自主行政的权利。该机构的财产是不允许进入破产程序的。（第一条第一款）

关于WDR的工作任务，该法律规定“西德意志广播电视的工作是利用无线电磁波，或者沿着或通过导体，通过文字、声音或图像，为公众专门制作和播出所有形式的节目（广播电视）。西德意志广播在频道播出的同时提供与播出节目相关内容的在线节目。该机构伴随频道服务可以提供其他与频道相关的媒介服务内容。在媒介服务中不能出现广告和赞助。”（第三条第一款）

（2）组织

该法律规定，“本机构的组织包括：①电视委员会②行政委员会③台长”（第十三条第一款）；并就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组成、任期、职责、工作程序，台长的选举、任期、任命、卸职和职责做了规定。

（3）财政事务

该部分主要对“预算的基本原则”、“预算计划”、“年度决算”、“审计程序”、“广播电视费收入的使用”等方面进行规定。

（4）资料保护

该部分是对涉及用于新闻目的资料的处理及其储存作出规定。

（5）监督

法律规定“由州政府对WDR进行法律监督”（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州政府有权通告WDR或特定部门，他们违反了本法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如果在限期内WDR没有上诉，政府将通告进行何种处罚；如果WDR对此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诉（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上述行为的前提条件是“不能对形成自由的观点表达造成损害”。（第五十四条第五款）

（6）过渡和最终协议

对本法律的适用和生效期做出的规定。

笔者认为，不论是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法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一以贯之地强调了以下四点：首先是保障“人的尊严”不受损害；其次是保证公民权利中的“新闻自由”得以实现，形成多元舆论；再次是确保本民族文化得以发展；最后则是要保障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与发展。这四个方面是德国广播电视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也是决策者进行立法和监管的出发点和立脚点。

总而言之，德国广播电视领域之所以能够规范地、有效地运行，是和完备的法律体系、清晰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监督手段分不开的。

3.5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监管模式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监管形成了以社会监督为主，政府依法监督为辅的管理模式。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造成影响，一是审批收视费的征收标准；二是对公共广播电视的违规行为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但是不能干预电视机构的人事、宣布电视机构破产和停止这些机构的运转。因此，政府在对广播电视的监管责任方面处于次要地位，社会化的监管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化的监督体系则分为体系内监督和体系外监督两个部分（见图3-2）。

简而言之，公共广播的社会化监督在体系内部是由“电视台的议会”电视委员会来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在体系外部则由各种民间的独立调查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来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主体的社会化和多元化一方面确保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公共广播电视代表公民社会发言的广泛性和多元化。而监管的主要目标则是公共广播电视的活动是否符合“委托责任”（见州际协议）的要求并且达到相应的“社会目标”。本图所显示的具体内容将在后面几章逐一详述。监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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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化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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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财政

本章主要讨论公共广播电视财政，即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公共广播电视目前靠什么生存，这种制度安排的依据是什么？其次，如何保证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再次，目前，公共广播电视财政状况如何，困难何在，原因如何？最后，通过制度安排，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公共广播电视所面临的财政问题。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收视收听费用的收入；另一个是广告收入。然而在法律上，德国对于不同体制内广播电视机构的收入方式有特别的区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收视收听费用；而商业广播电视的收入则主要来自广告
 
[1]

 。因此在德国，“财政来源”被视为区分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的标志之一。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德国广播电视双重体制的发展，这一界限有逐渐模糊的倾向。如今，公共广播电视通过广告和赞助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商业广播电视也出现了主要通过收视费获得财政收入的电视机构（比如付费电视——pay TV）。

4.1 广播电视的基本收入来源

广播电视有不同的收入来源。《德国的媒介》一书将广播电视的资金来源分为以下几种：

1.来自节目接收和使用的支付收入（频道提供商），比如：

·就某个节目付费（Pay per view点播节目）

·就某个频道付费（Pay per channel付费电视）

2.来自广告经营的支付收入（广告载体市场），比如：

·广告

·赞助

·交易（商业广播中的以货易货，Bartering）

·电视购物（Product Placement）

3.来自节目及其权益的使用，比如：

·节目销售

·特许权销售（节目权利转让）

·频道相关权益销售

4.来自自愿支付，比如：

·捐助

·成员会费

·基金（比如美国公共电视—福特基金会）

5.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有利的强制性税收政策（向商业机构征税提供给公共机构）

6.来自公共预算（比如对外的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就是由国家财政支付）
 
[2]



在德国，法律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入以收视收听费用为主，广告和赞助的收入只能作为补充；而商业广播电视的收入以广告费为主，不能征收收视费。

除了公共和商业机构在收入方式的选择上有截然不同外，在公共广播电视内部，不同国家采取的收入方式也多种多样。比如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入主要来自每年征收的使用费（类似电视税）；而在荷兰，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主要由私人协会和基金提供；在丹麦，通过公共预算来保证广播电视的财政需要，如果广播电视机构的收视费和广告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将通过政府预算来补足缺口；在芬兰，公共广播电视2/3的收入来自收视费，剩下的资金来自私营广播电视向公共机构缴纳的公共有线频道的传送费用。

4.2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入以收视收听费用为主。目前在公共广播电视的总收入中，只有大约2%来自广告。《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13条第1款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是收视收听费、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和其他收入，收视收听费是最优先的财政来源。受委托的频道和节目提供不允许收取其他费用……”

4.2.1 费用收入（Die Gebührenfinazierung）

收视收听费用作为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来源，从表面上看这非常单纯和简单，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谁来决定该费用的高低。“费用决定权”的问题之所以十分敏感，并且在德国一直争论不休，其原因是广播电视费用在这里被视为所谓“政策价格”（Politischer Preis）。费用的高低不仅仅决定了公共广播电视的活动范围，而且间接决定了商业竞争的前途。更为重要的是，“费用的决定权可以被用来影响整个广播电视体制，而这一权力在历史上被州总理和州议会充分地使用过。”
 
[3]



具体而言，在商业广播电视出现之前，收视费只与用户有关，一方支付一方收取而已，借用经济术语，其“外部性”并不明显。而在商业广播电视加入电视版图的今天，公共电视的收入高低直接关系到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双方在频道竞争中的态势，并且影响到双方“在频道权益、转播权益和劳务市场方面的市场竞争”
 
[4]

 。

因此，收视费又成为显示商业广播电视发展趋向的政策上的征兆：如果收视费偏低，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不足，在扩展业务和增加收视率上就会束手束脚，人才流失，相应的，商业广播电视的生存空间则会相对宽松；如果公共广播电视收视费偏高，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充裕，便会增加新的专业频道，提高节目质量，吸引更多的观众注意。与此同时，商业电视就会出现观众流失、广告减少、扩展业务困难的情况。说收视费是双重体制下政策的“晴雨表”应该不为过，它体现了制度制定者（在德国的相应制度下，这个制度制定者是“社会公众”）对公共和商业两种体制的基本社会定位。

4.2.1.1 收视费的法律性质（Rechtsnatur）

“法律性质”指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广播电视费用的确定、收取和分配。在德国，法律是一切社会行为和权力分配的准则，相应的，如果在社会地位或权力分配上有所争议，人们会首先求诸法律，这是德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而所谓“法律性质”就是在法律上为某个问题“定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法律的决定往往在社会争端中起到“正名”的根本性作用。但是由于广播电视收视费的敏感性，收视费的法律性质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没有得到解决。

在1945年以前，国家（帝国）邮政部作为主管部门，把持了确定、收取和分配该费用的权力。但是广播费用的法律性质一直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是政府（邮政部）和各州政府在该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另外，谁来对广播电视费用事务进行监管的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

1945年后，军控区的广播费用仍然沿用旧制，由邮政部门收取。到1956年，增加了电视费用。随着广播电视机构的逐渐增多，费用金额的逐渐增长，相关部门的矛盾逐渐激化。当时的邮政部门曾与西北德意志广播（NWDR）达成协议，仍旧由邮政部门收取费用，但是对广播电视费是否按照《电信法》视为商业经营的收入，还是作为“会费性质的机构费用”，还是没有定论。

直到1968年，这个问题由联邦行政法庭（Bundesverwaltungsgericht）通过所谓“广播电视费用判决”最终解决。它确定“在当前情况下，广播电视费用不属于邮政或电信事业的权力”。它确定，由于广播电视机构提供各项服务，广播电视机构应该是该费用的“债权人”（Glaubiger），费用收取应该由广播电视机构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而对该项事务进行监管的权力属于各联邦州。

之后，各州就广播电视费用的相关事务和费用的高低达成协议。1970年1月1日该协议生效，自魏玛时期一直不变的2马克收听费被提高到2.5马克（见图4-1），电视收视费被确定为6马克。1976年，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ZDF）开始委托设在科隆的广播电视费用集中收费中心（Gebühreneinzugszentral，GEZ）收取该项费用。至此，关于广播电视费用的相关法律问题基本确定下来，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改变。GEZ在社会公众中影响深远，一个例子是人们的问候语中多了一句“你GEZ了吗？”（Schon GEZahlt？）

[image: ]


图4-1 德国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费的历史变化情况

（单位：德国马克，来源：www.kef-online.de）

4.2.1.2 费用高低的决定和费用的分配：KEF的设立

德国广播电视费共分两个部分（见图4-1），一个是基本费用/广播收听费；另一个是电视收视费。以2002年为例，如果一个用户只使用一架收音机，每月交广播收听费5.32欧元；如果只使用一台电视机，每月交基本费用5.32欧元和电视收视费10.83欧元，总计16.15欧元；如果同时使用广播和电视，每月交广播收听费5.32欧元，电视收视费10.83欧元，合计也是16.15元。

由于该费用是支撑公共广播电视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财源，因此费用的高低原则上根据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需要而定，就是说，收视收听费的总额应该能够满足公共电视机构的支出。为了确定该费用的高低，各广播电视机构需要委托一个独立机构（既非政府，又非经营机构如会计师或审计师事务所，也非广播电视机构本身）来承担对财政需要进行审核和调查的工作。这个机构就是独立委员会KEF（广播电视资金需求调查和审核委员会，Kommission zur Uberprüfung und Ermittlung des Finanzbedarfs der Rundfunkanstalten）。KEF和上文提到的GEZ（广播电视费用集中收费中心）是广播电视费用事务方面最重要的两个机构：GEZ负责广播电视费的征收，KEF负责财政需要的审核和调查，实际上担负的是财政监管的职能。GEZ和KEF的设立体现了德国广播电视职能和监管行为“社会性”的特征。

根据《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KEF的任务是，“在注意广播电视机构的频道自治的前提下，对广播电视机构提出的财政需要进行专业审核和调查。也就是调查他们，是否所有的频道决策（经营管理方面——笔者注）在法律授权的广播电视活动的范围内，以及财政需要是否实事求是，并且符合经济和节约的基本原则。”

KEF的工作还包括每两年至少一次向各州政府提交报告。它向各广播电视机构通报这些报告并公布报告的内容。各州政府向各州议会通报这个报告。在报告中，KEF根据相关规定，解释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情况，并且特别就下列问题得出意见：是否并且在什么范围内，在什么时机进行收视费的更改是必要的，对合适的金额进行估算，或者在不同发展可能的地区可以设置差价。它在报告中同时说明进行财政平衡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还要估算在收视费的收入中，ARD、ZDF、德意志广播的分配比例和合适金额。

法律规定，“KEF的费用建议是各州政府和议会做出（广播电视费用高低——笔者加）决定的基础。如果有（对KEF建议进行——笔者加）改变的想法，（政府的——笔者加）广播电视委员会应该与KEF，包括与广播电视机构进行商讨。任何改变必须说明理由。”

KEF由16个独立的专家组成。他们从中间选举一人担任主席，并选举1到2个副职。16个专家由每一个州提名一个代表（体现监管权属于各州）。这些专家们应该从下面的范围中进行任命：

（1）3个专家来自会计师和公司咨询领域

（2）2个专家来自企业管理领域；他们应该通晓个人事务或者对投资和合理化比较精通

（3）2个专家在广播电视法规领域有特别经历并且有资格担任法官

（4）3个专家出自媒介经济或者传播学领域

（5）1个专家来自广播电视技术领域

（6）5个专家来自各审计师事务所

KEF及其相关机构的支出由广播电视费提供（体现KEF在财政上的独立性，不会因为财政问题受到其他部门制约）。德意志广播负担其2.472%的支出，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ZDF各负担剩余数额的一半。

在征收来的广播电视费中，费用的分配按照如下比例进行：在基本费用的收入中，ARD内的广播机构获得其中的92.2703%，公共法人性质的德意志广播获得7.7297%。在电视费的收入中，ARD内的电视机构获得62.2368%，ZDF获得37.7632%的份额。

4.2.1.3 德国广播电视收费、定价、监督体系及其评价

综上所述，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收费体系基本程序和原则如下（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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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费用征收体系

1.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主要收入来自收视收听费，该费用由独立机构GEZ直接从用户收取，并且拨付给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2.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需要定期向独立机构KEF提交财政预决算报告（反映自己的财政需要），供该机构审核，并在KEF的审核和调查中积极配合；

3.KEF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过去年度的决算和未来年度的预算进行评估，如果过去年度的决算超出上一次预算的水平，将会就弥补赤字提出意见；如果未来年度的预算超出现在收入水平，会出现赤字，KEF将就是否提高收视收听费用，提高多少提出意见；

4.KEF公布自己的报告后，各州广播电视机构马上向各州议会提交一份报告，报告自己的经济和财政状况。

5.如果KEF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有改变相关规定（如提高费用）的建议，应同时向各州广播电视委员会提交申请报告，政府和议会将就它们的申请进行审查和听证，并决定是否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变更。KEF报告中的费用建议是各州和政府进行决策的基础；

6.最后由政府（各州总理）宣布新的广播电视费的高低。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费用征收和监管机构都是独立机构是其特色之一。设立独立机构GEZ进行费用征收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防止政府控制广播电视的财源，保持公共广播电视在财政上的独立性；其次是将财政来源与使用者——广播电视机构分开，有点类似中国所谓的“收支两条线”，防止出现经济问题，保证收支透明（由于GEZ是执行机构，因此关于它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在此不再详述）。

设立独立的资金需求审核机构KEF，其目的首先也是为了保证公共电视在财政上的独立性，将广播电视费用决定权放在这个机构手中，而这个机构的组成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并且这些专家在行使建议权力时不受自己所来自的党派和集团命令的影响；KEF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和经营状况进行监管，它可以否决机构提出的不符要求的项目资金的要求，并就机构的经济情况做出评价；KEF的第三个功能是保证各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平衡，即保证最小、实力最弱的地方广播电视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整个收费体系中，KEF是最为关键的机构。

议会和政府在这个体系中的出现是必然的事情。虽然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保持了行政自治、编辑独立和财政独立，但是在有些方面，特别是程序上还是需要他们的介入。比如对广播电视费高低的决定权，虽然KEF的建议是“决定的基础”，但是作为与广大公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决定，没有议会的通过显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政府的宣布显然不具有强制力。因此许多决策看似出自独立机构，仍然缺少不了议会的授权和政府的权威。更何况议会本就是民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意。

但是，议会和政府的环节确实影响到了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独立。前文提到，政府一直垂涎于公共广播电视费用的决定权，一般而言，州政府的总理往往是议会最大党团的领袖或成员，因此，如果他想插手广播电视费的决定权，在议会获得支持是非常容易的事（这就是议会政治的所谓“有限民主”）。而所谓“KEF建议是决定的基础”之规定，以及政府可以更改KEF建议的规定（需要和KEF以及相关广播电视机构协商，见前文），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和模棱两可，政府往往会在这方面钻空子。比如2004年，虽然KEF和ARD向政府申请增加收视费，但政府总理却南辕北辙，认为KEF的建议没有道理，宣布下调收视费。ARD在与政府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上诉联邦宪法法院，理由是政府做出决定的程序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而政府在修改KEF的建议时也没有征得KEF的同意。

当然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政府对公共电视机构以及独立机构KEF的工作制造了困扰；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德国法律体系最大的优点此时显现出来。当问题出现时，对立双方都有途径去申诉，而申诉所导致的法律判决马上又会成为日后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填补上法律的空白（虽然法律诉讼的时间极长）。因此客观地说，由于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最后的诉讼手段），在一个问题的决定上多几个环节，甚至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都包括进来，并不是什么坏事。“分权”其实是避免独裁和腐败的最佳方案，“制衡”则是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发言权的唯一选择。这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等所谓“公共机构”来说，同样有效。

因此，从整体评价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收费体系，还是基本保证了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独立和财政监管的社会化，从而保障了更为根本的新闻的“编辑独立”。如果说这个体系还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用户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4.2.1.4 缺陷:用户在收视费的定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在后面的节目和受众分析中，我们会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公共广播电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为了完成所谓“社会使命”，它们会忽视观众真正的收视需要，这个特点在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时期特别明显，可以说是无所顾忌。其实，收费财政体系中也存在同样问题。对于广播电视费的高低，其程序首先由广播电视机构提出申请（受益者）、KEF审核（这是专家意见）、政府和议会决定（命令和法令）、GEZ收取。切身利益者——用户似乎与此无关，因此这也是一种单向决策。用户的意见可能在两个地方出现，一是广播电视机构提出申请时需要由该机构的电视委员会通过，这是一个民意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在收视费的问题上有多大可能代表民意，非常值得怀疑（因为法律规定他们是代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利益的）；二是议会决定时的听证程序，其代表性也很成问题，因为人数非常有限。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公共机构的这种公共服务，其定价是按照公共机构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按照服务内容、数量、质量和水平决定的。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往往会按照价值规律，评估公共广播电视究竟值不值它的价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方式产生冲突是相当自然的事。虽然由于电视网中存在着公共和商业电视众多的频道，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公共广播电视节目上的贫乏，但是如果用户真正了解了公共广播电视费用背后的真相，这种单方面的、一相情愿并且强加于人的定价程序难免会造成一部分用户的反感，毕竟，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自愿为这种不断涨价的公共服务买单。上文提到的政府与KEF唱对台戏，恐怕也是利用了受众的这种心理吧。

4.2.1.5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收视费背后的政策平衡

那么，公共广播电视所收费用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在目前双重体制下，用户上缴的费用到底反映着怎样的价值关系。对于用户来说，该费用是为了支付电视中所有的频道服务。而这些频道包括了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频道，但只有公共广播电视一家收费。这反映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即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入实际上包含了商业广播电视的一部分付出。或者说，商业广播电视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被公共广播电视通过垄断收视费的形式获得了。

当然，制度制定者在其他方面也对商业电视的损失进行了弥补，比如在广告市场上，对公共广播电视就有诸多限制。但是，广告收入不论在稳定性和获得的难易程度上都无法和旱涝保收的收视费相比。另一方面，公共广播电视从本身性质上来说不能完全接触商业利益（非赢利），这是一个原则。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商业广播电视借频道赢利，它只生产有利可图的节目，甚至产生外部负效应。所以必须把一部分受益交还社会，为使用频率资源和有害影响（包括剥夺休闲睡眠时间、降低文化品位、提高消费品价格等）付费。公共广播电视承担社会文化义务，在理想的状况下（不包括管理不善的问题），要为外部性做出牺牲，这部分成本通过收视费由私营商业的部分利润所补偿，可以降低公众的负担。

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收视费的做法这正是制度在协调各方面利益上作用的体现，也正是德国广播电视财政制度在协调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秉承保护和支持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的体现。我们说，收视费实际上体现了制度制定者对于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的态度就是此意。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技巧。对于公共广播电视这个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处于弱势的部门来说，更需要这种制度上的倾斜技巧，前提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价值是否值得这样的制度倾斜，以及这种倾斜为不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关于这个问题，会在第五章“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和受众分析”中继续讨论。

应当提到的是，公共广播电视能够存在从本质上说是因为社会公众对它们社会价值的肯定。在“公民社会”中，人们能够理解并支持公共广播电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但是这种支持并不是没有底线的，而在商业广播电视介入的情况下，人们的理解和信任更是大打折扣。欧洲国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商业电视的入侵一直抱有防备心理，表面上看是害怕它对欧洲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造成冲击，实际上，最大的威胁来自商业广播电视带来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即用商业价值来判断一切社会价值，包括广播电视的传播价值。当人们真正接受了这种商业价值的判断理念，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存在将彻底失去社会基础。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4.2.2 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虽然只占到公共广播电视总收入的2%左右，但是却代表着公共广播电视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意义十分重大，任何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政策的调整无疑都是关系到整个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布局的敏感问题。

德国广播广告出现于1924年，到1930年广播广告的收入只占到广播机构总收入的0.5%，可以说发展极其缓慢。到1945年以后，广告收入逐渐成为广播机构的财政来源之一。首先是不来梅广播电台在1948年播出了广告节目，之后，西南德意志广播、巴伐利亚广播、南德意志广播、黑森广播先后播出广告。只有北德意志广播和西德意志广播一直拒绝在广播节目中播出广告。一直到1987年，西德意志广播成为最后一个播出广告的广播机构。

德国电视广告出现于1956年，巴伐利亚广播率先在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其原因按照德国学者考帕的考证，是英国公共电视机构在1954年开始播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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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德国电视界也就不再视此为禁区。巴伐利亚广播还建立了子公司从事广告经营，这个子公司就是今天的“巴伐利亚广播广告公司”（Bayerische Rundfunkwerbung，BRW）。巴伐利亚广播的做法为其他广播机构所效仿。60年代，德国电视二台建立后，希望从广告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建立了一个电视广告公司纳入了ARD联盟之中。到1974年，“广播电视广告联盟”（Arbeitsgemeischaft Rundfunkwerbung，ARW）成立。

4.2.2.1 法律关于公共广播电视广告时间的规定

公共广播电视从广告市场获得收入为法律所允许，但是在使用广告的规模上，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16条“广告的时长”第1款规定“德意志广播电视联盟（ARD）的第一套电视节目和‘德国电视二台’（平均年度）每个工作日的广告播送总时长最高各为20分钟。没有用完的广告时间可以以每个工作日最高5分钟向后顺延。每个工作日20∶00以后，星期日，以及所有法定的节假日不允许播送广告……”。

州际协议同时规定，除了电视一台和二台，“ARD和ZDF的其他全国范围的电视频道以及各地第三套电视频道不能进行广告的播送。”另外，“在一个小时的时段内，电视广告的时长不能超过20%”，“以电视购物节目形式出现的电视购物不能在公共广播电视上播出”。

关于广播广告，州际协议规定，“各州有权确认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广播广告的时长不超过平均年度每个工作日90分钟；1987年1月1日各州做出的关于广播广告不同的时长，以及不同的每天广告时长限制的规定可以保留。”

法律关于广告时间的规定说明，虽然决策者允许公共广播电视从广告市场获得收入，作为收视费的补充，达到减轻电视机构和公众经济压力的目的。但是，人们对于公共机构此举是否会影响公共机构的社会使命的实现是相当警惕的。如前文所说，收入方式也是划分广播电视制度形式的标准之一，如果公共电视经常求助于广告的资助而忽视公共经费的筹集，一旦为商业主义打开了缺口，他们就很难再得到公共经费的支持，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公共电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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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公共广播电视的广告规模

在历史上，广告收入曾经占据过公共广播电视财政收入中相当重要的地位。以ARD为例，在1986年，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23.6%，但是随着商业电视的出现和竞争，到1995年，广告收入所占比例减少到总收入的9.1%，并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到2%以下。

那么公共广播电视总的广告收入在广告市场中又处于何种地位呢？根据尼尔森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数字，德国电视一台、德国电视二台（公共电视中只有这两个台可以播广告）2002年广告收入合计为3.423亿欧元，2003年为3.5773亿欧元，分别占当年电视广告（公共和商业机构合计）总收入的4.72%和4.82%。商业电视的老大RTL在2003的电视广告收入为22.7939亿欧元，是ARD和ZDF的10倍以上。

公共广播电视广告收入的不断萎缩也是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抱着为公共广播电视增加收入的目的，有些专家们提出在法律规定的“广告时限”上做出一定的调整，允许每个工作日广告时间（20分钟）的一半（10分钟）在20∶00之后的黄金时间播出。

4.2.2.3 关于公共广播电视广告收入的争议

目前，广告的时间界限问题已经成为公共广播电视媒介政策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广告的时长，即每个工作日（周日和节假日不准播广告）只有20分钟的广告时间倒是没有造成什么争论，即使是公共电视财政困难的今天，也没有人提出要增加广告时间，因为公共广播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广告市场。但是，目前规定中将ARD和ZDF的广告时间限制在晚上20∶00之前，倒似乎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因为在德国，电视的黄金时间一般从晚上20∶00开始到23∶00结束，因此公共电视的广告时间是在这个黄金时间之外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如今，公共电视的广告一般集中于傍晚到20∶00之间，而以20∶00《每日新闻》前的时间最为昂贵）。

这个“广告时限”（Werbegrenz）之所以可以争议，是因为突破这个界限似乎并不会影响公共电视的自身规定，而且会增加经济收入，因此对公共电视颇多好处。当然对商业电视而言，公共电视的广告进入黄金时间，就意味着广告收益有流失的可能。因此德国私营广播和电信协会（VPRT）一直“拒绝任何更改现有公共电视广告时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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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广告时限”之所以可以争议还因为对它的修改是非常有可能的。《广播电视州际协议》规定，“各州可以通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协议对广告的总时间、每天的广告时间和工作日的广告时间界限进行修改。”要知道，这个“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协议”并非我们所说的“州际协议”，由各州议会批准并由政府总理签署，而是由公共广播电视首脑进行协商即可。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晚上20∶00的广告界限似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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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在公共电视广告规定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模糊概念，虽然“公共电视的财政来源应该以广播电视费用为优先选择”，但是这个“优先”，就是广播电视费用和广告之间的比例到底为多少，是99∶1，还是51∶49，这个空间却是模糊的，而对这个比例的决定权，按照法律规定，似乎是在公共广播电视自己的手中。

在商业和私营双重体制下，特别是在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之中，公共电视关于广告时间的决定肯定会影响商业电视的命运，而商业电视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没有发言权，因此这样的决策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不知道这是法律制定者有意为之还是考虑不周。不过从学者们在90年代就提出这个问题，而到2005年这个规定还没有更改，就说明这个模糊概念颇有意味。就笔者之见，今后引起争议甚至导致联邦宪法法院就此作出判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目前，对广告时限一直没有突破，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商业电视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电视也有顾虑。如果广告突破了20∶00的界限，进入黄金时间，电视用户就可能会认为公共电视已经从广告中得到了更多的收入，从而对收取广播电视费，特别是不断增加该费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公共电视当然得不偿失。

4.3 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是公共广播电视的主要财政工作，它关系到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及发展。因此在《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前言中就指出：“它（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财政需要，以及相应的财政平衡应该得到维持和保障。”关于财政平衡的重要性，《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指出：

1.公共广播电视和各广播电视机构，由于它们作为公共使命的承担者在整个广播电视事业中的意义重大，而它们承担的任务又极为重要，必须保证（财政平衡）被履行。

2.每个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有能力制作和播送丰富的节目。

在德国，各个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状况是不平衡的。比如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财政收入就是那些小机构（比如不来梅广播电台）的24倍以上。在《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第12条第2款对财政平衡的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平衡是ARD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萨尔州广播电视、不来梅广播电台和自由州柏林电视台的功能和任务的实现应该得到保证。至于财政平衡的尺度和合适的广播电视费的收取按照《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确定。”

财政平衡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财政平衡资金对弱小的广播电视机构进行财政支援。财政平衡资金的规模随时间（费用收入的增加）变化，2001年1月1日为ARD费用纯收入的1.9%。并且到后来每年的1月1日都降低0.18个百分点，到2006年1月1日，将这个比例下降为每年1.0%。在财政平衡资金中，自由柏林电台（SFB）在2001年获得1100万德国马克，其中包含收费纯收入到2001年1月1日相应的比例增长。这个金额从2002年起按照第1条的规定将有所降低。剩余部分的财政平衡资金按照53.76%和46.24%的比例分配给萨尔州广播电视和不来梅广播（根据2002年版财政州际协议的数据）。

财政平衡的要求从本质上而言来自德国联邦制和福利社会的国家制度。联邦制要求保障每个联邦州的独立及其人民的平等权利，福利社会则要求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同样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因此，法律严格要求保证弱小广播电视机构之功能和任务的实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4.4 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危机

公共广播电视财政危机最直接的表现是财政赤字。ZDF在2001-2004年期间财政赤字为2.118亿欧元，而ARD也前景不妙，它在2002年还有1.237亿的利润，到2003年却亏损了1000万欧元。由于KEF关于广播电视费用新的价格调整方案被政府否决，那么在成本上涨、收入不增反降的情况下，2005-2008年期间财政赤字继续扩大是很自然的事情。

通过前文的分析以及对KEF报告的解读，我们不难找出导致公共广播电视财政赤字的原因。首先，节目制作成本的不断上涨是节目费用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其次，虽然人事编制在逐年减少，但是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导致人员花费居高不下；再次，广告收入的萎缩使得公共电视的收入来源更趋紧张；最后，新的广播电视费用的调整价格一直得不到实施，使得公共电视的最主要收入来源难以支持机构正常的运作费用。

在1984年以前，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如果出现收入不足的情况，一般通过增加收视费解决。由于公共电视处于垄断地位，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在商业电视出现之后，增加收视费越来越不容易：在有线网络中同时传送着商业和公共频道，而收取费用的仅为公共电视一家，如果公共电视频道在节目的数量和质量没有增加和提高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收视费用，往往会引起用户的抗议（此时用户已经不再把电视服务看做是社会工作，而是一种商业服务了）。

另外从70年代开始，对公共电视机构的财政监管逐渐严格，公共电视机构（即ARD）如果要增加收视费必须向财政监督机构KEF（Die Kommission zur Uberprüfung und Ermittlung des Finanzbedarfs der Rundfunkanstalten，广播电视财政需求审核和调查委员会）提交预算报告，它们的预算往往被该独立机构一减再减（根据所谓“经济和节省”的原则），有时KEF还会对其臃肿的组织机构、尾大不掉的福利计划、缓慢滞后的工作效率提出批评。因此，公共电视想通过收视费解决所有的财政问题越来越困难。

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ARD要想获得资金还有两个途径可以考虑。一个是通过政府预算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另一个就是通过市场获得额外收入。前者首先被否决。在一般情况下，公共电视对政府势力介入的恐惧和防范是第一位的，在德国尤其如此。如果通过政府资金解决财政问题，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公然地介入到公共机构的财政管理之中，并且要求更多的权益。这对于以“独立性”为生命线的公共广播电视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事情。因此通过市场来解决部分问题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依然困难重重。最大障碍是法律问题。公共电视播放多少广告，什么时间播放广告，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在公共电视垄断时期，是保证制度纯洁性和有效性的优点；而在双重体制下却成为公共电视获得解决问题钥匙的障碍。如前文所说，公共电视机构有意突破晚上20∶00的时间界限，就遭到了商业电视及专家学者的反对。

除了法律问题，公共电视如果想通过市场手段增加收入还面临着其他困扰。

首先是心理障碍。许多学者认为，解决公共电视的财政问题，不能运用市场手段，否则只会出现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靠拢甚至合流的局面，正确的做法是应向公共电视提供制度上的倾斜。而另一些学者以及商业电视则反驳说，公共电视已经拥有了过多的特权，这种制度倾斜不可能不影响到市场（在市场没有扩大的情况下，所谓制度倾斜不过是把水从这个碗中倒到另一个碗中），它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打破了市场平衡，对于按照市场规律行事的商业电视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2007年，德国商业广播和电信协会再次对公共广播电视征收广告费提出异议，认为这挤占了商业机构的盈利空间；而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的首席执行官Fritz Raff则反驳说，播出广告受到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保护，如果放弃广告收入，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将遭受每年3.6亿欧元的损失，这意味着电视用户将为此每月多付1.42欧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小的公共电视台则彻底丧失存在的基础；而相关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执政党之一）则指出，广播电视费的上涨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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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对公共广播电视社会价值的评价。对于制度安排者，包括广泛的社会公众来说，更大程度的制度倾斜不是不可以，前提是公共广播电视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社会代价（实际上就是牺牲商业广播电视的权益，甚至公众的经济利益）。有意思的是，对这个问题（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价值）进行衡量的基础是所谓“市场占有率”，因为如本书（见第五章“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机构”）所说，所谓媒介机构的社会影响是难以通过量化的形式度量的，而“市场（观众）占有率”则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衡量方式之一。

这种社会价值必须通过市场标准衡量的逻辑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公共广播电视除了要完成法律所赋予的公共使命之外，还必须在市场占有上有所建树，因为后者正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不然何来社会影响。如果说这两点在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条件下还不造成困扰，那么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则矛盾明显，因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是对立的两极，两者兼顾几乎不大可能：对一个组织而言，社会效益的取得可以由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来激发，而经济效益的取得则需要激励机制，这两个方面很难在一个机构中同时达到，不然也就不会有公共和商业体制之分了。而现实是，无论公共广播电视是在公共使命上有所缺失，还是在观众占有率上有所下降，都会导致社会的批评。这对被批评者是困惑，对批评者又何尝不是。

以上种种就是公共电视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及其理念上的困境。针对目前的困境，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解决方式很难有所突破，只能是第一，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希望能够恢复KEF对广播电视费用的决定作用；其次，持续压缩人员编制，尽量利用社会力量制作节目，一方面节约了制作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作人员，避免背上更多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的长期负担；第三，在开源方面，希望能通过赞助等其他收入方式增加收入，并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增加广告收入；第四，在节流方面，厉行节约。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困境、自身缺陷和前景还将在第七章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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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结构

媒介的组织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57年，社会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sfeld）和默顿（Robert K.Merton）曾提出了媒介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

1.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

2.大众媒介特定所有制模式和组织形式（Eigentums-und Organisationsform）的影响

3.媒介传播内容的影响（转引自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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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2个方面指的就是媒介组织的研究。但是众所周知，在实际的媒介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媒介传播内容及其影响方面，而且通常存在以内容（动机）分析取代传播效果的问题。而其他两个方面，即特定技术媒介（比如Internet）社会存在的影响以及媒介所有制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影响，由于难以进行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冷落了。

1993年，德国学者台斯（Anna Maria Thais）在题为《组织——被忽视的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的论文中指出：“具体的媒介功能和特定的节目质量的实现，依赖于媒介的制度化，依赖于媒介（私人公司或公共机构）法律的制定，依赖于媒介机构的经济安排，还依赖于编辑机构组织形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出版（播出）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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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专门研究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结构，一方面如台斯所说，组织形式与制度和法制建设、经济安排等因素一样，是实现媒介机构社会功能、保证传播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就制度体系而言，组织结构本来就是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安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虽然组织形式的影响难以进行实际度量，但是毫无疑问，不同社会机构都会根据自己的社会目标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虽然脱胎于英国BBC的社会理想，但是在美国有意识地灌输和安排，以及德国广播电视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

5.1 对研究对象的限定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下限定。本章的研究对象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结构。但是作为媒介研究的对象，所谓“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5.1.1 广义的媒介组织（宏观范畴）

广义的媒介组织就是将媒介机构及其外部相关影响因素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进行研究。1999年，德国学者萨克塞尔（Ulrich Saxer）提出“媒介就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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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媒介就是完全制度化的系统，其目的是将特定功能的传播途径组织化。”（Media sind komplexe institutionallisierte Systeme um organisierte Kommunikationskan le von spezifischem Leistungsverm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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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区分了媒介三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媒介作为传播途径

·媒介作为组织

·媒介作为制度

作为媒介研究的对象，这里的“媒介组织”即所谓“组织化的社会行为系统”（Sieger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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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指的不仅是单个媒介机构自身（电视台、电影公司）或者媒介机构之间的行为机制，还包括这些行为所依赖的与媒介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专业协会（记者协会或电影工会）、社会参与者（教会、党派）和国家权力参与者（如政府、议会，在德国比较典型的是联邦宪法法院）。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了宏观上的媒介组织的行为机制（宏观环境，见图5-1左）。这是广义上的组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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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组织的宏观范畴和机构内部结构

5.1.2 狭义的媒介组织（机构内部结构）

本章所研究的并非是广义的组织，而是狭义的组织，即具体的公共电视机构（电视台）内部的组织结构。或者说，研究的对象仅仅是广义的组织范畴中的基本单位：特定媒介机构（公共广播电视台）的内部结构（见图5-1右）。而上文所谓“广义的”媒介组织的相关因素，除在本章中会有所涉及外，在本书第三章法律体系、第四章财政等部分已经详细阐述。

5.2 广播电视组织的所有制和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的不同首先来源于不同的所有制模式，或者说，所有制形式是组织形式的决定因素。由于组织的所有者不一样（或个人、或公共、或国家），他们的社会目标各有不同：比如大多数商业机构是私人所有，目标就是赢利；而公共机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包括志愿机构）是公共所有，目标则是提供社会服务或者达成某种社会使命；国营机构属于国家，它根据政府的具体要求确定自己的社会目标。

在1996年BBC的《皇家特许状》中，有对公共法人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基本描述，“公司作为公共法人实体将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名称，保持经营的长期连续性，只有各方共同盖章签署后才有权自行终止、改变和更新。授权公司以法人身份行使民事和法律权利，保留不动产和个人财产，并对有关公司的所有事务具有处置权，但是公司应将其全部收入用于促进其目标的实现。公司理事是法人成员。”

社会目标的不同决定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及其形式的差异，或者说，为了能够有效地达成自己的社会目标，不同机构最终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并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商业、国营和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结构相当不同。

5.2.1 商业电视机构的组织结构

比如私人（商业）电视机构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他们的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化的。以德国商业电视机构ProSieben为例，就是典型的以董事长和董事会为核心的组织形式（见图5-2）。这种结构方式一方面反映电视机构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的性质），另一方面体现一切以效益和效率为中心的组织理念（高度集中的管理和经营体系）。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频道（节目）工作（ProSieben和Kabel 1）仅仅是电视业务的一个方面，而广告部门和经营部门（产品销售）占据了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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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商业电视机构ProSieben（上市公司）组织机构图（转引自《德国的媒介》）

5.2.2 BBC的“企业化中央管理型”组织结构

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情况比较复杂。同样是公共机构，不同国家机构内部的组织配置却大相径庭，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化管理体制”的扬弃上。英法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采取的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企业化中央管理体制”，其组织机构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央行政的管理模式。

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信托委员会（也是决策和监督机构），信托委员会之下是总经理，总经理由信托委员会选定，而信托委员会由英国政府受议会委托推荐产生。在职能上，信托委员会负责战略决策和预算监控机构，总经理则全权处理BBC日常事务。这种组织结构的好处是管理环节简洁，效率很高；缺点是决策的民主化难以保证，并且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性”也容易受到干扰。由于英国政府主管BBC信托委员会人选，再加上组织内部的中央管理体制，缺乏制衡机构，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可以更加容易地影响新闻单位。

5.2.3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结构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组织形式与前面所说的商业机构以及其他采取“中央管理体制”的公共机构都不相同。

首先不同的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所有权模式。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以公共法权（ǒffentlich Recht）性质的法律形式存在，独立于国家、政府和私有集团，这一点与商业电视的私人所有性质不同。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所有权模式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由于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所有者按法律术语来说是“公共法人”（ǒffentlich-rechtliche Tragerschaft），它的社会目标就以实现法律所赋予的社会功能为核心。由于这些社会功能只能通过节目内容传播来实现，因此在广播电视机构的各项工作中，频道工作是核心内容，所有组织部门（制作部门、技术部门、行政部门、法律部门）都是围绕着频道工作这个核心来配置的（见图5-3）。这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与商业机构在组织安排上的一个显著区别。商业机构按照市场需要来配置自己的资源，因此广告和节目经营部门在商业机构中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而这些部门在公共电视机构中则无关紧要，广告收入只占公共电视财政收入的2%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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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北德意志广播（NDR）内部组织结构图

特别的所有制模式决定了特别的组织形式。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电视（广播）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台长。在公共电视机构中，台长与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权力分立，形成了“执行功能与决策和监管功能”分开的内部组织模式。这一点与商业广播电视，甚至其他国家公共性质的广播电视都有所不同。

5.3 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基本模式：执行功能与决策和监管功能分立

图5-3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NDR（北德意志广播）的组织结构。对比前面商业电视机构ProSieben“企业化”的组织结构（图5-3）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商业电视是权力集中的组织结构，决策、监管和执行的权力都集中在董事会的手中；而公共电视机构是一种权力分立的组织结构，台长、电视（广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各具功能。这就是所谓的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的基本模式：“执行功能”（Exekutivfunktion）与“决策和监管功能”（Taktiks-und Aufsichtsfunktionen）的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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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表现为台长承担的执行功能与两委员会（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承担的决策和监督功能的分立。

台长、电视委员会（在广播机构中为广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是所有公共广播电视的最基本配置，是发展和掌控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核心。台长直接领导广播电视机构的日常事务，是广播电视机构的行政执行者，他负责机构所有的节目、财务和组织事务，对外是本机构的代表（而当台长与本电视机构打官司的时候，代表电视机构的是行政委员会）。

两委员会的功能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表现在委员会可以直接对频道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管（Programmberatung und Program-müberwachung）；间接影响表现在委员会可以通过人事政策，特别是预算和财政手段发挥其主导作用。

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组织结构的基本模式已经由法律所规定。所有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广播电视法规和州际协议的规定进行机构配置。比如在关于德国电视二台的法律《ZDF州际协议》中，其第四部分“组织、财政、预算”第19条“组织”就规定“ZDF的组织包括：台长、行政委员会、电视委员会”，并在第20至28条中，对两委员会的组成、职能、程序，台长的产生、职能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ZDF是在全部州联合的基础上集中管理的，但与各个州台的组织方法一致。

5.4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中执行与决策、监管功能的分立来源于一个基本理念，或者称之为“基本原则”，即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自主行政”（Selbstverwaltung）和“社会监控”（gesellschaftlicheKontr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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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主行政”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行政功能上的自治状态，即它的“独立性”——不受联邦政府的影响，也不受地方（各州）政府的影响。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行政、人事、财政方面都“独立”于联邦和地方政府之外，从而保证了更为重要的“编辑自治”的实现。自主行政最突出的表现是“台长”的“独立性”：由电视委员会任命，不受任何国家和地方的官僚体系的制约，保证台长的决定不受除两委员会之外的第三方影响。

所谓“社会监控”，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社会代表性，即它的“多元性”。就机构内部组织而言，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决策、监管功能（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成员组成的社会化和民主化，即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中取得平衡，从而实现舆论多元化的社会目标；另外，社会监控也意味着监督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履行社会使命的手段是社会化的，并不局限于组织内部。这种社会化的监督包括代表国家的联邦宪法法院对公共使命的要求；包括独立的学院、专业协会、社会团体或研究机构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社会职能的调查和研究；包括独立的社会机构承担的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审核，收视费的收取、拨付和分配等等。

下面对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中最重要的三个机构：台长、电视（广播）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组成、职能、产生和运作方式逐一阐述。

5.5 台长（Der Intendant）

台长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中三大核心组织之一，他“作为个人化的部门，对广播电视机构进行独立的领导（执行功能），在法庭内外代表本机构、个人对频道的内容和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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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由电视（广播）委员会选出，掌管广播电视机构的节目、财务、人事和行政事务，并且本人一人对电视（广播）委员会负责。

（1）独裁的个人部门（Monokratisches Individualorgan）

台长在管理广播电视机构方面有绝对的独立性。虽然法律规定，建立广播电视的权利在各联邦州，但管理和所有权并不在州政府的手中。如上文所说，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所有权是社会公众（在德国，市民阶层是与国家政府相对立的概念，这来自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他们在机构中的代表就是电视（广播）委员会。而台长则是该委员会选出，负责全面频道工作的代表。因此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台长只对本机构电视（广播）委员会负责，不受任何联邦和联邦州政府部门的约束，台长也不属于政府的官僚体系。这样的配置导致台长经常与政府长官发生冲突。2004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总理宣布下调收视费，西德意志电视台台长马上抗议，使得州总理的决定流产。

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台长有广泛的权限：广播电视机构中的业务（频道工作）、技术、行政、财政和人事部门都归台长领导。从人事上来说，台内所有员工都是台长的雇员，而台长则是雇主（Arbeitgeber）。通过这种结构，台内所有的权力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换句话说，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责任和任务的安排不像股份公司一样由多成员的董事会决定，而是由台长一个人决定（指执行功能方面）。

这样配置的用意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任务的时候，台长可以不受（两委员会外）第三方的影响，独自形成意志。台长的职权如下（按照《ZDF州际协议》，其他机构的法律规定大同小异）：

1.台长在法庭内外代表ZDF。他负责ZDF的所有日常事务，包括频道的安排。

2.台长与行政委员会协调任命（1）频道总监，（2）主编，（3）行政总监，以及在他们之中任命自己不在时的代理人。

（2）台长的频道责任

台长领导工作的核心是“密不可分的法定的频道权力和频道责任”（die rechtlich ungeteilte Programmkompetenz und-verantwor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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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道责任的范围和内容，由与频道相关的普通法（包括青少年保护法、知识产权法和刑法等等），以及电视机构自己制订的频道规则来确定。

比如《ZDF州际协议》就对德国电视二台的频道责任有具体规定：

1.ZDF的电视节目应该向德国电视观众提供对世界情况，特别是德国现实状况全景式的客观概括。电视节目应该促进自由的个人和公共舆论的形成。

2.各州事务以及德国的文化多样性应该在节目中得到适当体现。

3.ZDF在节目中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应该在尊重人们的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增强不同的信仰和观点方面有所贡献。公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该得到尊重。电视节目首先应该促进统一德国的团结，以及全社会和平自由的整合，有利于人民的相互理解，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相互歧视（《ZDF州际协议》第五条：节目制作）。

对台长频道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机构是电视（广播）委员会，“电视（广播）委员会作为组织内的监管机构（代表公众）监督台长履行频道责任……特别是监督台长遵守频道规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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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台长的征聘和资格

台长的选择有明确条件，比如《ZDF州际协议》规定：

1.台长由电视（广播）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选出，任期5年。该选举至少要有3/5合法成员的赞成票。允许多次选举（投票）。

2.台长必须符合如下条件：（1）是德意志联邦长久居民或长久居留者，（2）具有完全行为能力，（3）具有完全刑事追溯能力，（4）具有担任公共职务的能力以及被选举的权利，（5）基本权利没有丧失。

3.行政委员会通过电视（广播）委员会的同意可以解雇台长；这个决定需要电视（广播）委员会3/5多数的合法成员同意。台长旁听决议。接到解职信的台长离开岗位，其报酬按照任期予以保障。

概而言之，台长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核心部门之一，为了保证其正常履行职责，法律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台长置于外界政治和利益集团影响之外，虽然要完全摆脱外界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制度上，比如从台长的选举程序、台长的工作程序、监督手段的配置等方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台长决策的“独立性”。但是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为了保证台长决策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独裁的个人部门”的出现。如果监督措施不甚有力的话，这种“绝对权力”可能会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民主决策造成困扰。

5.6 电视（广播）委员会（Rundfunkrat）

电视（广播）委员会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门。它担负着“基本的选举、决策和监管功能”（grundlegende Wahl-，Beschluβ-und Aufsichtsfunk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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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仅是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人数众多的组织之一。各机构电视委员会人数并不相同，人数最多的是ZDF电视委员会，有77个成员。最少的电视委员会是黑森广播，有17个成员。

5.6.1 电视（广播）委员会的组成

电视（广播）委员会的构成方式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1951年之前，即军事占领时期，当时西德的所有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广播）委员会采取的都是“多元化”委员会（Der pluralistische Rundfunkrat）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特点是按照各社会族群、集团的人数分布来安排委员会成员，代表公众对广播电视机构进行监管。主旨是在委员会中全面体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多样性。

1951年之后，广播电视机构电视（广播）委员会逐渐过渡为“国家政治”委员会（Staatlich-politishe Rundfunkrat），主要特点是由议会选派代表作为委员会成员。之前“盟军推行的多元化（社会）选择的原则被法律的制定者们所拒绝，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议会不能作为责任人去承担管理广播电视的职责。”（Das von den Alliierten geforderte pluralistische Auswahlpronzip lehnten die Gesetzgeber ab，weil es ihnen unzumiutbar erschien，die Herrschaft über den Rundfunk parlamentarisch nicht verantwortlichen Kr ften zu über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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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在西德意志广播法和北德意志州际协议中仍旧规定，电视（广播）委员会由议会选派。

后来又出现一种将上述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混合形式”（Mischform）。这是一种将各地区、各党派（议会因素）、各社会团体、各社会阶层都考虑在内的组成形式，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电视二台（ZDF）。按照《ZDF州际协议》，ZDF电视委员会由77个成员组成，他们是：

a.每个协议签署州的代表，由所在州政府选派（16个）

b.联邦的3个代表，由联邦政府选派

c.12个与联邦议会中政党比重相当的党派代表，由各党派选派

d.2个德国福音教会选派的代表

e.2个天主教会选派的代表

f.1个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g.德国联邦工会、德国职工工会和德国公务员工会各1名代表

h.2个德国联邦雇主联合会的代表，1个德国工商会的代表，1个德国农业协会的代表和1个德国手工业协会的代表

i.2个德国报业出版业联合会的代表

j.德国新闻记者协会1名代表，媒介、印刷和纸业、出版和演艺工会1名代表

k.4个自由福利（慈善）联合会的代表：德国福音教会执事人员、德国天主教联合会、德国红十字会以及德国工人福利中央委员会各1名

l.1个德国城市议会的代表，1个德国城市同盟和乡镇同盟的代表，1个德国县议会的代表

m.1个德国体育联合会的代表

n.1个代表欧盟的德国代表

o.1个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的代表，1个德国自然保护协会的代表

p.1个被驱逐者协会的代表

q.1个斯大林主义死难者协会的代表

r.16个来自教育界、知识界、艺术界、文化界、电影产业、自由职业、家庭、儿童保护、青少工作、消费者保护和动物保护组织的代表

为了面面俱到，ZDF的电视委员会最终变得庞大无比，其复杂性远远超过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公众对于新闻媒介这个“第四势力”的重视。

按照《ZDF州际协议》的规定，ZDF电视委员会成员任期为4年（各机构对此有不同规定）。电视委员会的成员不被限制于这个职责上。他们可以同时在其他广播电视机构的部门或委员会，州的媒介机构或者私营电视台从事无偿工作。但是他们不能从事会损害他们独立性的临时工作。电视委员会的成员不允许存在可能损其工作实现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如果有利益冲突的介入，该成员应该决定离开电视委员会。电视委员会负责检查其成员是否存在这种利益冲突。

5.6.2 电视（广播）委员会的职能：广播电视台的议会

如前文所说，电视（广播）委员会（以下简称电视委员会）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电视委员会可以直接就频道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间接影响是它可以通过预算和计划影响频道工作。但是，电视委员会最核心的功能并不是对频道工作的影响，而是它的“代表功能”。

（1）代表功能（Repr sentationsfunktion）

“电视委员会的核心功能是在广播电视领域内代表公众的利益”（Kernfunktion des Rundfunkrats ist es，die Interessen der Allgemeinheit auf dem Gebiet des Rundfunks zu vertr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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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德国所有广播电视法律法规的要求。当某人入选公共电视机构的电视委员会，这就意味着在广播电视领域，他的行为只代表公众，而不代表他来自的社会集团，并且不受所在社会集团任何指令的影响。他“只是依照自己的社会良知和法律规定行事，而不是任何命令”。在所谓“代表功能”的前提下，电视委员会才能够行使他的其他职能：“决策功能”，以及“咨询和监管功能”。

（2）任命功能（Kreationsfunktion）

电视委员会被人们称之为“电视台的议会”（Parlament der Rundfunkanstalt）。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它的首要权力就是为其他部门进行领导选择（其实就是台长和行政委员会，前文说过，其他职能部门的首脑一般由台长任命）。它有权选举台长或者将台长解职；它有权选择行政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如ZDF行政委员会有14个成员，其中8个必须由电视委员会选出（有的电视机构法规定，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必须出自电视委员会）；它负责制订人事政策，从而对各职能部门的首脑任命也能产生影响。

（3）控制和监管功能（Kontroll-und uberwachungsfunktion）

电视委员会的控制和监管功能首先是针对频道工作而言，它负责审查频道活动遵守相关法律和频道规则的情况；其次，它的权力还包括对行政委员会提交的各种规定的草案做最后的决定；另外，电视委员会对机构的控制和监管还包括对频道预算和财务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参照《ZDF州际协议》第20条的规定，ZDF电视委员会的具体职能：

1.电视委员会负责制定ZDF电视节目的方针以及就频道问题向台长提出建议。它监督着节目方针以及本州际协议……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的遵守执行。

2.电视委员会负责对行政委员会提交的规定草案或者规定的修正案做出最后决定，如果电视委员会打算对规定做出修正，应该首先通知行政委员会。

3.电视委员会负责核准预算计划，以及对台长针对行政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的年度结算进行审核……

5.6.3 电视委员会行使职能的程序

按照《ZDF州际协议》第22条，电视委员会通过如下方式行使职能：

1.当至少一半成员出席时，电视委员会可以做出决议。只要本州际协议没有其他规定，电视委员会通过简单多数投票做出决议。在得票数相同的情况下，表决主席按照第20条第2款决议的特殊情况做出决定。

2.电视委员会在成员中通过秘密投票选择主席和他的代表。他负责制订议事规程，其中包括组成委员会的计划。

3.电视委员会至少三个月举行一次正式的全体会议。只要有1/5的成员或者台长申请，必须举行特别会议。会议邀请由主席发出。

4.台长参加电视委员会的会议：他应该被告之会议的准确时间表并选择旁听哪些会议。

电视委员会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的精华所在。将政治民主程序直接纳入媒介组织之中是德国人的一大发明。这种做法的最大困扰是，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代表纳入其中，是否就完成了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上的民主化目标？而实际上，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许多电视委员会（特别是地方公共广播电视台）中，来自地方政府、党派的代表仍然会形成较大的势力和造成不小的影响。因此，现在德国学术界也在思考在照顾到社会各方面的发言权，并平衡分配委员会份额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保证电视委员会决策程序“独立性”的可行之道。

5.7 行政委员会

承担控制和监管功能的除电视委员会外，还有行政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各项职责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对“台长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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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在监管功能上有明确的分工：前者主要监控台长在频道工作（台长的核心功能，见前文）方面遵守各项法规和方针的情况；后者主要监督台长经营管理（比如资金来源和使用）方面的情况。

5.7.1 行政委员会的构成

由于行政委员会没有直接插手节目制作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代表功能”，因此，该机构不涉及通过内部组成体现外部社会多元化的问题，它仅仅与机构日常的行政事务相关。全国性和各州广播电视机构行政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各异。

德国电视二台ZDF行政委员会有14个成员，他们是：

（1）5个联邦州的代表，其中1个来自ZDF所在州，他们由州政府总理共同任命。

（2）另外8个成员由电视委员会通过3/5的多数在合法成员中选择。他们被允许同时是政府或合法组织的成员，电视委员会的成员同样享有选举权。

（3）1个由联邦政府任命的联邦代表。

由于ZDF是全国性的、由各州共同建立的电视台，因此，它要考虑各州的代表性问题，而该问题对于地方电视机构则不存在。地方电视机构中最大的西德意志广播行政委员会由9个成员组成，7个（其中4个必须为妇女）由电视委员会选出，2个（其中1个必须为妇女）由人事委员会选派，9个成员没有一个是来自当地政府。

5.7.2 行政委员会的职能

“行政委员会首要职责是在经济方面对台长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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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就人事和技术问题提供意见。行政委员会的“控制和监督功能”主要就体现在经济、人事和技术方面，并且通过该功能的行使对台长的决定产生影响。不论行政委员会的代表来自何种背景，它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是，“一切以本广播电视机构的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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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再以ZDF为例，《ZDF州际协议》规定：行政委员会的职能是：

（1）行政委员会与台长就工作协议进行缔结。行政委员会主席代表ZDF和台长签署工作协议，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并且在ZDF与台长发生法律诉讼时代表ZDF。

（2）行政委员会监督台长的日常工作。

（3）行政委员会向电视委员会提交ZDF的章程草案。它有权建议修改章程。

（4）行政委员会就台长起草的财政预算进行签署，该草案已经提交电视委员会通过。行政委员会在年终结算时具有同样的权限。

与电视委员会相比，行政委员会受到政府（联邦和联邦州）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是由政府代表组成的。但是，由于它们只能在经济和技术上对台长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所以他们的影响还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外，在重大问题决策的时候，它还受到电视委员会的制约。

5.8 德意志联邦公共广播电视联盟

在德国，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Arbeitsgemeinschaft der offen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utschland）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机构。如前文所述，由于德国“联邦制”的国家制度，法律规定公共广播电视是各联邦州的文化事务，联邦政府不能插手，因此在德国并不存在中央（联邦）一级的管理机构，一切公共广播电视事务由机构自己或相互协商决定。为了处理联邦范围内的事务，各机构协议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电视机构的联盟ARD，以协调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行动，并且共同播出覆盖全国的电视节目，代表德国公共广播进行国际交流等等。为了保证各机构的独立性，ARD没有被构造成全国电视机构的中央行政机构，它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协会性质的联盟”（relativ lockerer Zusammenschluβ mit Vereinscharak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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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D的主体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最初的ARD由西德“军管区”的6个广播机构协议建立。后来随着德国的统一以及广播电视机构的增加，协议机构数量有所增加（见图5-4）。根据ARD/2004年度报告，目前ARD中有地方广播电视机构9个，（由北向南）分别是北德意志广播（NDR）、不来梅广播电台（RB）、柏林-勃兰登堡广播（RBB）、西德意志广播（WDR）、中德意志广播（MDR）、黑森州广播（HR）、萨尔州广播（SR）、西南德意志广播（SWR）和巴伐利亚广播（BR）。

另外还有2个全国性和跨国广播电视机构：德国之声（DW）和德国电视二台（ZDF）。因此目前在ARD中的广播电视机构共有11个（另外ARD和ZDF共同建立德意志广播DeutschlandRadio，播送2套全国范围内的广播节目，为特别预算单位，没有包括在ARD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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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ARD内地方广播电视机构成员分布图

5.8.1 ARD的任务

ARD是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自愿加入的联合体。它的基础是1950年通过的《ARD章程》（Satzung der Arbeitsgemeischaft der ǒ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该章程规定ARD具有以下任务：

1.联盟的任务

·在行使各广播电视机构独立主权进行节目提供时，代表各广播电视机构的共同权益；

·代表各广播电视机构的其他的共同权益；

·处理一些共同的频道问题以及共同的法律、技术和企业经营上的问题；

·就某一个考虑出台规则的广播电视机构所出现的设计和应用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广泛意义，提供专家意见。

2.那些需要机构间共同解决的问题，由成员会议（Mitgliederversammlung）决定；

3.联盟的其他任务通过成员会议分派。（引自《ARD章程》第2条）

在ARD的所有职责中，其核心是建立和运行第一套节目以及保证各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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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项任务并没有直接在章程中提及，而是在后来的《ARD州际协定》和《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中进行规定。前者第1条规定，ARD的成员都有向第一套节目提供节目的义务。后者第12条第2款规定：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平衡是ARD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萨尔州广播、不来梅广播电台和自由州柏林电视台的功能和任务的实现应该得到保证。至于财政平衡的尺度和合适的广播电视费的收取按照《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确定。

5.8.2 ARD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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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ARD的组织结构

由于ARD是一个无“法人”的协会性质的联盟，其每一个成员都拥有极大的“独立性”，因此ARD的首脑由各机构台长轮流担任，每年更换一次。当然，该首脑在ARD的权力与在本机构中的“独裁权力”完全不同，他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成员会议（Mitgliederversammlung）达成决议（见图5-5）。

成员会议是ARD的决策机构，它达成决议的程序据问题的重要性进行“简单多数”或者“3/4多数”的投票。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机构拥有1票，但是在涉及特定问题进行多数投票时，各机构拥有不同的投票数。不同的票数来自各机构不同的覆盖人口，比如西德意志广播拥有4票权，而小机构不来梅广播电台只有1票权（见章程的第4条）。

成员会议有不同的形式：首先是“首脑会议”（Hauptversammlung），由各电视机构的台长以及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另一个被称做“工作会议”（Arbeitssitzung），只有各机构台长参与。工作会议主要决定日常的运营事务，而首脑会议主要解决意义重大的原则问题。为了准备首脑会议，各机构委员会主席可以先期进行会晤。

为了给成员会议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ARD中配置专门的委员会，比如法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广播委员会和第三套节目委员会等。另外还有相关问题的委员会，如历史委员会；观众、节目和媒介研究委员会；反暴力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主席由担任ARD首脑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相关人员担任。

ARD还建立了独立机构以承担共同的任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Degeto电影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电影和电视产品的购买）；德国国家广播电视档案馆；广播电视技术有限公司；广播电视技术实验公司；广播电视技术专业学校；频道培训中心；以及中央集中收费中心等等。

5.8.3 共同频道：第一套电视节目（Erstes Deutsches Fern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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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2005年各广播电视机构对第一套节目的责任份额（来源：ARD年报2004—2005）

如前所述，ARD的核心工作是建立和运行第一套电视节目，以促进“联邦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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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运营的基本原则由《ARD电视协议》确定，该协议规定各机构必须向第一套节目提供节目，以履行自己的“责任份额”（Pflichtanteilen，见图5-6）。该配额根据各机构的经济能力决定。在2005年责任份额的分配中，最大的电视机构西德意志广播承担的最多，为整个频道的21.25%，而实力最弱的不来梅广播电台只提供1%。

除了按照各州份额进行节目提供外，第一套节目中还有一些所谓的“共同节目”，即委托某一个电视机构进行制作，但是制作费用在各机构中分摊。比如著名的栏目《每日新闻》（Tagesschau）和《每日盘点》（Tagesthemen）就是委托北德意志广播制作；而《体育大观》（Sportschau）则由西德意志广播制作。

由于共同频道的责任由所有广播电视的台长承担，所以各电视机构也获得了一项权力，即可以选择共同频道播出的节目在本电视台播出。比如《每日新闻》节目除了每天8∶00在第一套节目播出外，许多地方电视台（即第三套节目）也同时转播，有点类似中国的《新闻联播》，当然两者的背景完全不同。

第一套节目的首脑称为“频道总监”（Programmdirektor），由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共同任命，任期至少为2年（该任命决议应该获得ARD内2/3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多数同意）。“频道总监定期与ARD内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台长或委托人举行会议处理频道事务。……如果某个广播电视机构不执行该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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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节目中同时设立了频道总监工作的协调机构“常务频道会议”（St ndige Programmkonferenz），频道总监是该会议的主席。该常务会议行使台长职能，其成员来自各广播电视机构，职责是制订频道规划，并且对具体的频道工作进行指导，提出建议。该会议决议需要获得简单多数的同意。常务会议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以解决日常工作中的问题。

5.8.4 财政平衡（Finanzausgleich）

ARD的另一项任务是保证各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财政平衡。《广播电视州际协议》规定：“就公共广播电视而言，……它的基本财政需要，包括相应的财政平衡应该得到维持和保障”。由于各个广播电视机构的实力和财力都不相同，所谓“财政平衡”就是保证“每个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有能力制作和播送丰富的节目”
 
[21]

 。因为“公共广播电视和各广播电视机构……作为公共使命的承担者在整个广播电视事业中的意义重大，而它们承担的任务又极为重要，必须保证（财政平衡）被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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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平衡的手段是从征收上来的收视费中的ARD部分（不包括少量广告收入），提取适当的财政平衡资金，用来资助财政困难的小的广播电视机构。财政平衡资金到2001年1月1日为ARD收视费收入的1.9%。所谓“百分之多少”指占ARD每年的费用纯收入的比例，并且到后来每年的1月1日都降低0.18个百分点，到2006年1月1日，将这个比例下降为每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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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收视费的分配方法已经在公共广播电视财政部分说明）

在财政平衡资金中，自由柏林电台（SFB）在2001年获得1100万德国马克，其中包含收视费纯收入到2001年1月1日相应的比例增长。剩余部分的财政平衡资金按照53.76%和46.24%的比例分配给萨尔州广播和不来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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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的特殊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就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去集中化”的整体特征，微观层面是各个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组织配置上以“节目工作”为核心，“行政功能”、“执行和监管功能”实行分立的个体特点。

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设置尽量达到最优化，或者说，与社会目标相协调。但是在实践上，它们还是避免不了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仍旧面临种种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对于难以避免的政治和商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安排上，是通过“堵”的方式，还是“疏”的方式，是通过“屏蔽”的方式，还是“倾斜”或“平衡”的方式，恐怕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来总结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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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和受众分析

节目和受众是广播制度安排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广播电视传播活动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无论是国营，还是商业和公共的广播电视，它们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和功能，必须通过节目这个中介，并且力求获得受众的接受。

由于三种广播制度的社会目的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在传播内容上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别。为了便于读者清晰地了解公共广播电视节目（本章以研究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为主，以下简称公共电视）的基本特征，本章将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样本为德国5大主流（综合）频道，德国电视一台（ARD，公共电视）、德国电视二台（ZDF，公共电视）、卢森堡电视台（RTL，商业电视）、卫星一台（SAT.1，商业电视）、第7频道（Pro7，商业电视）。这5个频道占据了德国电视市场近6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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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基本数据来自德国科隆经验性媒介研究所（IFEM）的年度报告。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会先介绍德国电视节目和受众分析的研究背景和相关成果。各类数据的具体调查时间和方法在引用资料的时候予以说明。

6.1 进行节目内容和受众分析的目的

对德国公共电视进行传播内容分析的目的有以下两点。首先，公共电视的频道和节目特征如何，或者说，公共电视之所以成为公共电视，它的角色特征是什么？在商业电视出现之后，问题自然集中于公共与商业电视节目的区别所在；其次，作为担负社会使命的电视机构，它的节目内容是否与自己的使命相一致：具体而言，是检验宪法赋予公共电视机构的“基本供给”功能（Grundversorgung，关于该基本功能的概念在第3章“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和理论”中已有分析），即“进行自由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并且在尽可能的范围反映舆论的多样性”（联邦宪法法院法律解释：frei，umfassend，wahrheitsgem βzu berichten sowie die Vielfalt der Meinungen in moglichster Breite dazustellen），是否或者怎样得到有效的贯彻。

6.1.1 节目分析：公共电视机构“基本供给”的实现途径

“基本供给功能”之所以成为公共电视必须履行的义务，是由公共电视自身性质决定的。公共电视是受公共委托（从形式上是受法律委托）从事电视活动的机构。它享受了相当的权利：比如可以征收收视费（商业电视不能征收收视费，只能依靠广告费和赞助获得收入，并且公共电视的收视费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征收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费用，而是公众根据公共电视机构行使的公共使命对它进行的资助）；它还拥有转播体育赛事的优先权，这在体育大国，特别是足球产业特别发达的德国，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特权，这项特权为公共电视争得了不少观众的眼球；另外，公共电视的财政需要和平衡、公共电视使用新传播技术、新节目形式的可能性等等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与享受这些权利相对应，就是公共电视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基本供给功能”，这是公共电视工作的核心所在。

“基本供给功能”的实现通过电视传播的最基本单位——电视节目（栏目）进行。那么，如何保证公共电视的这些职能得到确实的执行呢？在德国，编辑是独立的，宪法规定不能进行新闻审查，编辑自治权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新闻活动的监控不在事前，而在事后。在这些监控手段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播出的电视节目进行监测和分析。通过传播内容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电视节目的倾向和侧重，还可以揭示电视机构的传播面貌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暴露现存制度的缺陷，即法律赋予的公共电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之间不协调的方面，从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进行电视传播内容的研究是进行公共电视机构监管、完善公共电视体制的必要手段和环节。目前在德国，为了避免某些部门因为特别目的制造所谓“调查结果”，从事节目内容研究和受众调查的机构大部分是独立（学术）机构，因为调查分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提出和调查的方式，客观公正尤其重要。

6.1.2 公共电视的受众研究

传播内容（效果）研究的另一项重要环节是受众研究。经典的“传播-反馈理论”认为，受众对传播者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对传播内容也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从商业电视角度来看并无问题，市场供给和消费的纯供需关系决定了商业电视必须将观众作为“上帝”来看待。比如PRO7曾经每天在电视上打出的频道定位就是“我们就是要取悦你”。

但是公共电视有所不同。在公共电视垄断时期，受众（观众）分析一直被忽视。一方面，电视观众对节目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收视率对于电视机构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果仔细考察公共电视的制度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为“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服务的，比如民主、团结、多元等等理念，电视观众的实际需要（比如娱乐需要）却未必放在第一位。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它的传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

直到1984年商业电视出现，公共电视很不情愿地被拉入市场竞争之中，情况才开始改变。德国电视观众实现了“从菜单安排到自助选择”（Vom Menü zum Büffet）的转变。市场竞争的一个积极后果是观众地位上升了，公共电视不得不关心观众（市场）占有率以及观众的实际需要。由于受众需要开始影响到节目内容，自然成为传播内容和效果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

因此毫不奇怪，德国电视传播内容研究的基本成果出现在商业电视出现之后。近年来德国学术机构的电视传播内容分析工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将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节目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其目的正是通过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确定公共电视的角色特征。可以说，德国学术界近20多年电视传播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频道结构分析到节目内容分析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公共和商业电视对立和参照的基础上。

6.2 德国电视传播内容分析的研究背景及基本成果

如上所述，如果说1984年以前由于公共电视的垄断地位，所谓内容或收视调查不过是没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和总结的话，那么1984年以后，由于有了商业电视这个参照物，传播内容分析的指向是明确的。首先，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传播内容上究竟有何区别；其次，1984年以后，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适应过程（Anpassungsprozesse），那么这种一方向另一方靠拢的举动究竟是单方面的还是双方面的；再次，公共电视传播内容的变化（即趋同倾向）对节目质量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公共电视履行宪法所委托的使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正如德国学者马辛科沃斯基（Marcinkowski）所说，自从商业电视加入了电视版图，电视就成为“当代社会最多人研究的现象”（einem der meistbeforschtesten Phanomene der Gegenwartsgesellschaft）。

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比较有名的电视传播内容分析的项目有以下几个。首先是麦尔腾（Merten）的调查。经过对1980到1993年频道播出内容的长时间调查，麦尔腾认为，在双重的广播电视体制下，确实存在着“适应过程”（Anpassungsprozesse）。他通过频道结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ARD和ZDF的节目有向商业竞争者靠拢的单方面适应行为（eine einseitige Anpassung）。公共电视频道增加了对大众有吸引力的节目，比如虚构类节目，而减少了信息类节目的播出时间。麦尔腾在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趋同”（Konvergenz）行为，一种他称为“有指向”（gerichteter）趋同，另一种是“无指向”（ungerichteter）趋同，前者指一方的频道结构单方面向另一方接近，无论是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靠拢，或者是商业电视向公共电视靠拢，都属此类；后者指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相互之间共同靠近。但是，马辛科沃斯基（Marcinkowski）则对此诠释不以为然，认为所谓“趋同”就应该理解为双方面（Beiderseitigen）的。这种对概念，以及有时对节目分类方法的争议始终贯穿着电视传播内容的调查和分析的研究过程。

在1995年的研究中，布罗苏斯（Brosius）和储拜尔（Zubayr）进行了另一种形式的频道结构分析。他们把“多样性”（Vielfalt，这是公共电视基本保障功能之一，见前文）作为衡量频道节目质量的标准，将其分为“内部多样性（interne Viefalt）”和“外部多样性（externe Vielfalt）”。前者指一个频道或电视台节目内容的多样性，后者指地方有线网，比如研究者所调查的美因茨有线电视网（Mainzer Kabelnetz）提供的24个电视台的节目的多样性。他们的结论是商业电视的内部多样性在总体上弱于公共电视。而美因茨有线电视网由于“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频道收到最多种类的节目（Die meisten Genres konnen zu jeder Zeit auf irgendeinem der Sender empfangen werden）”，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外部多样性。但是在黄金时间（Hauptsendzeit，该项目定义的黄金时间为19∶00-23∶00），它的外部多样性有所降低。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储拜尔已经将研究主题转往受众行为趋势的研究，并每年为此撰写报告。

到90年代后期，笼统的频道结构分析的手段逐渐向更为微观的节目内容分析转变。巴巴拉·普费奇（Barbara Pfetsch）在对公共和商业电视频道进行频道结构分析的同时，开始运用内容分析的手段对新闻节目进行调查。她发现，在政治新闻方面，商业电视在1985年到1993年期间逐渐增加到最早的2倍左右，明显地向公共电视靠近并且几乎达到了公共电视的播出水平；另外，商业电视明显增加了深度报道的播出。与此同时，公共电视也在效仿商业电视。商业电视比较感兴趣的政府工作、国事访问、议会辩论等等政治信息节目被公共电视纳入播出日程。其他如电影报道、演出片段等娱乐信息也被公共电视播出。

1997年，独立的莱比锡媒介分析研究所对1967年至1997年公共电视播出的节目（主要是信息类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以调查公共电视是否切实履行了宪法所赋予的使命。在研究工具方面，他们认为，光靠频道结构分析已经不能够满足全面反映所有“趋同过程”的需要，也难以衡量公共电视的节目质量。他们举例说，虽然ARD的新闻栏目《每日新闻》（TAGESSHAU）和Pro7的《晚间新闻》（Abendnacherichten）都是信息类栏目，在频道结构分析中难以区分，其实它们在主题的多样性（Themenvielfalt）、采访对象（zitierte Personen）和表现形式（Prasentationsformen）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这些只有通过内容分析的工具才能够揭示（他们的意见和分析方法事后被许多研究机构所运用）。在这次调查中，莱比锡媒介分析研究所还针对1997年《每日新闻》关于抗议核废料进港登陆的系列报道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并对《每日新闻》的“将新闻作为事件”的报道方式，即将所有相关新闻都纳入一个编辑主题提出了质疑。最后，莱比锡媒介分析研究所的调查结论是，“公共电视机构并没有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基本供给功能，但是，由于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它又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它，自由的、负责任的公共舆论的版图将受到损害”。他们呼吁要对公共电视加强管制。

频道结构分析的坚定拥护者是科隆经验性媒介研究机构（IFEM）的克吕格尔（Krüger）。1985年到1990年，克吕格尔一直对公共电视的节目进行长期的分析监测。1996年起一直到2010年，他受ARD/ZDF媒介委员会的委托对5大公共和商业电视综合频道ARD、ZDF、RTL、SAT.1和Pro7进行频道结构的比较分析（Programm-Struktur-Analyse），并将结果发表在《媒介研究》（Media Perspective）杂志上，最近一次的报告是2008年。他的研究结论是：（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频道特征之间的区别维持不变”（Unterschiede der Programmprofile bleiben bestehen）。他认为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的主要区别是在信息类节目及其范围上（im Bereich der Information）。公共电视的信息类节目时间是它们播出时间的二分之一，而它们的信息类节目内容主要是硬性的政治新闻（harte politische Information）；而商业电视的重点放在非政治的信息，比如日常生活、知识和科技类信息方面。克吕格尔的研究成果是广播电视研究者引用最多的节目内容分析资料，不过由于他的研究许多都是受到公共电视机构的委托进行的，因此笔者认为他在分析中有为公共电视说话之嫌。

6.3 研究方法：频道结构分析和内容分析

上述关于德国学术机构对于电视传播内容的分析（包括频道结构和节目内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可以说明，根据不同的目的，分析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本章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公共电视从垄断时期走向双重体制时期的过程中，传播内容的变化；二是当前情况下，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别和发展趋向。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1.频道结构分析（Programm-Struktur-Analyse），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其重点是将一个频道的所有节目按照栏目类型或类型主题进行归纳，通过计算样本时期内各类节目的不同时长，从而揭示频道的节目内容走向。节目分类归纳和主题分类归纳是频道分析的两个主要方式。

2.内容分析（Inhaltsanalyse），是一种直接对最微观的节目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工具（为了便于与频道结构分析区分，可以认为当研究对象深入到具体节目内部或具体稿件时，就可以认为是内容分析）。它弥补了频道分析工具的某些弱点，比如频道分析工具对于杂志类节目或者混合型节目就难以进行更为准确的归类。另外，内容分析工具更加关注节目内容对于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就公共电视而言，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使命的完成。

这两种研究工具已经在德国学术研究中普遍运用，并且在使用中也不再明确区分，所以本章的论述也将不对这两种内容分析工具做具体的区分，而是以说明问题为目的，在引用相关数据时会对分析工具的运用做必要的说明。

6.4 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内容比较分析

国际上公认的电视节目分类方法是首先将其分为两大类：虚构类节目和非虚构类节目。虚构类节目从类型上来说都是娱乐节目，包括电视剧、电影、电视电影等等；非虚构类节目则分为信息类节目、体育节目、非虚构类娱乐节目、音乐节目、少儿节目、广告和其他类节目（国际上对于非虚构类节目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此处使用的是科隆经验性媒介研究机构IFEM的分类标准）。这是一种最为笼统的节目分类方法，优点是可以比较简明、直观地反映一个频道的基本结构。我们首先比较的是公共和商业电视在虚构类节目安排上的异同。

6.4.1 虚构类节目的播出:两者区别不大

从虚构类节目播出时间来看，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总体上无明显区别。以2007年为例（见表6-1），主要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综合频道ARD、ZDF、RTL、SAT.1、Pro7平均每天的虚构类节目（电影、电视剧、电视电影、戏剧等）的播出量为520、403、351、375、419分钟，占全天节目时间比例分别为36.1%、28%、24.4%、26%、29.1%，总体来说相差不大。不过，作为公共电视旗舰的ARD近年来不断加强虚构类节目（2005-2007年分别为平均每天464、499、520分钟）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学者们一般认为，由于虚构类节目主要是电视机构外购的电影电视产品，因此在反映电视机构的理念和节目倾向上作用并不明显，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虚构类节目上的类似比例以及稳定状态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据笔者观察，至少有四个方面体现出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对待虚构类节目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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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2005-2007年5大主流（综合）频道不同类型节目每天平均播出时间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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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首先，从历史上看，在公共电视垄断时期的1967年，信息类节目的比例高达55%，而到1987年双重电视体制时期，信息类节目的比例下降到34%左右，其主要原因是虚构类节目增加了。公共电视在虚构类节目上的变化，特别是1984年商业电视出现后，虚构类节目的急剧增长（如前所说，这主要是来自市场竞争和观众需要），说明垄断时期公共电视的频道结构是有缺陷的，才会在1984年前后进行了一步到位的调整。到1997年，公共电视信息类节目的比例逐渐回升到48%（各种专业频道出现是原因之一），虚构类与非虚构类节目的结构逐渐趋于稳定。

其次，从播出状况（时段）来看，虽然5大主流频道的虚构类节目比例近似，但并不意味着虚构类节目在不同频道中占据着相同的地位。笔者注意到，商业电视的虚构类节目如电影、电视剧都是在黄金时间播出（19∶00-23∶00），而公共电视的虚构类节目有相当部分是在午夜以后播出，黄金时间以信息类（新闻）节目居多。因此，并不能仅仅按照虚构类节目总的播出时间来判断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对待虚构类节目的态度，不同电视机构在重点播出时间（黄金时间）的节目安排恐怕更能反映它们的播出理念和倾向。

再次，从虚构类节目来源上看，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也有明显区别。公共电视50%以上的电影、电视电影、连续剧是本国制作的，而商业电视80%来自好莱坞。在媒介商业浪潮汹涌，美国制造长驱直入的今天，公共电视担负着保护和扶植本民族文化产业和精神的重任（这一点在相关的州际协议中有明确的要求）。

最后，从虚构类节目的类型上看，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也有较大的区别。比如2003年，公共电视正剧（都市、言情、历史）占总播出时间的71%，犯罪/动作剧占19%；而商业电视前者占48%，后者占33%。表明不同电视机构在选片上还是各有侧重。

6.4.2 非虚构类节目的播出:两者区别明显

非虚构类节目一般是电视机构自制的节目，是电视台节目理念的最直接体现，因此是节目内容分析的重点。而在非虚构类节目中，信息类节目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占据了主要的比例。信息类节目主要是纪实的新闻性节目，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包括各种综艺节目、真人秀等娱乐节目。公共和商业电视在这两者的节目编排上区别较大，角色特征明显。

在2005年到2007年间，公共电视机构ARD的信息类节目稳定在40%左右；ZDF接近50%；而商业电视机构RTL的信息类节目比例则不到30%；SAT.1处于20%上下；PRO7为27%左右。此消彼长。非虚构类娱乐节目的比例，2005年到2007年间，公共电视机构ARD和ZDF为5%左右；而商业电视RTL、SAT.1和PRO7分别为20%、30%和20%左右（以上数据见表6-1）。

虽然上述频道结构分析方法比较笼统，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不同侧重：公共电视比较重视信息类节目的播出，而将非虚构类娱乐节目放在了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上；商业电视相对于公共电视而言，信息类节目的比例只有后者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非虚构类娱乐节目方面的比例则超出公共电视，2007年基本上达到后者播出时间的2-3倍。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广告时间。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公共电视频道每天的广告时间不超过20分钟，占播出时间的1.5%左右。而商业电视频道则为200-300分钟，占播出时间的15%-20%。

6.4.3 主题分类归纳

如果要对频道结构特别是非虚构类节目中信息类节目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就必须引入主题分类归纳，即将不同栏目或节目按照内容纳入不同的主题。关于节目主题的分类方法也是众说纷纭，本书运用的同样是科隆经验性媒介研究机构（IFEM）的分类目录。他们的内容分类结构包括10个大范畴、19个内容条目，每个条目下有子条目，共计大约50个主题（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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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IFEM的节目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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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调查报告中，一般使用19个“内容类别”进行主题归纳，在具体操作上，往往会将19个类别中相近的部分，根据栏目的设置进行合并，以简化调查程序。下面的调查资料来自2007年IFEM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调查，该调查对2007年不同时期的4周栏目按照主题进行了归类（见表6-3）。通过主题分类归纳，5大频道的非虚构类节目（包括单一主题栏目和杂志类栏目）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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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2007年5大主流频道栏目按不同主题归类结果（平均每天）

下面就上表显示出的公共与商业电视栏目安排的区别进行具体分析：

1.总体来看，信息类栏目方面，公共电视占主导地位。在总时长上远远超过商业电视；而非虚构类娱乐栏目方面，商业电视占据压倒地位，这个结论通过前面的频道栏目结构分析就可得到。

2.在各个主题中，公共电视突出政治/经济/社会/时事内容，ARD和ZDF每天分别有262分钟和266分钟的此类栏目（主要集中在信息类节目中，非虚构类娱乐栏目并不适合此主题的播出），占全天播出时间的18.2%和18.5%。而商业电视RTL，SAT.1和Pro.7每天只有98分钟、45分钟和11分钟播出此类节目，占全天播出时间的6.8%、3.1%和0.8%。

3.文化/科学/宗教栏目（也主要集中于信息类节目中），公共电视用时要远远超过商业电视。ARD平均109分钟用于此类栏目，而ZDF用了129分钟；RTL、SAT.1和Pro.7分别为9分钟、19分钟和92分钟。

4.日常生活/社会/休闲/人性栏目，商业电视比较重视，在信息类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中，RTL、SAT.1和Pro.7分别用时225分钟、130分钟和279分钟在此类栏目上，而公共电视ARD和ZDF分别用时80分钟和136分钟。

5.法律/犯罪/事故/灾难栏目，商业电视也占据优势。在信息类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中，RTL、SAT.1和Pro.7分别用时119、147和2分钟在此类栏目上，而公共电视ARD和ZDF分别用时7分钟和4分钟。

从5个电视机构在栏目主题时间分布上的区别，我们不难看出，公共电视更加关注社会状况，而商业电视中给了私人生活价值和电视商务更多的空间；公共电视更加关注电视的信息和文化教育功能，而商业电视则强调电视的娱乐功能。从这个角度上看，它们两者在社会功能上基本达到了互补和均衡。如果说2007年一年的调查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不妨从历时的角度再次对其进行分析。它们的各自特点，通过下图便可清晰显示出来。图6-1是政治、经济、社会、时事栏目在2005—2007年的变化情况，图6-2是文化、科学、宗教内容的栏目在五大频道播出时间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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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五大频道政治/经济/社会/时事栏目比例2005-2007年变化示意图（来源I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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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五大频道文化/科学/宗教栏目比例2005-2007变化示意图

（来源IFEM）

主题分类分析虽然比笼统的频道结构分析在揭示电视频道的节目内容上更加具体和精确，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弱点。比如同样归类为政治类节目，由于它们具体的传播内容和手段不同，作用于社会的影响和功能则相异，而这一点在笼统的主题分类分析中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对某些具体的节目（栏目），特别是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重点节目进行具体的内容分析就相当必要了。而在这些节目之中，新闻（言论）节目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6.4.4 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

新闻（言论）节目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电视的“基本供给功能”，如果仔细分析该要求，即“进行自由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并且在尽可能的范围反映舆论的多样性”，我们会发现，这一由联邦宪法法院阐述的基本原则，其关注点是在信息类节目，特别是新闻（言论）节目。很明显，在“娱乐、信息、教育”这三大电视功能中，信息类节目及其功能对形成自由和多元舆论、促进社会整合、保证公民民主权利最为关键，自然成为内容研究的核心。

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包括ARD的《每日新闻》（20∶00-20∶15），ZDF的《今天》（19∶00-19∶20），RTL的《时事》（18∶45-19∶00），SAT.1的《新闻》。这些栏目是德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并且基本上都在黄金时间播出。我们对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就以2009年这4个栏目的播出内容为对象（相关数据来自IFEM）。分析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仍然是新闻稿件的主题结构分析，即按主题对每条新闻稿件进行归纳；二是新闻栏目对重点新闻稿件的排序和处理。通过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当前德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社会角色和内容取向。

6.4.4.1 新闻稿件的主题结构分析

新闻稿件的主题分类方法与栏目主题分类比较类似，IFEM将新闻稿件分为10大主题：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科学/文化、事故/灾难、犯罪、人情味/社会百态、体育、天气、其他。具体情况参见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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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四大新闻栏目2009年主题结构分析

1.政治稿件：2009年，ARD《每日新闻》中，政治主题的比例为48%，在它每天16分钟的播出时间中将近8分钟用于政治新闻。ZDF的新闻栏目《今天》中，政治主题占到了38%，在它每天20分钟的播出时间中有8分钟是政治稿件。而在商业电视RTL的新闻栏目《时事》和SAT.1的《新闻》中，政治稿件的比例分别为20%和26%，为公共电视栏目的一半左右。

2.经济稿件：在《每日新闻》中所占比例为10%，《今天》中所占比例为10%，在RTL的新闻栏目《时事》和SAT.1的《新闻》中，经济稿件的比例为7%和9%，两者差别不大。

3.社会/司法稿件：四大新闻栏目的比例分别为9%、8%、6%、7%，也不相上下。

4.科学/文化稿件：在四大新闻栏目所占比例分别为5%、6%、3%、4%，也区别不大。

5.事故/灾难稿件：在四大新闻栏目所占比例分别为3%、4%、8%、9%，商业电视的播出比例是公共电视的一倍。

6.犯罪稿件：四大新闻栏目的比例分别为3%、5%、9%、9%，商业电视的比例要大大超出公共电视。

7.人情味/社会百态稿件：四大栏目的比例分别为3%、6%、15%、20%，商业电视显然比较热衷社会新闻。

8.体育稿件：四大栏目分别为7%、9%、17%、7%，表面上看是商业电视占优，实际上公共电视垄断了一些重要的赛事直播，并不需要在新闻节目中传播相关信息。

9.天气稿件：四大栏目基本持平。

很明显，在新闻节目中，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政治稿件、事故/灾难稿件、犯罪稿件、人情味/社会百态类别上有较大区别。公共电视极其重视政治稿件，重视政治信息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而商业电视对于能够吸引人眼球、迎合观众好奇心的事故/灾难和犯罪稿件比较热衷，一切以收视率为要求。

新闻栏目主题结构分析还可以更深入一步，比如政治、经济类别就可以区分为国内、欧洲、国际，这个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设置调查的级别和层次，在此就不过多讨论了。

6.4.4.2 重点稿件的处理分析

这里所谓“重点稿件”，就是每个月中，新闻栏目关注最多的新闻稿件（以对同一事件及其发展进行报道的时间最长为判断标准）。主要是针对两个问题：第一，在每年或每个月中哪些新闻成为重点稿件（十大新闻，TOP10）；第二，各新闻栏目在重点稿件处理中的排序是否不同，侧重是否有所不同。

图6-3是2009年四大新闻栏目用时最多稿件的排行。国内重大的政治事件联邦议会和州议会选举自然排名居前，默克尔由于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得以连任总理；当年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当属金融危机，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比如欧宝并购案，旧车报废激励方案等等；当年最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猪流感自然也名列其中；国际问题方面，阿富汗问题由于有德军驻扎当地引起人们关切，伊朗、中东问题一直是欧洲国家关注的焦点，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因第一位黑人总统诞生而上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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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2009年四大新闻栏目的十大新闻（单位：分钟，来源：IFEM）

总体来说，各个新闻栏目在该年处理这些重要稿件时的态度基本类似，但是仔细分析下来，还是有细微差别。比如1月份，各新闻栏目的头条新闻都是中东冲突，第二条新闻也都是旧车报废激励方案；三月份有点细微差别，ARD的《每日新闻》的头条是金融危机，而其他三个栏目的头条都是Winnenden杀人狂事件；区别最为突出的是6月份，关于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新闻，两个公共电视新闻栏目的排序是19和6，而在商业电视的新闻栏目中都是头条，当月公共电视的头两条是荷尔施泰因·石勒苏益格最大煤矿关闭和大众与保时捷的冲突问题，这两条新闻的排序在商业电视是在第5条之后。

节目分析到每一条稿件的程度并不意味着分析工作的结束，实际上这恐怕才是内容分析研究的开始。1997年莱比锡媒介分析研究所对《每日新闻》关于抗议核废料进港登陆的系列报道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分析，才是真正地对于一个稿件的微观分析。这个调查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公共电视/商业电视对比分析的模式，而是按照所谓“基本供给功能”，对公共电视某一段时间的某个集中报道进行深入审视和评估。由于篇幅有限，而内容分析工具到此为止渐渐走出了量化的范畴，方法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在此不再赘述。

6.5 受众行为研究

前文提到，在商业电视加入电视版图之后，受众因素成为影响节目内容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说在公共电视垄断时期，电视机构凭借垄断地位还可以忽视受众的需要和兴趣，致力于所谓“社会责任”（信息和教育）的功能，那么，在双重体制的条件下，受众的需要却成为其行使“社会责任”的前提之一。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迎合观众的兴趣成为必须，公共电视也就不得不从单纯的“阳春白雪”转变为“兼容并蓄”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媒介。

1984年后，公共电视的内容由于市场竞争（根本的原因是观众需要的体现）发生了变化。那么，观众的需要是如何影响节目内容的？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调查：

（1）观众对哪些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对不同的节目类型（如信息类节目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观众的兴趣表现在那些方面；

（2）从总体而言，哪些频道赢得了观众，哪些频道失去了观众；

（3）观众份额对电视机构意味着什么；

（4）电视机构如何对频道结构和节目内容进行调整。

6.5.1 德国电视观众的基本情况

根据《媒介研究》杂志发表的数据，2008年德国共有7200万电视用户（3岁以上），当年，德国观众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207分钟。而到2009年，其收视时间增加到212分钟，观众的收视时间分布主要集中于下午和晚上。

2009年，在德国主要电视频道中，五大主流频道的观众（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4.8%（见表6-5）。ARD以12.7%的占有率居首位，ZDF和RTL同为第二位，12.5%，SAT.1第四，10.4%，Pro.7第五，6.6%。

[image: ]


表6-5 2007、2008、2009年电视机构市场份额（%）

观察3年间各电视机构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我们发现ARD的市场占有率近两年有下降的趋势。市场份额升降原因比较复杂，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这恐怕是因为2008年有欧洲杯足球赛和奥运会的赛事，在这些赛事的转播中，公共电视占据制度上的优势，因此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而2009年，大型赛事不多导致了公共电视市场占有率的下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电视机构的观众年龄分布。在14-49岁青年观众中，商业电视受到欢迎，而在50岁以上中老年观众中，公共电视占有率高（见表6-6）。观众群的不同说明商业电视与公共电视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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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2009年不同年龄段五大频道市场占有率（%）

2009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见表6-7）中公共电视机构占优。由于根据法律规定，公共电视有转播体育比赛的优先权，因此在足球大国的德国，观众最关注的重大体育比赛，特别是足球比赛都会在公共电视中播出，ARD和ZDF各半。ZDF的非虚构类娱乐节目《想挑战吗》（Wetter，dass？）占据了其他的位置，说明近些年公共电视在娱乐节目方面的努力，以及曾经风靡的商业电视娱乐节目风光难再。从最高收视率的节目中我们不难发现制度调控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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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2009年最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按观众人数排序（3岁以上观众）

6.5.2 观众的电视消费结构

虽然在排行榜上的都是娱乐性节目（包括体育节目），但是如果从观众消费的节目类型上看，信息类节目还是观众每天光顾最多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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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2007、2008年观众每天消费在不同类型节目上的时间（单位：分钟）

表6-8是观众对不同类型节目的消费情况（2007年和2008年，观众消费电视的时间分别为208分钟和207分钟）。2008年，在每天207分钟的电视消费中，观众有170分钟用于采样频道。在170分钟中，观众收看时间最长的还是信息类节目，达到61分钟；其次是虚构类节目，55分钟；非虚构类娱乐节目占25分钟；体育节目占11分钟。从2007年到2008年的消费变化看，信息类节目消费减少了1分钟，非虚构类娱乐节目减少了1分钟，虚构类节目的消费降低了2分钟，体育节目（由于奥运会和欧洲杯的原因）增加了4分钟。

笔者计算了一下观众电视消费结构（2007年）：信息类节目占36.26%，非虚构类娱乐节目占15.20%，虚构类节目占33.33%，体育节目占4.09%，广告占7.60%，其他为3.51%。

观众的消费结构固然受到电视台的“菜单安排”的影响，但是由于频道众多，观众的选择性逐步增强，其“自助选择”的空间也逐渐增大。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频道的节目供应呢？换句话说，如果将观众消费结构当作是需求的话，那么电视机构的供应情况如何呢？笔者特意将2007年ARD和RTL的频道结构与观众消费结构做了个比较，结果见表6-9，进行该比较的前提假设是，在理想的状态下，综合频道的消费结构与供应结构应该是相符合的。当然对于这个比较的有效性和两者的相关性，笔者也不敢妄下断言，只能说是个有趣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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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2007年电视频道结构与观众消费结构比较（单位：%）

从比较的结果来看，同样作为综合性频道，ARD和RTL在供应结构上明显不同：

1.在信息类节目方面，ARD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来说是充足的（43.1-36.26），观众有较大的选择余地，RTL则显得不足，只有27.5%（但是相比于2004年的23.9%，RTL在信息类节目上面有了长足进展）；

2.在娱乐节目方面，ARD有所欠缺，RTL则非常充足；

3.在虚构类节目方面，ARD的比例竟然比商业电视的RTL还要高，达到36.1%，RTL虚构类节目的播出有向RTL2转移的趋势，因此虚构类节目只有24.4%；

4.体育节目方面，ARD由于特权，比例要远远高于RTL，达到6.0%，完全满足观众的需要，而RTL只有1.8%；

5.在广告方面，由于有时间限制，ARD的广告占总时间比例只有1.5%，而RTL高达20%，远远超过观众7.60%的忍受能力。

上述判断（消费结构与供应结构应该相符合）有一个理想化的前提，就是观众的消费结构对频道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从实践上看，恰恰相反，体现电视机构主观意愿的所谓“菜单安排”对观众收视行为仍然有很大影响，并局限了观众的自由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观众的收视行为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电视机构的“菜单”，最终导致电视机构的频道结构向观众消费结构靠拢。2004年以来，公共电视机构大力开发虚构类节目，以及商业电视大力推动信息类节目，就是明证。

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在虚构类节目上的增加和减少的趋势，以及它们在信息类节目上分别减少和增加的趋势证明，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确实存在着“相互适应”行为。对于这种趋同现象，许多学者和机构表示担忧，认为公共电视对于娱乐节目（其中主要是虚构类节目）的侧重会影响信息类节目和其他文化、教育节目的提供，从而导致其自身的“功能丧失”，难以完成公众所赋予的“基本供给功能”的使命。而公共电视机构及其辩护者们则辩称，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直到今天，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节目特征上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区别。笔者也认为，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的发展固然有追求娱乐化和“收视率”带来的“同质化”弊端，同时也存在它们更加关注观众需求和感受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趋同”行为的原因及其后果将在第7章“公共广播电视的缺陷和双轨制下的生存困境”中加以分析。

笔者认为，从传播内容上看，到目前为止，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的重大区别和功能角色依然存在。从电视机构的频道结构与观众的消费结构的比较来看，公共电视（ARD）的频道结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观众的消费需要，虽然在娱乐节目和虚构类节目上有所不足，但是这个不足一方面来自于公共电视自己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共电视还有与商业电视在娱乐节目上竞争的潜力（当然这种潜力是以丧失其他功能为代价的）。商业电视（RTL）在节目类型上的侧重是明显的，娱乐节目远远超过了观众需要，当然这也是商业电视角色特征的体现，另一个明显体现是广告时间远远超过了观众的承受能力。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机构，此举原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娱乐节目质量下降，广告也会难以得到节目内容的支撑。

同时，我们在上表中不难察觉到制度调节的痕迹。公共电视体育节目时间遥遥领先，与法律保证它对重大体育赛事转播的特权直接相关。据笔者观察，在综合频道中被公共电视基本垄断的体育赛事有足球、田径、游泳等等，而RTL除了一级方程式赛车、拳击之外，就是沙滩排球等边缘运动。当然商业电视也有相应的特权，比如广告。实际上，所谓制度安排就是博弈方的利益安排，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点，这就是制度的目的所在。




 [1]
 根据AGF/GfK的监测报告，该5个频道2009年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3.4%、12.9%、12.4%、9.6%、6.5%。见Media Perspective，2010年第3期。


第七章 公共广播电视的缺陷和双轨制下的生存困境

本章以德国乃至世界“媒介自由化”风潮为背景，探讨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内在动因，特别是公共广播电视本身所难以克服的弊端，以及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的生存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媒介自由化（Media liberalization）浪潮首先从意大利发端
 
[1]

 ，到80年代，主要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先后承认了私营（商业）广播电视的法律地位，开始采用双重的广播电视体制。私营广播电视的加入，将占据垄断地位的公共广播电视拉下了神坛，市场竞争随之产生。这种被德国公共电视首脑们称之为“眼中之刺”（ein Dorn im Auge）的商业竞争
 
[2]

 ，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电视版图。

那么，这种制度变迁的原因何在，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本身是否有一定的内在关联，而双重制度的生存环境又对德国的公共电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引起了怎样的流变呢？

7.1 广播电视制度变革的动因

这种制度变迁在经济层面被解释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所谓“后福特主义”就是与“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生产组织方式”
 
[3]

 相对应的（即规模化生产），提倡一种以人为本，个性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和强调个人、自由、多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后福特主义”同时被认为是“经济民主”（崔之元，1996）甚至“社会政治民主”的理论。“后福特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具体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国际和国内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作为生产和服务提供者地位的边缘化
 
[4]

 。体现在广播电视领域则是市场力量对原本与它保持距离的欧洲广播电视的入侵。

导致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垄断制度难以为继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技术的更新。70年代末，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为媒介的全球化和商业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技术条件，各种技术壁垒和国家界限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在制度史部分我们叙述了在德国有线电视是如何引导商业电视进入壁垒森严的广播电视领域的。有线电视的出现同时使得公共电视垄断的理论基础，即“资源稀缺”理论不复存在。而21世纪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又为广播电视领域的商业化和全球化推波助澜。

还有学者指出，公共广播电视衰落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政治，反映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
 
[5]

 所谓“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这种主流话语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多数人趋向政治疏离”和“公共生活的逐渐萎缩”。
 
[6]

 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笔者认为，除去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因素，这场制度的变革还有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与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本身有着直接的关联。公共广播电视作为制度“最优化”的体现，在长期的垄断实践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所谓的“垄断性”的制度安排，恐怕是导致公共制度各种缺陷不断出现的主要诱发因素。作为社会民主化结果的公共广播电视，到最后却嬗变成封闭的、单一的、臃肿的公共机构，这种异化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人们对各种垄断的广播电视制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它的一个文件中指出：“（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的）法律结构，原则上应该保障和鼓励多元化，它应该使任何个人都能从各种不同的来源获得消息情报和意见见解，并从中自由选择……这一条正是最经常遭到破坏的原则。不管法律或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实际上，新闻出版界所有权的集中，或者在广播和电视方面根据法律或事实上建立的垄断，都实际上违反了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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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为标题的著名报告不仅对中央集权的国营体制提出批评，而且很显然，对任何垄断的、单一的广播电视体制，包括欧洲传统公共电视的垄断地位也提出质疑。

7.2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缺陷

当我们审视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变迁时，不难发现德国广播电视从垄断最终走向多重制度的必然性。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广播电视商业化的浪潮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包括技术进步、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理论更新），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背后，确实存在着公共广播电视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原因，就如同国营体制会出现“政府失灵”，商业体制会出现“市场失灵”一样，公共体制也有自己的“盲点”，但是在德国，长期以来，这些“盲点”由于该制度的垄断地位被长期掩盖了，直到新的竞争者出现，这些弊病才逐渐显露和为人所知。

7.2.1 精英化

公共广播电视“精英化”的特征在其产生之初便非常明显了。BBC首任总裁约翰·里斯等公共体制支持者认为，广播的责任应当是倾力将各领域内最优秀的知识、行为和成就传送到千家万户。广播保持高尚的道德风尚、避免庸俗和危害是至关重要的，它必须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促进知识的传播。此观点被认为具有“精英主义论”（Elitism）的色彩，它认定观众都是“低教养的”（Illiterate），因此一直都颇受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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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台还是都不约而同地认同了此观点，提供高品质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类节目一直都是公共电视的主流。

另外从制度角度说，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这种设计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超脱一定的世俗观念和需要，赋予对象更为理性和完美的社会目的，并通过技术性手段（制度安排）加以实现。

具体到德国，这种理性和完美模式的推动力来自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精英化的决策方式。其代表就是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决策者）、学院派的研究者（参与意见者）以及公共电视的首脑们（电视委员会成员、行政委员会成员和台长等等）。他们具有很高的知识层次和道德修养，他们以发挥广播电视的政治（民主）和教育功能为己任，并通过周密的思考和审慎的安排将该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最佳。因此，从公共制度本身的技术安排角度来说，它的目的（社会责任）与决策方式（精英化）以及内容（以信息和教育功能为主，促进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他们忽视了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并不只是信息和教育，娱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或者说，“电视本质上是一种更倾向于娱乐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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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方面，恰恰不是一个强调社会责任的精英人士所重视的问题。或者说，这些精英人士的思考与老百姓的切实需要是有所脱节的。

如果在多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决策者在针对公共制度的要求上，强调什么，如何倾斜本无可厚非。但是当社会上仅仅存在唯一的垄断的制度时，决策者的责任就并非那么简单，它必须考虑并且满足全面的社会需求（或者说公共制度必须满足全面的社会需求），其中包括公众的娱乐需要。但是公共制度在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其他内容（娱乐性及丰富的节目）的时候，显然“失灵”了。

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安排导致机构中首脑们是与公众脱节的一群。人们评价说电视委员会的成员“通常不知道观众或听众需要什么”，而且“听众和观众通常也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因此，电视委员会虽然被法律要求作为公众的公共代表对广播电视事业行使社会控制职能，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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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的完美和人性化的缺失是这种“精英化”造成的两个必然结果。公共制度不能不引发人们这样的疑问，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文化和价值，还是那些精英阶层的文化和价值？

7.2.2 垄断的强制力

要维护完美的技术性，就公共制度而言，一个前提条件是“垄断”。BBC的创始人约翰·里斯早在20年代提出过公共广播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是“垄断的强制力”，因为只有在一个垄断的空间才能有效保证公共制度不受政府、政党和商业势力的干扰，才能保证制度的纯洁性和有效性。在这一点上，德国体制继承和发扬了BBC的传统。但是这种垄断性和单一化恰恰封闭了在公共制度“失灵”的条件下，用其他方式拾遗补阙的可能性。

在德国，所谓“垄断”的合法性一直没有得到证明和确认。实际上，在建立公共体制之初，决策者们就对“垄断”这种手段的合理性有所保留。其他两种可以选择的制度形式为国营和商业，政府由于历史原因，被排除在广播电视领域之外，这一点任何人不会有异议。而另外一个博弈力量——商业势力，人们难以从法理的角度对它们参与广播电视事业进行否决，而只是以战后民间经济实力不足和“频率稀缺”为由将其搁置起来。此时，决策者的用意是明显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维持公共制度的垄断地位。

所以笔者认为，决策者明白“垄断”未必合理，但如果不垄断，公共制度将难以存在（这只是一种可能，事实如何只能看实际的发展了），或者说难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衡量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德国以牺牲制度的多样性来成全公共制度的纯洁性和最优化。

所以，垄断的这种“强制力”，是以剥夺其他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来实现的。虽然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手段的不合理却被公共制度的高尚目的所淡化。

7.2.3 缺少制衡的民主制度

垄断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缺少制衡和对立面。虽然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是通过民主和多元的配置建立的（前文分析过，通过各种社会民主手段建立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及其监管系统本身，是存在社会各势力的对立和制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运作中，这些机构的行为是符合民主要求的，是反映公民需要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垄断的条件下，由于缺少制衡，再完美的制度也会成为武断、独裁和一相情愿的堡垒。正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会走向“多数人的集权”，需要其他环节比如立法、司法机关的制约一样，公共制度如果缺少制衡力量和其他竞争者的制约，同样会形成所谓“绝对权力”。

另一方面，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我们难以依靠一个方法去解决所有问题，正如经济领域当中不可能只是计划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一样。因此，当人们将某一种制度神圣化，出现问题也就理所当然了。

缺少制衡的结果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其他的利益集团受到损失（受损害最大的恐怕是公民的利益，但公民没有发言权），所以无论怎么冲突和矛盾，都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比如地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之间利益的分配），都是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当中，当利益没有根本对立，竞争和冲突只能是表面性的情况下，监管还有什么必要吗？

另外，德国公共制度监管的一个特点是，对它的所有的监督措施都不是刚性的。由于缺少制衡，政府的监管又被看做是“居心叵测”（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造就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成为别人不能管、不能批评的“老虎屁股”。

著名电影导演德加·雷兹对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的高级管理层做了这样的评价：“不幸地说，该联盟的高层往往都是些狂妄自大、横行霸道和追逐权力的人，负责节目内容的大都是无权的编辑人员。尽管德国电视的文化品位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在目前状况下则充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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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机构被人们如此评价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但也确实反映出了某些真实的方面。

7.2.4 顽固的官僚机构

由于缺少制衡和监管，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经过30年的发展，越来越像一个顽固的官僚机构。人们反映最多的就是这些机构官员过高的收入和铺张浪费的现象。

1983年的《法兰克福汇报》披露，当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审计署对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进行审计，将他们员工的工资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员工相比较，结果发现：“该台有8名职员工资高于政府部长、25名职员工资高于地方政府最高级官员、186名高于大学副校长、485名高于国税局局长。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享受福利待遇人员拿到的津贴，比他们扣除税收后的实得工资还要高得多。”审计署同时指出，广播电视机构对加班费的说明“不充分、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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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世界报》则报道说，“莱茵兰-法尔茨审计署抱怨说，西南广播电台总裁的基本工资比州长还要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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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铺张浪费，人们则揭露说，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各委员会有着频繁的会议旅行和庞大的开支，每年参加会议人次的名单“竟达70页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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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越来越臃肿的问题，有关专家提醒，这些机构“行政管理人员越来越多，直接从事节目制作的人员越来越少。

7.2.5 僵化的体制和古板的内容

人们还批评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体制过于僵化，直接影响到该机构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下面是1989年9月，《明镜》周刊对公共广播的批评：

“主宰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新闻报道活动的，是那些数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条文，这些条文规定（本地区）电视台对本地区和报道的问题负责。在每次州议会选举期间，观众都被迫在电视上观看该联盟新闻工作者是如何插手本地选举报道的，而它的选举报道班子也不断从各次选举中获得经验。……”

“当民主德国的难民一车又一车地通过巴伐利亚州抵达联邦德国时，按照僵硬如铁的法律条文，只有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才有权制作一个被公共广播电视联盟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的节目。于是，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自然也就制作了一个表现巴伐利亚州长和市长们的才干、巴伐利亚人的组织能力和巴伐利亚新闻事业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节目。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德国政党联盟，在巴伐利亚州有重要影响——笔者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在45分钟的时间里，有6个本党要人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然而，当不来梅广播电视台记者以第一手资料生动地报道了基民盟的不来梅招待会时，这个节目在不来梅及其周围地区只有30万人才能看到。原因是波恩演播室负责报道政党记者招待会，他们是不会让外人插手自己的领地的。既定条文尤其妨碍着一些跨地区题目的报道，因为这些题目常常超出特定广播电视台负责的地区范围。”

“当总部设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VEBA联合动力公司决定撤出它在巴伐利亚州瓦克斯多特的核燃料在处理项目时，围绕由谁来制作这个‘焦点’特别节目，西德广播电视台和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它们有可能联合制作吗？当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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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还反映公共电视频道的节目几十年来一成不变，节目表现形式鲜有创新，暮气沉沉。1992年，商业电视RTL的总编莱斯奇对德国电视一台的著名新闻节目《每日新闻》（类似中国《新闻联播》）提出尖刻的批评：“为什么到了1992年的今天，我们的专业播音员仍在以一种无精打采、单调乏味而又正统权威的姿态朗读写在纸上的新闻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长期的传统中找到解答，但传统并不能成为理由。电视不能用枯燥的方式表现自己。过去，至少东德的社会主义新闻在枯燥无味这一点上超过了我们的‘今日新闻’，但在今天，‘今日新闻’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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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在2005年，公共电视频道（特别是地方三台）仍然充斥着大量的60、70年代节奏缓慢、内容乏味的黑白影片，因为公共电视的片库中大部分是这些古董似的储备，其播出成本极低。而另一方面，收视费还在不断提高，难怪人们对公共机构的服务越来越不满，甚至怀疑公共电视提供的这些节目是否与他们征收的费用相符。

7.2.6 传播的单向性

垄断的结果不仅仅是造就了一个官样的衙门，而且形成了公共广播电视必然的传播方式——单向传播。笔者分析过，由于公共广播电视侧重信息和教育的功能，导致他们的传播方式具有明显的“单向传播”的特征，这是由它们的使命所决定的。而公共广播电视“垄断”的社会地位和精英们“一相情愿”的决策方式则使得这种“单向性”更加强烈。1983年，德国总理科尔就曾经抱怨道：“消费者和收视费支付人对公共广播电视事业的影响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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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公共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受众的反馈难以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受众的意见对于收费价格（这实际上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命脉）没有任何干预的能力。在“公共广播电视财政”一章中，我们分析过公共广播电视定价系统的形成，公众并非是形成价格系统的环节之一。换句话说，在公共体制中，公共机构和公众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众并不知道每个月上缴的收视费是怎样确定的，用到哪里去了。

这种单向传播的运作机制导致在公共广播电视垄断时期，收视率和观众行为的调查和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观众别无其他选择，也没有干预传播内容的途径。如此，公共广播电视虽然出自公民社会，实际上又断绝了与自己土壤的联系（断绝了提高和改善工作的动力和源泉），甚至成为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比如公民们对于毫无理由不断增加收视费的反感）。

7.2.7 改革的呼声

到80年代初，媒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在欧洲大陆蔓延，而在德国关于改革公共广播电视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自由民主党的媒介专家奥托呼吁对两大公共电视网之一（或者是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盟，或者是德国电视二台）进行私有化。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议院领袖舒伯尔对这些广播电视台是否有资格使用公众支付的收视费进行运营提出了质疑。而更多的意见是主张结束公共广播电视台享有的垄断地位，让它们去和私营广播电视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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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德国广播电视制度最终走向公共和私营并存，公共制度的内在弊端是基本前提。这同时也证明，任何一项制度，无论是多么完美，当我们把它上升到垄断的（或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势，而是最大化地放大了它的缺陷。更何况，所谓完美模式，只是在理论上存在，而未必在现实中可行。

公共体制的弊端一方面体现在该制度本身有“失灵”的时候，比如提供娱乐产品就力所不及；另一方面，实现公共体制如果采取“垄断”的方式，会导致更多的弊端出现，德国公共电视机构逐渐成为僵化、浪费、臃肿、武断的官样机构与其“垄断”的地位脱离不了干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多重体制的事实证明，实践中存在的三种制度：国营的、商业的和公共的，都有他们的优势和缺陷，或者说都有“有效”和“失灵”的时候，因此在选择广播电视体制的时候，为了达到综合的社会功能，采取多重广播电视制度，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

7.3 公共广播电视在双轨制下的生存困境

1984年商业电视在德国出现，德国从此采取公共和商业双轨并存的广播电视制度。此时，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有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垄断的环境不复存在了，公共广播电视必须在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市场）和并不熟悉的对手（私营公司）进行竞争。其次，收视率和观众份额开始具有意义，节目质量如何，是否迎合观众需要，已经与公共机构的经济收入相关，“份额拜物”的怪圈将原本超脱物外的公共机构笼罩其中。再次，参照物出现了，商业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公共电视独占观众眼球的特权，观众有了选择权，以手中的遥控器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实现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游戏规则改变了。

7.3.1 份额拜物

双重体制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是观众份额（占有率）成为衡量和评价电视节目的最重要标准。

就公共电视而言，这个新标准的出现与观众身份的重大变化有关。我们说过，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受众被看做是公民，而不是消费者。在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多年的垄断实践之中，“公民”的地位有时还不如“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收视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公民却缺少发表观点的途径。但是在双重体制下，观众的身份发生变化，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观众行为及其收视率）决定了公共和商业电视一部分收入（市场收入，如广告）的水平，因此他们成为“消费者”；另一方面，受众仍是公共广播电视“社会服务”的对象，还具有“公民”的身份。笔者认为，正是观众身份的双重化，导致了公共电视在“性格”上的分裂。公共电视一方面必须要保证“基本供给”的实现，另一方面则要保证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个指标不仅标志着收入的状态，而且也是它们社会服务成果的体现（要达到“基本供给”的目标，一定的市场份额是必要前提）。

在90年代，公共广播电视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娱乐节目方面的全面出击，以及对观众份额的全力争夺。而在这个表象的背后，则是与商业电视在争夺广告和客户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个现象被批评者们称为“份额拜物教”，在市场环境中，观众份额说明一切也决定一切。

7.3.2 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包袱

公共广播电视最终转向娱乐节目是不得已而为之。30多年的垄断统治并没有给公共机构留下什么可堪一用的遗产，相反，却遗留下庞大和臃肿的机构、居高不下的福利待遇，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市场竞争的巨大包袱。

在KEF的第14个报告中（2005年）列举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人员费用的增长情况，预计到2008年，ARD人员费用资金比2001年增加12.7%。而这个数字在1997-2004年的第13个报告中，只有9.3%（2004年与1997年相比）。也就是说，公共机构每年要拿出巨额的资金来养人，而且这项费用还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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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以医疗保险为例，ARD预计在2008年的费用比2001年增加了3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参与医疗保险的人员急剧增长，ARD2001年参与医疗保险的为12887人，2004年为14980人，2008年则预计为16961人，8年内增长了32%。

7.3.3 广告收入的萎缩

在人员费用居高不下的同时，公共电视的财政收入出现紧缩的情况。广告收入的萎缩成为公共电视的另一个困扰。如今广告收入仅仅占公共电视收入的2%上下，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在商业电视刚刚出现的80年代和90年代，公共电视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权重还是相当大的，比如1992年ARD和ZDF的广告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8%左右。

广告收入的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收视率的下降，ARD和ZDF针对收视率下降的反应是“美因茨的电视二台开播娱乐节目，而电视一台仿而效之。”（KEF报告）

7.3.4 电视节目制作成本的增加

商业电视出现之后，电视节目制作的成本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中，尤以大型赛事的转播权和故事片的播映权价格增长显著。比如1989年贝塔斯曼的子公司（乌法）用6000万马克购买了为期5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转播权，接着又把在德国的转播权转让给RTL（前者是后者的控股方）。这个价格是公共广播电视难以承受的。由于买主增多了，体育比赛转播权价格不断提高。为此，“各国政府总理在《关于修改广播电视条约的第一个国家条约》中就无偿简短报道的问题做了规定。根据这个条约，在欧洲范围内获准设立的电视台遇到公众喜爱的且有着普遍意义的大型活动时，有权入场进行短时直播，拍摄整个过程，以备用于短时报道（一般为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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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私营电视和录像带出租商对故事片同样感兴趣，故事片的播映价格显著提高。为了确保片源，公共机构储备了大量影片，比如，ARD花2.5亿马克向美国米高梅公司购买了1500部电影和电视片的优先放映权；巴伐利亚电视台花6000万马克向电影批发商基尔希公司购买了314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影片；德国电视二台花2.58亿马克购买了1264部影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基尔希的影片。即使如此，公共电视台每年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购入更新的影片来吸引观众。预计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节目费用年增长率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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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人才流失

相比商业电视，公共电视的人事制度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过于僵化，缺少激发从业者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手段。德国学者们将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人事制度进行了比较，主要有5个方面的差别：

1.商业电视的薪水前景比公共电视更好，因为在商业电视如果创造更多的价值，或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会得到更多的酬金；

2.在公共电视中技术人员（如音响师）有较高报酬，而在商业电视中文字人员（如编辑、撰稿）报酬较高；

3.对于较少需要的工种，公共电视的薪酬相同于或略高于商业电视，而对于较高价值的岗位，公共电视的薪酬要低于商业电视；

4.商业电视有更加灵活的薪酬方式；

5.公共电视普遍较低的薪酬水平并没有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失，因为即使薪水不高，公共电视的工作保障、养老、机构的社会活动空间，以及公共工作带来的较高的社会身份和成就感，在人们决定工作选择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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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的观点，公共电视的这些保障和荣誉感在留住人才方面有效果，但是在激励人们制作更好的节目方面就力所不及了。而德国电视市场上一个特殊的现象也由此产生，就是公共电视培养出来的明星虽然还留在公共电视台，但纷纷到商业电视“走穴”。

从1994年起，商业电视台用高薪从ARD和ZDF招聘名角。《想挑战吗？》节目主持人托马斯·歌特沙克一方面在ZDF主持节目，同时又在RTL主持；哈普·凯克林、施莱纳·马克思、克郎左克尔、尤尔克·温托拉等大腕或者在商业台兼职，或者干脆跳槽转入商业台。

1991年4月的《维也纳新闻报》因此而批评公共电视的当权者：“有人问，怎么也想不通公共电视台为什么能容忍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他们在歌特沙克等人尚未成名的时候关怀和培养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了国内的巨星，却容忍他们到那些市场价达数百万马克（可能指出场费——笔者注）的地区去走穴，眼看着他们被私人电视台挖走，却仍然不解雇他们，还让他们频频在全国最大的电视台上露面，以赢得竞争，什么样的容忍态度能达到如此地步？说得明白一些，公共电视台的经理（应是台长——笔者注）难道是疯子吗？……实际上，公共的媒体不是疯了，而是怯懦、胆小和缺乏想象力。他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创造自己的明星，他们自己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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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公共电视的对策和新的危机

综上所述，双重制度下公共电视面临着种种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市场竞争中产生的现实问题。近20年，公共机构也千方百计，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说缓解财政上的危机。首先，在人事制度上努力压缩编制，尽量雇佣临时人员；其次，开拓新的财源，希望通过赞助等法律允许的新的收入方式来增加收入；第三，推动广告时间的改革；第四，厉行节约，希望压缩各项开支；最后，公共电视最为重要也最受争议的举动则是在娱乐节目方面的全方位出击。

关于公共电视机构在虚构类节目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方面的增长趋势在第6章已经详细分析。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市场竞争导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趋同，进而衍生出当代公共电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前面所说的经济上的危机更为危险。人们发现，逐渐开始迎合观众趣味的公共电视正出现与商业电视合流的趋势，公共电视面临的已经不是因为经济困境而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导致彻底消失的危险。批评者们还警告说，“不要忘了，除了娱乐节目外，新闻、教育和文化等等也是义务播放的节目，唯独为这样的节目筹集经费才具备正当的理由，如果电视台不履行这种义务，那它们自己就是在葬送它们最重要的经费来源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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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公共电视的两难选择

在双重体制下，公共电视面临的真正困难逐渐从财政困境走向了更为深刻的自我评价以及社会评价标准的混乱。

7.4.1 自我评价的矛盾

所谓“自我评价”标准的混乱，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公共电视节目功能“两难选择”的痛苦命题：一方面，是由公共委托的“要求”导致的所谓“频道标准”（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市场份额的压力，没有一定规模的观众，所谓公共使命的达成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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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双重体制下公共电视的两难选择

在上述模型中，笔者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目标取向：市场取向和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所有的频道都在这两种取向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价值取向代表着严格地按照频道“基本供给”的要求进行广播活动；市场取向则意味着一切以争取更多的观众为指针，即以创造最大利润为目的。在这两种关系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电视频道，一种是商业综合频道，它们毫无疑问靠近市场取向一角，具有比较高的观众份额；另一种是公共综合频道，它们的选择则颇为矛盾，如果遵守高的频道标准，它将失去观众份额；如果选择吸引更多的观众，那么它们又违背了自己的基本使命。

这个模型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双重体制的情况下，两者之间会出现互相适应，呈现出节目内容和形式“趋同”的现象。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的第一个选择都是确保高的观众份额，因为对于电视机构来说，观众才是第一位的。这对于信奉“顾客就是上帝”的商业电视来说，没有任何的认识障碍。对于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共电视来说，倒是花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

“趋同”的结果就是公共电视减少了“要求标准”中的信息和教育内容，转向迎合大众收视兴趣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增加虚构类节目、巨奖问答节目，并且用脱口秀的形式进行信息节目的播出等等；而商业电视也减少了恐怖、性欲和暴力的内容，转向迎合观众家庭收视需要的节目，比如“真人秀”，并开办各种新闻和经济信息频道。公共电视的这种变化被许多学者评价为“功能丧失”（Funktionsverlust），认为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公共电视被商业电视所取代。

当然，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在功能上的接近也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前文提到，节目分析专家克吕格尔认为，这种把多种节目内容和形式混合在一起，导致的结构上的接近，只是当前节目发展的趋势而已：“多样性（异质性）原则，即把新闻、虚构作品、非虚构娱乐作品、音乐、体育和少儿节目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正如公共广播电视台早已实践的那样，今天已成为各种节目的指导原则……各种节目在结构上的接近是德国电视一台的特色，这种效应无疑不是有意识进行调整的结果。从私营台的主要节目看，是多样化地制作节目，通过新的播放计划不再向虚构作品倾斜的必然结果，……私营台从结构上接近公共广播电视台，当然掩盖了公共广播电视台同私营台的重要节目间存在的内容和质量方面的主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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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社会评价的矛盾

相对于公共电视的两难选择，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电视社会评价的失衡倒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很可能影响到公共电视收取“收视费”的合法性。

在公共电视垄断时期，公众处于被动的和“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又没有其他电视频道可以与公共电视相参照，因此，公众即使有意见，也影响不到公共电视的收入。

但是在商业电视出现之后，公众不只是有了选择频道、通过收视率来表达自己的喜好的权利，而且可以通过收视率决定的市场份额来决定电视台的收入，特别是广告收入。

但问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公众开始采用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待电视节目，用市场标准来衡量节目质量，这对于承担着社会使命的公共电视机构来说是十分可怕的。因为社会效益是无法度量的，而市场价值规律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单从市场规律来衡量，公共电视到底值不值它按照自己需求确定的价格，答案是很清楚的。

在财政部分我们分析过，在有线网中同时存在着商业和公共电视频道，收费的却只有公共电视一家，公共电视是用了自己有限享用的资源（广告）换取了广播电视事业中最稳定和高额的资源（收视费）。当公众了解了其中的奥妙，而同时又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服务不满意的话，他们很可能推动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相关问题，比如对收视费定价进行干预。在实际操作中，公共电视只能通过急剧地向商业电视靠拢，迎合观众的娱乐需要，抢夺观众份额，来规避这种矛盾的出现。

所以公共电视走向娱乐化的趋向，其实际推动者是社会公众。这又牵涉到人们对电视基本社会功能的认识。当精英化的认识方式逐渐退居后台，而人们朴素的生活需要走向前台的时候，公共电视的合理性就必然被动摇了。公共电视的最大危机在于，当人们对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社会福利的关注被汹涌的娱乐大潮所冲淡和淹没的时候，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也只能被人们漠视和淡忘。当市场价值被当作是一个社会唯一的评价标准的时候，特别是当商业电视转而也承担了一部分本来是公共电视的社会职能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问，公共电视难道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其实此时，社会转而走向了另一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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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虽然许多研究者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前景表示悲观，但如今看来，至少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命运要比他们预测的要乐观。在2004年，公共电视的观众占有率十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商业电视，除了在传统的信息类节目方面，在虚构类节目和非虚构类娱乐节目的提供上，公共电视也呈现全面赶超商业电视的趋势。相信在最近几年，这种收视率的提升将反映到广告收入上。

当然，财政危机的缓和并不能掩盖公共广播电视所面临的深刻的危机。因为公共广播电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广播电视经常因为经济困难而求助于广告的资助，而“一旦为商业主义打开一个缺口，他们就很难得到公共经费的支持”
 
[1]

 。另外，公共广播电视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娱乐化”（倾向提供更迎合观众、更商业化、更美国化的节目）的趋向，以及商业广播电视在信息类节目上的突进，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可能终会有一天，公共广播电视将彻底迷失在世俗需要和利润争夺的大潮之中。

那么，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何在呢？

笔者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首先取决于公共制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价值。在媒介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公共制度虽然受到了商业势力的侵蚀和排斥，功能有所丧失，但是事情总有相反的一面，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和社会使命。汉堡政治学家汉斯·J.克莱因施托伊伯呼吁：“欧洲的媒介政策必须重新发现文化层面，……文化不能屈从于大市场的经济思维和计划。相反，应当承认文化为了反对庸俗的经济主义而需要稳定性的事实。”
 
[2]

 实际上，欧洲在抵制美国的廉价娱乐节目，保护自己民族文化（包括电影和电视片生产）方面，重新发现了公共广播电视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

可见，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挑战商业主导社会这个发展趋势而出现的。因此，在多重体制安排逐渐为各个国家所接受之后，公共电视作为商业电视的对立面显示出其越来越关键的社会价值。不论公共电视在电视版图中是处于主流地位（如德国），还是从属地位（如美国）；是处于主体地位，还是补充地位，它的社会价值反而随着商业电视的全球化和深入化逐步提升。

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还取决于商业制度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公共制度的社会职能。商业电视虽然在信息类节目上有所建树，逐渐重视播送新闻、文化、教育节目，但是，它是否能完全履行公共广播电视目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难以抱有太大希望，因为从理论上说，商业电视存在着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还取决于人们对于它的社会功能的评价。就德国公共制度而言，这恐怕是最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公共广播电视在当代的衰落，实际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这种话语主流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多数人趋向政治疏离”和“公共生活的逐渐萎缩”。
 
[3]

 笔者认为，当公民们从意识上对民主政治表现冷漠的时候，又怎么会重视和发现公共广播电视的社会价值呢？因此，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还与公民素质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有直接的关系。

公共广播电视的前途还取决于公共广播电视本身的制度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应该与时俱进，在公共服务理论、社会角色、社会目标、收入方式、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造，承担起新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另一方面，正视自己的制度缺陷，在制度框架内最大程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

台湾学者李瞻2005年5月在山东大学演讲时这样评价公共电视制度：“传播学著名学者施拉姆曾经说过：‘电视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但究竟我们是否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主要决定于我们运用它的智慧，是否能与发明它的智慧并驾齐驱？’公共电视制度就是世界人类运用电视智慧的一项结晶。也许对于这项人类发明的工具来说，只有选择合适的运用方式才是及达成功最为正确的，毋庸置疑，选择公共电视才是最终的正确选择。”
 
[4]

 李瞻进而提出“建立文化本位的国家传播政策”的思路。他说：“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它的基本性质是文化教育事业，不是商业。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文化本位的国家传播政策才可以确定其基本原则。”
 
[5]



可见，公共广播电视问题最后还是归结在我们对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的基本认识上。电视是一种“娱乐本位”的媒介，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本位”的媒介？恐怕不同人群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以文化为本位的媒介，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存在价值，因此有关学者指出，“公共广播电视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根据各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断地演化和修正。”
 
[6]



在国内，直接针对国内广电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文章仍然处在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带”。
 
[7]

 这是因为，讨论公共制度，不能不提到其“非政府”和“非商业”的原则（中国新闻史上也出现过“不党不卖”的原则）。

在广播电视媒介仍然承担重大政治功能的条件下，“非政府”是很难达到的，如前文所说，国家制度对广播电视制度有“质的规定性”。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说，谈论公共制度的前提是对广播电视领域中的责、权、利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在国内，国营广播电视机构仍然“一兼三职”，充当着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百姓公共利益的代表，包括娱乐内容的提供者。在这种“中央集中”，垄断社会资源的情况下，要对责、权、利进行重新分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个机构承担的职能越多，它所面对的各种负面问题也越多。

2005年前后，电视娱乐节目在中国大行其道。以至于国家广电总局高层公开指出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
 
[8]

 除此之外，国营广播电视在市场条件下似乎更容易受到商业化、利润化的侵蚀。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大量的让人大倒胃口的植入式广告更提醒人们，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关于中国国营广播电视机构的异化，笔者不想过多讨论。娱乐性本就是电视的基本功能之一，应该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谁在提供娱乐？如果这种娱乐取向最终影响到传播者自身身份，就是制度层面应该考虑的问题了。因此，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近些年开始关注欧洲的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希望在社会责任、文化责任的社会功能上做一些制度准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就可以轻易地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笔者结合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如果要借鉴公共制度，必须在以下（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

首先，应该重视广播电视基本社会功能的研究。如李瞻提出“建立文化本位的国家传播政策”，就是基于广播电视“社会教育”功能的一种思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商业电视”及其娱乐功能为广播电视的主流内容，那么信息服务、娱乐享受、文化教育应该在中国的广播电视产品提供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又由谁来提供，如何进行制约和监管，这些问题都是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其次，要加强对不同广播电视制度以及多重制度并存状态下的综合效果研究。选择多重的广播电视制度，进而达到综合的社会效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借鉴一些国家在双轨制和多轨制的条件下的制度安排。谁主谁次，谁强谁弱，谁抓谁放，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不同制度形式的优势和弊端，了解它们如何达到互补共赢的社会效果，并进而在中国具体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下推动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要加强广播电视领域中“公民权利”的研究。中国可能不存在“公民社会”，但“公民权利”是一定存在的，在还政于民的过程中，在我国走向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广播电视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实现怎样的公民话语权利，这个问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要加强广播电视领域中传播内容和受众分析的研究。我国比较缺乏的，就是对广播电视机构基本社会功能的评价标准。因为所谓“观众份额”、“收视率”都直接指向市场。对于广播电视机构中的政治节目、新闻节目、文化节目等等缺乏定量和定性的调查分析，从而在评价电视机构工作时，也难以一针见血、有理有据地指出它们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数据，正是我们评价广播电视制度（特别是所谓党和政府喉舌的国营制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的基本依据。

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文化遗产，在全球化和商业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波及社会每一个领域的时候，它显示出更加关键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标志着在广播电视领域，人类理性和物质欲望、政治权力的对立和斗争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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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德国广播电视法（根据德文原版翻译）

一、德国广播电视州际协议（2005版）

1991年8月31日起签订，是经过修订的广播电视法州际协议第八次州际协议的文本之一（即第八次广播电视修正协议），2005年4月1日起生效。

如下州：

巴登·符腾堡州，

自由州巴伐利亚，

柏林州，

勃兰登堡州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汉堡，

黑森州，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下萨克森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莱茵兰·法尔茨州，

萨尔州，

自由州萨克森，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以及图林根州缔结如下协议：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共同规则

第一条：适用范围

第二条：概念定义

第三条：共同的节目基本原则

第四条：禁止节目，青少年保护

第五条：短报道

第五条a：重大活动的转播

第六条：欧洲电视产品，自制、委托和联合生产的电视产品

第七条：广告和电视购物的内容、节目标志

第八条：赞助

第九条：信息责任、主管机构

第十条：报道、信息类节目、民意测验

第二部分：公共广播电视的规则

第十一条：委托责任

第十二条：功能适当的财政供给，财政平衡的原则

第十三条：资金筹措

第十四条：公共广播电视的融资需要

第十五条：插播广告

第十六条：广告期限

第十六条a：指导方针

第十七条：广告变更

第十八条：电视购物的排除

第十九条：ARD和ZDF的卫星电视频道和数字电视

第三部分：私营广播电视的规则

一、许可和法律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条：许可

第二十一条：许可原则

第二十二条：答复权和调查权

第二十三条：公告义务和其他披露责任

第二十四条：商业机密

二、保证舆论多元化

第二十五条：舆论多元化，地区性窗口

第二十六条：保证电视的舆论多元化

第二十七条：观众份额的确定

第二十八条：频道归属

第二十九条：合伙关系的变更

第三十条：保障多样化的措施

第三十一条：独立第三方的播出时间

第三十二条：频道咨询部门

第三十三条：基本方针

第三十四条：过渡性规则

三、媒介监督机构，特别项目的资助

第三十五条：在确保舆论多元化下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主管机构

第三十七条：许可和监督程序

第三十八条：其他情况下的监管

第三十九条：适用范围

第三十九条a：合作

第四十条：特别项目的资助

四、频道准则，第三方的播出时间

第四十一条：频道基本原则

第四十二条：独立第三方节目的播出时间

五、资金提供，广告和电视购物

第四十三条：财政来源

第四十四条：广告和电视购物的插入

第四十五条：广告的时长

第四十五条a：电视购物窗口

第四十五条b：专门广告频道

第四十六条：基本原则

第四十六条a：地区和本地电视机构的例外情况

六、资料保护，审查，违反规定行为，惩罚规定

第四十七条：处理涉及个人资料的基本原则

第四十七条a：经营者的资料保护责任

第四十七条b：现存资料

第四十七条c：使用资料和结账资料

第四十七条d:对使用者的询问权

第四十七条e：资料保护的审计

第四十七条f：监管

第四十八条：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

第四十九条：违反规则行为

第四部分：播送容量

第五十条：基本原则

第五十一条：卫星频道的分配

第五十二条：远程传输

第五十二条a：广播电视的数字化

第五十三条：进入自由

第五十三条a：审查的附加条款

第五部分：过渡和决议规则

第五十四条：解约

第五十五条：对巴伐利亚州的规定

前言

本州际协议包括：在统一的德意志各联邦州，在双重的广播电视体制之下，公共广播电视和私营广播电视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本协议兼顾到欧洲广播电视的发展趋势。

公共广播电视和私营广播电视有责任促进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承担舆论多元化的使命。广播电视的双重体制必须有能力适应国内和国际竞争的要求。

在欧洲广播电视频道的多样化的过程中，应该运用新技术来加强德语区信息多样化和文化产品的提供。应该通过本协议，最重要的是通过制订德意志联邦更为深入的规则和促进计划，为欧洲新型电视产品的生产提供长期支持。

就公共广播电视而言，要保障它的生存和发展。其中包括它有机会参与所有节目制作新技术和传播新技术的运用，以及拥有在工作中使用所有新型广播电视的可能。它的基本财政需要，包括相应的财政平衡应该得到维持和保障。

私营广播电视的经营者应该有机会促进私营广播电视体制的壮大和持续发展，首先是在技术和节目方面。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支配足够的播送能力，以及开发适当的收入来源。他们应该能够按照各州法律规定，在通过卫星传播电视节目的时候，或通过可支配的无线电视频率来传播的时候，平衡配置本地和区域性稿件，在联邦范围内，需要考虑到新的电视经营者，尽可能达到分配的平衡。

德意志的统一和双重广播电视体制的加速发展，使得全面检查迄今为止的频率分配和使用情况非常必要。所有联邦州都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即增加提供2倍或多倍的频道，使私营电视经营者和西轨（Westschienen，今VOX，译者注）经营者获得更多的传播可能。

秉持对所有私营电视经营者一视同仁，以及更好地执行政策的观点，各州媒介主管机构有责任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

第一部分：共同规则

第一条：适用范围

第一款：本协议适用于双重广播电视体制下德国广播电视制作及其传播。

第二款：本协议没有包括的有关广播电视制作和传播的规定，以及允许这些规定施行的内容，每个电视机构或私人经营者适用有效力的各州法律规定。

第二条：概念规定

第一款：广播电视是面向公众的特定的制作和传播活动，它运用文字、声音和图像等所有形式，通过无线电磁波或借助导体进行节目的传播。本概念中的“节目”，包括能够进行编码传送或通过支付特别费用进行接收的节目。本州际协议对于《媒介服务州际协议》第二条意义上的“媒介服务”无效，本州际协议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至第五款不受本条影响。

第二款：本州际协议中相关概念的含义：

1.综合频道：指的是一个具有多样化内容的广播电视频道，信息类、教育类、咨询类和娱乐类节目作为重要部分组成一个共同的频道。

2.专业频道：指的是主要由相似内容构成的广播电视频道。

3.卫星窗口节目：是一种在联邦范围内传播，有时间限制，设于一个更丰富频道之内（主流频道）的广播电视节目。

4.地区窗口节目：是设于主流频道之内，一种有时空限制，以地方性内容为主的广播电视节目。

5.广告：是指在公共和私营广播电视上播放的所有从事商业、企业、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的公开展示，它或者向电视台支付费用，或者付出类似回报，或者是广播电视机构自己的广告，它们的目的是通过付费，宣传推动产品的销路或服务的提供，包括不动产，以及权益和责任的声明。第七条第八款不受本定义影响。

6.隐性广告：是指在节目中提到或出现商品、服务、品牌、商标或者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活动。当他们被传播者故意地向广告目标群展示，而公众对这些提示和展现的真实目的并不明了时，它就是隐性广告。特别是当这种有意识地针对广告目标的展示是要支付费用和导致类似回报的时候。

7.赞助：是指任何不从事广播电视和音像生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社团，为了推广他们的品牌、商标、人物形象或社团形象、日常工作或成就，直接或间接向电视机构提供资助的行为。

8.电视购物：是指直接向公众提供商品销售或服务的节目，包括不动产、权利和义务的声明，需要收费。

9.频道群：是指运用数字技术，通过电子频道集成处理，来组合频道和服务。

第三条：频道共同的基本原则

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电视联盟（ARD）之内的所有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ZDF）以及所有德国境内的广播电视节目传播者必须在节目中关注和保障人的尊严。应该致力于加强对人类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关注，以及鼓励不同的信仰和观点。应该注意保障公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关于电视机构的其他法律要求以及本协议第四十一条不受影响。

第四条：禁止的节目，青少年保护

本条适用《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中对广播电视有效的条款。

第五条：短报道（即消息报道——译者注）

1.任何在欧洲被允许从事某种播出目的的电视制作机构，都有权对那些向公共开放和具有普遍新闻价值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无偿报道。这些权力包括进入权、短时间直播权、录制权，以及下列第二款至十二款条件下将它们使用在特定稿件中并进行传播的权力。

2.其他的法律规定，特别是著作权和人格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受本协议影响。

3.对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具有相应工作职能的场所不能适用第一款。

4.无偿性短报道仅限于与新闻目的相关的简短报道。报道所允许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提供活动和事件新闻信息内容的必要时间。对时间较短或日常重复的活动报道一般不能超过1分30秒。类似活动的短报道可以组合播出，但是要保证这些综合报道具有新闻特征。

5.短报道权的行使必须不发生可避免的对活动和事件的干预。如果估计到活动的举办可能受到置疑，活动参与者的风俗观念可能被粗暴伤害，活动举办者可以限制或拒绝直播和录制。当信息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理由超过信息传播的理由，对活动的直播和录制将被全部停止。活动主办者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

6.在行使短报道权的过程中，活动主办者可以要求报道方支付所有人都支付的入场费用；并且补偿由于报道权的行使所产生的主办者的必要花费。

7.对专业活动进行短报道过程中，活动主办方可以要求与短报道性质相当的一个较低报酬。如果不能对报酬的多少达成一致，应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第§§1025ff条进行诉讼仲裁获得一致。报酬高低调解的失败或民事诉讼仲裁调解的失败并不能妨碍短报道权力的行使；对报酬的多少继续进行的辩论同样有效。

8.短报道权的行使还要求电视机构最迟在活动开始10天前向主办方提出申请。活动组织者最晚应该在活动开始前5天通知申请的电视机构，是否有足够空间和技术的可能进行转播和录制。对短期活动和事件的报道也应该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进行申请。

9.如果空间和技术的现有条件考虑到不能满足所有申请者，与活动主办方存在协议或参与活动主办的电视机构拥有优先权。此外经营者或主办方还有选择报道机构的权利。对这些电视机构的选择首先应该考虑，保证活动或事件举办地有充分的信息提供。

10.履行短报道义务的电视机构，有义务将节目信号和录像，在得到适当花费补偿的条件下，直接提供给那些不能进行短报道的电视机构使用。

11.如果活动主办方或事件负责方与电视机构达成关于短报道的协议，他应该同时考虑到，至少还有另一家电视机构也可以从事该活动的采访报道。

12.那些没有被电视报道使用的拍摄资料最迟应该在活动或事件结束后三个月销毁；销毁行动应该书面告知活动举办方或事件当事人。如果涉及第三方的权益，可以暂时中止这个期限。

第五条a：重大事件的直播

第一款：在德意志联邦，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事件（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只有在电视机构本身或第三方具备适当的条件，将该活动至少在德意志联邦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电视频道上同步免费收看之条件下，才允许进行加密，并要求支付特别的费用。如果时间上有所冲突的两个活动不可能同时转播，可以在时间上进行微调。如果各方在合适条件上难以达成协议，应该在活动前的法律期限内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第§§1025ff条的民事仲裁诉讼进行调解；如果民事仲裁诉讼由于电视机构或者第三方的代表权原因难以达成协议，可以按照第一句作为没有适当条件进行转播。所谓“所有人都可以收看到的频道”，指的是超过三分之二的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收看到的频道。

第二款：本协议所谓的重大事件包括：

1.夏季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2.欧洲杯和世界杯足球赛德国出赛的所有场次，以及不受德国是否出赛影响的开幕赛、半决赛和决赛

3.德国足球联盟联盟杯半决赛和决赛

4.德国足球国家队的主、客场比赛

5.德国参加的欧洲足球俱乐部决赛（冠军杯）

重大事件由众多单独事件组成，而每一个个别事件都可以视为重大事件。对重大事件含义的确认或取消只能由所有联邦州之间的州际协议来认可。

第三款：只有在如下条件下，一个欧盟成员才可以将重大活动的转播加密并且其他成员国必须付费收看：该成员国按照欧盟理事会89/552/EWG第3a条，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97/36/EG关于电视事务权利行使的规定和该成员国特定法律和行政规定进行协调，对重大事件转播的条件先行通告，并且欧盟委员会在通告公布后3个月内并没有发现持异议者，并且该成员国的规定也在欧洲联盟的官方文件上公布。除非电视机构适合官方文件中的条件，才有可能在一个免费收看的频道上进行转播。第一句对1997年7月30日之前购买加密转播的电视机构所在其他成员国无效。

第四款：如果一个批准了1998年9月9日施行的《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修正案的国家，按照该协议第9a条3款的程序公布了自己的条件，如此，按照第四句标准，除非各州总理在6个月的期限内通过一致的拒绝决定，该规定将对德意志联邦境内的电视机构有效。这种拒绝只能在如下条件下有效，如果该相关国家的条件违反《基本法》或《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的协议》。按照公布程序，德意志联邦电视机构的有效条件必须在官方的公开文件上公布。只有电视机构按照相关国家的公开条件使得在一个免费收看的频道上同时转播成为可能，才允许在该公布文件的最后期限到达的时候相关国家对重大活动的转播进行加密并且进行收费。

第五款：如果一个电视机构违反了上面第三和第四条规定，播出许可将被撤销。根据这种违反行为的豁免情况，这种许可也可以通过附加条件进行给予。

第六条：欧洲电视产品，自制、委托和合作生产的电视产品

第一款：电视机构承担作为德国和欧洲文化产品和部分声画遗产的电影、电视产品的保护的使命。

第二款：为了展现德语区和欧洲范围内的多样性以及促进欧洲电影和电视产品的生产，电视机构应该在电影、电视电影、电视剧、纪录片以及关键的电视产品方面提供与欧洲权益相当的欧洲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应该在总量上保持主导地位。

第三款：来自德语区或欧洲自制的节目、委托和合作制作的节目应该在综合频道中占重要份额。出于在节目内容上可能的侧重，专业频道的节目也应该达到这个要求。

第四款：在订购节目的过程中，并在保证经济和节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在节目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上保证公共广播电视的需要，它有权参与电影促进计划。各州关于广播电视的其他法律规定不受本条影响。

第七条：广告和电视购物的内容、节目标志

第一款：广告和电视购物不能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以及传播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和危及环境保护的观点。

第二款：广告或者广告活动不允许影响其他节目内容和编辑。第一句对于电视购物、电视购物窗口和人员同样有效。

第三款：广告和电视购物必须能够清楚地识别。它们必须在电视中通过视觉的手段、在广播中通过听觉的手段与其他节目内容明显区分。在广告和电视购物中不允许做故意的技术处理。

第四款：如果广告与其他节目可以明显区分和识别，在电视屏幕上遮盖一部分做广告是允许的。这种广告方式的时长规定按照第十六条和第四十五条关于插播广告的长度进行计算。第十五条一款和第四十四条一款同样有效。

第五款：如果广告的特征足够突出并容易识别，并且在特定节目中占据不可缺少的地位，允许广告长时间播出。这些广告应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作为长时段广告提前提示，并且随着节目的进行一直保持同样的标识。

第六款：隐性广告和类似行为是不允许的。在节目中插播虚拟广告（指在体育节目转播中用电视特技制作的场边广告——译者注）是允许的，如果：

1.在相关节目的片头或片尾做出说明并且

2.它所代替的是转播活动当地的广告

其他法律规定不受影响。

第七款：在电视广告中或电视购物节目中不允许出现新闻节目和政治时事节目经常介绍的人物。

第八款：政治的、世界观的、宗教的广告方式是不允许的。为公众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包括捐助倡议、福利目的的稿件，不作为第一句意义上的广告。第四十二条不受影响。

第八条：赞助

第一款：被完全或部分赞助的节目，必须在节目开始或结尾就赞助的经济行为做出简短的清楚的说明；该说明可以通过活动的图像进行。除了赞助商的名称之外，赞助公司标志或商标也可以插播。

第二款：被赞助节目的内容和节目定位不受赞助商的影响，广播电视机构的责任和编辑独立性不能被妨碍。

第三款：被赞助节目不允许作为赞助商或第三者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销售、购买或者出租、租借，赞助前应该做相应的特别说明。

第四款：节目不允许接受主营业务是香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生产的公司的赞助。

第五款：如果节目的赞助商的主营业务是药品和医疗，该公司的名称和标志可以作为赞助标志出现，但是不适用特定的药品和医疗，除非它得到医生的授权。

第六款：新闻节目以及时事政治节目不允许被赞助。

第九条：信息（公开之）责任、主管部门

第一款：按照州法律建立起来的广播电视机构，有责任按照那些符合《欧洲跨国境电视公约》第六条第二款，并由州法律授权的主管机构的要求，提供所需信息以供使用。被授予许可证的私营电视公司同样有满足州媒介管理机构信息要求和使用的义务。可以建立更多部门来进行信息的法律监管。

第二款：联邦州总理们可以通过协议确定建立一个或多个第一款所指机构，以承担《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第十九条第二、三款的任务。这些机构通过各州的主管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来完成任务。

第三款：如果国家的报道责任涉及国家之间组成的机构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权利关系，第一款和第二款同样适用。

第十条：报道、信息类节目和民意测验

第一款：新闻报道和信息类节目应该符合公认的新闻工作基本原则以及道德精神。它们必须是独立的和真实的。新闻在播出之前应该根据情况对它的真实性和消息来源认真审查。有偿节目应该与新闻报道清楚区分，诸如作者名称等等应该清楚标明。

第二款：对于通过广播电视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活动，应该明确说明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

第二部分：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规定

第十一条：委托责任

第一款：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和一部分，通过广播和电视的节目生产和传播，形成自由的个人观点和自由的公共舆论。它可以提供复制的节目和与节目内容相关的媒介服务。

第二款：公共广播电视应该在它的产品和频道中，提供广泛的国际、欧洲、本国、地区事件的概况，以及所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它应该借此促进世界人民的互相理解，推动欧洲的整合、德意志联邦和各州的团结。它的频道应该提供信息、教育、咨询和娱乐的服务。它的稿件应该尤其注重文化内容的提供。

第三款：公共广播电视应该保证实现它的委托责任，即新闻报道客观性和非党派性的基本原则，舆论多元化以及节目的供需平衡。

第四款：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之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德意志广播电台应该公布各自的规定和基本方针，更详细地赋予这些机构各自的委托责任。按照本条第一款制定的各自规定和基本方针应该在该州的官方正式文告上公布。在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之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德意志广播电台，每两年必须提交关于委托责任实现情况的报告，包括节目提供和频道的数量和质量，各自确定的节目计划的实施情况。第一次提交报告的时间是2004年10月1日。

第五款：在州际协议第七次修正案生效三年后，各州应该审查第四款规定的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功能适当的财政供给，财政平衡的原则

第一款：为了履行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责任，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供给应该保证，宪法和法律特别强调保证公共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款：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平衡是ARD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萨尔州广播电视台、不来梅广播电台和自由州柏林电视台的功能和任务的实现应该得到保证。至于财政平衡的尺度，以及适当的广播电视费的收取，按照《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来确定。

第十三条：财政来源

第一款：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是收视收听费、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和其他收入，收视收听费是最优先的财政来源。受委托的频道和节目提供不允许收取其他费用，节目副产品不在此内。

第二款：已设置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是履行将来缴费义务的理由。

第十四条：公共广播电视的财政需要

第一款：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需要，包括相关合理的潜在需要，应该由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广播电视机构、德国电视二台和公共性广播电台德意志电台向独立的“广播电视机构财政需要调查和审核委员会”（KEF）申报，接受该机构的调查和审核。资金使用的经济性和节约性的基本原则也将由该机构定期检查。

第二款：资金需要的调查和审核，尤其以如下几条为基础内容：

1.维持现存广播电视频道以及通过州际协议确定的所有州电视频道的竞争能力（生存需要）；

2.按照各州法律新建立的广播电视频道，同样可以使用新的节目制作和传播的广播电视技术，运用新的广播电视运作形式（发展需要）；

3.媒介范围内普遍性的成本变化和特别的成本变化；

4.收视收听费收益、广告收益和其他收入的变化。

第三款：对资金需要的调查和考核应该达到高度的实事求是。

第四款：收听收视费的确定应该通过州际协议（这里指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译者注）。

第十五条：广告插播

第一款：祈祷仪式和少儿节目的播出不允许被广告和电视购物节目打断。

第二款：电视广告和电视购物节目必须在节目与节目之间插播。单个广告和电视购物的播出应该是个别现象。如果节目的整体关系和特点不受影响，或者不违反法律规定，在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情况下允许广告和电视购物插入正在播出的节目中间播出。

第三款：电视节目时长超过45分钟的允许其中插播一次广告或电视购物，这对于节目的子栏目同样有效。在转播重大活动或文艺演出的时候，在活动休息的时间可以插播广告和电视购物，但不能影响前后活动的转播。对节目时长的计算以频道的播送时间为准。

第四款：在转播重大体育活动的时候，由于存在中场休息，所以不能适用第一和第三条规定，广告和电视购物只能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播送。

第五款：如果一个电视频道有意地和长期地面向另一个国家的观众播送广告和电视购物，而这个国家虽然批准了《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但还不是欧盟的成员，它可以规避已生效的关于广告和电视购物的规定。如果本州际协定的规定比相关国家生效的关于广告和电视购物的规定要严格，此外，如果相关国家的协议中对这个领域不得干预的话，本条第一款不再有效。

第十六条：广告时长

第一款：德意志广播电视联盟（ARD）的第一套电视节目和德国电视二台（平均年度）每个工作日的广告播送总时长最高各为20分钟。没有用完的广告时间可以以每个工作日最高5分钟向后顺延。每个工作日20∶00以后，星期日，以及所有法定的节假日不允许播送广告。第十七条不受影响。

第二款：ARD和ZDF的其他全国范围的电视频道以及各地第三套电视频道不能进行广告的播送。第十九条第六款不受影响。

第三款：在一个小时的时段内，电视广告的时长不能超过20%。

第四款：广播电视机构在自制的节目和备份节目中，直接就公共服务性的无偿稿件，包括福利目的的捐款呼吁，以及医疗广告法意义上的责任解释做出说明，这些稿件可以不适用第一条和第三条意义上的广告概念。

第五款：各州有权确认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广播广告的时长不超过平均年度每个工作日90分钟；1987年1月1日各州作出的关于广播广告不同的时长，以及不同的每天广告时长限制的规定可以保留。

第十六条a：指导方针

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广播电视机构以及德国电视二台应该公布本机构为贯彻第七、八、十五条规定所制订的指导方针。它们应该和州媒介机构一起建立行为准则并且就贯彻基本方针的经验进行交流。

第十七条：广告变更

各州可以就公共广播电视的广告总时间、每天的广告时间限制以及工作日的时间限制通过协议进行修订。

第十八条：不准从事电视购物

以电视购物节目形式出现的电视购物不能在公共广播电视上播出。

第十九条：广播电视频道

第一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根据ARD州际协议的第一条第一款以及ZDF州际协议的第一条第一款，各自运营一个综合频道。在德意志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各台运营的广播电视频道，其总数不应该超过2004年4月1日存在的数字。

第二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还可以共同运营：

（a）一个以文化为重点的电视频道；该频道可以由外国公共电视机构，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公共电视机构参与；

（b）两个专业频道

两个机构共同参与欧洲电视文化频道的工作。

第三款：按照第二款建立的频道应通过卫星传送；采用其他传送途径的附属频道适用各州法律。

第四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频道传播；此外它们还有权运用数字技术各自运作最多三个数字频道，该三个频道分别以文化、教育和信息为中心。这些频道可以在一个电子频道指南下整合提供（频道群）；应该保证通过频道指南达到共同电视频道的相互获得。

第五款：按照本条第四款建立的所谓“频道”或“频道群”，就ARD和ZDF而言，一共不能超过三条模拟电视有线信道的规模，三条中的两条归ARD，一条归ZDF。ARD和ZDF应该互相通报对于这些模拟有线信道的分配情况。

第六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建立新的全国范围和州范围的电视频道，只有在放弃某一个按照第一款第二句，第二款第一句或者第四款建立的现有频道，并且法定的频道功能要通过新频道履行，作为替换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并且不能产生更多的经营费用。

第七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总共可以运营2004年4月1日为止存在的模拟和数字广播频道。广播频道，不论是采取数字还是模拟技术，只作为广播频道而有效存在。只有在费用不提高的情况下，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才有可能按照各州法律用其他广播服务或者通过机构间的合作来代替原有机构，第一句的规定不能违反。将数字广播代替模拟广播不被允许。

第八款：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联盟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谋求将它们的广播节目集束化，以及更进一步的合作。它们在第十一条第四款的框架下进行通报。

第三部分：关于私营广播电视的规定

一、许可和法律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条：许可

第一款：私人经营者从事广播电视的经营需要按照州法律获得许可证。本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确认的频道种类，就是许可证允许的经营者从事联邦范围频道经营的内容。

第二款：如果并且只要某种广播电视的媒介服务被列入（目录），这种服务的提供者就需要按照州法律获得准入许可。如果州媒介主管机构与所有媒介机构一致判定该服务属于规定范围，在收到通知之后，提供者应该按照自己的经营选择在6个月内提出准入申请，或者提供规定范围之外的媒介服务。媒介服务的提供者有权向州媒介主管机构提出无法责申请。

第三款：州法律可以提供一个简化的准入程序，当这个节目

1.在一个地方性的公共活动中，并且报道和传播在时间上与这个活动联系在一起或者

2.为某些公共设施（单位）提供，如果这些节目服务为了同样的使用目的，并且节目因此才能够被收看到，并且在功能上只有在这些设施中才能达到目的。

各州法律规定不受影响，如果节目提供给有限数量居住单位，或者是机构内部节目，并被限定于一个建筑物内或者在所拥有的建筑群中，不需要准入许可。

第四款：一个电视机构的准入许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拒绝或吊销，如果：

1.这个机构的电视频道违反规定，向其他批准了《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的国家的观众传播它的全部或主要节目。

2.该电视机构在德国注册的目的是规避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且，

3.该电视机构有意规避的其他国家的规定也是《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所针对的内容。

只要能够确定不会违反第一项的规定，这种准入的拒绝或吊销可以通过提供附加协议代替。

第二十一条：许可原则

第一款：申请方做出完整陈述、给予所有问询以答复、提交所有资料，这些对准入申请的审核十分必要。

第二款：答询责任和提交资料的责任特别涉及到：

1.在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的直接和间接参股申请机构的情况说明，申请机构资本和股权关系，以及股份公司法意义上关联公司的资本和股权关系情况说明；

2.按照第一项对参股人员的陈述，可以为个人，可以是私人公司（合伙组织自己负责的公司）或者一个法人机构的成员；

3.申请机构的公司合同以及规章制度；

4.申请机构存在的第二十八条意义上参股方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协议，在共同的广播电视经营中和信托关系中，以及按照第二十六条和二十八条，他们之间的重大关联；

5.一个书面的声明，即申请机构按照第1到第4项所提交的资料和情况说明是完整的。

第三款：对于许可程序的审查阶段来说，真实性是相当重要的，它关系到在本协议影响范围之外的过去的情况，所以申请机构需要对真实性进行澄清并提交必要的证据。它应该尽法律和现实的可能提供所有证据。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关系已经形成，并且提交证据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或提供，机构就不能作证说，自己不能对真实性做出澄清并提交相应证据。

第四款：按照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任何在申请机构直接或间接参股或者存在合伙组织公司的，或者存在如第二十六和二十八条所述其他影响的自然人、法人、个人公司，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第五款：如果申请机构没有在州主管媒介机构的特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答询和呈报的连带义务，准入申请将被拒绝。

第六款：许可程序的答询和呈报义务还包括如下责任，任何申请机构或许可证的持有者的基本情况的变更必须马上通报州媒介主管机构。基本内容适用上述第一到第五款。第二十九条不受影响。

第七款：其他的通报义务还有，在每一个日历年，该机构和按照第二十八条直接或间接参股的人员和机构有义务向州媒介主管机构提交一份报告，在这一年之中，是否出现或多大程度上存在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的股权变更和责任变更。

第二十二条：答复权和调查权

第一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进行所有对于它履行第二十六到三十四条所列职责是必要的调查和资料征收工作。用这些资料，主管机构按照适当的责任评价来进行必要的真实性调查。这些权力特别包括：

1.要求答复，

2.听取行政诉讼法第13条意义上合伙人的证词、听取证人和专家的证词，或者要求获得合伙人、专家和证人的书面证言，

3.参考证明文书和档案，

4.调查当事人表现，

作为参股者的其他人员应该首先被问询，如果他们的真实性解释不能达到目的或者难以期望有什么结论的话。

第二款：证人和专家有义务做出证词和出示鉴定意见。作为证词证人或鉴定专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有关专家拒绝做出意见的规定，以及关于在公共事务听证程序中，作为证人和专家被问询的规定。对证人和专家的经济补偿适用该法关于证人和专家补偿的规定。

第三款：为了保证证言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正确性，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要求所有人（按照第二十一条第一到四款具有答询和提供证据的人）做出代替性的誓言的保证。只有在不存在其他对真实性的调查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没有结果，或者没有相对适用的调查方法的情况下，这种代替性的誓言的保证才可以进行。

第四款：受州媒介主管机构委托，从事第二十六条到三十四条工作的人员，应该在一般的经营时间或工作时间，进入第二十一条第一、三、四款所列对象的经营场所和产业，对下面第五款所指材料进行审阅。《德国基本法》第十三条的基本权利在此处被限制。

第五款：在第二十一条第一、三、四款所列人员和个人企业提交记录、账册、商业文件、其他证明以供第二十六条至三十四条所指工作使用、问询，并就第四款提供必要的协助。预防措施以及阻碍、阻挠调查的措施是不允许的。

第六款：提供答询的义务可以拒绝此类问题，如果答复会将本人或者民事诉讼程序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1至第3项标明的所属成员置于法律惩罚后果的危险，或者置于违反法律程序的处境。

第七款：搜查只能根据地方法院法官的命令，在特定区域进行。为了避免延误，也可以在第四款所指人员的经营时间，在没有法官命令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搜查。如果没有法官发出的命令，而又有事实显示，会有延误的危险产生，必须马上进行搜查，那么，在现场必须做好关于搜查原因、时间、地点、主要结果的记录。

第八款：被搜查场地的事实所有者可以进入搜查现场。如果他不在现场，应该有代理人或者一个其他方面的证人出席。现场的真实所有者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要求取得第七款第三句所指的搜查现场记录。

第二十三条：公告义务和其他披露责任

第一款：按照商业法针对大股份公司的规定标准，每个机构每年都要履行独立的法律形式，包括在财政年度结束下一个月的九天之内提交和公布年度决算报告和经营情况报告。第一句适用于那些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句所指的间接机构参与者和那些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句所指的直接参股者。

第二款：在同样的期间内，机构要向媒介主管机构提交报告期间频道收入来源的清单。

第二十四条：商业机密

对于报告中自然人、法人或个人公司之间私人的、商业关系涉及到企业和公司秘密的，州媒介管理机构，它的部门、人员和委托第三方应该在工作中实施保密或其他公布措施。对于涉及人员资料的处理，适用关于资料保护规定的州法律。

二、保证舆论多元化

第二十五条：舆论多元化、地区性窗口

第一款：商业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应该体现舆论多元化的基本特征。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的、世界观的和社会的力量和团体必须在综合性频道中有相应的表达空间；少数族群意见的发表受到保障。专业性频道的提供不受影响。

第二款：一个单独的频道不允许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上造成过度不平衡的影响。

第三款：在准入程序的框架内，州媒介管理机构应该谋求那些对文化内容感兴趣的机构的参与。但自己不能在机构中持股。

第四款：在两个全国范围内传播的最有实力的综合电视频道中，按照频道活动的规模，在不同时间和地区，最迟在2002年7月1日，按照每个州法律的标准播送地方窗口节目。窗口节目的组织和资金提供由机构经营者提供。窗口节目的时间和技术计划在保证相关机构经营者的利益的条件下，由州媒介管理机构确定。

第二十六条：保证电视的舆论多元化

第一款：一个公司（自然人、法人或个人协议公司）允许德意志联邦自己经营，或者通过它的责任公司经营没有数量限制的频道。按照如下条件它将被认为达到了形成优势舆论的标准。

第二款：如果一个公司的频道的观众份额可以达到年均30%，就可以推测，它输出了优势舆论。如果该企业从事与媒介相关的类似市场并且占据一个垄断的市场地位，或者它在电视领域或其他与媒介相关的类似市场获得了很高的整体评价，那么它的观众份额只要达到25%，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对于舆论的影响与只在电视市场活动并占据30%观众份额的公司相当。在按照本条计算观众占有率的时候，如果该公司如二十五条第四款所指占据了最高的观众份额的综合频道同时播出窗口节目，应该在实测的观众占有率上减去2个百分点；按照第五款标准，如果同时播出的还有提供给第三者的节目，应该在实测观众占有率上再减去3个百分点。

第三款：如果该公司拥有形成优势舆论的频道，那么该公司将不能得到更多的频道许可证，或者在申请持有更多同类机构责任股份的时候不能再被无条件地批准。

第四款：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形成优势舆论的频道，建议州媒介主管机构通过媒介专门调查委员会（KEK）对该公司采取以下措施：

1.该公司放弃自己的责任股份，直到该公司的责任股份所代表观众份额降低到第二款第一句限额之下，或者

2.在第二款第一句情况下将与媒介相关的类似产业市场地位降低或者放弃责任股份，直到不再会形成第二款第二句所指优势舆论，或者

3.该公司可以按照第三十条和三十二条对控股机构做出多元化的保障措施。

KEK与该公司共同探讨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手段，并且形成一致的规定。如果KEK与公司达不成一致意见，或者他们没有在适当的时间期限内达成一致的措施，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按照KEK的意见吊销该公司相应频道的许可证，直到该公司不再有能力形成优势舆论。KEK选择这种措施，只能是特别情况下的个别现象。这种许可证的吊销带来的可能的损失将得不到赔偿。

第五款：如果一个拥有一个综合频道或者一个专业频道的公司，它的重点信息类节目达到年均10%的观众份额，按照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它在收到结论和通知后的6个月内要通过媒介主管机构将播出时间转让给独立的第三方。如果一个公司控股的频道年均观众份额达到20%，但是它的综合频道和专业频道的重点信息类节目没有达到10%的观众份额，它也有责任按照第一句的要求作为最高观众份额来处理。如果该机构随后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按照KEK的结论吊销其许可证。第四款第五句在此情况下同样适用。

第六款：州媒介主管机构三年一次或按照本州要求公布KEK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商业广播电视集中度的发展状况，以及舆论多元化的保障措施，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电视产业与媒介相关类似产业的组合，

2.广播电视机构在不同的传播领域的横向联合，以及

3.媒介领域的国际联系。

该报告应该按照第二十六条到三十二条的内容就上述规定发表意见，并进行必要的修正。

第七款：州媒介主管机构每年公布KEK编写的频道目录。该频道目录收入了所有的频道以及它的经营者和合伙人的信息。

第二十七条：观众份额的规定

第一款：州媒介主管机构通过KEK调查包括所有德语公共频道和全国性商业频道的观众份额（占有率）。调查程序采取的计量单位是这些频道在最近12个月的平均观众份额。

第二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委托KEK按照相关标准对公司的观众份额进行调查。委托任务应该在经济的和节约的原则下进行。该调查必须按照普遍公认的科学方法对满3周岁以上观众进行代表性调查。州媒介主管机构应该与公司方签订协议，按照第一款第一句进行的观众份额调查的调查数据可以被合同第三方所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州媒介管理机构通过费用分摊达到适当减少开支的目的。

第三款：经营者有义务协助进行观众份额调查。如果该经营者不履行协助义务，可以吊销它的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频道归属

第一款：一个公司所属频道包括它自己经营的所有频道，或者通过别的公司经营的，自己间接持有25%或更多的资本或可表决股权的频道。此外如果该公司还与证券法第十五条意义上的联合公司有直接参股的关系，并且在联合公司拥有25%或以上资本上或可表决股权，这些频道也计入该公司。如果第一句和第二句中的联合公司是同一个，它在该公司的资本份额或者可表决股权应该合并计入。如果更多公司通过协议或其他途径联合起来，共同对一个参股的公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该被参股公司的控股公司。

第二款：如果一个公司自己或者与其他公司共同对一个经营者施加可比较的影响，按照第一款，这种参与行为同样存在。作为可比较的影响在以下条件下有效，如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由于其他原因按照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句归属其他公司的公司：

1.通过频道某部分的制作，在一个经营者的播出时间中定期占据重要部分，或者

2.通过协议合同，或者法律规定，或者所有权地位的其他方式，在合同中独立地对一个经营者的频道组织、购买或者生产有重要的决定权。

第三款：按照第一和第二款进行公司归属划分，还应该包括那些所在地在本州际协议管辖范围之外的公司。

第四款：在对经营者施加可比较影响的考察和评价中，应该包括存在的参与者关系。此处可以适用公司法和税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十九条：合伙关系的变更

每一个计划变更的合伙关系或其他具有影响关系的实施，要先向州媒介主管机构进行书面申报。具有申报义务的包括经营者，以及按照第二十八条，在该经营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经营者。如果在这种变更的前提下该机构才能被授予许可证，那么主管的州媒介机构可以没有顾忌地批准这种变更。如果一个规划的变更没有按照第三句被无条件批准便实施，它的许可证将被吊销；详细的吊销方法参照各州法律。如果股份公司有微不足道的合伙关系变更，KEK可以将其作为申报义务的例外情况加以安排。

第三十条：保障多样化的措施

如果要在一个经营机构或公司中保证前面所说的多样化，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1.将播出时间提供给独立的第三方（第三十一条）

2.设立一个频道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一条：独立第三方的播出时间

第一款：一个按照上述规则履行提供播出时间责任的电视频道，在保证频道主经营者自治的条件下，还必须在它的频道中体现稿件的多样化，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信息领域。这些窗口节目的制作与主频道保持编辑的独立性。

第二款：上述窗口节目的时间长度必须每周至少260分钟，其中至少有75分钟在19∶00至23∶00时间段播出。在每周的播出时间中，地区性窗口节目最高时间长度为150分钟，其中每周最多80分钟来自独立第三方，这段时间不包括在前面第一句所说的播出时间之内；而总的地区性窗口时间长度相应减少80分钟。上述计算方法只有在地区性窗口节目独立于经营者编辑制作，并且可以被全德范围至少50%的用户收看才有效。只有在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前提下，即传播手段数字化的情况下，才允许该范围有所降低。

第三款：第一款中窗口节目的提供者与主频道经营者之间不允许存在法律上的依赖关系。所谓法律依赖关系，指主频道经营者与窗口节目提供者之间存在的第二十八条涉及的所有公司权属关系。

第四款：如果一个主频道的经营者有提供独立第三方播出时间的义务，主管州媒介机构将和该经营者协商，对于窗口节目许可证进行招标。州媒介主管机构将审查所有申请者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符合本协议规定以及其他州法律的规定，并且通报主频道所有能够获得许可的申报者。州媒介机构将与主频道经营者就达成一致的挑选结果进行共同探讨。如果这种一致意见不能形成，并且媒介主管机构手中有多于三个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主管机构可以在主频道建议的申请者中挑选任何一个有最大可能实现频道稿件多样化的机构，并授予其许可证。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只有三个或更少，由主管媒介机构直接决定。

第五款：如果一个窗口节目的申请者按照第四款方法被选中，它将和主频道经营者就窗口节目在主频道的框架内签署协议。在这个协议中特别要注明主频道经营者的义务，即为窗口节目提供尽可能的财政支持。此外该协议必须注意，按照第六款，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的解约只能由于重大的毁约行为或者重要原因，并在6个月的期限内才能得到批准。

第六款：按照第五款，协议的基本前提和适用条件是，窗口节目的经营者被主管媒介机构授予窗口节目经营许可证。在主频道和窗口节目经营者的许可证中注明按照第五款签订的协议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由主频道许可证吊销带来的可能危害的补偿将得不到保证。窗口频道经营者许可证的时限一般为3年，最长时限不超过主频道许可证的有效期限。

第三十二条：频道咨询部门

第一款：频道咨询部门具有这样的频道责任，即在频道经营活动中为经营领导层和合伙人提供咨询。频道咨询部门应该通过建议和激励的方式保证舆论多元化和频道稿件的多样化（第二十五款）。经营者建立频道咨询部门后，应该通过协议和规定，保证它能够在电视频道中发挥影响。

第二款：频道咨询部门的成员由经营者任命。他们必须来自所属社会团体并且能够在总体上提供保证：代表社会上的主要观点。

第三款：频道经营者应该将频道经营活动遇到的所有问题通报咨询部门。咨询部门应该听取频道组织、节目内容、频道规划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参与州媒介主管机构主持的频道相关问题的听证会，并听取有关频道的申诉。

第四款：频道咨询部门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要求业务领导层就所提问题进行答复，并且就频道工作或某一篇稿件发表与业务领导层不同的意见。对于这种批评和质询，业务领导层必须在适当期间内予以表态。如果他们对频道咨询部提出的关于频道的批评和质询没有足够重视，咨询部门可以要求管理层的监管部门做出决定，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咨询部门可以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做出决定。股东大会或者管理层监管机构如果要对咨询部门的建议进行否决，必须达到投票数75%的多数。

第五款：在做出对频道组织、内容、规划，或者对频道投诉的决策之前，业务管理层应该征求咨询部门的同意。如果被拒绝或者在规定期间内难以得到咨询部门的意见，管理层的相关措施只要得到管理层监管机构的同意即可，如果得不到同意，便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做出决定，只有在达到投票数75%的多数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经营者将公布频道咨询部门建议的结果，或按照第二句将主管媒介机构决定的结果进行公告。

第六款：如果频道咨询部门是建立在一个个体经营公司之内，那么第四款和第五款，处理与经营者的关系应该按照如下标准执行，即频道咨询部门可以代替股东大会和领导层监管机构将问题直接向媒介主管机构上诉，由州媒介主管机构对各项措施做出决定。

第三十三条：基本方针

州媒介主管机构公布共同的基本方针，来详细实施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提及的基本准则。在针对第三十二条进行规章制订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关于频道咨询机构上诉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准则。

第三十四条：过渡性规则

在按照第二十七条进行第一次观众份额调查之前，现存的关于观众份额的资料可以作为评价全国性电视频道经营活动中保障舆论多元化的问题的依据。经营者有义务按照KEK的要求，将自己现有的关于观众份额的资料提供给KEK使用。州媒介管理机构行使行政法律程序规定，在注意确保参与者权益的条件下，按照本协议的标准，公布第一句中作为依据的资料，并按照第二十七条，马上进行第一次关于观众份额的测定，得出符合法律和实际的结果。

三、媒介监管机构，特别项目的资助

第三十五条：在确保舆论多元化下的监督

第一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在发出许可证前后应审查私人经营者是否遵守本协议关于保障舆论多元化的有效规定。他们的所有决定都应该符合本协议的相关规定。

第二款：为了履行第一款的职责，下列机构必须设立：

1.媒介专门调查委员会（KEK）和

2.州媒介主管机构首脑会议（KDLM）

州媒介主管机构利用这两个组织来完成第一款的职责。

第三款：KEK由6个来自广播电视法和经济法的专家组成，其中3个必须拥有司法部门认可的资格。KEK的成员和在成员难以出席的情况下，暂时代替的2个候补成员由各联邦州总理共同任命，任期5年；人选可以重复任命。成员的来源仅限于欧盟机构的成员或公务员，联邦或州宪法机构的成员，ARD、ZDF、德意志广播电台、欧洲电视文化频道ARTE内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各委员会成员或公务人员，各州媒介主管机构的公务员和私营广播电视经营者，以及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参股公司的公务人员。

第四款：如果一个KEK的成员退出，各州总理可以共同任命一个候补成员或者一个另外的专家在剩下的任期里成为正式成员；如果一个候补成员退出，可以适用同样的办法。

第五款：州媒介主管机构首脑会议（KDLM）由每个州的媒介主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组成，他们的时效取决于他们的职务任期；在法定代表难以出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常驻代表出席。他们的工作是无偿的。

第六款：KEK和KDLM的成员在按照本协议行使职责的时候不受政府指令的约束。在与其他州媒介主管部门的关系上，第二十四条的缄默责任同样有效。

第七款：KEK的成员可以因为他们的工作被支付适当的报酬，以及报销必要的垫付款。电视委员会的主席所在州与专家们签订相关合同。

第八款：各州媒介主管机构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供KEK使用。KEK按照经济的和节约的原则制订一个财务计划。KEK和KELM的花费按照《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从各州媒介主管机构的份额中补充。这些费用通过州媒介主管机构在相应程序中规模适当地提出。州媒介机构通过行政协议制订更详细的规则。KEK的经济地位由各州总理通过共同的协议来决定。

第三十六条：主管

第一款：KEK和按照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标准设立的KDLM全权负责全国性电视频道经营活动中舆论多元化保障问题的评价工作。他们在第一句的框架内审查如下问题：按照第二十六条第四款，通过参与者关系的变化情况，不受影响地决定许可证的发放或者变更的措施。KEK和KELM根据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通过各州媒介主管机构，享有诉讼权利。KEK可以对所有与占有观众份额频道有权属关系的公司进行审查。

第二款：对电视频道经营者的选择、许可和对频道的监管是州媒介主管机构相应主管部门的职权。在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一句条件下做出的决定应该在所有媒介主管机构中获得四分之三多数的认可。在做出对电视频道经营者选择和许可的行为之前，应该先由KEK做出决定。

第三十七条：许可和监督程序

第一款：对那些没有出于保障舆论多元化之外的原因而被拒绝的，来自私人经营者的许可证申请，该公司法人除了向州媒介主管机构递交申请外，应该马上提交KEK关于保障舆论多元化问题评价的相关材料。KEK的这份决定应该在法定代表多数同意的情况下提出。该决定应该附有理由说明。在说明理由中应该通报重要的事实和法律的缘由。KEK的决定不受媒介主管机构其他部门的约束。KEK的决定是做出最后判断的基础。第二款不受影响。

第二款：如果州媒介主管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想做出与KEK决定有所不同的决定，它必须在一个月内就KEK的决定向KDLM上诉。不允许通过别的媒介主管部门进行这种上诉。KDLM要求提供所有需要的与申报相关的文件。如果KDLM没有在上诉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就做出与KEK不同决定一事达到法定成员四分之三多数的同意，那么KEK的决定仍旧有效，否则KDLM的决定将代替KEK的决定生效。

第三款：第一款和第二款适用于KEK和KDLM在所主管的其他关于私人经营者许可证问题上就保障舆论多元化问题进行的评价。

第四款：每个与决定有关的被许可的全国性电视经营者有权按照第三十五条和三十六条就州媒介主管机构的决定提出异议。

第三十八条：其他情况下的监管

第一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审查私人经营者在获得许可证前后遵守本协议其他针对私人经营的生效规定的情况。在各自做出决定的过程中，这些主管机构适用各州自己的法律规定。

第二款：各州媒介主管机构谋求在施行第一款的程序方法上互相之间协调一致的目标。他们应该达到这个目的，即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够在事前达成一致的立场。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应该在前期规划和技术准备中进行合作。

第三款：每个媒介机构都可以按照第一款就其他州媒介机构的许可权提出异议，如果这个机构的全国性节目违反了本州际协议的其他规定。州媒介主管机构有责任对此关注，并且对该被指控机构进行调查，提出书面结论。

第四款：第四十七条f第一款不受影响。

第三十九条：适用范围

第二十二条到三十八条仅适用于全国范围内传播的电视机构。不允许通过州法律来改变这些规则。KEK的决定以及KDLM按照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标准做出的决定，都是州媒介主管机构按照州法律做出关于转播容量的分配决定的基础。

第三十九条a：合作

第一款：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在履行职责的框架内与政府的电信部门和邮政部门，以及联邦反垄断管理局进行合作。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按照电信部门、邮政部门和联邦反垄断管理局的询问，通报那些对履行职责必要的情况。

第二款：第一款适用于各州反垄断部门。

第四十条：特别项目的资助

第一款：统一收取的广播电视费用的2%可以作为附加部分提供给下列项目的使用：

1.州媒介主管机构的准入和监督功能，包括必要的规划，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前期准备，

2.促进开放的有线网络。

第一句提及的这部分资金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也可以按照州法官的授权支付州的技术性基础设施和更新广播电视传输技术项目的费用。对广播电视传输技术项目的资助应该有时间的限制。对于非商业的、本地的或地区的广播电视经营者及其提高媒介能力的资助可以通过州法官的授权在第一句所说资金中拨付使用。

第二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只能按照第一款支配该部分的一部分资金，州法官的权力不受影响。

第三款：如果第一款所指部分资金没有被使用，它属于所有州广播电视机构所有。允许制定专门的州法律规定。

四、频道基本准则，独立第三方的播出时间

第四十一条：频道基本准则

第一款：宪法原则适用于广播电视频道。广播电视频道保障人的尊严，以及关注其他不同的观点、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促进德国的统一团结，以及国际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相互之间的歧视。遵守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保护个人名誉的法律规定。

第二款：综合性的电视频道应该在信息、文化和教育稿件中，以适当的比例反映德语区和欧洲的多样性；专业性频道提供此类稿件的可能性不受影响。

第三款：第一款和第二款只适用于在全国范围传播的广播电视。

第四十二条：独立第三方节目的播出时间

第一款：福音新教教会、天主教会和犹太教区希望获得适当的时间进行宗教节目的传播，经营者可以要求他们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

第二款：在参与德意志联邦议院的选举中，如果某党派在官方认可的党派名单上，就不必为播出时间支付相应的报酬。此外，如果某些党派或政治联盟至少获得了选举推荐的资格，他们在参与欧洲议会德意志联邦代表的选举中也不必为播出时间支付相应的报酬。

第三款：第一款和第二款仅限于联邦范围内传播的私营电视。

五、财政来源，广告，电视购物

第四十三条：财政来源

私营电视可以通过广告、电视购物和其他收入方式，特别是参与者的报酬（订购或单独报酬），以及特定方式保证自己的财政来源。广播电视费不允许作为私人电视经营者的资助手段。第四十条不受影响。

第四十四条：广告和电视购物的插入

第一款：祈祷和儿童节目的播出不允许被广告和电视购物打断。

第二款：电视广告和电视购物环节必须在两个独立节目之间插入。单个广告和电视购物只能是例外情况。如果节目的整体关系不受损害，并且不违反所有者权益，在第三款至第五款的前提下，广告和电视购物环节可以在节目中插入播出。

第三款：对于由不同的独立部分组成的电视节目，或者体育和进行类似编排的活动转播，包括中间有休息的文艺演出，在两个独立部分之间或休息时间可以插入广告和电视购物。在其他节目中，两个中断点的间距应该至少为20分钟。第四和第五款不受影响。

第四款：与第二和第三款不同，音像制品诸如电影和电视影片的播出，电视剧、连续剧、轻娱乐节目和纪录片除外，时间长度超过45分钟的，在每次达到连续播出45分钟时可以插播一次广告。如果节目有超过2个或更多45分钟的时间段，并且在此基础上超过了至少20分钟，可以再插播一次广告。

第五款：在电视中，新闻节目、政治时事节目、有宗教内容的纪录片和节目，如果编排时长不超过30分钟，不能插播电视广告和电视购物。如果节目时间超过30分钟，可以按照上面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款：如果一个电视频道的广告和电视购物特别地和长期地向另一个国家的观众播送，而这个国家虽然批准了《欧洲跨国界电视公约》，但还不是欧盟的成员，它可以不适用已生效的关于广告和电视购物的规定。如果本州际协定关于广告和电视购物的规定比相关国家有效规定要严厉，并且，如果与相关国家的协议中对这个领域不得干预的话，本条第一款不再有效。

第四十五条：广告的时长

第一款：除了电视购物窗口，在第45条a意义上的电视购物节目、广告节目以及其他形式的广告的播放时间不得超过全天播出时间的20%。而广告节目不得超过全天播出时间的15%。

第二款：广告节目和电视购物节目在一个小时内，以一个整点为起点的计算时间内，播出时间不得超过20%。

第三款：广播电视经营者关于无偿的公益节目的说明，应该在该公益节目中直接说明，无偿公益节目指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稿件，包括福利目的的捐款倡议以及根据医药广告法不作为本条第一和第二款广告性质的责任说明。

第四十五条a：电视购物窗口

第一款：被一个频道播出的电视购物窗口，不能作为电视购物节目的例外情况，必须遵守至少15分钟时间内不得被中断的规定。

第二款：每天仅允许8条这样的电视购物窗口。每天总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3个小时。该窗口必须有明显的、准确的电视购物窗口的标记。

第四十五条b：专门广告频道

对于专门广告频道适用本协议第七、八、四十四、四十五和四十五条a。在这个广告频道中允许第四十五条第一、二款中限制的其他广告形式出现。

第四十六条：基本原则

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发布共同的基本规则以贯彻第七、八、四十四、四十五条a和四十五条b的原则。他们就此与ARD中的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ZDF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施行这些基本原则方面实现共同的经验交流。

第四十六条a：地区和本地电视机构的例外情况

对于地区和本地的电视频道可以按照各州不同的法律规定，在第七条第四款第二句，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至第五款以及第四十五条，四十五条a的基础上施行。

六、资料保护、审查、违反规定行为、惩罚规定

第四十七条：处理涉及个人资料的基本原则

第一款：只要本州际协议没有其他说明，适用所有生效的涉及个人资料保护的规定，即使这些资料并不在处理和使用的资料之内。

第二款：涉及个人的资料只有在本协议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认可下，或者在当事人的同意下才能够被广播电视经营者收集、处理和使用。

第三款：只有在本协议和其他法律规定认可下，或者在当事人的同意下，经营者才能将提供给广播电视机构的资料做其他用途使用。

第四款：经营者不允许将提供给频道的资料使用权由于某个使用者的同意进行其他目的的处理和使用。

第五款：为广播电视运作和收看进行的技术设备的安排和选择应该达到如下目的，尽量不要或尽量少地提供、处理和使用涉及个人的资料。

第六款：使用者在收集资料之前应该将涉及个人资料提供、处理和使用的形式、范围、地点和目的向当事人通报。如果有相关程序，使用者应该在程序开始前，通报稍后的时间内，对收集、处理和使用涉及个人资料进行的鉴定和前期准备。根据技术的可能和要求，使用者必须能够随时撤回通报。使用者可以放弃该通报。通报及其放弃都要记录在案。放弃行为不适用第三款意义上的作为“同意”对待。

第七款：使用者在征求同意之前应该说明他们的权利，并且在每次撤回通报的时候说明对未来的影响。适用第六款第三句。

第八款：同意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公告，如果经营者确认：

1.它们只能通过使用者的明确、清楚的行为进行；

2.它们不能被偷偷地修改；

3.它们的著作人明确显示；

4.该同意（日、时刻、内容）被记录在案，并且

5.同意的内容每次都可以为使用者使用。

第四十七条a：经营者的资料保护责任

第一款：只要有技术的可能和希望，经营者应该满足使用者对单独资料供应的要求，以及通过匿名或假名的方式付款的要求。使用者应该被告之这种可能性。

第二款：经营者应该通过技术和组织上的预防措施确保：

1.使用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断和经营者的联系；

2.只要没有为结账目的而长期保存的必要，那些提取信息、访问时间或者其他不直接使用方式的累加资料，按照相关规定销毁；

3.使用者能得到第三方获悉后要求保护的广播电视资料；

4.使用者关于向不同经营者提出广播电视需要的个人资料被分别处理；只要不存在结账的必要，不允许集中记录。

第三款：使用者可以报告该经营者向其他经营者介绍客户的行为。

第四款：使用者档案只能使用化名。使用化名的使用者档案不允许与化名所有者的真人资料共同分类存放。

第四十七条b：现存资料

第一款：只要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对于经营者和使用者关于广播电视使用的协议关系的建立、内容安排和变更有必要，经营者可以提取相关资料。

第二款：只有在使用者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经营者才能对现存资料加以处理和使用，用于广告和市场研究的目的。只要客户不表示异议，经营者可以为了参考的目的或者为了技术处理的合理需要，对现存资料进行处理。经营者必须向客户说明他们具有拒绝的权力。

第四十七条c：使用资料和结账资料

第一款：经营者可以提取、处理和使用要求广播电视服务的个人资料，如果下列工作有必要：

1.为了满足使用者关于广播电视的需求（使用资料）；

2.为了结账（结账资料）。

第二款：经营者所要销毁的资料：

1.使用者资料，只要资料不在结账日使用，在每次使用结束时，销毁最早至最迟的使用记录；

2.结账资料，只要它们没有作为结账目的的必要；使用者个人结账资料，按照第五款要求保存的使用者资料，关于特定服务需要的个人证明，最迟在个人证明寄出后的80天，销毁这些资料，除非付款要求在此期间被拒绝或者催付要求没有回音。

第三款：将使用者资料和结账资料透露给其他经营者或第三方是不允许的。如果有必要介绍广播电视机构的基本情况，经营者可以按照要求，仅仅将如下使用者情况公开：

1.使用者的匿名资料用于市场研究目的；

2.结账资料，只要这些资料对于收取帐款是必要的。

第四款：如果经营者与第三方关于报酬的支付签定协议，只有在此用途是必要的情况下，允许经营者透露第三方的结账资料。

第五款：经营者不能公开已提供服务客户的关于广播电视要求的结账的时间、期间、方式、内容和频次，除非是使用者要求一个个人证明。

第四十七条d：对使用者的询问权

第一款：使用者有权在任何时候从经营者处无偿要求得到他个人或者本人化名的保存资料。如果技术条件允许，这种针对使用者要求的问讯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提供。

第二款：如果个人资料专门被经营者作为新闻编辑目的处理，并且相关人员受保护的权益因此受到损害，他可以要求关于该人的保存资料的咨询权。通过衡量参与者应保护权益，该问讯可以被拒绝，如果通报或对现存资料的调查会对经营者新闻工作带来损害，或者这些资料：

1.关于人员，这些人在节目准备、制作和传播中受到影响，或者

2.稿件、资料或通报的投递人或者担保人为此编辑行为签字同意。当事人可以要求改正其不正确资料或者在合适的范围内要求一个特别的补充声明。

第四十七条e：资料保护的审计

为了更好地保护资料和保证资料安全，经营者可以公布他的资料保护计划，将他的技术设备通过独立的被认可的鉴定机构进行审查和评价，并将结果公之于众。该审查和评价的详细要求和程序，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和认可通过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第四十七条f：监管

第一款：对遵守第四十七条和四十七条e规定的主管权参照州法律。

第二款：监管范围内资料的提取和进入是无偿的。经营者必须保证这一点。经营者不允许阻碍监管主管部门的信息提取和访问。

第四十八条：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

在法律程序上，抗诉应该以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为基础，如此，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才能被支持。

第四十九条：违反规则的情况

第一款：违反规则指的是作为全国范围传播的私营广播电视的经营者有意地或无意地：

1.违反第五条a第一款或第三款的规定，将重大活动的转播加密并收取特别费用；

2.广告和电视购物没有按照第七条第三款第二句与其他频道节目区分；

3.违反第七条第三款第三句，在广告或电视购物中进行暗示的技术处理；

4.违反第七条第四款，在广告与其他节目不能明显区分和识别的条件下，在电视屏幕上遮盖一部分做广告；

5.违反第七条第五款第二句，长时段广告没有清楚标明；

6.违反第七条第六款第一句，在节目中播出隐性广告或类似的行为；

7.违反第七条第六款第二句，在节目中插入公益广告；

8.违反第七条第八款，运用政治的、世界观的、宗教的方式传播广告和电视购物；

9.违反第八条第一款第一句，没有在受赞助节目前后说明赞助情况；

10.转播不允许的赞助节目（第八条第三至六款）；

11.违反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句，没有履行信息责任；

12.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句或第二款第一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广播电视活动；

13.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没有在有效期限内将频道的收入来源报告州媒介主管机构；

14.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拒绝将存在的观众份额情况按照KEK的要求提供使用；

15.违反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断祈祷或儿童节目来播出广告和电视购物，违反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第一句，在具有独立部分的电视节目，或者具有中间休息的重大活动、文艺演出、体育节目和类似节目中，没有在两个独立部分之间或休息时间插播广告和电视购物。违反第四十四条第四和第五款，在所指前提下中断其他节目播出广告和电视购物；

16.违反第四十五条，超过允许的广告时长；

17.违反第四十五条a第一款，没有在至少15分钟不中断的情况下播出电视购物窗口，违反第四十五条a第二款，每天电视购物窗口超过八条，违反第四十五条a第二款第二句，电视购物窗口全天的总时长超过三个小时或者违反第四十五条a第二款第三句，播出电视购物窗口没有声音和画面的明显标志；

18.违反第四十七条第四款，将使用者同意的频道服务进行其他目的的处理，以及使用者资料作其他目的的使用；

19.使用者没有按照第四十七条第六款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标准进行通知；

20.违反第四十七条第八款，没有注意进行电子同意公告的可能性的前提；

21.违反第四十七条a第一款第一句，使用者的广播电视要求和他的支付情况没有使用匿名或化名；

22.违反第四十七条a第二款第一至四项，没有做好技术和组织上的防范措施；

23.违反第四十七条a第四款第二句将使用者的匿名资料和匿名者本人的资料共同存放；

24.个人资料没有按照第四十七条b或第四十七条c进行提取、处理、使用，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销毁和通报；

25.违反第四十七条f第二款第三句阻碍州媒介主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提取和接触资料，违反规则的还包括，任何人

（1）违反第二十一条第六款，申请机构或许可证的持有者的基本情况的变更没有马上通报州媒介主管机构；

（2）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七款，机构和按照第二十八条直接或间接参股的人员和机构没有在每一个日历年，向州媒介主管机构提交一份报告，在这一年之中，是否出现或多大程度上存在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的股权变更和责任变更；

（3）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和公布年度结算报告和经营情况报告；

（4）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没有申报计划中的变更；

（5）违反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没有可支配的必要的播出条件：频道资源、足够的规模或规划条件或者违反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一句，没有或没有在法定时间内说明电视频道的远程传播和媒介服务；

（6）违反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句，没有提供机会平等和合理的服务条件，有歧视条款违反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从事机会不平等、不合理和歧视条件的实施，违反第五十三条第三款，对具有主导市场地位的提供者和没有实际权益基础的咨询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处理区别，违反第五十三条第四款第一句进行第五十三条第一或第二款业务时没有马上向州媒介主管机构说明，违反第五十三条第四款第二、三或四句，作为第五十三条第一或第二款所指服务的提供者在采用该服务或变更其技术参数，或在变更其报酬时没有或者没有足够的开办条件或者违反第五十三条第四款第六句，没有或者没有足够地按照州媒介主管机构的要求提供必要的答询。

其他州法律关于违反规则的规定不受影响。

第二款：违反规则的行为可以处以100万德国马克（或相应价值货币）之内的罚款。

第三款：对违反规则行为的处罚，按第一款，只要没有州法律确定由其他部门作为主管行政部门，主管行政部门为州媒介主管机构，该部门同时承担许可证的颁发和申请。主管行政机构应该马上向其他州媒介机构通告所采用的法律程序。只要按照本规则制订的程序被大多数州所采用，参与部门可以自己决定，哪一个部门执行这些程序。

第四款：向全国性频道经营者颁发许可证的各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决定如何按照违法行为处理相关经营者在他们广播电视频道中违反本州际协议的投诉，以及针对第一条违反规则行为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通报的内容和时间由该州媒介主管机构按照责任判断的标准决定。适用第三款第二句和第三句。

第五款：对第一款所指违反规则行为的追溯期为半年。

第四部分：播送容量

第五十条：基本原则

关于提供给广播电视传送的播送容量的分配和使用，由各州遵照本协议和各自州法律自行决定。

第五十一条：卫星频道的分配

第一款：用于广播电视目的的卫星频道的分配由各州遵照第二款至第五款自行决定。

第二款：对于第一款中的卫星频道分配，只要没有州际协议明确规定，各州总理应该通过协议决定ARD联盟中各州广播电视机构共同播送卫星频道、ZDF，以及各州频道分配事宜。

第三款：分配卫星电视频道应该遵守如下基本原则：

1．对于现存空闲的可支配的卫星频道应该通报ARD、ZDF和在各州媒介主管机构注册的广播电视机构。

2．如果卫星频道能够满足申请需要，可以将它们适当分配。

3．如果卫星频道不能满足申报需要，各州总理应该尽量在参与申报者中达到协调；特别是在私营公司之间。

4．如果在参与者中达成一致难以实现，由各州总理按照如下标准决定：

-保障基础性的供应

-保障私营广播电视的平衡

-保证公共广播电视参与所有新技术和频道形式

-保证频道供应的多样性

-各州已经分到的卫星频道的数量

第四款：各州总理联席会议主席按照所有州总理的一致意见按照第二条分配卫星频道。

第五款：各州总理通过协议确定执行第二至四条相关的程序规定。

第五十二条：远程传输

第一款：欧洲法律许可的，或者符合欧盟跨国界电视协议规定的，全国范围收看的电视频道，它们的同步和不加改动的远程传输，被各州法律在现有技术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实现。电视频道的远程传输可以遵守欧洲广播电视法规。单个机构，特别是在有线电视序列之内的机构遵守各州法律。

第二款：只要使用数字有线设备电视频道或媒介服务投入运营进行播出，适用第三至第五款规定。

第三款：有线设备运营商必须确保：

1.必要的传输容量提供给每一个州的法定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包括它们的频道群使用；

2.将一个模拟的电视信道提供给每个州批准的地区性或本地电视频道，以及开放性频道使用；如果之后还有剩余，按照州法律进行分配；各州关于开放频道和供应平衡的法律规定不受影响；

3.按照第1点和第2点进行的技术上的传输能力应该与其他的数字频道在技术上达致平衡；

4.按照第1点和第2点进行的分配的费用和收费标准应该公开通告；该费用和收费标准应该依照电信法进行设定，并按照在地区和本地合适和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传输服务；各州关于开放频道和可比较频道提供的特别规定不受影响。

第四款：网络经营商应该对按照第3款预定的数字电视频道作出决定：

1.只要在保证参与其中的频道经营者的利益，以及综合性频道供应的多样性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全部传输容量中，数字传输占到三分之一， 不收费频道、专业频道、外语频道及其媒介服务得到适当保障；

2.其他传输容量按照普通法的尺度。

3.网络运营商至少在运营两个月前向州媒介主管机构通报远程电视频道及服务的覆盖情况和在第三条情况下他们的合同条件。

第五款：如果第三款和第四款第1点的前提不能实现，可以按照各州法律进行远程数字电视频道选择和数字信道覆盖。在此之前网络运营商必须在合适的期间内完成法律条件。覆盖范围的变更适用于第一至第三款。

第六款：广播频道的有线设备的覆盖按照州法律执行。

第五十二条a：广播电视的数字化

第一款：在按照州法律进行第一次数字无线播送容量的分配时，那些提供模拟频道的电视经营者应该被优先保证。这些频道在数字技术上的播送能力必须与其他播送手段相协调。

第二款：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ZDF和德意志广播能够通过使用所有传输手段履行他们对于全体公民的广播电视职责。他们有权在适当的条件下逐步放弃无线模拟的频道提供，能够一步步扩展和分配到无线数字播送频率。

第五十三条：进入自由

第一款：有进入权的服务提供者，即为电视服务提供或利用进入服务的经营者，必须对所有经营者一视同仁，提供适当的、无歧视条件的技术服务，它能够让得到进入权力的观众在服务商提供的解码器的帮助下，收看到节目。区别对待只有在解码器可支配进入点的情况下，允许生产的第三方从事相关利用。剪辑点必须与技术条件，特别是统一的欧洲标准相一致。

第二款：第一款的责任同样对系统提供商有效，他们同样控制电视频道的选择和作为更高一层使用者决定系统的服务（导航），导航必须按照可能的技术条件，在第一部分使用者中把握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平衡，并且可以支持单独频道直接进入系统。

第三款：一个在频道集合和提供场所方面居于市场主导地位的提供商，应该允许其他提供商涉及此项服务，不直接或间接地，在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不公平地对待、阻碍或反对同类提供商。

第四款：从事第一和第二款服务的提供商应该马上向州媒介主管机构通报。他们同时向州媒介主管机构和与此有法律权益关系的第三方公布所有技术参数，以利于根据第一和第二款进入进行必要的了解。每项变更都必须马上公布。此外，提供商公布每项服务的费用。第3句同样有效。关于第1至第3款的规定和技术参数以及费用，州媒介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询问随时得到必要的答复。

第五款：州媒介主管机构监督该服务和系统是否遵守了第一至第四款的要求。并通过通知的形式确定结论。为了完成第一至第四款的要求，该通知可以和必要的规定义务一起下发。如果该服务和系统没有达到规定的义务或者在确定期间内没有达到规定义务，州媒介主管机构可以禁止该服务和系统的提供。

第六款：如果服务提供商违反了第一至第四款规定，经营者可以向州媒介主管机构提出上诉。州媒介主管机构就此对提供商进行听证。提供商将按照规定被给予一定的时间去解决上诉的问题。如果没法解决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解决，州媒介主管机构将按照第五款的标准做出必要的决定。

第七款：州媒介主管机构出台一致的章程，将第一至第六款相应内容和程序具体化。规则和章程必须保证第1至第3款技术服务和系统对所有经营者在机会均等、条件适当、没有歧视方面是合适和必要的，并且保证按照第4款公布相关技术参数和费用。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和ZDF在章程公布之前有机会就此发表意见。

第五十三条a：审查的附加条款

第五十二和五十三条将被按照欧洲议会2002/22/EG指导方针的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欧洲理事会2002年3月关于电子通讯网及服务的通用服务和使用规定（通用服务指导方针），每三年定期进行审查，第一次是在2007年3月31日。

第五部分：过渡和最终规则

第五十四条：解约

第一款：本州际协议的有效期并不确定。本协议可以在每个日历年的年终由每个签约方决定为期一年的解除约定。第一次可进行解约的时间是2008年12月31日。如果解约在此时没有进行，可以在两年后的同样时刻进行。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如果一个州解除本州际协议的约定，也就同时解除了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和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其他的州可以随即在收到解约声明后的6个月期间内，在相应时刻提出解约。此期间，本州际协议在其他的州之间仍旧生效。

第二款：只要仍旧存在频道之间的权益关系，在解约的条件下，已经决定的卫星频道资源分配维持不变。第十九条在某州解约的情况下不受影响。

第三款：第五条a的第一和第二款可以由每个签约州在日历年的年终专门提出进行为期一年的解约。第一次可解约时间是2008年12月31日。如果在该时刻没有进行解约，第二次解约的时刻是两年后的同样时间。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如果一个州解约了，其他每个州可以在收到解约声明3个月后对该条第一和第二款同时进行解约。一个州的解约并不影响其他州之间关于本州际协议的解约规定的关系。

第四款：第十二条第二款可以由每个签约州在日历年的年终专门提出进行为期一年的解约。第一次可解约时间是2009年12月31日。如果在该时刻没有进行解约，第二次解约的时刻是两年后的同样时间。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如果一个州解约了，其他每个州可以在收到解约声明3个月后同时对广播电视州际协议、ARD州际协议、ZDF州际协议、德意志广播州际协议、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进行解约。一个州的解约并不影响其他州之间关于本州际协议的解约规定的关系，以及第五句提及的各个州际协议。

第五款：如果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没有按照第十四条实际调查的财政需求情况实施提高广播电视费用的行为，在对公共广播电视财政需要进行调查后，每个签约州可以就第十六条第一、第二和第五款在日历年的年终专门提出进行为期半年的解约。第一次可解约的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如果解约在此时没有进行，可以在两年后的同样时刻进行。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如果一个州就该条进行解约了，其他每个州可以在收到解约声明3个月后对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和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同时解约。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州可以在之后的3个月里按照第五句就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相关的部分或全部规定在同一时刻提出解约。一个州的解约并不影响其他州之间关于本州际协议的解约规定的关系，第五句提到的州际协议也不受影响。

第五十五条：对巴伐利亚的规定

自由州巴伐利亚有权按照第四十条，即使用广播电视费用的相关部分，为该州新的媒介中心提供资金支持，承担该中心公共广播电视部分的费用。其他问题适用相应的本州际协议关于商业经营者的规定以及巴伐利亚法律。

二、ARD州际协议

1991年8月31日施行，最近一次通过第7次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修正案于2004年4月1日进行修改

目录：

第一条：第一套电视节目

第二条：协议

第三条：与ZDF的合作

第四条：电视文本、印刷品

第五条：频道总监

第六条：频道总监的职责

第七条：频道咨询委员会

第八条：反报道

第九条：解约

第一条：第一套电视节目

德意志联邦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被赋予责任，设立一个共同的电视综合频道。除这个电视频道外，各州之间设立和转播共同的电视频道的权利不受影响。

第二条：协议

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就自己参与该日播公共频道的形式和规模进行协商。

第三条：与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合作

在第一频道进行频道方案的变更之前，ARD中该频道的负责人应该谋求与德国电视二台的台长达成一致；在改变新闻节目的时候更要考虑周全。

第四条：电视文本、印刷品

第一款：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有权在公共电视频道信号的空白处使用自己的电视文本。广告和赞助不能在ARD的电视文本中出现。

第二款：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可以伴随频道播出，共同提供与频道相关内容的出版物。

第三款：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可以伴随频道播出，共同提供《媒介工作州际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四点意义上的与频道内容相关的媒介服务。这些媒介服务不包括广告和赞助。

第五条：频道总监

为了建立这个公共频道，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任命一个任期至少为2年的频道总监。该任命决议应该获得ARD内三分之二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多数同意。

第六条：频道总监的职责

频道总监定期与ARD内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台长或委托人举行会议处理频道事务。如果他们达不成一致意见，频道总监可以在协议范围内执行第二条所规定的义务。如果某个广播电视机构不执行该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第七条：频道咨询委员会

根据ARD中各州广播电视机构间更详细的协议，可以建立频道咨询委员会，以供频道总监进行咨询。

第八条：反报道

第一款：只要在针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节目中进行反报道的要求被有效地提出，而这些节目是在ARD中独立制作的，那么仅仅是该广播电视机构的这些节目有责任在自己的节目中进行反报道。这对于这个州广播电视机构有效的反报道权是决定性的。

第二款：一个针对那个播出节目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反报道，可以在所有参与的州广播电视机构的任何一个公共电视频道中播出。

第三款：任何人想要对ARD内州广播电视机构的一个公共电视频道的一个节目进行有效的反报道，可以向任何一个播出该节目的公共电视频道的州广播电视机构问讯。该问讯应该马上得到答复。

第九条：解约

本州际协议有效期不定。各签约州可以在日历年的年底进行为期一年的解约。第一次的解约时间为2004年12月31日。如果该时本协议没有被解约，下一个同样的解约时间为两年后的同一时刻。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一个州的解约不影响剩下州之间的协议关系，剩下的州同样可以在该州解约声明提出后的三个月内的同样时刻提出解约。

三、ZDF州际协议

从1991年8月31日起施行，最近于2004年4月1日第7次修订。

巴登·符腾堡州

自由州巴伐利亚

柏林州

勃兰登堡州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汉堡

黑森州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下萨克森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莱茵兰·法尔茨州

萨尔州

自由州萨克森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以及图林根州缔结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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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经济责任、频道

第一条：经济责任、名称、位置

第二条：电视综合频道“德国电视二台（ZDF）”

第三条：节目制作、使用

第四条：电视文本、复制

第二部分：电视综合频道ZDF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节目制作

第六条：报道

第七条：短报道

第八条：不允许的节目

第九条：反报道

第十条：透露权力

第十一条：对节目时间的权力

第十二条：职责

第十三条：答询义务

第十四条：证据证明

第十五条：申述和抗议

第三部分：资料保护

第十六条：资料保护规定的效力

第十七条：新闻编辑为目的的资料使用

第十八条：资料保护责任人

第四部分：组织、资金和预算

第十九条：组织

第二十条：电视委员会的职责

第二十一条：电视委员会的组成

第二十二条：电视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十三条：行政委员会的职责

第二十四条：行政委员会的组成

第二十五条：行政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十六条：台长的选择和服务年限

第二十七条：电视台台长

第二十八条：台长法定的工作义务

第二十九条：资金

第三十条：财政预算

第三十条a：年终决算和经营情况报告

第三十一条：法律监督

第三十二条：禁止破产程序

第五部分：过渡性规定和决议规定

第三十三条：解约

第一部分：经济责任、频道

第一条：经济责任、名称、位置

第一款：各联邦州承担公共使用的，名为“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公共电视机构之经济责任。ZDF按照本协议和《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规定进行电视传播。

第二款：ZDF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保障。它有使用制作和传输新技术以及节目制作新形式的能力。ZDF基本的资金需要得到保证。

第三款：ZDF在下列规定范围内有自我行政管理的权力。

第四款：ZDF位于美因茨，它在每个州设有州演播室。

第二条：综合电视频道“德国电视二台（ZDF）”

第一款：ZDF机构制作综合电视频道“德国电视二台”。

第二款：电视台台长在改变综合频道的节目模式之前，有责任求得与德意志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联盟（ARD）第一套节目的协调一致。新闻节目须特别考虑。

第三条：节目制作、使用

ZDF通过购买、制作并经济地使用电视产品完成任务，并且可以按照相关法律与第三方合作。它可以因为这个目的参股其他企业。但是它不能购买、制作或委托制作那些为了省钱而并非高质量的电视产品。这些产品应该尽可能合适地在各联邦州的制作地点分配。

第四条：电视文本、复制

第一款：ZDF有权将电视频道的标识在全天的电视文本中使用，广告和赞助不得出现在电视文本中。

第二款：ZDF可以提供与频道内容相关的复制品。

第三款：ZDF可以在“媒介工作州际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意义下提供频道附加媒介服务。广告和赞助不在此列。

第二部分：电视频道“德国电视二台”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节目制作

第一款：ZDF的电视节目应该向德国电视观众提供对世界情况，特别是德国现实状况全景式的客观概括。电视节目应该有助于自由的个人和公共舆论的形成。

第二款：各州事务以及德国的文化多样性应该在节目中得到适当体现。

第三款：ZDF在节目中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应该在尊重人们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在增强不同的信仰和观点方面有所贡献。公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该得到尊重。电视节目首先应该促进统一德国的团结，并在和平和自由的情况下促进全社会的整合，实现人民的相互理解，致力于消除人们的相互歧视。

第六条：报道

第一款：报道应该全面、真实和客观。特定公开报道的信息来源和内容应该小心求证。

第二款：新闻和评论要区分；评论要说清是个人观点。

第七条：短报道

第一款：任何欧洲认可，并以传播为目的的电视机构，都有权对那些向公众开放和公众感兴趣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无偿报道。这些权力包括进入权、短时间直播权、录制权，和下列第二款至十二款中对稿件进行评论和再制作的权力。

第二款：其他的法律规定，特别是著作权和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受影响。

第三款：对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具有相应工作职能的机构不能适用第一款。

第四款：无偿性短报道仅限于与新闻目的相关的简短报道。报道允许的时间取决于提供活动和事件新闻信息内容的必要时间。对短期和日常重复的活动报道一般不能超过1分30秒。类似活动的短报道可以合并播出，但是要保证这些综合报道具有新闻特征。

第五款：短报道权力的行使必须不发生可避免的对活动和事件的干预。活动举办者可以限制和拒绝转播和录制，如非允许，不能质疑活动的举办，活动参与者的风俗观念不得粗暴伤害。当信息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因素超过传播的因素，这种短报道权将被终止。活动主办者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可以据此拒绝转播和录像。

第六款：在行使短报道权的过程中，活动主办者可以要求人人都支付入场费用，或者通过报道权的行使补偿主办者的必要花费。

第七款：在对专业性活动的短报道过程中，活动主办方可以要求与短报道特征相符的一个较低报酬。如果不能对报酬的多少达成一致，应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第§§1025ff条进行诉讼仲裁获得一致。报酬多少或民事诉讼仲裁调解的失败并不能妨碍短报道权力的行使，可以对报酬的多少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第八款：短报道权的行使还取决于电视机构最晚在活动开始前10天向主办方提出申请。活动组织者最晚应该在活动开始前5天通知申请的电视机构，是否有足够空间和技术的可能进行转播和录制。对短期活动和事件的报道也应该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进行申请。

第九款：如果空间和技术的现有条件考虑到不能满足所有申请者，与活动主办方或事件负责单位存在合同协议的电视机构拥有优先权。主办方或负责单位对其他机构有选择权。对这些电视机构的选择首先应该考虑保证活动或事件举办州有充分的信息提供。

第十款：履行短报道义务的电视机构，有义务将节目信号和录像按照适当花费补偿提供给那些不允许进行短报道的电视机构使用。

第十一款：如果活动主办方或事件负责方与电视机构达成关于短报道的协议，他应该抱有这样的考虑，即至少有另一家电视机构也可以从事该活动的短报道。

第十二款：那些没有被短报道使用的部分最迟应该在活动或事件结束后三个月销毁；销毁行动应该告知活动举办方或负责方。如果涉及到第三方的合理需要，可以暂时中止这个期限。

第八条：不允许的节目

《少儿媒介保护州际协议》的条款对ZDF同样适用。

第九条：反报道

第一款：ZDF有责任通过电视播送人物和立场的反报道，这些反报道与ZDF所传播的节目的真实观点相关。

第二款：当以下情况，这种反报道的传播责任则不存在：

a.被涉及人员对反报道的需要并不合理，或者

b.按照报道规模，反报道并不合适，特别是当节目反对部分篇幅过大的时候。

第三款：反报道仅限于真实的陈述，而不能有违禁的内容。它需要有书面形式而且必须由相关人或者他们的法律代表签字。相关人或他们的法律代表只可以要求ZDF当即或者最晚于2个月内将其播出。这种反报道只能出现于评论节目中，而且只能以真实意见的形式出现。

第四款：反报道必须在同一时段的同一频道和栏目之内和与其相反的真实意见同时播出，如果不可能，可以在相同权重的批评节目中播出。传播过程应该没有干预和删节。对反报道的回应也只限于真实意见的陈述。

第五款：反报道的传播应该是无偿的。如果针对真实意见的反报道出现在广告节目中，它是无效的。

第六款：上述要求的实施有正规的法律途径。法庭在相关人员的申请文件中，将ZDF如何按第四款所述方式进行反报道列入其中。民事诉讼程序关于法院决定实行的规定在诉讼中适当使用。这种潜在的危害不需要变成可信的行为便可进入诉讼。对主要事情的诉讼不能举行。

第七款：第一款到第六款对于欧洲议会、联邦法定组织、各州、乡镇和联合会代办机构的公开会议、法庭的真实报道，以及本协议第十款和十一款的节目无效。一个反报道不能被要求进行反报道。

第十条：信息披露规定

在重大灾难或类似的公共安全和秩序的重大危机中，应该马上将适当节目时间无偿让给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官方信息披露。

第十一条：播出时间的要求

第一款：在政党进行德意志联邦议会选举期间，如果国家计划允许，电视台可以让出适当节目时间给政党。在政党代表德国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期间，如果选举规则允许，可以让出适当节目时间给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

第二款：如果电视内容不是以选举广告来处理，或者内容明显地和严重地违背公共法律，台长可以拒绝节目播出。

第三款：福音新教教会、天主教会和犹太教会希望适当的节目时间进行祈祷仪式以及庆祝活动或者其他的宗教节目，这些公共义务的问题应该得到保证，其他公共法律承认的法律团体的节目播送也应该被考虑。

第四款：如果政治党派、教会、不同的宗教和世界观思潮的代理人，以及劳资双方的代理人想发表意见，平等地说话和批评的权利应该得到保证。

第十二条：责任和义务

第一款：节目允许播出的稿件，其内容和行为有责任依照基本法、公共法规的规定，以及其他的诸如本协议的规定。任何部门或个人如果在其职责范围内而不作为，同样承担责任。

第二款：按照本州际协议第十条和十一条制作和播出的节目内容，有责任给予相应的播出时间。

第三款：其他人，特别是作者、制作者和传播者应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不受影响。

第十三条：答询义务

电视机构有责任告知所要求的台长或其他节目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第十四条：证据保全

第一款：所有ZDF播出的电视节目都通过完整的音像制作和保存。与第一条不一致的录制节目或者电影节目应该被保存。保存期为3个月。在这个期间如果节目受到指控，那么一直保存到这个指控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决定，即通过法律调解或其他途径得以了结为止。

第二款：谁需要做出证明文字，如果涉及到法律责任，由ZDF自己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按照第一条进行要求，从中承担ZDF生产节目的一部分责任。

第三款：只要ZDF的电视解说词被播出，应该通过适当方式保存，通过适当法律证据保全保护第三方的合法利益。

第十五条：申诉和抗议

第一款：任何人都有通过申诉和建议的方式向ZDF求助的权力。

第二款：ZDF要保证那些声称受到频道损害的投诉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有一个书面的答复。更详细的内容由机构相关条例规定。

第三部分：资料保护

第十六条：资料保护规定的效力

每一个有效力的关于公民的个人资料传播保护的国家法律，以及莱茵兰·普法茨的地方法规，对ZDF的资料保护事宜皆适用。

第十七条：新闻编辑为目的的资料处理

第一款：只有符合国家法律的资料保密规定，以及遵守莱茵兰·普法兹州公民的关键数据的保护规定，ZDF才可以因为新闻编辑目的处理个人资料。

第二款：新闻编辑中使用个人资料导致被涉及人员反报道的，或者责任声明，法院停止传播或收回资料内容的裁定或判决，该反报道、责任声明或收回声明以及同期播出资料共同播出。

第三款：如果任何人由于报道使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关系人可以要求得到报道所依据资料提供者的保密的个人资料。该要求出于保护资料提供者利益的考虑可以拒绝，只要

a．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准备、制作和传播中进行或已经进行正规的新闻处理的人员资料可以保密。

b．对用于编辑目的的稿件、书面材料和通告的投递人或消息提供人可以保密。

c．ZDF的新闻任务可能通过信息检索和资料获得而被损害。

涉及人员可以要求在适当范围内报告资料的错误或者进行补充报道。

第十八条：资料保护的委托人

第一款：ZDF设立资料保护委托人，该人受联邦州委托从事资料保护工作。这一约请通过行政委员会由总经理推荐，为期四年。可以续约。该保护资料的受委托部门在ZDF之内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二款：保护资料的受托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是独立的，只对法律负责。他隶属于行政委员会的业务监督领导。

第三款：该受托人负责监督本州际协议关于资料保护的规定，关于传播莱茵兰·普法兹州与个人相关资料的公民保护的本州法律以及其他ZDF日常事务中关于资料保护规定的遵守情况。该受托人如下资料保护工作受到保障：

a．提出特别问询和查阅所有资料和档案。包括与个人资料处理相关的资料，首先是已储存的资料和涉及资料的节目。

b．在任何时候进入所有工作场所。

问询和查阅的要求不得违反法律上关于保密的规定。

第四款：该受托人向台长或经理报告资料保护监督情况。同时就改善资料保护工作提出建议，特别是涉及到个人的资料处理上的确定缺陷加以清除，以保证第五款不受违反。

第五款：如果该受托人查明了违反资料保护相关规定或其他处理个人资料的漏洞，可以向台长提出批评并要求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同时向行政委员会通报。当这个缺陷并不大或者马上就可以排除问题时，也可以不提出批评。

第六款：电视台台长按照第五款第一句的要求提交的措施报告应该包括基于资料保护委托人批评的相应解释，同时向行政委员会提交针对资料保护委托人批评的措施报告。

第七款：资料保护委托人每两年向行政委员会提交一次报告。第一次报告于1992年10月1日提交，这个报告是关于委托人的日常工作，这份报告同时寄送莱茵兰·普法兹州资料保护的州委托人员。其他个别案件的报告按行政委员会的要求由委托人提交。

第八款：所有人都有直接面对资料保护委托人的权力，当他认为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ZDF的处理损害了自己值得保护的权益时。

第四部分：组织、资金和预算

第十九条：组织

ZDF的机构包括

1.电视委员会

2.行政委员会

3.台长

第二十条：电视委员会的职责

第一款：电视委员会负责制定ZDF电视节目的方针以及就频道问题向台长提出建议。它监督着节目方针以及本州际协议第五、六、八到十一和十五条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的遵守执行。

第二款：电视委员会负责对行政委员会提交的规定草案或者规定的修正案作出最后决定，如果电视委员会打算对规定做出修正，应该首先通知行政委员会。

第三款：电视委员会负责核准预算计划，并对台长针对行政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年度结算和作出最终确实。按照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第十九条，频道计划的参与需要得到电视委员会的认可。

第二十一条：电视委员会的组成

第一款：电视委员会由77个成员组成，他们是：

a.每个协议签署州的代表，由所在州政府选派

b.联邦的3个代表，由联邦政府选派

c.12个与联邦议会中政党比重相当的党派代表，由各党派选派

d.2个德国福音教会选派的代表

e.2个天主教会选派的代表

f.1个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g.德国联邦工会、德国职工工会和德国公务员工会各1名代表

h.2个德国联邦雇主联合会的代表，1个德国工商会的代表，1个德国农业协会的代表和1个德国手工业协会的代表

i.2个德国报业出版业联合会的代表

j.德国新闻记者协会1名代表，媒介、印刷和纸业、出版及演艺工会1名代表

k.4个自由福利（慈善）联合会的代表：德国福音教会执事人员、德国天主教联合会、德国红十字会以及德国工人福利中央委员会各1名

l.1个德国城市议会的代表，1个德国城市同盟和乡镇同盟的代表，1个德国县议会的代表

m.1个德国体育联合会的代表

n.1个代表欧盟的德国代表

o.1个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的代表，1个德国自然保护协会的代表

p.1个被驱逐者协会的代表

q.1个斯大林主义死难者协会的代表

r.16个来自教育界、知识界、艺术界、文化界、电影产业、自由职业、家庭、儿童保护、青少工作、消费者保护和动物保护组织的代表

第二款：人事委员会的成员参加电视委员会的会议，可以旁听不属于节目范畴的问题。

第三款：第1款中g-q款列举的代表人由各协会和组织建议并通过州政府总理任命。协会和组织在他们的建议中推举3倍于相应代表人数的候选人。州政府总理会议主席确定什么时候提交建议草案。

第四款：第一款r款的代表由州政府总理从列举范围的成员中任命。

第五款：在按照第三款作出决定时应该适当考虑妇女的选派。如果电视委员会代表所在组织和协会至少有2个代表名额，应该有1个代表是妇女。第一款和第二款在按照第一款b、c款选派代表时有效。

第六款：各州总理应该尽力按照第三款和第四款共同履行选派的职责。

第七款：任命者要在收到任命通知的14天内向总理会议的主席就该任命进行答复，是否他们接受这项任命。作为电视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时间从他们第一次会议开始。

第八款：只要或如果这个选派权和建议权不被使用，那么代表数将相应减少。第一款从c至r款列出的代表不允许是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成员。

第九款：电视委员会的成员不被限制于这个职责上。他们可以同时在其他广播电视机构的部门或委员会，州的媒介机构或者私营电视台从事无偿工作。但是他们不能从事会损害他们独立性的临时工作。电视委员会的成员不允许存在可能损害电视委员会成员工作实现的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如果有利益冲突的介入，该成员应该决定离开电视委员会。其次电视委员会应该检查，是否存在这种利益冲突。

第十款：电视委员会成员任期为4年。按第一款a-f款任命成员的派遣权可以被解除。一个成员辞职后，按照辞职成员有效的任命规定，可以任命一个继任者完成剩下的任期。

第二十二条：电视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款：当至少一半成员出席时，电视委员会可以作出决议。只要本州际协议没有其他规定，电视委员会通过简单多数投票作出决议。在得票数相同的情况下，表决主席按照第二十条第二款决议的特殊情况作出决定。

第二款：电视委员会在成员中通过秘密投票选择主席和他的代表。他负责制定议事规程，其中包括组成委员会的计划。

第三款：电视委员会至少3个月举行一次正式的全体会议。只要有五分之一的成员或者台长申请，必须举行特别会议。会议邀请由主席发出。

第四款：台长参加电视委员会的会议：他应该被告之会议的准确时间表并选择旁听哪些会议。

第二十三条：行政委员会的职责

第一款：行政委员会与台长就工作协议进行缔结。行政委员会主席代表ZDF和台长签署工作协议，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并且在ZDF与台长发生法律诉讼时代表ZDF。

第二款：行政委员会监督台长的日常工作。

第三款：行政委员会向电视委员会提交ZDF的章程草案。他有权建议修改章程。

第四款：行政委员会就台长起草的财政预算进行签署，该草案已经遵照第20条提交电视委员会通过。行政委员会在年终结算时具有同样的权限。

第二十四条：行政委员会的组成

第一款：行政委员会有14个成员，他们是：

a.5个联邦州的代表，其中1个来自ZDF所在州，他们由州政府总理共同任命。各州总理应该尽力履行选派的职责。

b.另外8个成员由电视委员会通过五分之三的多数在合法成员中选择。他们被允许同时是政府或合法组织的成员，电视委员会的成员同样享有选举权。

c.1个由联邦政府任命的联邦代表。

第二款：电视委员会的成员在接受了行政委员会的任命之后要辞去电视委员会的职务。

第三款：行政委员会的任期为5年。第二十一条第十款第二和三句对行政委员会同样有效。

第四款：只要或如果选派权不被使用，那么成员数将相应减少。

第五款：第二十一条第九款对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同样有效。

第二十五条：行政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款：行政委员会通过保密方式在他们合法的成员中通过多数投票选举主席和代表人。行政委员会负责议事日程的制订。

第二款：当超过一半成员出席时，行政委员会可以作出决议。行政委员会通过简单多数投票作出决议。按照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句，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可以通过合法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

第三款：主席负责召集行政委员会会议。如果有3个成员申请，主席必须召集会议。

第四款：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参加电视委员会的会议。他们有权对日程的议题提出意见。

第二十六条：台长的选择和服务年限

第一款：台长由电视委员会通过秘密投票选出，任期5年。该选举至少要有五分之三合法成员的赞成票。允许多次选举（投票）。

第二款：台长的任务允许在如下条件下履行：他（1）是德意志联邦长久居民或长期居留者，（2）具有完全行为能力，（3）具有完全刑事追溯能力，（4）具有担任公共职务的能力以及被选举的权利，（5）基本权利没有丧失。

第三款：行政委员会通过电视委员会的同意可以解雇台长；这个决定需要电视委员会五分之三多数的合法成员同意。台长旁听决议。接到解职信的台长离开岗位，其报酬按照任期予以保障。

第二十七条：电视台台长

第一款：台长在法庭内外代表ZDF。他负责ZDF的所有日常事务，包括频道的安排。

第二款：台长与行政委员会协调任命（1）频道总监，（2）主编，（3）行政总监，以及在他们之中任命自己不在时的代理人。

第二十八条：台长法定的工作义务

1.地产的购买、卖出和借记

2.企业的买卖和参股

3.从事债券和信贷业务

4.外地债务、担保或保证的收购

5.劳资协议的签订

6.按照最近规章的规定，并在管理层雇员接受该规定的情况下与该人签定职位合同，委托他们仅仅从事艺术工作。

7.承担超过25万欧元的节目生产或提供的合同责任。

第二十九条：资金

ZDF按照广播电视财政收入州际协议的规定，通过收取电视费、广告和其他方式来支付开支。

第三十条：财政预算

第一款：只要本协议没有其他的规定，ZDF独立进行自己的财政预算。

第二款：预算按照行政委员会发布的财政程序行事，预算按照节省和经济的原则制定。

第三款：预算和经营的管理受到所在州审计署的监察。审计署审查那些私营公司的经营管理，ZDF通过直接、间接或者和其他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团体一起在这些公司参股并占多数。审计署还负责对审计的社会协议和规章作出规划。ZDF有责任关心社会协议的必要规定以及企业规章的执行。审计报告向台长、行政委员会主席、电视委员会主席，以及州政府提供。在按照第二款进行审计情况报告时审计署应该注意不要损害被审计公司的竞争能力，特别是要保证不泄露企业和经营的机密。

第三十条a：年终决算和经营情况报告

第一款：台长在该财年结束后拟订年终决算、经营情况报告、集团年终决算和集团经营情况报告。该集团经营报告对ZDF的资产情况和盈利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包括ZDF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二款：年终决算和集团年终决算按照商法典对大型股份企业的规定制订，在确定之前要进行审计。年终审计师也是按照财政预算基本原则法通过检查和报告进行审计。

第三款：台长应该将年终决算、经营情况报告、集团年终决算、集团经营情况报告以及审计报告向所在地政府和审计署通告。

第四款：在年终决算被批准之后，台长公开年终决算的提要以及集团经营情况报告主要部分的概要。

第三十一条：法律监督

第一款：各州政府监督本州际协议、广播电视州际协议按照规章制度贯彻执行的情况，并且监督所有法律规定的遵守情况。每一个州政府行使2年监督权，随后调换。各州的调换按照字母顺序进行。各州政府进行法律监督由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九条第一款第一句规定的相关职能部门行使。

第二款：ZDF的责任部门在应当的时间内没有或不充分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时，才可以施行法律监督的措施。执行法律监督的政府部门有权要求ZDF在规定的适当期限履行责任。

第三十二条：禁止破产程序

ZDF的资产禁止进入破产程序。

第五部分：过渡性规定和决议规定

第三十三条：解约

第一款：本协议的有效期不确定。每个签约州可以在日历年结束的时候通知一年的解约时间。第一次解约可以在2004年12月31日实行。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解除州际协议，那么下一个解约点将在2年以后的同样时刻。解约应该由州总理会议的主席提出书面声明。一个州的解约行为并不影响其他州之间的协议关系，其他州可以在该州解约声明3个月之后至同样时刻与其解除协议。

第二款：如果广播电视州际协议按照它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解约，在第十五条第一和第二款的特殊情况下，ZDF使用的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相关规定同时失效。按照第五十四条第五款，在广播电视某个单独规定解约的情况下，ZDF不能使用该解约规定。

另：内容说明

1.关于德意志联邦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内容说明和所有联邦州对ZDF州际协议第五条的内容说明：

各联邦州理解ZDF担负的频道使命，促进统一德国的团结，通过这种方式，该机构在它的节目中同时体现新加入州的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

新加入的联邦州特别希望，来自新加入州的人员可以被任命到ZDF所有机构和阶层，新加入州的选题、情况、人物、观点、意见和地点在节目中得到充分体现。

各联邦州认为，拥有建议和选派权的协会和组织在他们建议和选派ZDF成员代表的时候应该适当考虑新加入州。

2.自由的汉萨（同盟）城市汉堡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内容解释：

按照汉堡的观点，ZDF电视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中代表联邦成员的存在并不符合德国宪法关于广播电视的职权规章。所有联邦州应该共同对德国的广播电视负责。联邦可能通过它在监督委员会和签订协议中的代表施加宪法难以预见的影响。按照汉堡的观点，这种前后不一致在解决统一的德国广播电视结构的过程中，通过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修订，应该得到考虑。汉堡提防把团结的压力置于大量需要规范的问题前面，作为拒绝缔结决议的理由，维持其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利。

3.所有联邦州对ZDF州际协议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内容说明：

各州总理应该保证，包括柏林在内的新加入州在代表州之内。

四、广播电视收费州际协议

从1991年8月31日起施行，最近于2004年4月1日通过第7次广播电视修订协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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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广播电视接收装置、广播电视用户

第一款：本协议所指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是通过有线或无线接收文艺节目，但不适合延时收听和收看或者记录的技术装置。广播电视的接收装置还包括扬声器、显示器和作为专门收听和收看单位的类似技术装置。一个独立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可以由多个装置组成，前提是这些装置为了改善和加强接收能力，并且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收看或收听单位。

第二款：广播电视用户指那些准备好广播电视装置用来接收信号的人。如果该装置不需要特定的补充技术支持便可以接收广播电视节目，并在形式、规模和数量上不依赖于可接收的加密或不加密的频道，这个广播电视接收装置就是准备用于接收的。

第三款：在机动车上安装的广播电视装置，如果这个机动车被许可，那么机动车所有者就是广播电视用户。如果这个机动车没有被许可，可以将这个机动车的使用者作为广播电视用户。

第二条：广播电视费用

第一款：广播电视费用由基本费用和电视费用组成。它的多少通过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确定。

第二款：每一个广播电视用户按照第五条规定，如果拥有广播电视装置必须交纳基本费用，如果拥有一个电视机则需要交纳另外的电视收视费。只要用户拥有的电视机数量多于收音机的数量，在交纳了收音机的基本费用之后，还要交纳另外的电视机的基本费用。

第三款：如果一个广播电视装置被商业出租，时间在3个月之内的，它的费用不是由租借方，而是由出租方交纳；如果该装置被多次出租，在3个月时间内，费用只需要交纳一次。

第三条：申报义务

第一款：一个用于接收信号的广播电视装置在使用的开始和终止时，应该立即向州广播电视管理机构通报，在广播电视用户居住的机构范围内，他将长期终止或者长期使用广播电视装置用于信号接收；家庭住所的变更也要同样通报。在第五条第五款和第三至第六款的情况下，没有申报义务。

第二款：在广播电视用户向州广播电视管理机构的申报中，应该通告下列信息和所需要证明：

1.姓和名，以及曾经在注册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时使用的名字

2.出生日期

3.法定代理人的名字和通信地址

4.曾经进行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注册时的过去的通信地址和现在的通信地址

5.属于一个第五条所指的行业

6.广播电视接收装置使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7.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的形式、数量、使用方式和地点

8.广播电视用户的数量

9.注销的理由（家庭解散或其他变化）

第三款：州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只允许在广播电视收费征收工作中处理和使用第二条提及的各项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首先是在自动化文档中存储，应该按照各州法律向用户说明。

第四款：每个州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可以在管理的范围内将该通告事务委托另一个部门承担，并且在官方公告文件中将此事公开通告。

第四条：缴费责任的起始和终止、支付和答询责任

第一款：广播电视缴费责任从用来接收广播电视信号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准备好的当月1号起始。

第二款：广播电视的缴费责任到停止拥有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的该月末终止，而不是之前在向广播电视管理机构通报之月末终止。

第三款：在3个月的期间内，广播电视费可以逐月缴纳。

第四款：要求缴纳广播电视费用的追溯期是4年。

第五款：州广播电视主管机构可以依据所掌握的真实的线索，就广播电视用户或个人没有按照第三条第一和第二款，将置办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用于广播电视信号接收的行为没有或没有充分进行通报的情况，要求广播电视用户和个人提供真实情况，就相关原因、费用责任的多少和时间区间做出答复。这种询问同样可以要求对于第一款所指居住在同一住所的其他人作出答复。只要是对第一款必要的，广播电视机构可以要求提供第三条第二款之外的其他资料；第三条第三款第一句同样有效。这种答询的要求可以在行政执行程序中加以认定。

第六款：对于那些置办用来接收信号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没有或者没有充分按照第三条进行通报的个人，在掌握了真实线索的情况下，只要对于广播电视费用责任的监管有必要，并且相关资料的调查难以实现或可能导致不合常规的耗费，允许州广播电视机构向（户籍）登记部门提出询问。各州关于户籍登记的特别法律规定，其中关于允许向广播电视机构提供资料以及根据第八条第二款第一句从事委托责任的规定不受影响。

第七款：州广播电视机构被授权制订通告程序和缴纳广播电视费用，包括长期预付的优惠费用以及附加费用相关程序的细则。这些规则应该相互协调，得到州政府的批准并且在官方的文告中向全州公布。

第五条：第二装置、免费的装置

第一款：一份广播电视费并不包括更多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第二装置）的费用，这些装置被一个自然人或者其配偶

1.置办在他们的居室中或者机动车中，多个房间的广播电视装置应该按照每个房间一份广播电视费缴纳；

2.作为共同拥有的、可移动的、以收看收听为目的的广播电视装置，暂时地置办于居室或机动车之外。

第一句中的广播电视费用责任也不包括个人为收听收看目的置办的更多的广播电视装置，这些装置是广播电视用户提供给共同居住的人以及那些收入没有超过最低社会救济线的人。

第二款：如果为了工作目的，或者为了广播电视用户自己经营用途或者为了第三者的使用，在室内和机动车内置办的第二装置不适用第一条中所指免费情况。第一句中室内和机动车内装置的使用目的不取决于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的使用范围。为客房所准备的第二装置的费用按照广播电视费的一半收取。

第三款：从事广播电视接收器生产、销售、安装或者修理的经营性企业，有权在支付了一个广播电视接收装置的费用之后，免费通过一个并且共同的或者相连的接点设置更多接收信号的接收器用于检测和展示目的。

第四款：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和州媒介管理机构免除缴纳广播电视费用的责任。

第五款：只要是管理任务与广播电视传播有关，免除政府相关电信和邮政部门用于工作性质的接收器的费用责任。

第六款：享有按照1961年4月18日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并于1964年8月6日成法的第二条的权利的广播电视用户，或者按照特别权利法律规定享有特别权利的用户，免除费用责任。

第七款：商业广播电视经营者或提供商可以申请免除用于经营用途的广播电视接收器的广播电视费用责任，特别是用于演播和监视用途的装置。该申请程序适用第六条第一款关于免除广播电视费用责任的法律规定。

第五条a：在互联网上重播（播出）的广播电视

在2006年12月31日之前，仅仅通过互联网接收重播（播出）的广播电视频道的计算机，不需要缴纳费用。

第六条：费用免除

第一款：州政府可以通过法令的形式确定如下情况下广播电视费用责任的免除条件或优惠办法：

1.仅仅在私人领域中，出于社会原因或公平原因对自然人广播电视接收器的处理；

2.对那些公司、企业或者机构，特别是医院和疗养场所置办的广播电视接收器的处理。责任免除的前提是，各企业或者设施的法律责任人已经置办了广播电视接收器，并且该法律责任人服务于《税法》第五十五条至六十八条公共使用或慈善目的。如果该法律责任人的企业或设施已经具备了上述前提，同样有效。在医院、老年公寓、老年疗养院和养老院的设施，如果按照《工商税法》第三条第二十一款可以免除税收责任的，同样适用。

3.对普通和职业教育学校的处理。

第二款：所有法令法规应该互相协调。

第三款：所有广播电视费用责任的免除只有通过申请才能够提供。

第四款：如果州广播电视机构不能对责任免除的申请做出决定，他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同时确定，哪些与决定有关的个人资料需要由主管单位向州广播机构通报。

第七条：费用所有人、委托责任、追讨、执行

第一款：来自广播电视费的收入归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广播电视财政协议中特定范围内的德意志广播和州媒介机构所有，同样，在这个范围内就用来接收节目的广播电视接收器征收费用。

第二款：来自广播电视费的收入归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德国电视二台所有，其中包括根据《广播电视财政协议》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在这个范围内电视接收器被用来接收信号。收入中ZDF的份额按照《广播电视财政协议》第九条第二款，在扣除各州媒介机构的份额之后按照电视费的收入进行分配。

第三款：广播电视费作为委托责任向主管州广播电视机构支付。州广播电视机构可以委托其他部门收取该费用；该部门应该在官方公告中向全州公开通报。州广播电视机构或受其委托的部门向德国电视二台、德意志广播和州媒介机构拨付他们所拥有的份额。广播电视费征收工作的费用由州广播电视机构从德国电视二台、德意志广播和州媒介机构中的相应份额中提取。

第四款：只要广播电视费的征收没有法律的依据，当事人可以要求州广播电视主管机构退还所支付的金额。退款要求的追溯期为提出要求后的第4年年底。ZDF、德意志广播和州媒介机构按照分摊的份额向州广播电视机构退回费用。

第五款：广播电视费用的责任，按照第一款，由州广播电视主管机构确认。欠费通知可以由第一款所指州广播电视主管机构或以某广播电视机构的名义发出，该用户应该在通知发出时居住在该机构管辖范围内，并且一直拖延缴费或一直使用广播电视接收器接收广播电视节目。

第六款：欠费通知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执行。如果当事人居住或长期居留在其他州，州广播电视机构可以向该州行政执行主管部门直接提出对欠费者执行处罚进行协助的要求，要求追回所欠费用。

第八条：委托个人资料的处理、资料共享

第一款：如果州广播电视机构委托第三方，按照第三条对没有履行通报责任的个人进行调查，并搜集必要的资料，适用委托资料处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款：如果州广播电视机构委托其他部门进行广播电视费的征收，该部门可以作为州广播电视机构的委托人进行费用征收过程中发生的人员资料的处理。按照州法律，在费用征收委托人之外，州广播电视主管机构必须另外设置有关企业的资料保护的委托主管单位。由这个单位来保证按照州法律的要求进行资料保护，并对违反资料保护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行为进行通报。其他方面企业的委托资料保护适用联邦资料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款：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履行信息通报任务或者对于其他州费用征收有必要，在个别情况下，允许州主管广播电视机构将其储存的个人用户资料通过自动化的提取程序向其他州广播电视机构通报。通报州广播电视机构必须备案，在哪些部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理由、通报了哪些材料。

第九条：违反规则

第一款：违反规则是指，某人有意或者无意地

1.置办广播电视接收器用于接收节目，而没有在第三条规定的1个月内申报；

2.置办广播电视接收器用于接收节目，并且6个月没有或部分没有履行到期的缴费责任。

第二款：违反规则的行为可以通过罚款的方式进行处罚。

第三款：违反规则的程序只有在州广播电视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实行。在该程序开始时将通知该广播电视机构。

第四款：在每个程序结束1年后，违反规则的资料将被销毁。

第十条：协议时效、解约

本州际协议没有确定的有效期。每个协议州可以在日历年的年底进行为期1年的解约。第一次可以解约的时间是2004年12月31日。如果到时本协议没有被解约，那么下一个解约时间是2年后的同样时刻。解约要由州总理会议主席进行书面声明。一个州的解约不影响其他协议方之间的协议关系，其他各州也可以在收到该解约声明后的3个月内进行解约。

五、广播电视财政州际协议

1991年8月31日起施行，最近于2002年7月1日通过第7次广播电视州际协议修正案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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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广播电视费的申报程序

第一条：需求申报

第一款：在德意志联邦公共广播电视联盟（ARD）之内的州法律规定的广播电视机构在他们各自成员单独申报的基础上，以及公法性质的“德国电视二台”（ZDF）、公法法人性质的“德意志广播”，2年一次向独立的广播电视资金需求调查和审核委员会（KEF）提出资金需求的申报。

第二款：各广播电视机构按照KEF发放的格式向它提交中期财政需求的比较数据和相应解释，用来评估必要的广播电视费的多少。这些材料应该按照广播和电视的领域进行分类，特别是按照生存、发展以及经济和节省的尺度来进行准备。ARD和ZDF报告中将欧洲电视文化频道“ARTE”德国部分的资金需要另项报告。

每项收入和支出要按照收入和成本花费的项目进行特别说明。KEF可以要求更为详尽的材料，特别是那些比较数据和成本分类结构安排的说明。如果提交的材料不能符合第一至第五句的前提要求，KEF可以退回这些材料。用来进行需求申报的专业审核材料，以及必要的补充询问，各机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KEF进行解释和必要的资料提供。

第二条：KEF的设置

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KEF）是为了对财政需要进行审核和调查。其成员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不受其他委托和命令的约束。

第三条：KEF的任务和权限

第一款：KEF的任务是，在注意广播电视机构的节目自治的同时，对广播电视机构提出的财政需要进行专业审核和调查。也就是调查他们，是否所有的节目决策在法律授权的广播电视活动的范围内，以及是否财政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并且符合经济和节约的基本原则。关于财政需要是否符合经济和节约原则的审计调查，应该同时包括，合理化的可能性包括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控制在哪些范围内。涉及《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意义上的技术和节目革新的需求申报，只有在它们符合广播电视机构主管委员会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符合所有有效的州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KEF的认可。

第二款：在KEF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它有权要求各广播电视机构就它们的公司、参与者和共有设施提供答询。如果出具的资料不能符合第一句或第一条的规定，KEF有权通过详细的有根据的估价来替换必要的数据说明。

第三款：各广播电视机构对财政需要审计和调查的手段和程序的进展提供协助。

第四款：KEF可以委托第三方就某个问题作出补充的专家意见。各广播电视机构应该向受委托的第三方提供重要的真实情况的信息以供专家们使用，进而得出意见。

第五款：KEF每2年至少一次向各州政府提交报告。它向各广播电视机构通报这些报告并公布报告的内容。各州政府向各州议会通报这个报告。在报告中，KEF根据第一款和《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解释广播电视机构的财政情况，并且特别就下列问题得出意见，是否并且在什么范围内，在什么时机进行收视费的更改是必要的，对合适的金额进行估算，或者在不同发展可能的地区可以设置差价。它在报告中同时说明进行财政平衡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还要估算在收视费的收入中，ARD、ZDF、德意志广播的分配比例和合适金额。

第六款：第一至五款规定对下述特殊报告失效：KEF应联邦州的要求对某一个局部问题制订的报告。广播电视机构的参股（与？）权不受影响。

第七款：KEF成员的不同观点应该应他们本人的要求包括在报告内。

第四条：KEF的组成

第一款：KEF由16个独立的专家组成。他们从中间选举1人担任主席，并选举1到2个副职。

第二款：KEF作出第三条所述报告必须获得至少10个法定成员的多数同意。

第三款：以下成员被排除在KEF之外：欧洲联盟机构的成员或公务员，联邦或各联邦州宪法机构的成员或公务员，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ZDF、德意志广播、欧洲电视文化频道ARTE、各州媒介机构和私营广播电视机构的各委员会的成员或公务员，或者与《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的参股公司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公职人员。上述规定对那些持续或日常工作与第一句所指机构存在利益冲突风险的人群同样有效。

第四款：每一个州提名1个代表。这些专家们应该从下面的范围中进行任命：

（1）3个专家来自会计师和公司咨询领域

（2）2个专家来自企业管理领域；他们应该通晓个人事务或者对投资和合理化比较精通

（3）2个专家在广播电视法规领域有特别经历并且有资格担任法官

（4）3个专家出自媒介经济或者传播学领域

（5）1个专家来自广播电视技术领域

（6）5个专家来自各审计师事务所

第五款：KEF的成员由各州总理任命，任期5年；可以再次任命。由于重大原因，各州可以撤销任命。如果一个成员退出，可以按照退出成员后的相关任命规定在剩下的任期内再任命一个继任者。

第六款：KEF的成员以及协助履行职责的第三方有责任在工作完成之后，对所有工作范围内的情况保持缄默，除非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或者其重要性需要通过非秘密的渠道公开。

第五条：KEF的程序

第一款：在KEF对财政需要进行审核和调查的过程中，广播电视机构可以适当参与。广播电视机构的代理人按照要求就相关问题向KEF的咨询部门进行询问。

第二款：在KEF最终形成意见之前，广播电视机构还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探讨。为了这个目的，KEF的报告草案送交ARD、ZDF、德意志广播。上述规定对州广播电视委员会同样有效。广播电视机构的意见将被收入KEF报告的最后部分。

第五条a：州议会的通报

第一款：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ZDF和德意志广播在KEF按照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公布报告之后马上向所有州之议会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就自己的经济和财政情况进行通报。

第二款：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的报告中，包括按照《ARD州际协议》第一条和《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第十九条进行的合作节目以及共同的活动。各州广播电视机构针对各个议会的依法报告责任不受影响。

第三款：按照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句进行的关于经济和财政情况的报告包含特别的关于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的报告，只要有公开的义务还包括这些公司的基本经营数据，以及ARD、ZDF和德意志广播的组织变更和发展前景的报告。这些报告按照4年的周期进行编制。

第四款：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ZDF和德意志广播的代理人按照第一款服从各州议会的安排进行报告的听证。

第六条：KEF的经济来源和组织机构

第一款：KEF及其营业机构的支出首先由广播电视费提供。德意志广播负担其2.472%的支出，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和ZDF各负担剩余数额的一半。

第二款：KEF编定一个经济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得到那些与KEF组织内机构所在州的同意。

第三款：在KEF组织内的机构，每季度一次，每次在日历季度的中间获得他们的经费。第一次获得经费的时间是1997年2月15日。

第四款：关于KEF财务上和组织联系上的更详细的内容由各州总理通过协议的方式订立规章。

第七条：在各州的程序

第一款：各州广播电视委员会与KEF同时收到广播电视机构送交KEF的需求申报，以及该广播电视机构的说明和补充材料。

第二款：KEF的费用建议是各州政府和议会作出决定的基础。如果有偏离的想法，广播电视委员会应该与KEF，包括广播电视机构进行商讨。任何偏离必须说明理由。

第二部分：广播电视费的高低

第八条：广播电视费的高低

每月广播电视费的高低确定如下：

1.基本费用：5.32欧元

2.电视收视费用：10.83欧元

第九条：费用的分配

第一款：在基本费用的收入中，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获得其中的92.2703%，公法法人性质的德意志广播获得7.7297%。

第二款：在电视费的收入中，ARD内的广播电视机构获得62.2368%，ZDF获得37.7632%的份额。

第三款：如果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或ZDF没有代表国家参与欧洲电视文化频道ARTE，这些机构通过资助节目计划，间接地使用电视费的收入来分摊份额，便有权享有ARTE中的国家地位。这些机构的份额按照ARTE关于国家地位的商业协定第6.2款，在1994年12月1日拟订的节目提供的责任份额来分配。确定每年总共的资助金额为121.71258百万欧元。该金额可以分12次按季度交纳，时间是每个日历季度的中间，或者在稍迟的交纳时间交纳。

第三部分：州媒介机构的份额

第十条：份额的高低

第一款：州媒介机构的份额为基本费用收入的2%和电视费用的2%。从每年所有州媒介机构获得的总的份额中，每个州媒介机构可获得基本金额为511290欧元。不足部分由各媒介机构从相关州的广播电视费收入中获得。

第二款：如果由两个或更多州媒介机构组成了一个总的州媒介机构，这个机构有权在3个日历年的时间内获得这些州媒介机构所分基本金额总和作为自己的基本金额。

第十一条：份额的分配

各州媒介机构按照各自广播电视主管机构的要求在每个日历季度的中间收到适当的分期付款。每个日历年的最终支付时间不得迟于日历年年终的6个月。

第四部分：财政平衡

第十二条：财政平衡的授权和责任

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被授权，并且有义务实行适当的财政平衡。财政平衡必须得到保障，即：

1.公共广播电视和各广播电视机构，由于它们作为公共使命的承担者在整个广播电视事业的意义重大，而它们承担的任务又极为重要，必须保证被履行；

2.每个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有能力制作和播送丰富的节目。

第十三条：财政平衡资金的筹措

财政平衡资金由ARD内的州广播电视机构按照它们适当的财力尺度，根据第十五条在广播电视机构之间通过缔结协议进行筹措。

第十四条：财政平衡资金的规模

第一款：财政平衡资金到2001年1月1日为ARD费用纯收入的1.9%。所谓“百分之多少”指占ARD每年的费用纯收入的比例，并且到后来每年的1月1日都降低0.18个百分点，到2006年1月1日，将这个比例下降为每年1.0%。至于ARD内州广播电视机构其他方面的责任参照1999年11月22日他们之间缔结的相关协议。

第二款：在财政平衡资金中，自由柏林电台（SFB）在2001年获得1100万德国马克，其中包含收费纯收入到2001年1月1日相应的比例增长。这个金额从2002年起按照第一款的规定将有所降低。剩余部分的财政平衡资金按照53.76%和46.24%的比例分配给萨尔州广播电视和不来梅广播。

第三款：根据第一款设立的财政平衡资金以及按照第二款进行的拨款应该在比例上符合后来广播电视费的变更情况。

第十五条：广播电视机构的协议

第十三条涉及广播电视机构应该按照现有原则就财政平衡问题各自达成协议。那些不符合第十四条第一款要求向财政平衡资金缴款的广播电视机构，只能参与向那些公共事务进行资助的筹款活动；这种参与行为应该通过协议来保证拨款的数额。

第十六条：各州政府的决议

第一款：如果一项协议的审计年度已经开始，而该协议还没有实施，那么上述财政平衡资金、平衡责任和平衡权利将通过各州政府的决议确定下来，这项决议应该得到三分之二的州政府的多数同意。在这项决议的投票中，各州政府拥有的投票数与各州在联邦议会中的投票数相同（见基本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第二款：在新决议产生以前，平衡资金、平衡责任和平衡权利按照协议或者前一年的决议进行。

第五部分：过渡和最终规定

第十七条：协议时效、解约

本协议时效不确定。它可以由签约的任何一方在日历年年底进行为期1年的解约。第一次解约的时间为2004年12月31日。按照本协议第四部分确定的协议关系可以在2005年12月31日进行第一次为期半年的解约。如果本州际协议或者协议比例在这个时间没有解约，下一次的解约时间为2年后的同样时刻。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一个州的解约对其他州之间的协议关系不产生影响，当然其他的任何一个州可以在解约州提出声明3个月之内在同样时刻进行解约。

六、媒介服务州际协议

1997年8月1日起施行，最近一次于2003年4月1日通过《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进行修改。

巴登·符腾堡州

自由州巴伐利亚

柏林州

勃兰登堡州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

自由汉萨（同盟）城市汉堡

黑森州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下萨克森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莱茵兰·法尔茨州

萨尔州

自由州萨克森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签订如下州际协议：

目录：

第一部分：共同规则

第一条：本州际协议的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概念确定

第四条：进入自由

第五条：产地原则

第二部分：服务提供者的特别义务和权利

第六条：责任的共同基本原则

第七条：信息的处理过程

第八条：为加快信息传播进行的插入存储

第九条：信息的存储

第十条：信息义务

第十一条：内容、小心责任、舆论调查

第十二条：不允许的媒介服务、青少年保护

第十三条：广告、赞助

第十四条：反报道

第十五条：问询权利

第三部分：资料保护

第十六条：效力范围

第十七条：基本原则

第十八条：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第十九条：保存、使用和结账资料

第二十条：使用者的问询权利

第二十一条：资料保护的审查

第四部分：监督

第二十二条：监督

第二十三条：向联邦行政法庭的上诉

第二十四条：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五部分：签约规定

第二十五条：有效期、解约

第二十六条：通告

第二十七条：生效期内、生效期外

第一部分：共同规则

第一条：本州际协议的目的

本州际协议的目的是，在所有的联邦州，为下面范围内的电子信息和交流服务的各种使用可能性制订统一的框架条件。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一款：本州际协议适用于那些针对公众进行的，运用文字、声音或图像，通过无线电磁波或导体进行信息和交流服务（媒介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广播电视州际协议》和《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的规定不受影响。此外如果存在联邦法层次的电信服务法的相关规定，电信法的规则和征税范围不受影响。

第二款：第一款意义上的媒介服务主要包括：

1.向公众直接提供的、需要收费的产品推销或服务的传播活动，包括不动产、各种权益和责任（电视购物）；

2.测量数据和调查资料通过文字或图像进行传播的服务；

3.通过电视文本、广播文本和类似文本方式进行的文字传播服务；

4.通过文字、声音和图像表现并且要求进行电子化存储以备使用的个人服务；以下服务除外：私人的成果交流或者明显是纯粹的资料性通告，电子（计算机、电视）游戏。

第三款：本州际协议既不牵涉国际私法范畴的规则也不委托主管的法庭。

第三条：概念确定

本州际协议相关词语的意思如下：

1.“服务提供者”指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提供自己或他人的媒介服务以供使用或者为这种使用的进入提供经纪。

2.“使用者”指任何自然人和法人，要求进行信息提取或其他目的媒介服务，特别是那些为了取得资料或被允许进入的人。

3.“大众传播服务”是一种媒介服务，它不是应某个个人的要求，而是通过数据传播的方式，同时向数量不限的使用者提供的服务。

4.“个人需求服务”是一种媒介服务，它是应某个个人的要求，通过资料传输的方式向单个使用者提供的服务。

5.“商业传播”指的是任何传播形式，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从事商业、经营和手工业或自由职业的公司、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的产品、服务或形象的销售；下述服务不作为商业传播：

（a）对公司、组织或者个人工作的直接进入口的陈述，特别是一个域名或电子邮箱的地址。

（b）关于独立的和特别的无经济回报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的产品、服务和形象的陈述。

6.“常驻服务提供者”指提供或带来固定设备进行不定期商业媒介服务的提供者；而这个设置技术设备的地区还没有提供者的分支机构。

一个法人建立自己个人的拥有传播能力的公司拥有同样的权利和承担同样的义务。

第四条：进入自由

媒介服务在法律的框架内拥有许可和申报的自由。

第五条：产地原则

第一款：如果该媒介服务所在的另一个国家处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0年6月8日关于信息产业服务特定的法律问题（特别是电子商务）的指导方针2000/31/EG的生效范围内，并在这个内部市场之内提供和带来商业性的服务，该服务在德意志联邦境内的驻地服务提供者以及他们的媒介服务同样遵守德国法律的规定。

第二款：处于2000/31/EG指导方针生效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媒介服务，它在德意志联邦境内提供和带来的商业性的媒介服务的服务流通自由不受限制。第五款不受影响。

第三款：下述情况不受第一和第二款影响：

1.合法选择的自由

2.在媒介服务的框架内签署的消费协议中有关协议责任比例的规则

3.获得地产或地产类权益的法律规定以及建立、传播、变更或废除这些权益

第四款：第一和第二款对下述情况无效：

1.公证工作和其他职业的成员，只要这些工作同样拥有自己的主权范围

2.当事人的代表以及在法庭上他们利益的承担者

3.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不作为许可性的商业传播

4.在幸运游戏中通过一定赌注进行的有奖活动，包括彩票和竞赛

5.对大众传播服务的要求

6.著作权、亲属保护权、欧盟理事会1986年12月16日关于半导体产品的局部拆解的权利保护的指导方针87/54/EG（ABI.EGNr.24S.36）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1996年3月11日关于资料库的法律保护（ABI.EGNr.L77S.20）和商业保护法的指导方针96/9/EG意义上的相应权益。

7.通过机构发行电子货币，这些机构符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0年9月18日关于接受、使用和监督电子货币机构工作的指导方针2000/46/EG第八条第一款，这些机构在部分或全部适用该法律规定并且适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0年3月20日关于接受和行使信用机构工作的指导方针2000/12/EG，并被赋予行使权。

8.不违反卡特尔法的协议和关系。

9.保险监督法第十二条、十三条a至十三条c、五十五条a、八十三条、一百一十条a至d、一百一十一条b和一百一十一条c，关于报告违反联邦监督部门保险事务规定的保险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保险协议使用权益相关规定和保险责任以及

10.关于个人资料保护相关权益的规定。

第五款：通过一个服务提供者提供或带来一种媒介服务，这种服务在2000/31/EG指导方针的有效范围内的另一个国家属于长驻性质，与第二款的规定不同，必须要受到国内法规的限制，只要这些法规包括保护

1.公共秩序，特别是关注那些防止、调查、澄清、追查和实施犯罪和违反规章的行为，包括违反青少年保护和防止由于种族、性别、信仰或民族原因煽动敌视，以及损伤少数族群的人的尊严的法律；

2.公共安全，特别是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国防需要；

3.公共健康；

4.消费者权益，包括投资者权益，在有消极影响的或者重大和严重危险的条件下工作的工作者权益，以及那些应该考虑的国内法规以及那些与保护目标有适当联系的法律权益。上述程序采用第一款之相应尺度——法庭程序包括可能的对犯罪，包括违法和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前期调查和后期追查——参照咨询和信息责任2000/31/EG的第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的规定。

第二部分：服务提供者的特别义务和权利

第六条：责任的共同基本原则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应按照本协议或普通法，准备好信息以供使用，并对这些信息负责。

第二款：第七条至第九条意义上的服务提供者没有义务监督他们传播和存储的信息或者调查提供的情况，去说明一件违法的事实。按照本协议和普通法信息使用行为的离开和冻结责任，在第七条至第九条服务提供者无责任的情况下不受影响。电信秘密按照电信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得到保护。

第七条：信息的处理过程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对外来信息或通过通讯网络传播或使用入口的传播得到的信息不负责任，只要他们

1.没有安排或促使该信息传递；

2.公布信息的地址没有被特别选择；

3.公布的信息没有被特别选择或者更改。

第一句在如下情况下不能使用：如果服务提供者有意识地与某个他的服务的使用者进行合作，目的是进行违法行为。

第二款：按照第一款进行的信息传布以及对信息入口的告之，同样包括信息的自动暂存，只要这些信息只用来进行通讯网内传布和并非长期的存储，有必要视为普通的传布行为。

第八条：为加快信息传播进行的插入存储

服务提供者不必对那些应其他使用者的要求，为了使外来信息的传播更加有效为目的的自动的、时间有限的插入存储负责。只要他们：

1.不改变信息内容；

2.注意这些信息入口的条件；

3.注意那些很大程度上由公认的和使用中的产业标准确定的信息内容更新的规则；

4.那些很大程度上由公认的和使用中的产业标准确定的，在信息使用中允许的信息收集的技术手段不能被损坏；

5.只要收到如下情况，来自网络的传播源出口处的这些信息被移除，或者这些信息的入口被冻结或者法庭或行政部门命令移除或冻结，服务提供者要刻不容缓地处理本规定意义上的移除存储信息或冻结该存储信息的入口。

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句适用。

第九条：信息的存储

服务提供者不必对那些为使用者存储的外来信息负责，只要

1.他们对违法行为或信息内容不了解，并在因为违法行为或者公布信息行为被提出赔偿要求的情况下表明没有这些事实和情况，或者

2.只要他们了解到移除信息或冻结入口的要求，他们马上主动地实行。

如果使用者从属于服务提供者或者受其监督，第一句不能适用。

第十条：信息义务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在媒介服务中要保持下面的信息可容易辨识、可直接获得以及可长期使用：

1.姓名和通信地址，以及

2.法人的姓名和通信地址，包括全权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第二款：服务提供者在商业性的媒介服务中至少应该让下列信息保持可容易辨识，可直接获得，可长期使用：

1.常驻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法人和全权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2.可能联系他们的一个快速电子联系方式和直接通讯方式，包括电子信箱的地址；

3.只要这个媒介服务属于某种工作范畴，这种工作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要说明主管的监督机构；

4.服务提供者注册的商业登记册、协会登记册、合伙人公司登记册或合作社登记册，以及相应的登记编号；

5.只要媒介服务提供或带来的是欧盟理事会1988年12月21日关于承认高等教育文凭的一个共同规则的指导方针89/48/EG的第一条d款意义上从事的职业，从事者至少经过三年以上的职业教育（ABL.EGNr.L19S.16），或者从事的是欧盟理事会1992年6月18日对指导方针89/48/EG的补充规定第一条f款的职业，即关于承认职业能力证明的第二条共同规则（ABL.EG Nr.L209S.25），该条最近一次通过欧盟委员会1997年6月20日的指导方针97/38/EG进行修订（ABL.EG Nr.L184S.31），应该说明：

（a）服务提供者所属的协会；

（b）法定的职业标志和联邦州，该标志是由该州授予；

（c）职业法律规定的标志以及如何进入。

6.如果有按照营业税法第27章a的规定拥有营业税号的情况，需说明这个号码。

更详细的信息义务，特别是远程销售法、远程通讯保护法、分期居住权法或价格标示和价格附加条款法、价格说明规定、保险监督法以及其他商业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受影响。

第三款：从事新闻编辑制作的服务提供者，在他们定期复制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文本或者重播画面或者定期后期处理的文本中，应该遵守第一款，与第二款无关，还必须补充说明责任人的姓名和通信地址。如果存在多个负责人，就应该说清哪个负责人负责哪个部分的媒介服务。作为负责人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挂名：

1.在国内有长期居留权；

2.没有由于法官判决丧失担任公共职务的能力；

3.完全行为能力；

4.无限制的刑事权利。

第四款：进行商业传播的服务提供者，其部分或全部是商业性的，至少要注意下面的前提：

1.商业性的传播表征必须可以清晰辨识；

2.进行商业传播的委托人、自然人或法人或合伙人必须可以清晰鉴别；

3.促销行为诸如降价、附加产品、礼品必须清楚真实，并且他们提出的要求条件必须容易看到，并且意思清楚，没有歧义；

4.带有广告性质的价格招标或竞赛游戏必须清晰标明，参与者的条件必须容易看到，并且意思清楚，没有歧义。

关于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不受影响。

第十一条：内容、小心责任、舆论调查

第一款：宪法原则在服务的提供中有效。必须遵守普通法的规定和保护人的尊严的法律规定。

第二款：根据第二条第二款第1至第3项进行的大众传播服务以及按照第十条第三款提供的服务，只要进行了报道和包括了信息提供，就应该遵守公认的新闻基本原则。服务提供者应该在传播前对每天真实发生事件的新闻，它的内容、出处和真实性进行小心验证。评论应该与报道相关并且标明作者的名字。

第三款：在提供由服务提供者进行的舆论调查的统计报告时，应该说明这个调查是否有代表性。

第十二条：不允许的媒介服务、青少年保护

青少年媒介保护州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媒介服务有效。

第十三条：广告、赞助

第一款：广告必须标明并且与其他内容的提供有明显区别。在广告中不允许隐性的技术处理。

第二款：根据第二条第二款第1项进行的大众传播服务，适用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第七、八、四十四、四十五和四十五a条。

第三款：赞助的电视文本适用广播电视州际协议的第八条。

第十四条：反报道

第一款：每一个根据第十条第三款从事提供的服务提供者，有义务马上无偿地为相关者播出进行反报道的报道或立场，该反报道与服务中曾提供的某种真实观点相关。反报道应该没有干预和删节地在与原来真实观点同样的场合中提供。该反报道的提供应该与原真实观点长度相同并且直接相关。如果那些真实观点不再出现或者在反报道开始后1个月就终止，反报道可以按照相关者的要求在可比较的场合中提供，最长时间不超过1个月。对反报道的答复必须限于真实陈述并且不能直接与反报道联系在一起播出。

第二款：如下情况则无须按照第一款履行开始反报道的义务：

1.相关者无权进行反报道；

2.反报道的规模超过了抗议真实观点的合适范围；

3.反报道没有限于真实陈述之内或者存在要受处罚的内容；

4.反报道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由相关者或者他们的法律代表向所要求的服务提供者书面并且签字提出，提出时间最迟为批评文本提供的最后一天的6个星期内，或至少在该文本第一次提供后的3个月内。

第三款：为了使有效确认的反报道的要求的执行不至于流于形式，可以提供其他的法律途径。在该程序中可以适用民法诉讼程序关于暂用豁免程序的规定。该要求的危险不需要变成可信的。不能进行主程序。

第四款：反报道的义务不包括关于跨国议会组织、联邦和各州立法组织的公共会议，以及各州出版法反报道规定排除在外的组织和机构的忠于事实的报道。

第十五条：问询权利

第一款：根据第十条第三款进行媒介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对主管部门有问询的权利。

第二款：这种问讯权可以被拒绝，只要

1.它可能对未决诉讼的执行造成错误、复杂化、扭曲或损害；

2.违反有关保密的规定；

3.大众的公共利益和应该保护的个人利益会受到损害；

4.超过可要求的尺度范围。

第三部分：资料保护

第十六条：有效范围

第一款：本部分规定适用于使用者通过服务提供者得到、处理和使用资料的媒介服务中，有关使用者个人的资料的保护。本部分规定不适用于在如下情况下个人相关资料的取得、处理和使用：

1.只要该媒介服务的使用不是出于职业和服务目的的服务和工作关系，或者

2.公司或公共机构之内或之间，只要该媒介服务的使用不会产生劳务或商业性征税。

第二款：只要本州际协议中没有其他规定，每一条生效的规定都可以用来保护个人相关资料，如果该资料并不在处理和使用的资料之内，规定同样有效。

第十七条：基本原则

第一款：只有在本州际协议或其他法律规定允许或者使用者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个人相关资料才能由提供媒介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取得、处理和使用。

第二款：只有在本州际协议或其他法律规定允许或者使用者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才能够将媒介服务过程中取得的个人资料进行其他用途的处理和使用。

第三款：同意行为可以在第十八条第二款的前提下进行电子声明。

第四款：如果使用者没有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手段得到媒介服务，服务提供者不允许将使用者是否同意提供者把自己的资料进行其他目的的处理和使用，与媒介服务的提供联系起来。

第十八条：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应该在使用者使用过程开始时将使用者个人资料提取、处理和使用的方式、范围和目的向使用者通报并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1995年10月24日关于在个人资料处理和自由数据通讯中保护自然人的指导方针的95/46/EG适用范围之外国家的处理向使用者通报，如果这些通报还没有进行的话。在拥有使用者身份识别，并需要提取、处理或使用个人资料的自动化程序中，在这个程序开始前，必须告之使用者。该通报的内容必须能让使用者随时调看。

第二款：如果服务提供者向使用者提供电子版同意书，他必须保证：

1.这些同意书可以让使用者明确地、明白地进行处理；

2.该同意书被记录在案；

3.使用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查阅同意书的内容。

第三款：服务提供者在使用者同意之前说明使用者有权在未来任何时候撤销他的同意，第一款第三句有效。

第四款：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性和组织化的预防措施确保：

1.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断与服务提供者的联系；

2.使用者在进入或者进行其他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人资料在行为结束之后直接被删除或冻结；

3.使用者可以要求媒介服务者防止第三者获得自己的资料；

4.对不同媒介服务的要求的个人资料要能够分开处理；

5.第十九条第三款所说的资料只能用于结账目的；

6.第十九条第四款的使用者档案不能与化名者本人的真实资料一起处理。

如果删除行为可能会违反法律的、规定的或者协议的保存期，可以按照第二条以冻结代替删除。

第五款：向其他服务提供者接转使用者必须告之使用者。

第六款：只要技术条件允许，服务提供者应该满足使用者对媒介服务的要求以及他们用匿名或者假名付账。使用者应该被告之各种可能性。

第十九条：保存、使用和结账资料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只有在如下情况，即对媒介服务的使用协议关系内容设置或变更有必要的情况下（保存性资料），才能够不经过使用者同意提取、处理或使用个人资料。服务提供者应该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回答刑事部门或刑事法庭的询问。

第二款：服务提供者只有在为了满足媒介服务的要求或结账的要求，才能够将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条件下提取、处理和使用（使用性材料）。使用性材料特别包括：

（a）使用者的身份标志；

（b）每一次使用的开始和结尾以及整个容量的情况；

（c）使用者要求的媒介服务情况。

第三款：只要出于结账的需要，服务提供者可以将使用者要求的不同的媒介服务进行汇总。

第四款：只要使用者不表示异议，服务提供者可以编制化名的使用者资料用于广告、市场研究或者其他合理的媒介使用性档案的目的。服务提供者要根据第十八条第一款向使用者说明他们的反对权利。这些使用性档案不能和化名者本人的资料共同处理。

第五款：只要出于结账的目的（结账资料），服务提供者可以处理或使用使用者资料中关于使用过程结束情况的资料。服务提供者应该按照法定的、规定的或协议的保存期将资料冻结。

第六款：只要是为了核实报酬和进行结账，服务提供者可以将结账资料通告其他服务提供者和第三方。如果服务提供者与第三方签署了收取报酬的协议，只要是为了收取报酬的原因，服务提供者可以将结账资料通报第三方。如果这些资料在服务提供者处属于电信秘密，那么第三方有义务保障电信秘密。服务提供者应该按照相关生效规定的要求向刑事部门和刑事法庭提供答询。

第七款：提供者不允许在所要求媒介服务的结账中将使用者媒介使用的时间、时长、方式、内容和频次具体化，除非使用者本人需要这个特别的证据。

第八款：服务提供者应使用者要求针对所提供的特定服务进行特别证明的结账资料最多保存到账单送出后的6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间对费用有异议或者付账要求没有结清，该结账资料可以保存，直到异议被澄清或者付账要求被结清。

第九款：如果服务提供者掌握了真实的线索，在它对特定使用者提供所要求的服务后，没有被付费或者没有全额付费，提供者可以处理和使用使用者个人资料中使用过程结束时情况的资料以及行使第八款中保存期限的规定，只要这些资料对服务提供者的诉求来说有必要。如果第一句中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或者该资料对于权利诉求已经不必要，服务提供者应该马上删除该资料。只要不会危及提供者的诉求目的，应该通知相关使用者该资料被删除。

第二十条：使用者的问询权利

第一款：服务提供者应该就使用者提出的关于本人或本人化名保存资料的问讯要求给予免费和立即答复。该问讯可以由使用者通过电子通讯方式进行。

第二款：如果在新闻编辑中使用个人资料，用来传播相关人员的反报道，或者对传播中的疏忽、对收回资料内容进行责任声明、命令或者判决，这些反报道、疏忽声明或收回声明应该附在已经保存的资料之上，并且在保存的期间将原资料以及汇总资料同时通告。

第三款：如果由于一个提供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被用于特定新闻编辑的目的，并且使用者的受到保护的权益因此受到损害，使用者可以据此要求得到这些个人保存材料。该问讯可以根据权衡参与方的受到保护的权益进行拒绝，只要服务提供者继续信息调查的新闻使命会因为该通告受到损害，或者这些材料涉及

1.在准备、制作或传播过程中有影响的相关人员，或者

2.可以从编辑部分的稿件、材料和通告推断出投递人或者担保人。使用者可以要求对不真实资料进行更正，或者在适当范围内添加特定内容。保存和通告适用第二款规定。

第二十一条：资料保护的审查

为了提高资料保护和资料安全的水平，服务提供者将其资料保护的规划以及技术设备通过独立的认可的专家进行审查和评定，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关于审查和评定的具体要求，以及选择和认可专家的程序将通过其他法律加以规范。

第四部分：监督

第二十二条：监督

第一款：按照联邦和州共同的资料保护法建立的主管单位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对本协议第十六至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对本协议其他规定的遵守情况由按照各州法律建立的特定监督部门进行监督。

第二款：如果按照第一款建立的任何主管监督机构确定某个服务提供者违反了本州际协议除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二、三款、第十四、第十六至二十条之外的规定，他们可以采取针对该提供者的必要手段来排除这种损害。他们可以下令停止特别的提供项目并且进行冻结。如果这种手段超出了服务提供者某项服务的合适范围而影响到公众，这种停止业务不能进行。如果没有其他方式达到惩罚的目的，才可以停止业务。如果只有停止业务才能达到目的，并且这种停止是针对服务的特定形式、特定部分的中止并且有时间的限制，才可以进行停止业务的惩罚。

第三款：如果证明针对第六条第一款责任的手段不可实行或者没有效果，可以按照第二款进行服务冻结，或者按照第七至九条对外来内容的提供者进行服务冻结，只要技术上允许并且可以实施。第六条第二款第二句不受影响，

第四款：如果监督部门的指令侵犯了第三者的权益并且为第三者打开了不合法的途径，那么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实施第二款意义上的行为。

第五款：为了实施本部分的规定，各州监督部门负责备案相关服务提供者的位置、住址或者那些没有长期居留的提供者。他们不负责本区部门处理的事务。

第六款：在监督范围内的业务情况的提取是无偿的。服务提供者必须确保这一点。服务提供者不允许为了反对主管监督部门提取信息而冻结相关的服务。

第二十三条：向联邦行政法庭上诉

因为反对违反本协定规定的判决而向联邦行政法院上诉的权利在法律程序中得以保护。

第二十四条：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一款：所谓违反规定指的是，任何人有意或者疏忽地

1.违反第十条第一款没有或者没有正确提供名称及通信地址以及法人的姓名、地址或者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和通信地址；

2.违反第十条第二款，信息没有或者没有正确、没有充分被提供；

3.违反第十条第三款，作为新闻编辑制作提供的服务没有或者没有正确说明它的责任；

4.违反第十七条第四款，将媒介服务的提供与使用者同意将其本人的材料供提供者传播、使用于其他目的相挂钩；

5.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或第二句或者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句，没有或者没有正确、没有全部或者在适当的时间向使用者通报情况；

6.违反第十八条第二款或者第四款第一句第1项至第5项没有或者没有正确履行公认的保护责任；

7.违反第十九条，提取、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或者没有删除、或者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删除；

8.违反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三句将使用档案与化名者本人的档案共同处理；

9.违反主管监督部门根据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句和第三款做出的指令，没有冻结相关服务；

10.违反第二十二条第六款第三句，实施服务冻结，妨碍主管监督部门的信息提取。

第二款：违反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以250000欧元以下的罚金，在第一款第1至第8项的情况下处以最高50000欧元的罚金。

第三款：第一款中违反规定的行为的追溯期为6个月。

第五部分：签约规定

第二十五条：有效期、解约

本州际协议的有效期不定。签约各州可以在日历年的年底进行为期一年的解约。第一次解约的时间为2006年12月31日。如果该州际协议到这个时刻没有被解约，解约行为可以在2年后的同一时刻进行。解约由州总理会议主席提出书面声明。一个州的解约不影响其他州之间的协议关系，其他州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在解约州提出声明后的3个月内提出解约，并在同样的时间进行解约。

第二十六条：通告

本州际协议的变更遵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1998年7月20日针对关于信息程序的标准化领域和技术规则的指导方针98/34/EG的修正案98/48/EG之通告责任执行。

第二十七条：生效期内、生效期外

第一款：本州际协议于1997年8月1日生效。如果到1997年7月31日不是所有的同意书都在总理会议主席的州办公室报存，本州际协议无效。

第二款：如果电信服务法没有明确规定，本州际协议意义上的媒介服务在电信服务法的适用范围内属于例外情况，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句无效。

第三款：随着本州际协议的生效，1991年8月31日执行的屏幕文本州际协议不再有效。

201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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